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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路丛书》总序言

新中国成立六十多年以来，中国一直在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特别是在改革开放30多年的实践中，努力寻求既发挥市场活力，又充分发挥社会主义优势的发展道路。

改革开放推动了中国的崛起。怎样将中国的发展经验进行系统梳理，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体系，让世界理解中国的发展模式？怎样正确总结改革与转型中的经验和教训？怎样正确判断和应对当代世界的诸多问题和未来的挑战，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都是对中国理论界的重大挑战。

为此，我们关注并支持有关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中一些有价值的前瞻性研究，并邀集各领域的专家学者，深入研究中国发展与改革中的重大问题。我们将组织编辑和出版反映与中国道路研究有关的成果，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的系列丛书。

《中国道路丛书》的定位是：致力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制度、模式的研究和理论创新，以此凝聚社会共识，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促进立足中国实践、通达历史与现实、具有全球视野的中国学派的形成；鼓励和支持跨学科的研究和交流，加大对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推动和传播。

本《丛书》的宗旨是：坚持实事求是，践行中国道路，发展中国学派。

始终如一地坚持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总结中国经验、探讨中国模式，应注重从中国现实而不是从教条出发。正确认识中国的国情，正确认识中国的发展方向，都离不开实事求是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一切从实际出发，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通过实践推动认识的发展，这是中国共产党的世纪奋斗历程中反复证明了的正确认识路线。违背它就会挫折失败，遵循它就能攻坚克难。

毛泽东、邓小平是中国道路的探索者和中国学派的开创者，他们的理论创新始终立足于中国的实际，同时因应世界的变化。理论是行动的指南，他们从来不生搬硬套经典理论，而是在中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社会主义理论。我们要继承和发扬这种精神，摒弃无所作为的思想，拒绝照抄照搬的教条主义，只有实践才是真知的源头。本《丛书》将更加注重理论的实践性品格，体现理论与实际紧密结合的鲜明特点。

坚定不移地践行中国道路，也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我们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理论挑战，例如将新中国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彼此割裂和截然对立的评价；例如极力推行西方所谓“普世价值”和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等错误思潮。道路问题是大是大非问题，我们的改革目标和道路是高度一致的，因而，要始终坚持正确的改革方向。历史和现实都告诉我们，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百年兴衰、大国博弈的历史背景下，中国从积贫积弱的状态中奋然崛起，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成就斐然，道路独特。既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一定要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路，这是我们唯一正确的选择。

推动社会科学各领域中国学派的建立，应该成为致力于中国道路探讨的有识之士的宏大追求。正确认识历史，正确认识现实，积极促进中国学者原创性理论的研究，那些对西方理论和价值观原教旨式的顶礼膜拜的学风，应当受到鄙夷。古今中外的所有优秀文明成果，我们都应该兼收并蓄，但绝不可泥古不化、泥洋不化，而要在中国道路的实践中融会贯通。以实践创新推动理论创新，以理论创新引导实践创新，从内容到形式，从理论架构到话语体系，一以贯之地奉行这种学术新风。我们相信，通过艰苦探索、努力创新得来的丰硕成果，将会在世界话语体系的竞争中造就立足本土的中国学派。

本《丛书》具有跨学科及综合性强的特点，内容覆盖面较宽、开放性、系统性、包容性较强。分为学术、智库、纪实专访、实务、译丛等类型，每种类型又涵盖不同类别，例如在学术类中就涵盖文学、历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法学、战略学、传播学等领域。

这是一项需要进行长期努力的理论基础建设工作，这又是一项极其艰巨的系统工程。基础理论建设严重滞后，学术界理论创新观念不足等现状是制约因素之一。然而，当下中国的舆论场，存在思想乱象、理论乱象、舆论乱象，流行着种种不利于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和安定团结的错误思潮，迫切需要正面发声。

经过60多年的社会主义道路奠基和30多年改革开放，我们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迫切需要形成中国本土的理论创新和中国话语体系创新，这是树立道路自信、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在国际上争取话语权所必须面对的挑战。我们将与了解中国国情，认同中国改革开放发展道路，有担当精神的中国学派，共同推动这项富有战略意义的出版工程。

中信集团在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曾经发挥了独特的作用，它不仅勇于承担大型国有企业经济责任和社会责任，同时也勇于承担政治责任。它不仅是改革开放的先行者，同时也是中国道路的践行者。中信将以历史担当的使命感，来持续推动中国道路出版工程。

2014年8月，中信集团成立了中信改革发展研究基金会，构建平台，凝聚力量，致力于推动中国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并携手中信出版社共同进行《中国道路丛书》的顶层设计。

本《丛书》的学术委员会和编辑委员会，由多学科多领域的专家组成。我们将进行长期的、系统性的工作，努力使丛书成为中国理论创新的孵化器，中国学派的探讨与交流平台，研究问题、建言献策的智库，传播思想、凝聚人心的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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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本书是早些时候《全球的选举》(Global Electioneering
 ）一书的后续研究，那本书专注于美国大公司的产业化，以及其如何接管选举活动并向全世界输出职业化管理选举。本书旨在通过批判性地审视美国及西欧的官方和私营机构推行的所谓“促销民主”，进一步分析外国援助的政治活动。这是美国政府开展的一项重要但大多数美国人对此完全不知情的官方活动。

除了报纸和学术杂志上的少量文章之外，很少有人批判性地关注“援助民主”的组织。威廉·布鲁姆
[1]

 （William Blum）的《流氓国家》(Rogue State
 ）是批判战后美国外交政策的重要著作之一，但是该书只涉及众多“促销民主”组织中的一个——国家民主基金会。它没有考虑另外一系列官方和私人团体以及它们的活动，如教育和文化交流、海外项目、媒体的培训、国际的公民和商业组织、军警的国际训练、私营的政治顾问及其他介入国家活动和“公共外交”的人。一位英国学者认为，美国和欧盟政府部门推行的“援助民主”本质上是不民主的，它“含有从外部强加于内部的政治改革过程”，旨在推行“一种特殊的民主模式，它把民主看成是有限的程序性形式，大体上缺乏社会改革内容”(Crawford，2003b，17~18）。这个批判使人联想到威廉·罗宾逊
[2]

 （William Robinson）对在海外促销“多元政体”
[3]

 的分析(Robinson，1996b）。

本书重点讲述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半官方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及与其相关的私人组织，包括自由之家
[4]

 、索罗斯
[5]

 (Soros）的各种基金会和其他有关团体；另外，本书还以较少的篇幅介绍了西欧和中欧的一些组织，它们通过资助或其他方式支持国外的政治活动。本书的时间—空间聚焦于2000年以来的东欧，主要是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推翻了以民族主义为导向的领袖们的那些动乱，以及在白俄罗斯以失败告终的类似动乱。

苏联的权威在中、东欧
1

 和中亚地区的解体触发了一种新型的西方干涉，即“软帝国主义”，在官方的词汇中，这种干涉被称为“促销民主”。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和接下来的10年中，西方的大众传媒通常把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及东欧和中亚其他地方发生的一系列政治动乱称作“人民力量”为民主压倒独裁而斗争。美国积极鼓励和帮助协调这些政治动乱，鼓动群众上街，使该地区的政治失稳，最终推翻了塞尔维亚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和格鲁吉亚的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Eduard Shevardnaze），并使乌克兰的维克多·亚努科维奇（Victor Yanukovych）的当选作废。外国对选举的干涉帮助了亲西方的政客以民主的名义从政治上把他们的政敌赶下台，并预期会实施符合美国、欧盟、世界贸易组织（WTO）和北约的国家利益和商业利益的“改革”。

在小布什执政时期，“促销民主”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Epstein，Serafino and Miko，2007），奥巴马政府继续进行促销。“促销民主”可以被理解为有两种意思——这确实是一种矛盾修辞法
[6]

 。一些团体，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家民主基金会和自由之家，利用这个词的思想含意，通过转变公共机制和培训当地有意愿的代理人来帮助当地移植民主。第二种意思是功能性的，即转变公共机制需要通过市场营销和公共劝说手段来鼓动最积极的公民们，这就是“促销民主”。这个歧义性修辞“促销”否定了民主有机演变的基础；民主不是像交钥匙那样可以被转交的某种东西，它必须由一个民族通过长期斗争，在它自己确定的本体范围和“设想的社区”内产生。

“促销民主”的假设需要回答几个基本问题：

首先，美国能否证明自己是民主的。本书的第五章讨论了民主的标志，发现美国是缺乏民主的。美国的财富高度集中，1%的顶级富豪所拥有的金融财富惊人地超过95%的底层人民，而且在主要的工业国家中美国的收入不平等问题最突出；对于美国自称的民主，人们有越来越多的怀疑。事实上，在它的大部分早期历史中，“民主党人”这个词含有针对统治阶级的贬义，这通常与人民参与政治的屈尊俯就和忧虑态度有关（Wray，1999，744）。美国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民主的（比如，反对把民主称为富豪统治的那些人认为美国是民主的）。但是，人们可以无视各国的历史、文化、人口构成、经济条件、现有的政治机制及各种国家主权思想的特点，而认为美国特色的民主是普适的和可转让的吗？

其次，考察民主最起码的定义，即定期举行选举，美国是不是值得仿效的系统，许多国外(甚至国内）人士都认为有疑问。投票率低和竞选费用奇高，使这个政治系统得到了一个绰号：“金钱能买到最佳选举”。

最后，在没有宣战或不存在确认的种族灭绝罪行等类似的严峻情况下，美国或其他任何一个国家是否有道义和合法的权利来帮助另一些国家推翻它们的政治领袖。塞尔维亚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被逮捕并且随后被判种族灭绝罪（第一位被法院如此定罪的国家领袖），这是发生在2000年他竞选连任失败后，而不是在北约企图用大规模的轰炸把他赶下台期间。在印度支那，美国用暴力对付当地人民是自纳粹德国的大屠杀以来超过任何国家的最大规模的暴行，但是美国政府却从未严格追究林登·约翰逊
[7]

 (Lyndon Johnson）总统和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总统的法律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主流媒体指责其他国家的最高层政治腐败，却允许自己的政府把过错推诿到低层官员。导致入侵伊拉克的假情报
[8]

 、阿布格莱布(Abu Ghraib）监狱的酷刑
[9]

 、非法监听美国公民、政治性地任命和解雇司法部的检察官及其他公职人员、卡特琳娜飓风后的人民灾难
[10]

 及其他政治丑闻，都被推诿给了低层官员，媒体和反对党都选择不追究在温顺无力的国会听证会之外的实情。在其他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的国家行为极可能导致政府首脑辞职和掌权政府立即垮台。

1991年标志着苏联及中、东欧和中亚共产党联盟的最终瓦解。国际品牌顾问贾瑞德·萨尔特
[11]

 （Jared Salter）说，当数百万人“观看德国人用大锤敲击柏林墙时，许多跨国公司却聚集在它们的会议室里制订它们进入东欧的战略计划”(Salter，2006）。在1996年年底，俄罗斯的经济在西方“休克疗法”的指导下陷入了几乎减半的混乱不堪局面。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大都陷入了不同程度的衰退。虽然大多数俄罗斯人可能还未放弃民主的理念，但是美国力图移植进去的新自由主义市场形式的民主教义已基本失去了当地人民的信任。

随着苏联的消亡，美国可以在短期内对中、东欧施展过去从未有过的权威。作为第二层次的工业国，中、东欧国家已成熟到可以与西方的经济和金融整合。美国和它的西欧盟友还积极影响政治领域的改革步伐。在后苏联时期，西方各政党的援助资金大部分集中于中、东欧（Adensk and McFaul，2006，435）。小布什政府和克林顿政府积极支持俄罗斯的新总统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尽管他有众所周知的嗜酒症和不雅的个人独裁名声。

战后的美国宣传机构主要与针对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成员国的冷战有关；该地区的共产主义统治结束后，美国的宣传并没有放慢脚步。由商业广告、市场营销和公关产业驱动的宣传成为美国社会的主题。当然，美国不是独自发展宣传业的。事实上，俄罗斯有两家最大的政治营销公司，一家名为“尼可罗·马”
[12]

 （Niccolo M）（取自历史上第一位国家宣传家的名字），另一家甚至更露骨地取名为PRopaganda
[13]

 （“大宣传”）。不同的是俄罗斯人（及以前的苏联）比较公开地使用他们的宣传，而且不涉及虚假、操控和社会性欺骗的说辞。在早期的苏维埃时代，政府设有一个鼓动与宣传部，旨在掀起它认为必要的群众活动，传播革命的信息（这是媒体的功用之一）。他们后来把这个部门改名为思想意识部。在美国，“宣传”这个词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也有合法的地位，此后“宣传”就因与纳粹德国和苏联的极权主义政体有关而变成了负面词汇。

在国家指令式经济体内，宣传被简单地等同于劝说。在市场经济体内，广告被视为“信息”。迈克尔·舒德森
[14]

 (Michael Schudson，1984）认为，以大量广告的形式做宣传是“资本主义的现实主义”，它减少了人们从实际经验得到的认知。商业广告通过幻觉和柔情的吸引力展示商品，把普通人民降低为商品化的奇异事物的观众，使他们成为与自己的劳动无关的拜物主义者。类似地，美国把冷战的宣传改编成摩尼教
[15]

 式的故事，掩盖它构建军工联合体的本意。

对于在东欧发生的“颜色革命”，宣传的技巧是关键的因素
2

 。“颜色革命”这个名称（不要与孩子们在夏令营中玩的“颜色战争”
[16]

 相混淆）是一种品牌，它来自一些反对派政党的标记，这些政党在中、东欧和中亚地区质疑各自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存在的权力安排。从美国的观点看，这些“颜色革命”是正宗的为“民主”而战。一份关于国际公共外交的研究
[17]

 发现，与这些“颜色革命”相关的隐喻之一往往是“新边疆”这个词，这是最初描述北美大陆的欧洲移民向西扩张时引入的政治概念。美国用奥威尔式
[18]

 的隐喻词汇掩盖“颜色革命”实际是指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与俄罗斯之间的冲突，并把它说成是专制与自由之间的国内斗争(Zhang，2007）。

宣传的分析

本书专注于研究外国干涉时使用“促销民主”作为宣传的掩饰工具和词汇。批判“促销民主”意在揭示政治通信既作为一种工具使政治合法化，又利用政治语言为国家的行为定调和辩护。经过论证，外交政策的宣传是在国内背景下广泛、系统使用的宣传手段的一种延伸，特别是近年来美国在国外促销民主与其国内民主的衰退是相对应的。事实上，特别是在小布什执政时期，美国全面侵犯既定的公民权利标准，从而销蚀了公认的美国民主社会的核心原则。这使得官方的“民主”相当可疑，并导致一种奥威尔式国家的话语，即宣传的是解放，而实施的却是监控和压制。外国的选举被当作特殊形式的机会，即把对外国的支援转用于夺取国家权力；但是，这些选举的结果被用于有选择地授权给中意的候选人和团体。当像哈马斯
[19]

 那样的团体、社会主义者或民族主义者获得了大多数公民的选票时，美国就先验地（未经实际检验地）把选举过程说成是不合法的，并撤回对这个选举过程的认可。“民主”只赐给后验的即其结果是所期望的选举(而且接着又有预期的机构改革）。

选举是一面透视镜，我通过它分析美国的“自由议程”
3

 和“促销民主”的计划，具体涉及美国积极介入东欧的“颜色革命”。我在第一章提供了我认为是新方法的以系统性宣传的思路来理解政治劝说。简而言之，我证实了美国和其他“后工业”国家作为主要生产力的信息工作者，通过新自由主义的原则，利用数字化信息和通信技术的基础设施，从结构上改变了自身的经济。信息型经济基本上是大量销售在其他任何地方生产的商品。这就使促销活动，包括广告、市场营销、公共关系和销售管理等，成为了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
[20]

 （Mannuel Casteus）(Castells，1996）所定义的新“发展模式”的关键领域。有组织的劝说成为一门学问，扎根于日常生活的几乎每一个方面，把宣传延伸到新疆界，形成促销型的商业、政治和群众文化。肯尼斯·奥斯古德
[21]

 (Kenneth Osgood）认为：


国际政治的广泛发展使象征和形象深入人心成为政治权力的关键因素，与此相对应的是，为了民意而装模作样变得越来越巧妙，这包括播放媒体事件、制造新闻、排练好的公共亮相和仔细编稿的原声朗读。用通信技术伪装的现代宣传掩盖了冷战结束带来更多而不是更少的宣传的基本事实（Osgood，2001)。



我采用系统性宣传的概念框架，在第二章评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外交政策中宣传的关系和发展。正如安东尼奥·葛兰西
[22]

 （Antonio Gramsci）、罗伯特·布雷迪
[23]

 （Robert Brady）、爱德华·贝奈斯
[24]

 （Edward Bernays）、诺姆·乔姆斯基
[25]

 (Noam Chomsky）和其他人所指出的，宣传是资本主义民主政体为了构建公众愿意遵从精英特权的一致民意而必需的中心要求。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促销民主”是美国在世界权力关系中的一部分，但是直到20世纪70年代，它与美国中央情报局(CIA，以下简称中情局）的秘密活动有关。公众反对国家在国内和国外的不道德行为导致美国在1983年设立国家民主基金会以及其他在海外起促销民主作用的官方组织和私人组织，以便用更精细的手段追求强权。第三章讨论了目前促销民主项目的基础组织设施、官僚体制、背景以及指导原则。我把美国和西欧的援助民主机构以及代表西方资助者执行东欧项目的中欧非政府组织加以比较分析。在第四章，我讨论了所有这些组织在在中、东欧的项目。主要研究的中欧国家包括波兰、捷克共和国和匈牙利，还有美国和欧盟干涉的东欧国家，包括俄罗斯、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同时附带提到了其他东欧和中亚的国家。第五章总结了关于“促销民主”作为“颜色革命”使用的词汇和宣传工具的主要发现。最后一章还提供了针对美国民主的传统信条和向国外输送美国政治机制的理由的反面观点，这样就为加强促销民主的意义和实践提供了药方。

附加说明

在此，我要明确说明，本书的意向和目的不是评价东欧的机构、政治活动或国家的合法性，或者评判引起政体改革的动乱是否必要，也不是贬低或质疑上街抗议的中、东欧人民的民主渴望。本书的主要目的是分析美国以及较小程度上从对比的角度分析德国和英国在使某个地区的国家和政府合乎宪法的领导人下台的事件中所起的干预作用。本书既不是保护也不是批判像米洛舍维奇、谢瓦尔德纳泽或亚努科维奇那样被迫交出权力的人们。本书批评性地调查美国基于意识形态所宣称的：它支持了民主，并对于它干预政体改革的那些目标国家内党派组织和个人竞争展示了无偏见的行为。本书较多地关心美国及其盟友是否尊重前苏联政体内那些国家的主权，它是否挑起了如一位加拿大记者所说的“新冷战”（MacKinnon，2007）。

我不比较美国与俄罗斯对东欧的干涉，因为我不希望恢复政治事件的冷战模式。我的立场是，我相信对于中、东欧地区的大多数人民(虽然肯定不是全体人民）而言，俄罗斯对该地区的干涉不比美国的干涉更受欢迎。然而，你必须理解俄罗斯的历史，尤其是20世纪苏联屡次遭受野蛮入侵的悲惨遭遇，才能理解俄罗斯政府和人民为何会担忧美国、美国的盟友以及该地区敌视俄罗斯的势力合谋对其进行的干涉。如果这样理解问题有困难，那么设想一个相反的故事情景——在与美国相连或毗邻的一些国家内(例如，古巴）存在一个强大外国的侵略性政治和军事，美国会怎样看待和应对这种威胁。

由于促销民主涉及许多计划和项目，所以本书的重点是介绍政治、党派和选举领域内一系列具体的促销民主活动，而不是宪法、公共治理或公民社会，虽然在涉及中、东欧地区某些支持政体变革的非政府组织的政治性活动时也讨论了公民社会。随着产业界和金融界对国家政策的关注和影响日益增长，许多国家的政党已成为脆弱的实体。尽管如此，在代替只靠名人明确表达各种思想意识流派和利益及围绕问题动员选民方面，政党仍然是关键的实体。即使各政党在许多方面(外交政策、维护公司议程、减少公有部门等）已经趋同，如在美国，但政党在竞争权力方面仍是极其重要的。

关于选择中、东欧地区作为讨论对象（虽然美国及其盟友在全世界都从事促销民主），是因为它们是整个战后年代里美国外交政策关注的焦点，而且是热情宣传的发源地和目标。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初期，苏联和华沙条约联盟的戏剧性垮塌为新的、有机的民主治理形式提供了可能。该地区执政党内部的冲突和社会动乱使老的统治结构崩塌，从而导致许多人希望在公共事务中有更深入的公民参与。人民的要求包括：独立的工会，草根的公民组织，政治和社会运动，直接和真正的代议制，包容、透明和无偏见的政治机构。本书研究的关键问题是：美国主导的努力是加速还是阻碍了整个东欧地区有机地发展真正的民主运动。

前言注


1
 . 本书把俄罗斯看作东欧的一部分。


2
 . 本书避免使用国家和媒体为意识形态而构造的许多词汇，以免增强它们企图得到的宣传价值。


3
 . 小布什在2005年的第二届总统就职演说中把“自由议程”和“促销民主”作为最精彩的部分，他宣布：“在每一个国家和每一种文化中寻求和援助民主运动及民主机构，其最终目的是结束我们世界的专制独裁。”



[1]
 布鲁姆在1967年离开美国国务院成为自由专栏作家，强烈反对干涉主义。他认为，“最可怕的美国输出品是民主”。著有《国家民主基金会：特洛伊木马》、《流氓国家：认识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译者注





[2]
 罗宾逊是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的社会学教授，研究政治经济、社会经济、全球化和跨国主义，他主张社会正义、公众授权、参与式民主和以人为中心的发展。——译者注





[3]
 “多元政体”（polyarchy）是已故的美国政治学学会主席、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提出的现代代议制民主概念，他在其《多元政体》一书中认为现代代议制民主应包括六项指标：（1）自由公正的定期选举；（2）选举产生的官员；（3）自由表达意见；（4）允许接触多种信息来源；（5）社团的自治；（6）广泛包容的公民身份。——译者注





[4]
 “自由之家”成立于1941年，是美国第一个旨在全球推广自由、民主改革和人权保障的非政府组织，罗斯福夫人是第一任名誉主席，它设计了一个“自由度指标”，用于每年评估和公布世界上100多个国家的民主程度和排名。——译者注





[5]
 索罗斯是匈牙利出生的犹太裔美国金融家，2013年亿万富豪排名第30名；他在美国国内激烈反对共和党保守派，在国外积极资助民主改革，如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译者注





[6]
 矛盾修辞法（或歧义修辞法）是指用两种相反和矛盾的词来形容同一事物，使语义更加强烈。——译者注





[7]
 肯尼迪遇刺后，约翰逊接任美国第36任总统（1963—1970）。——译者注





[8]
 假情报是指无中生有地指责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译者注





[9]
 阿布格莱布监狱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西郊，看守监狱的美军官兵用殴打、狗咬、冷水浇裸体、鸡奸、湿布蒙头浇水模拟窒息感等酷刑折磨未经审判而被长期关押的嫌疑人；2004年被反对虐囚的士兵揭发，这一事件被称为“虐俘门”事件。——译者注





[10]
 卡特琳娜飓风是美国历史上破坏力最强、死亡人数最多的灾害。2005年8月4日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市（黑人居民占2/3以上）防洪堤溃决，全市被淹，劫匪烧杀、抢掠、强奸。9月3日小布什才下令7 000士兵在72小时内到该市救灾；9月6日国会调查联邦政府的责任；9月12日联邦紧急措施署署长辞职；12月底，国会查出49人盗窃援助基金。——译者注





[11]
 萨尔特曾任全球最大的综合性品牌Interbrand咨询公司的高级顾问，该公司于1974年在伦敦成立，2006年在上海开设办事处，中国客户有方正集团、万邦集团、中国银联、中国银行、招商证券、华为技术、太平洋保险等。后来，萨尔特在匈牙利创立了Joobili旅游网站灵感创业公司，让旅游者根据自己的兴趣选择旅游日程，该公司在2012年倒闭。——译者注





[12]
 尼可罗·马是借用意大利的治国理念宣传家尼可罗·马基亚维利之名。尼可罗·马基亚维利（1469—1527）是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1513年发表《君主论》一书，指出君主必须同人民保持较好的关系、了解国情、重视军事、灵活机动、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这些都成为后来一些领袖人物的治国原则；拿破仑、墨索里尼和希特勒把它作为案头书。——译者注





[13]
 PRopaganda，故意把第二个字母大写，以夸张宣传的作用。——译者注





[14]
 舒德森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研究新闻业历史、媒体社会学和公共文化等；此处是指他1984年的著作《广告：不容易的劝说》。——译者注





[15]
 波斯人摩尼在3世纪创立的一种宗教，其教义认为世界的本源是光明与黑暗。起初明暗分开，互不侵犯，后来明暗相斗，暗侵入明，最后明暗重新分开。——译者注





[16]
 “颜色战争”游戏是指把孩子们分成人数相等的几队，每队佩戴一种颜色作为标记，然后做对抗性的游戏，如互射水枪、互夺对方的军旗等。——译者注





[17]
 此处是指得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大学教授Zhang Juyan发表在《公共关系评论》杂志上的文章“在反恐主义之外：‘9·11事件’后美国公共外交宣传战略的隐喻”。——译者注





[18]
 奥威尔（Geroge Orwell，1903—1950）是左翼作家，他是出生于印度的英国人，曾任英国在缅甸的殖民警察，但他同情殖民地人民。他在1936年参加保卫西班牙民主的共和军，却被斯大林主义者怀疑为反苏的托派。于是，他在讽刺小说《动物庄园》（Animal Farm）中用动物影射苏联社会失去人性的严格监控。——译者注





[19]
 哈马斯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激进集团，主张毫不妥协地用武力反对以色列，被美国列为恐怖主义组织。——译者注





[20]
 卡斯特尔斯出生于西班牙，因反对弗朗哥法西斯专政而被放逐到法国，在巴黎大学取得社会学博士学位，却又因卷入1958年的“五月风暴”（学生游行反对戴高乐独断专行而与警察发生冲突）被放逐到加拿大，后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城市社会学教研室主任，有“当代的丹尼尔·韦伯”之称。——译者注





[21]
 奥斯古德是佛罗里达州大西洋大学的教授，著有《总体冷战：艾森豪威尔在国内和国外的秘密宣传战》。这一段引自他2001年为《美国外交政策百科全书》写的文章“宣传”。——译者注





[22]
 葛兰西（1891—1937）是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始人，他认为政权是“民意加武力”。葛兰西认为剥削与贫穷不是一回事，富裕国家的工人阶级不贫穷就不知道被剥削。对付专制国家不得不用列宁主义的暴力革命，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却可以调动公民社会（工会、媒体、教育界、文化界、宗教界等），即关键是攻克公民社会。——译者注





[23]
 布雷迪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阶段有可能产生威权统治和法西斯。——译者注





[24]
 贝奈斯（1891—1995）被称为公关之父；他把他的舅舅弗洛伊德的心理学用于研究如何影响人们的需求。例如，在经济方面，他帮助烟草公司使女性吸烟成为时尚，帮助宝洁公司推销家居用品；在政治方面，他把民选的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抹黑，使美国政府出兵推翻阿本斯。——译者注





[25]
 乔姆斯基是麻省理工学院的语言学和哲学教授，自越战以来发表过大量政论，支持民主党，赞成无政府主义的工团主义，被认为是自由社会主义者，但自称是经典自由派中的保守分子。——译者注




本书中的缩写词


ACILS
 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团结中心）


ACLU
 美国公民自由联盟


AEI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


BTC
 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油气管线


CEE
 中欧和东欧（中、东欧）


CEU
 中欧大学


CIA
 美国中央情报局（中情局）


CIPE
 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


CIS
 独立国家联合体（独联体）


CPR
 俄罗斯共产党


DoD
 美国国防部


DRL
 美国国务院民主、人权与劳工局


ERB
 为白俄罗斯服务的欧洲广播电台


E.U.
 欧洲国家联盟（欧盟）


FCC
 美国联邦通讯委员会


FES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FH
 自由之家


FMLN
 左翼马蒂民族解放阵线（萨尔瓦多）


FNS
 弗里德里希·诺曼基金会


GDP
 国内生产总值


HBS
 海因里希·伯尔基金会


ICNC
 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


IMF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RI
 国际共和研究所


MSN 《
 我的首都新闻》



NATO
 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NDI
 国家民主研究所


NED
 国家民主基金会


NGO
 非政府组织


NIMD
 荷兰的多党民主研究所


NSC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经合组织）


OPD
 美国公共外交办公室


OPIC
 奥洛夫·帕尔梅国际中心（瑞典）


ORS
 美国重建暨安定办公室


OSI
 开放社会研究所


OTI
 美国国际开发署的过渡计划办公室


PAUCI
 波兰—美国—乌克兰合作倡议


PDPA
 美国国务院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局


PR
 公共关系


PSB
 佩恩—舍恩—伯兰调查公司


R&D
 研究与发展（研发）


RFE/RL
 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


SEED
 美国国会《支持东欧民主法案》


TI
 透明度国际


TNC
 跨国公司


TOL
 在线过渡网站


U.K.
 联合王国（英国）


U.S.
 美国


USAID
 美国国际开发署


USC
 南加州大学


USCC
 美国商会


USIA
 美国新闻署


USSR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苏联）


VOA
 美国之音


WFD
 威斯敏斯特民主基金会（英国）


第一章

宣传型政体


在西方，为政治和意识形态利益而老谋深算地操纵公众舆论是被精心隐蔽的，所以与极权体制下的强制宣传系统相比，这种方式有效得多……它不是控制我们想什么，而是控制我们想的是什么。

——诺姆·乔姆斯基，2007年



本书探索美国政府外交政策中所谓的“促销民主”，这个加了引号的概念被用于表达其宣传工作。在外交政策中用“促销”这个词确实意味着国家像经营企业似地展示其精彩形象和推行市场营销。本书聚焦于中、东欧地区，该地区在冷战前及冷战中一直是宣传战的首要目标。随着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美国政府及其公共和私人机构开始广泛干涉中、东欧地区的政治及其他方面，包括重新运用冷战式的宣传手段打开对该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的入侵之门；这使得俄罗斯再次对西方的干涉产生担忧，从而重新打响了双方的宣传战。事实上，有些人认为，新冷战正在逐渐形成。

宣传工作的传统概念是：采用各种手段和思想意识表达方式使有组织的、掌权的利益集团或者有野心获取这个地位的利益集团的某些政策目标合法化。本书的分析超越了这个概念。自20世纪末以来，宣传被认为诞生于信息化市场经济的传媒促销。也就是说，宣传不仅仅是为了使公众信服某个具体项目和纲领而发起的一个象征性表示，它有广阔的社会、物质或政策目的。通常会有各种各样的宣传：有些被称为“硬宣传”，是指深层次和大幅度地说服和动员公众；另一种形式是较为普通的“软宣传”，它的目的较短暂，也较少直接涉及国家利益。

在改革后的西方信息密集型经济时代以及渴望知名度的“形象性国家”中，宣传无处不在。尤其在社会价值越来越以客户和听众的认同来衡量的社会中，宣传的应用必不可少。各种企业，从保健业到大学本科生的课程，现在都充斥着各种市场营销文化。
1

 它的经济根源是国家和企业把大部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移往海外，使本国劳动者转型为信息处理者，使国家成为传播“病毒”的市场，美国尤其如此。

据美国劳工部报告，2006年大约有583 000人从事广告、市场营销、促销、公共关系和销售管理的工作（美国劳工部，2007)。公共关系研究所的一份报告说，这个统计数字是被大大低估了的（Falconi，2006）。不管怎样，这些只是实际从事营销工作人数的一小部分。本来还应包括售货员、销售和客户服务代理、网上销售者、游说者、撰稿人、平面图形设计者、商业画画家、从事广告制作的天才及其团队、复制者、广告策略家、橱窗展示设计者以及在工作生涯的某一部分涉及商品、服务、形象、为私人利益与政府利益牵线搭桥的大批人员。根据《公关周刊》（PR Week
 ）的调查，在2009年年初，67%的公关人员为公关公司或大企业工作，其余的为自由职业者(8%）或为非营利性机构（8%）、教育机构（5%）和政府（3%）服务（Zerillo，2009）。

2003年，一份援引美国劳工部统计报告的研究通过计算得出，仅在销售岗位上工作的人数就超过1 500万（Lambert，2003，8）。全球的企业赞助活动金额在2003年的前9个月内就达1 224亿美元。从商场到中学体育馆，尤其是对于缺乏现金的公共机构，赞助活动爆炸般地兴起；其中60.8%来自以美国为基地的公司，11.3%来自英国，8.4%来自意大利，4.1%来自法国（Lewis，2004）。

从1982~2007年的25年中，美国的广告费用一直稳定在GDP的2.0%~2.5%。2006年，美国的广告花费超过1 550亿美元，接近埃及（有8 000多万人口）的GDP。这还不包括用于研究顾客、设计、包装、展览、公关和营销的大量开支。美国的文化以及越来越多国家的文化，卷入了形象制造活动的大潮中。媒体老板们不需要广告业者告诉他们为激励消费者生活欲望而制作的广告内容。在美国，许多领先的药品公司的营销开支多于科研费用。媒体（几乎100%的电视媒体）收入的最大来源是播放刺激消费者消费的广告信息。培育批判意识会打击消费情绪，妨碍媒体业的主要业务——把观众引向广告。

促销型文化

在私人企业的商业领域，现代宣传技巧已得到很大提高。在一个被深度调查的社会里，美国的公司从泛滥的国民消费者数据库中取得信息，从而把它们的力量更多地聚焦于商品和品牌的销售，而不是生产商品。现在，在公共领域，国家的许多功能——从生产公共信息产品、提供雇佣兵出国到组织政治竞选活动——已承包给私有企业。这个商业世界已远远超越直接影响政府事务，如果还不是管理政府事务。一些公司，如Acxikom公司
[1]

 ，专门对公民的个人信息及消费习惯做强化性调查和分析
2

 ，然后把结果卖给商贩们和政治竞选顾问们，后者再把利益明确的定制邮件直接寄给它们的候选人客户的未来选民们。

公共关系领域的一位早期领袖——爱德华·贝奈斯写过一本在1928年出版的书《宣传》（Propaganda
 ）。在该书中他以下述前提为开端：“有意识和有组织地操纵群众的习惯和观点，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元素。那些操纵这个看不见的社会机制的人们构成一个看不见的政府，它拥有我们国家的真正的统治权。”（Bernays，2005，37）正如贝奈斯所论述的，宣传服务于使“群众”[或者如他那个时期一位政治评论家沃尔特·李普曼
[2]

 （Walter Lippmann）所谓的“困惑的群盲”
3

 ]懂得需要维护社会秩序，免得反复出现极端异议或国民诉求第一修正案的权利
[3]

 。

通过系统性的宣传，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霸权统治得到极大地巩固。现在，它们依靠数字化的信息技术和媒体提供无休止的商品文化和戏剧性的政治事件。在美国的任何一个地区性电视台，“吸引和拿下观众”的新闻报道几乎总是以凶杀、车祸或火灾的故事开场，还包括许多广告。这个国家一些主要的电视顾问公司，如Frank Magid Associates公司
[4]

 ，与广告利益紧密相关，它们建议地区性电视台采用这种模式以吸引观众的注意力，并赢得较高的收视率，从而把新闻变成一种娱乐形式。

不仅如此，暴力罪行故事的电视制作特别便宜，因为当地警署的公关部门乐于提供数据并接受采访，这可以从理念上支持警务工作，获取公共资金。然而，最重要的理由是高的收视率排名受广告刊登者们的欢迎，电视台的几乎全部收入都是靠他们。暴行、火灾和其他基于恐怖的报道所引起的忧虑还与消费及习惯性再消费有关。在新闻报道中，市场是首要的，而恐怖恰恰是热销货。其实，你可以认为，在集权制国家你寻求的是媒体的自由，而在半民主国家，摆脱宣传是为了向主流媒体索取自由（Ragnedda，2005）。

在自由放任的经济体内一，切文化形式都取决于开支额度和商品化。狂野歌手鲍勃·迪兰（Bob Dylan）的抒情歌曲《随风吹进》被出租给一家英国超市用于广告宣传。他的《永远年轻》被用于代表百事可乐在第43届美式足球超级碗大赛上演唱。艺术作品与伏特加广告相结合。所有那些曾被明确认为是文化王国一部分的艺术领域，现在成了消费者利益和品牌标记安营扎寨的开放地带为多家公司以及它们的产品建立品牌和市场的一。家美国公司给自己起名为“宣传”，它的名字上有注册商标。

信息化经济愈来愈立足于出售象征性产品（形象、数据、虚拟游戏、媒介及其他非物质商品)，它更多地强调把消费者利益作为超越一切的“宗教”。最流行的消费品（衣服、鞋、玩具、电脑、电话、电视机、硬件和其他物品）是在海外生产的，而国内产业则专注于广告和营销活动。在20世纪的后50年里，美国制造业的岗位从占总数的1/3多下降到只稍多于1/10，而服务业上升到约80%（Hegenbaugh，2002）。最大的结构变化是美国及其他主要的资本主义经济体已演变成为市场营销型（促销型）经济和文化的聚集地。

新自由主义的社会秩序

促销式文化的成长主要来自把市场放在首位（劳动在末位）的新自由主义
[5]

 。大众文化充满了厌恶风险的事例及廉价的媒体产品，包括单调乏味而又反复的“电视真人秀”模式。这种模式欺骗性地使剧情与它暗示的自然性及实际生活无关，因为与许多传统节目一样，真人秀是通过选角、导演、剪辑及恣意修改而制作出来的，旨在从非职业演员们假扮的世仇和浪漫情景中唤起紧张、极端的激情、对抗和适者生存感。比如，美国野蛮摔跤手杰里·斯普林格（Jerry Springer）的脱口秀，其思路是在轻信的、无聊的、男性荷尔蒙过高的或者冷漠的观众中激起非理性反应，并把虚假的冲突或爱情奇事卖给观众，这反过来又使广告商获益。首要的“现实”是，摄影棚雇来制作节目的“天才”及其团队一般没有工会的补助，也没有工资和福利保障（Poniewozik，2006）。

新自由主义对政府管制的侵蚀已直接影响主流媒体的促销内容。取消当初旨在保护公民的促销限制，实际上使大公司有权去销售有潜在危险的产品，例如直接针对成人和儿童的药品广告在表面上不涉及危害身体和精神健康的风险。“奥博斯可溶解的香烟”被设计得看起来像薄荷糖以吸引儿童，“骆驼牌”香烟也被设计得具有类似的群体吸引力，直到雷诺烟草公司在1997年同意停止其广告。

公司广播质量的沦落还明显地体现在播放半色情的性广告：从“姑娘们撒野”到色情电话交谈的广告，以及无处不在的男性壮阳药。普通网页被加入煽情广告，显示妙龄女郎摆出挑逗姿势。媒体还利用广播煽动名人界的淫秽兴趣，从而在观众中培植既无创造性又无生产性的偷窥兴趣。这些倾向的共同根源是媒体生产者们需要制作能吸引观众的节目，以满足他们的财务和广告支持者的需求。联邦通讯委员会专注于管制“脏话”以实现对广播的监督管理。国会显然不愿得罪强有力的大公司赞助者们，或者不愿制定使广播为广大公众利益服务的法案。

许多商业化媒体的语言是粗鲁的，甚至在通过印刷品和名义上公用的电磁波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毛孔。例如，体育场上挂着公司的标牌。都市交通管理局出售早已建成的地铁站和电车站的冠名权，例如，纽约市布鲁克林区的老“大西洋大道—太平洋街”站被更名为新“巴克莱（公司)”站。新西兰航空公司雇用了一位妇女，把她的头发剃光，作为所谓的“头盖骨广告板”，印上一个商业刺青（Newman，2009）。这种“超商品化”的另一种表现是日益增多的产品广告植入和插播有偏见的收费广告（即在新闻或公共事务节目中销售网络或母公司的资产)。比如，思科系统公司有一份很长的媒体直销清单，其中隐蔽地编入了产品的外表，它甚至付钱修改广播稿，以展示它的产品线。它的媒体直销包括：《思科系统国际公司：纽约》（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24小时》（美国福克斯广播公司）、《英雄们》（美国国家广播公司）、《你、我和杜普瑞》
[6]

 （法国的跨国传媒集团——维旺迪环球公司）以及《我是传奇》（美国时代华纳/华纳广播公司）。在《24小时》节目中有这样一个镜头，“思科远距参与”（远距离视频会议）的字样被显示为一个充满屏幕的近景(Clifford，2008，C1）。使媒体批评家们产生警觉的是电视业投降于广告业的贪婪要求；作为传播有益于公众的，无偏向的信息、文化和思想的媒介（即使是有限的媒介）的电视湮灭了。

随着对全球市场垄断性整合限制的减少，还出现了更多利用观众作为生产信息化商品和宣传活动的推动力。商贩、信贷公司、各种民意测验组织（它们源于市场研究）及利益相关者针对社会经济团体和个人进行的广泛调查显示出他们的个人嗜好、生活方式和物质偏爱。大卫·里昂
[7]

 （David Lyon）认为：“趋势是一对一的销售和个性化方法，如忠诚‘俱乐部’、公司和银行的联名信用卡、简练的署名广告材料以及印在发货单上针对每个消费者的购买习惯而定制的广告。”（Lyon，2001，43）在市场经济中，消费实际上成为一种劳动方式，因为对于确定商品意图和处理销售来说，自愿提供的或被暗中收集的数据是至关重要的。

由于劳动被定义为创造价值，因此提供自身信息的消费者（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消费者都是这样做的）实际上是被无偿雇用的劳动者。借助于对观众进行的非正式的人对人推销，产业界还把人们“看电视的时间”商品化为一种资产，从而获利（Jhally，1987）。除了利用“看电视就是劳动”外，公司还根据消费者的信用卡和互联网使用记录、就业记录、医疗记录和其他记录，以及各种调查收集的信息建成数据库，用以做出生产、设计和销售的决策。一位作者引用马克思在《资本论》（Capital
 ）中的研究指出，在现代经济中，资本主义能够通过盗用“无偿的非常规劳动作为产生剩余价值的必要条件以进行超级剥削”，这具有“更普遍的社会性”(Fuchs，无日期）。提供自身个人信息以及现在和过去积累的知识（“死劳动”）的劳动大众构成了无偿的、商品化的劳动界。消费者的信息就这样被资本家用作生产力。

现在不只是构建“后工业化”时代，目前的经济环境是一种超工业主义，即在所谓的信息社会中，工厂生活的团队化被扩展到服务业，从而导致无所不包的调查和更广泛的消费组织。1962年，马里奥·特伦蒂
[8]

 （Mario Tronti）预料，将会出现一个“整个社会成为一条生产链……能承担一个工厂功能”的时代（引自Cleaver，1972，137，n.13）这个转变包括：国际分工使物质生产分散化，“品牌名称、产品定位、产品设计和市场营销被保持在公司内部，而制造、后勤、物流配送及大部分辅助功能被外包出去”（Sturgeon，1997，14）。现在，获取信息并把它加工成象征性的劝说形式，已经比过去要容易得多；人们很容易把信息定期转变为灵活而可控的宣传
4

 。这样，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不再是一个偶然的实践，它居于生产和消费的核心地位，把信息数据变成各种形式的商品和资本。

新自由主义从头到尾都是关于通过网络化的资本中心和资金流动产生财富的供应学派说教，它推翻了罗斯福总统提出的以社会福利为导向的国家“新政”。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商品宣传和政治宣传的合流在“后福特主义”
[9]

 （灵活的、无疆界的生产过程）的政治经济中变得成熟。在后福特主义时期（始于20世纪70年代)，政治和公共行政管理被改革和私有化，并溶入一个促销主义的、打品牌的、迅速周转的和某些有钱人付得起的、强化的消费主义系统。政府的大多数服务被外包给私营机构。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丹尼尔·兹威德林（Daniel Zwerdling）说，仅在2001~2007年，小布什政府把22 000亿美元的政府服务外包给私营承包商，其中大部分服务通过有限竞争或者无竞争的招标形式被外包出去，导致美国出现前所未有的大量浪费和腐败（引自Hall，2008)。

在新自由主义影响下，电视台编造出新的广播标准，并经常利用名人和所谓的“专家”提供关于商品的“新闻”，即信息化商品广告。事实上，如2003年《毒污泥对您有好处》的纪录片（也可参考1995年出版的同名书）所揭露的，印刷品和新闻广播至少有一半是来自公关公司，它们把记者变成从事宣传国家和商品的工具。在许多地区性电视台，由商业部门为播音员选定报道题材和事件（这往往与电视台赞助者直接有关）已成为标准的常规。这种基因被改造的新闻行业反映了新自由主义对播音室的影响。

还有另一种信息与宣传的合流：“信宣”。这个词被《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的非社论版评论作家弗兰克·里奇(Frank Rich）用于指责小布什政府玩弄新闻的方法（例如，在2003年侵入伊拉克时，刊登了一张他在一艘美国战舰上宣布“任务完成”的照片)。“信宣”这个词首次被用于描述在1990~1991年波斯湾的冲突期间（老布什时期）军方提供给记者的用于报导那次入侵事件的报告和片断。这是政府控制印刷品和广播以接触公众的方法（Nunberg，2004）。军方的“战略性通讯”与民事部门的“公共外交”相对应。两者都包括使用中央管理的、起工具作用的、针对观众的通讯（即宣传)。战略性通讯现在也被商务企业采用，即通过许多传播渠道（公关、广告、市场营销、廉价销售及其他形式的促销）来塑造形象。

在“福特主义”时代（有管制的资本主义、中央管理、大批量生产、强大的工会、国家福利)，其信条是要求发达国家的职工工资足以维持基本舒适的生活；在“后福特主义”时代，分别位于两地的产品生产和产品促销依靠全球通信的基础设施联结在一起，这使得“福特主义”时代的信条在主要的消费国家被湮灭，并通过对欲望的引导使职工适应借债购买商品的社会生活。借助于压缩时间和空间，并废除因历史、文化或过去的政治实践而施加的限制，全球通信的基础设施使高贵阶级能控制一个“不承认其他政治有同等合法地位”的世界（Hendrik Sprut in Pieters，2004，121）。西方的消费越来越依靠从被迁往欠发达国家的制造业取得补贴，那里的劳动力成本很低，而且几乎没有福利。这导致国际分工新的（虽然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地理分布及核心发达国家的职工越来越不稳定（高度无保障的工作岗位)。

由于美国已经成为一个由金融和信贷驱动服务和高消费的经济体，所以它的商品活动要求更巧妙的销售、市场营销、广告和其他形式的促销活动。的确，在商人之间，“感知就是现实”已成为老生常谈的套话，可以解读为塑造形象是销售商品和欺骗顾客所必需的。在美国，几乎每一项正式活动，从医疗到高等教育，再到经营二手车买卖，都被归结为商业化逻辑。在美国，保持权力是以“自由市场”信念的培育、不断创新的市场营销和耍手腕、大量军费开支和军火销售为前提的。促销总是被摆在个人和公共政策的首位。小布什政府的办公室主任安德鲁·卡德（Andrew Card，前汽车行业的游说者）指出，把2002年9月作为进攻伊拉克的公关活动起点的理由是：“从市场营销的观点看，你不会在8月份推出新产品。”(Pieters，2004，123、128）

理解宣传

法国社会学家雅克·埃吕尔
[10]

 （Jacques Ellul，1912—1994）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见解。他指出，现代的宣传不是服务于互不相关的强力利益集团之间的简单交流，而是具有植根于整个技术社会的、更广泛的特征
5

 。他认为，主流媒体通过为占支配地位的思想和价值观做政治和商业的鼓吹而塑造现代的信息环境。他注意到，宣传的重要性不仅在于鼓动人民去行动，还在于增强人民在自身社会活动中的凝聚力（Kellen，1965，vi）。埃吕尔思想中受基督教道德观引导的一个局限性是，他把技术当作服务于权力集团的利益并使世界腐败的独立力量。在提出该理论时，他忽略了技术发展背后的政治经济必要性，以及竞争会使个人和团体调整这些技术的设计和使用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对于技术的社会学及理解技术与权力集团的关系来说，埃吕尔的思想是一个重要且关键的贡献。

埃吕尔可能会对当今时代更加感到气馁，因为现在的宣传模式比他那时更加具有全局性的根源，我指的是社会的政治、经济结构及其改革。受到国家积极支持的跨国公司把大部分制造业移往海外而使国内非工业化，同时把金融、创新性产业以及为生产者服务的产业（包括广告、营销、公关、民意测验以及其他信息管理活动）保留在公司总部所在的市场。现在，这些游说技术和技巧已成为全球宣传网络的一部分，它们更完全地考虑到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且更依赖广大公众对商业、金融和产业市场及技术创新的支持。这确实是引人入胜的神话之一：一个独立的上层阶级和“自由市场”引导了美国的物质发展，而实际上美国经济系统的崛起立足于资本与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和法治的深厚联盟和互相加强。

对20世纪美国政治经济发展最有洞察力的分析之一是一位澳大利亚人亚历克斯·凯瑞
[11]

 （Alex Carey）的研究。在他最常被引用的著作中，凯瑞展示了为了“把危险赶出民主”，公司资本主义是如何管理宣传系统的。他指出，民主被公司控制的政治规则所俘虏，不容许公众监管公司掌控市场、垄断行为和制定日程的特权。为此，需要控制关键的信息传播工具——主流媒体、社会科学和说服公众的其他渠道，并开展公关活动以帮助公司资本主义摆脱其正在扩展的风险和公众对其权力集中的愤怒。在20世纪50年代末，宣传已不仅是产业界的工具，而且成为一种产业。广告和公关已经渗透到美国的每个家庭，它把公众从察觉公司权力集中的现实转变到认为这不是阴谋而是内在的必要（Carey，1995）。

在20世纪80年代末，公司的精英们把大量的资本移往海外。跨国公司对美国的外交政策拥有最大的权力。为了保护它们的利益，一些最严酷镇压体制的行为往往被西方及其附庸所忽视。20世纪最恶劣的例子包括：联合碳化物公司在70年代成功地使国会不理会联合国领导的制裁罗德西亚的少数白种人政府；美国公司在30年代和40年代与纳粹德国的合作；70年代和80年代初，国家和资本合作支持阿根廷、巴西和智利的军人政府（Rieffer and Mercer，2005，390）。在这张清单中，还可以加入以下事例：为石油和军工产业而支持沙特政体；为咖啡贸易而支持拉美政体；为销售武器而支持埃及和巴基斯坦政体；为农产品出口在20世纪80年代支持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以保卫和平的名义把大量武器转让给以色列。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高昂的军费开支要求“军转民”，美国未受损的工业基础在世界市场上无竞争对手，巨大的消费者需求，较强的商会组织，政府赞助企业发展，90%以上家庭拥有广告支持的电视，这些都导致了消费主义的爆发。在20世纪50年代末，消费主义在美国已成为压倒性“宗教”。囊括一切的两个政党正在导演着物欲主义者们的狂欢以及在很大程度上是神话的“美国梦”。到了20世纪80年代，美国的经济结构有一个由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导致的明显转变：政府开始放松管制并更新数字化的生产系统。从那时开始，调查、存储、处理、综合和发送那些提供给居民的数据资料的能力有了巨大扩张。对促销服务的需求使宣传成为内在必要，宣传业被用于刺激和适应公众的口味、文化态度、价值观以及在政治领域管理“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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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曼努埃尔·卡斯特尔斯把第三产业技术以及与其有关的组织结构视为新“发展模式”的方向。这种发展模式与新的信息工作者阶层一起在占统治地位的生产模式（资本主义）中运作。生产技术的核心是数字化通信，它的主要作用是开发和提供各种形式的、可销售的信息和信息商品。反过来，有说服力地利用形象化产品出售思想和意识形态——从物品的消费到政治和外交政策的消费——是这种发展和生产模式的逻辑结果。在形象化产品的数字化生产时代，知识的主要用途在于知识本身（Wayne，2003，44）。在新经济时代，社会生产关系在更大的国际分工中变形，除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外，还包括商家与消费者（商品化的公民）之间的价值创造联盟，这使得商品的社会生产本质更加神秘。

丹尼尔·贝尔
[12]

 （Daniel Bell）在他的“信息社会”概念中把信息想象为中性的。这个概念在消费主义以及与其同源的促销主义以作为生活方式已达到极高程度的世界上难以成立。在消费者经济中，经过处理的数据不只是具有信息性质的数据或被设计成公共用品（例如，批判性的历史教学)。这些数据还主要被用于促销，包括控制舆论以否定一般性“常识”的价值。在历史上，一般性“常识”出现在公众交谈、辩论及对问题的必要性和意义达成一致意见的场合（公众场合)。

在这个新政治经济的技术和公共机构环境中，塑造形象以及使用形象化语言和策略以达成一致意见通常可以超越政治和商业界限。卡斯特尔斯所谓的信息型发展模式不仅适用于商业，而且在选择政治代表人物和领袖的系统中都是最重要的发展模式。让·鲍德里拉德
[13]

 （Jean Baudrillard）认为，“宣传成为推销和贩卖政治人物和党派的思想力量及其‘商标形象’的一种手段……这个趋同表示一个社会——我们的社会——不再有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区别，因为同一种语言完全统治着两者。”（Baudrillard，1994，88）

借助于以各种形式呈现的数字化通信，消费的激情不断扩散和高涨（Migone，2007），公共领域开始变形。新媒体利用原始数据、处理过的信息、商标、思想、象征、形象、货币、金融文件和调查研究来加速生产出形象化的政治、金融和商业世界。随着公众领域斡旋能力和行为规范的衰退，私有资本和国有资本日益依赖宣传。这是新自由主义加速把世界整合为商品和服务“流通的空间”而导致的逻辑结果（Castells，1996）。多年来，公司广告简直是畅通无阻地为美国的成年人和青年人打上了消费的烙印。在公共事务领域，美国新闻一半以上的信息隐蔽地来自公关公司。这个“公关国家”，如一位观察家所称呼的，建立在广告和政治推销的基础上，由此掀起了商品和政治消费的激情状态（Young，2004）。

“宣传”的政治和经济基础

“宣传”通常被理解为以语言、文字或者其他音频或视频的方式发送代表权力集团旨意的信息，它不仅能把信息简单地告诉接收者，而且能以不批评其信念的主从关系将信息强加于接收者。宣传可能立足于虚假或误导的信息，或者可能含有确切的信息，或者两者皆有。宣传的要点不一定是欺骗，也可能是有助于接收者认同或识别发出该信息的单位或个人的实际政策后果。汉娜·阿伦特
[14]

 （Hannah Arendt）认为，宣传者们把政治看作公共关系的一种形式，在这种公共关系中，国民被降格为听众（Arendt，1972，11）。经济学家罗伯特·布雷迪曾写道：


当这些思想和技术方法被聚焦于“出售思想”时，其单纯的结果可归结为利用精心策划的教条式诠释强行说服那些有潜在转化可能的社会各阶层，他们最容易被言语清楚明白但意识形态模棱两可的发言人（为特别受益于保持现状的权贵们代言）以最低的人均价格收买以维持现状。（Brady，1943，292）



现状是指大部分没有直接串通共谋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们协调动作，通过积累财富、鼓动公众舆论（著名记者沃尔特·李普曼称之为“制造民意”)及必要时使用国家专政和暴力来保持控制权。20世纪70年代为应对国家经济危机而引进的新自由主义通过侵蚀给予劳动人民的保护而把福利国家的设想一扫而光。为了进一步推广全球资本主义以及为达到此目标所需的统治原则，新自由主义国家在大范围地重新分配财富时要求更高档次的说服和思想转向。卡斯特尔斯和卡诺伊
[15]

 （Carnoy）把这归结为新自由主义的“网络国家”：


跨国机构和超国家机构在全球推行积累和掌控财富。其行为的合法性和复制性主要由地区和当地的政府及非政府组织……予以保证。21世纪，国家的新边界似乎是利用非中心化和国民参与非政府组织而取得合法性。（Carnoy and Castells，2001，14、16）



通常人们认为新自由主义使国家的作用萎缩，现在看来并非如此。乌尔里希·勃兰特
[16]

 （Ulrich Brand，2005）注意到，国家并非将一切功能都转交给私营机构。例如，保留使用军事力量的权力，虽然美国在使用武力时会选择把它的许多军事任务分包给私营公司，例如在伊拉克从事暗杀和情报活动的黑水公司
[17]

 ，但它仍将军事力量牢牢把握在自己手里。高度流动的跨国资本需要更明确地定义国家的功能，表面上国家解脱了自己的社会福利责任，并转交给私营机构和非政府组织。

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给予公司的补贴和减免税在20世纪90年代末达到了每年3 000亿美元，包括纳税人（即国家）资助公司产品在海外做广告，例如，品食乐甜面包、新奇士橙汁、麦当劳的麦克鸡块（Derber，1998，66、157）。在2008~2009年，联邦政府花费2 800亿美元救助花旗银行、用1 422亿美元救助美国银行、用250亿美元支持汽车产业、用1 800亿美元救助美国国际集团保险公司、用300亿美元救助贝尔斯登国际投资银行、用4 000亿美元救助联邦特许的房贷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ProPublica，2009）。国家的中心任务在于为资本扩张确保无束缚的机会和稳定的环境，就像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政府的描述：“统治阶级的执行委员会”。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国家的宣传活动已被逐渐纳入私营机构。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在20世纪60年代，各级政府曾是宣传鼓动的共同对象。今天，公司已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它们。”而且，宣传越来越走向全球。“全球自由市场的巨大活力被认为是给正宗文化喷砂和使传统权力结构瓦解。”（O’Shaughnessy，2004，146~147）的确，西方大众文化的自由流动与当地各种混合杂交语言一起，把商品文化更牢固地植入本地语言，这侵袭了世界上的发展中国家和前社会主义地区，并使其向西方式的政治拉票和商业促销式的选举技巧转变。

在资本主义之前，“宣传”（propagnada）在历史上与拉丁语“传播”（propagate）有关，指的是在中世纪传播基督教信念。但是长期以来，它被国家和商业利益集团用于支持它们的物欲主义目标：普遍赞同国家的行为或促进消费。有效的促销与出售思想、形象的力度和能力以及当地的社会、文化、历史环境都很有关系。正如一份加拿大的商业杂志所言：“政客们已成为卖给消费者的最终产品。就像一箱肥皂、一罐汤或一盒玉米片需要营销策略、促销活动和大量的手腕，以抓住重要的市场份额。”（Posner，1992）在政治上，当年还是伊利诺伊州美国国会参议员的贝拉克·奥巴马在2004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曾说：“有些人——那些奉行政治‘怎么干都行’的耍手腕大师们和负面广告贩们——正准备分裂我们。”（《华盛顿邮报》，2004）

刊登广告、市场营销、公共关系和一些常见的媒体活动，如利用产品评价和花钱使广播偏向自己等形式实施的商业化宣传，正在加剧公共文化的商品化
7

 。商业宣传的盛行给政治领域设立了一个标准，如果现在商业和政治还能有所区分。正如学者兼公共知识分子诺姆·乔姆斯基所言，与专制独裁制度相比，自由民主国家有更多的必要理由在公众信息中使用宣传手段。事实上，宣传在企业化治理的民主国家比在独裁国家更普遍（和巧妙)，正是因为前者更依赖公众授权的神话（Chomsky and Mermet，2007）。在一个像美国那样分成很多阶层的社会（事实上，美国是所有先进工业国家中阶级分化最明显的一个）需要更有力地促销民主的神话。

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宣传有几种不同的形式，包括公共关系、市场营销、公共外交
8

 、刊登广告及其他塑造公众意见的工具。在像美国这样限制用暴力（虽然据报道，它有大量的警察粗暴行为，特别是对待有色人种）控制公众的国家内，宣传的首要用途是转移公众对不平等和社会现实不公的注意力及组织精彩的公共情景。在国家和企业的头面人物感到不得不回应公众对权力的集中和运用的不满态度时，他们的公关代理们搭起征求“公众意见”的舞台，作为描述既得利益集团赞同公民们批评性审查的一个方法，同时展示善意并制造民意一致（Habermas，1991，193~195）。乔姆斯基认为，在半民主国家内，宣传的用途是培育精英政府播种的“必要的幻想”，以保持对社会秩序的控制。2/3的竞选资金被用于在约两年多的竞选期内电视以无休止的音像宣传和攻击性广告来冲击未来选民的情感（Young，2004，169），这种竞选过程是社会管理模式的核心（见Sussman，2005)。美国竞选活动的内在特征可以被看作是一种政治的达尔文主义：赢者通吃的胜利者是最后一个还站立着的候选人——归根结底依靠那些把她/他送到终点线的精英力量才能站立的人，而选民们则输掉国民身份的一切外貌
9

 。

即使没有民主意义上的民意一致，多数人也可能会同意，民主的最低门槛应包括定期选举、全民公投以及全体公民的选举权。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哪儿有选举哪儿就有民主，甚至严厉镇压的政体也利用选举作为建立国家合法性的工具。在财富高度集中的地方，如美国，民主的发展是受严格约束的
10

 ，这使得更多地说服公众或转移公众的注意力成为必要，以维持占支配地位的统治神话。对于美国而言，在它谋求改变其统治制度的国家，把选举搬上舞台，成为它干涉的切入点，以及它使用高级宣传技巧（市场营销、刊登广告、公共关系、打出品牌及诸如此类）在形象驱动的政治竞选运动中占上风的机会。一位学者指出，“把‘民主’局限地定义为狭义的政治机制（选举)，使这个概念缺乏关于公共事务的任何政策效果和持续考虑。”（Lane，2009，116）

在多数情况下，选举提供的只是精英们的轮换，而不是革命性转变和公众授权，甚至不是较大改革。选举允许“出局者”在某个不太久的未来重获权力。一旦选举结束，迫使进行选举的政治反抗者们倾向于快速地使民众在任何实际的权力分享中靠边站。在缺乏民众积极参政、认真考虑政治结构以及缺乏活跃的社会运动的情况下，选举的作用大体上只是象征性地创建或维持国家的组织结构。主流媒体把选举当作戏剧：“政治新闻鼓励人们聚焦于把领袖、敌人和问题当作希望和恐怖的来源”（Edelman，1988，120），而把社会结构和思想意识隐藏在它们播放的政治演讲背后。

政治的职业化

在各式各样的现代化框架内出现了政治职业化趋势，它主要是用公司法人型政治取代业余型（公民）政治，旨在促进公司顾问、民意测验者、公关专家、撰稿人、游说者（他们把政治竞选当作“淡季的”工作）及他们的客户与政党及候选人之间的联系。公关专家被雇佣为政府的创意（往往由保守的国家级利益集团或党内高官提出）组织宣传活动，并吸干公共部门和工会的资源以削弱它们为民主党候选人提供服务和支持的能力。而容易掀起投票积极性的一些小州，如俄勒冈州，常常被用作反对增税、文化论争和产权组织的公关试验场（Galizio，2009）。由于选民团和党派政治变成了由顾问牵头的品牌树立和进行宣传的活动，公民们被剥夺了对民主自主思考的权利，被迫成为收看政治形象、各种招牌和花言巧语的观众（Barber，2007，205），这些都可以用不断回收再多次返销的模式录制成失去原始意义和内容的“无休止反复的演讲”（Wernick，1991，151）。

虽然自2009年以来互联网成为政治信息的重要来源，但它对公民政治教育的影响仍然大大落后于电视。现在，我们还不清楚互联网的存在已在多大程度上改变了大多数国民获得政治信息的习惯。当然，对于那些倾向于寻找不同政治分析的积极投票者们，互联网是很有潜力的辅助工具。主流媒体和党派组织已在很大程度上使用在线形式[麦凯恩-法因戈尔德（McCain-Feingold）的竞选捐款和开支法案取消了对互联网的限制]，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已改用新方法对公共政策问题提出异议。现在还看不出较大的社会性机构——学校、主流媒体、教堂、政府——正在把人们引向对政治做关键性的民主分析。的确，对于监测选民并使他们成为高度误导的宣传活动的目标来说，互联网是越来越有效的工具，这在2009年关于国家卫生保健问题的争论中很明显。在奥巴马竞选总统时的许多热情支持者（与过去的选举相比，他们在更大程度上依赖互联网）现在质疑他作为总统候选人时的说辞（例如，“改革，我们可以相信！”)是否更像是选举时的宣传而已。

国内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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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政治化妆技巧看起来很成功，从而激励政府把它移植到外交政策上，而且往往是依靠同一批人完成他们的促销目标（Sussman，2005）。当今跨国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全球化和企业法人型特征被更加完整地植入到“公共外交”领域。外交官的任命及在海外做私人的选举顾问与美国外交政策的更大目标融合在一起，成为政治资本。美国的外交官不像是公共部门的雇员而更像是企业界的代理人，他们完全打破了外交与公关之间的（传统）区别。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中心前主任恰当地描述了外交官现在的职责：“工作范围？大脑。交易物？思想。市场定位？全球。外交官？既是政治积极分子，又是游说者，抑或是熟悉街头民情的政策商人。”（Focus，2006，22）

选举，类似于战争，是检验武器（大规模游说或大规模毁灭）效力的最佳方法。受公司影响的美国政治营销和宣传技巧正在快速地寻找进入欧洲的途径。以美国为榜样，政治活动不再是公开辩论和争夺资源的分配，而是职业化的营销，公众在其中被训练成观众和选民，并通过几乎全是精英的公民社会组织让当地的地理和文化知识让位于“专家们”使用的技术管理方法（Jenkins，2005，615~616）。例如，在2006年的荷兰大选中，荷兰耍政治手腕的专家雅克·德·胡里斯
[18]

 （Jack de Vries）采用了2004年美国大选中小布什以“反复无常”为主题对付约翰·克里
[19]

 （John Kerry）的方法来对付竞选首相的反对党候选人沃特·博斯
[20]

 （Wouter Bos）。英国的顾问们观看了美国选举，并深受影响，采用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化妆大师”。贝拉克·奥巴马被国内的主要广告刊物《广告时代》选为“2008年度营销大师”，打败了苹果电脑（Creamer，2008），这表现出了商业文化与政治的结合。

受过商业化训练的顾问们被招进政治领域，把他们收集和处理信息以及促销的本领转化为新的选举技巧，发展了模拟竞选的管理方法，包括民意测验、政治化妆、形象管理、媒体广告和对立面研究。在无选举的“淡季”，顾问们服务于商业和私人利益集团。在选举的“旺季”，他们“把自己的设想、意见和策略”带上政治舞台。电视和电台的付费政治广告平均占顾问公司收入的42%。它们为政治集团服务的最大收入来自电视广告，它们收取高额佣金，通常是15%（Grossmann，2009）。

主流新闻的经销店经常求助于党派中耍政治手腕的专家以权威身份提供党派味道极强的攻击性媒体评论，这就像是把任何客观信念抛进职业新闻的垃圾箱。在政治上，宣传的使用及其加速的职业化显然与新自由主义的私有化、解除管制的教义及“把信息交流中的革命套上笼头”有关（Osgood，2001）。对于国会议员们来说，他们当选后首先雇用的是民意测验者、媒体顾问和资金筹措者，这反映出在为竞选塑造形象的专家、主流媒体、企业赞助者及政客之间有共生的利益和协调。这些顾问内部的民意测验认为，竞选取胜的最重要条件是正确了解实情，而政治性广告，特别是电视上播出的广告，则是操纵公众态度的战斗第一线
12

 （Kinsey，1999，116~118）。民意测验不仅是听取选民意见，而且是检验政治说教的说服力。政客们的主要准则是获得多数选票，而“顾问们的主要准则是使他们的雇主为竞选支付大量金钱，从中获得更多的收益”，并使竞选期更漫长（Grossmann，2009）。在无选举年，许多顾问为利益集团做立法斗争或者在海外政治运动中从事政治促销工作（Sussman，2005，第五章）。

近年来，蓬勃发展的私营顾问业（Grossmann，2009）成为将公司的商业文化与政治性话语整合在一起的载体，它专注于谁是领先的而不是正在生产什么，类似于公司的季度收入报告。借助数字化的存储、制作和发送能力以及广泛的远距离信息传输系统等技术，顾问们的说服能力大大提高了。新保守派和自由派一样，拥有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政治化妆大师：如福克斯新闻网的卡尔·罗夫
[21]

 （Karl Rove）、安·考尔特
[22]

 （Ann Coulter）、比尔·贝内特
[23]

 （Bill Bennett）等一批权威和右翼电台辛迪加联盟的许多节目协调播出一股思想意识潮流；而阿里安娜·赫芬顿
[24]

 （Arianna Huffington）、保罗·贝格拉
[25]

 （Paul Begala）、詹姆士·卡维尔
[26]

 （James Carville）和美国航空公司的电台则成为左翼新自由主义博客领域的名义领袖。左翼的代表微不足道[艾米·古德曼
[27]

 （Amy Goodman）是最好的例子]。作为党派的应声虫，专家们的生涯来自使政治耸人听闻或降低到无足轻重的乏味水平——虽然有时涉及实质性问题，但通常有“真人秀”的浅薄性和操控观众性。主流媒体与顾问有特别紧密的关系，因为付费广告是前者的大部分流水收入。近年来，针对事件的新闻报道持续下降，而政治广告费却在快速上升——总体上，这是由公众直接或间接支付的开销。

除了广播中的政治广告和专家论述，政治促销还被植入商业电台和电视的各种党派性强的“新闻”中：各种设计巧妙的传单、小册子、海报、直接邮寄品、电视推销、网址、博客和推特、对立面研究、民意测验和焦点问题座谈（为向公众演说和其他宣传直销而设计的)；有些国家有文字信息传送（短信服务）以及其他更广泛的分布式通信手段。在商品文化方面与美国最像的是英国，它居第二位。像美国所使用的一些词汇，如“形象塑造者”和“政治化妆师”，现在也成为英国流行的选举词汇的一部分（Wring，1999，45）。现在，习以为常的竞选舞台被精心布置成为演出个性化戏剧（个人之间的竞赛）的舞台，而不是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和机构为控制政策和行政权而争斗的舞台。电视摄像机的凝视掩盖了摄像机内发生的事情。

政治职业化与政治过程的技术化相关联：技术化把政治交锋从有机的社区、街道和广场导向的事件和社会运动变为类似舞台制作的事件，比如，预制的在专门场合演说的台词（台词被象征性地创作)、昂贵而又奢华的选举场面、为听话的媒体制作的每日简报以及某些国家被职业化组织的公众“抗议”。这样的政治手段把公众降格为政治观众和“消费者”，限制公众真正、积极地参与政治，从而使精英和公司对政策和行政过程的控制得以巩固，而有组织的财富集团则像做生意要支付成本那样愿意为此付钱。即使奥巴马的竞选有比较活跃的公众参与，但当他掌权后（至少到2009年年底）也没有兑现所承诺的主要改革（卫生保健、教育、住房、能源、环境)。职业化管理和公司法人控制政治的系统显示出它在回避淡漠的美国公众方面做得很好，这使得欧洲（东欧和西欧）的精英们建立了自己的政治—产业—媒体混合体。

国内政策的宣传

自拉什·林博
[28]

 （Rush Limbaugh）在20世纪90年代初利用电台辛迪加联盟的脱口秀栏目赢得大量的国内追随者以来，利用大众媒体作为政治宣传工具已经变得很普遍。最早的电台播音之一是亲法西斯的天主教牧师查理·库林
[29]

 （Charles Coughlin），虽然他最终名誉扫地，但他有几百万的听众。对于他公共说教的品牌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是致命的打击，但这不是利用广播电台进行宣传的末日。在2008年大选之后，为失败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竞选的专家们聚集到下一个最佳的“打手讲坛”——电台脱口秀。共和党在那年的总统和国会竞选中惨败的结果使林博成为那个党派实际上的思想意识领袖。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头目甚至认为必须为自己在挑战现状时一时失检而向这位电台评论员道歉（Nagourney，2009）。

大选后一个月，共和党的竞选专家弗莱德·汤姆逊
[30]

 （Fred Thompson）和迈克尔·赫卡比
[31]

 （Mike Huckabee）接受了电台辛迪加联盟脱口秀主持人的职务。臭名昭著的脱口秀主持人杰里·斯普林格曾是辛辛那提市市长。纽约当地的电台主持人爱德华·科克（Ed Koch）曾是纽约市市长。其他人还包括前纽约州州长马里奥·库莫（Mario Cuomo）、前圣迭戈市市长罗杰·希契科克（Rogerr Hedgecock）、前美国国会众议员罗伯特·道南
[32]

 （Robert Dornan）、前弗吉尼亚州州长道格拉斯·怀尔德
[33]

 （Douglas Wilder）及竞选过参议员的奥利弗·诺斯
[34]

 （Oliver North）。曾成功利用自己职业摔跤手声誉赢得明尼苏达州州长职位的杰西·温杜拉（Jesse Ventura），后来在微软全国广播公司的电视上有了自己的政治评论节目。

据说萨拉·佩林
[35]

 （Sarah Palin）在竞选副总统失败后，也曾考虑过做电视或电台的脱口秀节目。福音派教士帕特·罗伯逊
[36]

 （Pat Robertson）在1988年竞选总统失败后回到他的“700俱乐部”电视台做宗教脱口秀。克里斯丁·维特曼
[37]

 （Christine Whitman）竞选参议员失败后，在成为新泽西州州长之前曾上过脱口秀节目。罗斯·佩罗
[38]

 （Ross Perot）在两次竞选总统之间曾做过《拉里·金直播节目》（Larry King Live）的客座主持人。其他许多政治人物、前内阁成员和政府人士、政治顾问和政客助理也曾加入脱口秀主持人的行列（Devis and Owen，1998，56~65）。由政客转变成媒体宣传家的大多数人属于保守派。作为政治促销者，他们加入了美国3万人的政治顾问队伍，他们在2008年享有约70亿美元的营业额（Vujist，2008c）。

拥有高级政治职位的候选人不仅必须是政策专家或优秀的演说家，还必须有一定的知名度。因此，总统候选人或国会议员候选人经常出现在夜间电视娱乐节目中。于是，政治就像许多流行文化（包括主流媒体）那样具有了街头小报的性质。美国战争新闻办公室主任埃尔默·戴维斯（Elmer Davis）在一次评论媒体与政治之间的关联时说：“把宣传的思想灌输给大多数人的最简便途径是让它通过一个娱乐节目作为媒介进入。”（引自Nunberg，2004）

数据证明了美国促销型文化的强度。美国的广告费占GDP的百分比在全世界排第一位（Wring，1999，43） （参见表1.1中广告费排前10位的公司）。据估计，2007年美国国内广告总费用为2 851亿美元（Elliot，2008），尽管较前一年有所下降。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这几乎超过了其他36个国家GDP的总量，包括3个前苏联和华沙条约的国家（俄罗斯、波兰、乌克兰)。2005年，美国的经济活动总共花费了25.5万亿美元，其中5.2万亿美元为广告费（国家报业协会，2007)。在2000年，美国有1 600家公司把自己定义为公关公司，有约15万实际工作者的身份是职业公关人员（Campbell，2002，431~432）。

表1.1 2008年美国广告费居前十位的公司

[image: ]


注：数据不包括夹页广告、房屋广告和公共服务广告。

资料来源：TNS媒体情报，2009年



类似地，政治领域也以促销策略为基础。来自广告、营销、游说和民意测验行业的政治竞选经理们把选民当作音频/视频的消费者，而不是有活性的公民。尽管美国民主的质量不高，但民主这个词依然是一个在美国公众中能产生强烈共振的概念，就像它在其他公众中一样。政客们认为必须用民主的语言来解释他们的政策，但对于大多数人的民主价值观来说这是一种差劲的礼物。在2003年12月对国家民主基金会的讲话中，小布什总统用了49次民主（单数和复数）这个词（Sorensen，2003）。但是，在新自由主义经济中，民主更多的是程序性的而不是分布性的，因为公民们越来越被深刻地按阶级和流动性划分等级。在所有的工业发达国家中，美国确实是阶级分化最明显的国家。选举本身不能证明一个民主国家的存在。在美国，选举实际上成为精英圈子内部有组织的职业性演习，这在很大程度上允许富有的个人和大公司以他们值得付出的价格来购买官员和政策。

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人们期待国家把过去的公共任务交给私营部门，从而导致政治商品化。同时，选民们也越来越被商品化，他们的角色是政治的观众和消费者，他们与精英阶层的这种关系使得宣传工作得以展开。“今天，消费主义思想意识的功能已经混淆了消费与公民身份的概念，以及资本主义与民主的概念，似乎消费为社会和政治斗争提供了一个解决之道。”（Jubas，2007，251）与被盲目崇拜的代议制（它鼓励使错误的民意具有法律效力）相比，实际上的投票不是用选票，而是用钞票。选民们只是在最后确认结果。那时，为整个选举担心的那些人甚至也已被主流媒体加工成为合法的候选人和党派，而大多数人几乎没有什么根据把这些人和党派与他们本身的内在利益相联系。

为外交政策服务的宣传

公众对外交政策的理解比对国内或地方性事务的理解更容易被国家操纵。我认为，这也许可以用国家骗局的近邻理论予以解释。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写道：“为了进行宣传，在公众与事件之间必须有某种隔断。”（Lippmann，1922，43）这是指，与远处传来的很少有人能直接予以确认的新闻相比，容易被公众得到的近邻的信息更难以被篡改和歪曲。第三世界以及其他较不发达国家（如东欧）的国内冲突是宣传工作的实验室，除了力量不对称和初级资源的诱惑之外，这可能是它们成为美国最经常干涉的目标的重要理由。根据葛兰西主义的观点，在一个被统治的人群内，遵循民意制定政治规范优于强力推行政治规范。美国的政治实践在东欧政客的竞选方式中得到体现（Kiss，2005），这无疑是受到美国政治顾问和非政府组织对该地区的影响（见第四章)。

小布什政府坚信宣传工作的政治用途，在处理美国与前苏联的盟国关系中，他重新强调有选择地推行“民主”。在美国的“实用主义”外交理念中，“促销民主”一词的用途不一定与“民主是密切参与式结构（即大众民主)”的概念相一致。事实上，“促销民主”这个词被解释为主要以思想意识为目的；那些认为长期鄙视宪法原则和宪法保护的小布什政府会领导一个全球民主运动的想法是荒谬的。这样的宣传当然是人所不齿的。利用“民主”这样的流行词汇，其目的是国家利益，比如扩展市场机会、在全世界维持美国霸权下的和平。与美国发起的中、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重组相比，那些鼓动公民介入政治的建议事实上极其有限。

威廉·罗宾逊注意到，美国政府使用的“民主”一词实际上意味着“多元政体”。他认为，这是以民主的名义建立和保持精英利益阶层，而其效果是使不平等成为制度（Robinson，1996a，626）。他说，国会在1983年资助设立国家民主基金会（见第二章及下文）正是为了把多元政体引入从前由中央集权制度统治的社会。一旦这种“低度民主国家”引入了多元政体，谁实际行使权力的问题就干脆被忽视了（Robinson，1996a）。

里根政府断定，美国的地位在卡特主政时下降了，应该恢复美国在全球的地位并打垮苏维埃国家：“苏联逆历史潮流而行……自由和民主的进军将把马列主义遗弃在历史的垃圾堆上。”（里根1982年在英国国会的演说）里根本人曾是媒体界的传奇人物，他支持在国外开展一系列宣传活动（见第二章和第三章），包括在外交政策执行者、职业顾问、主流媒体以及与政府唱一个调子的学者之间搞协作，并推行为国家服务的、广泛的“公共外交”活动。

宣传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部分。在1983年，里根吩咐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
[39]

 （William Casey）发起一个公共外交行动，名为“美国的第一个和平时期宣传部”，旨在使国会、新闻界和全体选民追随国务院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提出的外交政策路线。里根的公共外交办公室在1988年被撤销，那时总审计长发现它“介入了被禁止的、旨在使媒体和公众支持政府的拉丁美洲政策的秘密宣传活动”（Stauber and Rampyon，1995，162、167）。但是，在里根执政期间以及之后的时间里，宣传活动仍在继续。

2005年，美国援救东南亚海啸灾难的行动被政府内部认为不是人道主义的表示，而是一个“成功的公共外交”事例，它被看作是改变美国政府形象的一次外交活动，也就是消除外国对“美国品牌”的普遍负面意见（Fouts，2006，15、17）。由南加州大学安嫩伯格传媒学院的公共外交中心和皮优研究中心
[40]

 赞助的一份2006年的报告把公共外交定义为塑造形象，旨在改善“美国在国外的负面公众形象”。这个任务的关键是，“在进行民意研究时鉴别精英阶层意见的重要性”，把它当作“更广泛的公众意见的晴雨表”。企业界的领袖们被认为是“一群未被充分利用的民意领袖，他们在公共外交行动中可能起到重要作用”（Fouts，2006，8、11）。

虽然从事公共外交的人们不一定支持美国的一些军事政策，例如布什政府为对付伊拉克而采取的那些政策，但他们仍然把自己与国家利益联系在一起。国外对美国的负面评论主要是针对国家，本质上并不是针对美国公民。这使得“公共外交”这个词变得有点含糊不清，因为在民主国家，公众通常被认为是独立于国家的。上述南加州大学报告的一位参与者认为，“美国之音、萨瓦广播电台、马蒂广播电台
[41]

 、美国情报署的活动以及中情局的某些活动都属于美国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它们都是国家的宣传机构（Tylor，2006，48）。所以，公共外交是国家的宣传活动，事实上也是国家宣传的最重要形式。

使用“美国的”这个词，例如“美国的公共外交”，通常是指美国的公民和文化，而不是指政府，但却被等同于国家利益和行为。把公共外交说成是“软实力”的象征，可以被理解为攻击性外交政策下的和平主义。里根总统在1993年1月签署了一份秘密的国家安全决策第77号指令，定名为“涉及国家安全的公共外交管理”，其中它确定公共外交是国家宣传的正式工具。

于是，公共外交被认为是“由美国政府为使国家安全目标取得支持而设计的那些活动构成的”。作为新的宣传机构的一部分，美国设立了一个“国际情报委员会”，专门管理对外国政府和私人团体的援助，“以鼓励与美国的全球（特别是针对苏联及其盟国的）战略利益一致的民主政治组织及其实际活动的成长”。根据里根政府的计划：


这将要求政府与外交政策的其他工作——外交的、经济的、军事的——紧密合作，还要求与美国社会的其他部门——劳工界、企业界、大学、慈善界、政党、新闻界——有密切联系，在为对抗极权思想和苏联或苏联代理人采取的侵略性政治行动而制订的计划和战略中，它们在海外正在或者有可能更多地做出类似的努力。（U.S.White House，1983）



根据这个指令，里根政府成立了“公共事务委员会”，接管专注于国际的“真理政策集团计划”（后来并入“民主计划”）的相关业务，它“详细地列出了‘利用来自富人联盟……美国的军火承包商和私人基金会的资金’支付活动经费的计划”。这个委员会由前美国中情局宣传专家瓦尔特·雷蒙德（Walter Raymond）主管，设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以美国的民众、媒体和国会为目标，管理国内和国外的‘公共外交’活动”。雷蒙德以他组织中情局针对外国的宣传活动的同样方式管理国内的公共外交（Binion，2001，引自Robert Parry）。里根时代，在《新闻周刊》（News Week
 ）和美联社工作的一位记者帕里(Parry）发现了“一份1983年5月5日的‘公共外交战略报告’，讨论如何‘纠正’反对里根政府支持尼加拉瓜秘密战争的民意”（Binion，2001，引用帕里的话）。据帕里说，“这个计划的关键是确定宣传的‘主题’，选择‘敏感话题’以煽动美国人民，培养可塑造的、愿意合作的记者，恐吓那些不愿跟着走的记者。”（Binion，2001）为了承担这项工作，雷蒙德辞去了在中情局的职务。但是，在中情局受到的心理战训练对于他从事后来的任务是不可缺少的经历（Parry，2004，220、224）。

推销国家

自里根总统以来，美国的宣传活动比过去更加私有化。借用足球教练温斯·伦巴迪（Vince Lombardi）的著名警句：“形象不是一切事——但它是唯一的事。”如今，好形象不只是名人或大企业的信条，而且是整个国家的信条，公关公司为它建立账单与为安海斯布希公司和美泰公司
[42]

 建立账单有些不同。韩国有一个关于国家品牌的总统委员会。著名的为国家打品牌的专家沃利·奥林斯（Wally Olins）说：“品牌是宣传……归根结底它就是操纵和诱惑。这就是我们从事的职业。这就是我们毕生的业务。”（引自Jansen，2008，135）

西蒙·安豪儿特（Simon Anholt）——一位英国杂志的编辑和国际营销顾问——为外国政府提供他所谓的“国家品牌”的索引服务，他将其定义为“把企业营销理论用于国家的业务”（Teslik，2007）。我研究的主要国家（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在安豪儿特2008年50个品牌国的索引中一个也没有。安永公司（Ernst and Young）是全球最大的会计与审计公司之一，为中、东欧国家进行一项“吸引力调查”，以衡量对于潜在的跨国投资公司而言它们有多大的吸引力。也就是说，这些国家必须认真呈现它们商业友好的形象，否则它们会从通用汽车公司、英特尔公司、英国石油公司、三菱公司、花旗银行及其他跨国公司大佬的世界地图上消失。

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The Communist Manifesto
 ）中所述，“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在这里，它指的是资本主义，但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提出低价在商品生产和流通中具有关键功能的观点。自“颜色革命”爆发以来，在当地打出和推销品牌，尤其专注于旅游、贸易和吸引外资，已成为中、东欧国家政策关心的重要之事。例如，捷克共和国在这方面的努力是由“一批国际知名的咨询公司和生产商以外国投资协会的形式”进行的。波兰有一个“波兰品牌研究所”，它与政府密切关联，并与英国的萨夫隆品牌咨询公司合作以推销该国的形象(Capik，2007，156；Saffron，2008）。

在这个新的国家品牌促销世界里，地点和空间的推销似乎是无休止的。伦敦萨夫隆品牌咨询公司董事长沃利·奥林斯（Wally Olins）说：“品牌，这个词煽起了大量的争论”，他倾向于用“名声管理”这个词，似乎这样可以少一些争端（Orlins，2005）。安豪儿特相当直接地争辩说，国家品牌或名声管理在中、东欧触发了它们掀起新自由主义改革的能力，并作为吸引外资的基础。安豪儿特曾是位于布达佩斯和伦敦的伟达公司
[43]

 的公关专家，最近任英国商业大学讲师。他坚持认为，“为了吸引外资，国家品牌很必要但还不够，还必须有基础设施、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优惠的税收政策和投资回报，”而且对于形象优于实际情况的国家（波兰、捷克共和国或罗马尼亚)，其任务是要把国家的优越形象转变为具体的投资项目，而实际情况优于形象的国家（匈牙利）则应改善它们在市场上的感观和臭名程度。

他建议，捷克共和国如果改变它的英国式名称，使外国人较容易发音，那么会更好些
[44]

 。爱沙尼亚（它与吸引力排名较高的芬兰相邻）如果采用德国对它的称呼“Estland”
[45]

 也会更好些（引自Szondi，2007)。

关于引进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谁能够比为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两边工作的人更好地向国家提建议？事实上，数百个前政府官员和政客已经在以说客、顾问、公关活动家或其他各种外国客户代理人的身份采取行动。他们能够轻易地融入这种促销行业，在公共部门和私营企业之间扮演重要角色。前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罗伯特·道尔（Robert Dole）是阿联酋在美国的游说者。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是阿联酋在中国的游说者。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和亚历山大·黑格（Alexander Haig）是在中国经商的美国跨国公司的代表。前纽约市长及总统候选人鲁迪·朱利亚尼（Rudy Giuliani）被墨西哥政府聘为顾问。理查德·盖普哈特（Richard Gephardt）在结束了28年的国会众议院生涯（包括有一段时期任多数党领袖）之后成为华尔街的顾问。因丑闻而在2005年离开布什政府的前总检察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利用他在司法部和国土安全部的背景关系设立了多家私营公司，其中包括一家K街游说公司
[46]

 、一家Choice Point信用卡公司（Rich，2006，208）。前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汤姆·达施尔（Tom Daschle）利用自己在政府的关系为客户在保健行业取得了有利条件，他也因此收获了数百万美元。另一位共和党的前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特兰特·洛特（Trent Lott）在离开参议院时带着剩余的竞选基金130万美元开了一家游说公司。他的第一个客户是当时正在为350亿美元的政府合同而寻求保障的诺斯罗普·格鲁门（Northrop Grumman）航空航天公司（Attkinsson，2008）。

这些仅仅是联邦政府众多雇员和官员中的一小部分，他们通过旋转门进入第二次职业生涯，成为高薪雇员，服务于外国在美国和其他国家的利益。自1998~2005年，在离开国会后有合法游说资格的198名议员中，43.4%的议员进入所谓的影响力行业（Public Citizen
 ，2005，6)。2005年~2008年年初，又有195位国会议员离开政府从事说客生涯（Attkisson，2008），其中包括像理查德·盖普哈特那样的前平民主义进步人士。在1988年，盖普哈特曾以打击游说者作为他竞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纲领；现在，盖普哈特自己成了游说者，他的公司所服务的客户包括高盛公司（反对金融机构改革)，Visa信用卡公司（反对监管信用卡行业)，皮博迪能源公司（生产所谓的“清洁煤”)，药品研究和制造协会（药品卡特尔）以及美国商务部，与此同时，他还支持国家基础设施（收费公路）私有化（Jones，2009，21~24）。贝拉克·奥巴马在竞选总统时允诺关闭企业界与政界之间的这道旋转门，但是作为总统，他也任命大公司的游说者们作为他的政府和内阁的一部分。

政客和国家行政官员在公司实际运作中有了更大程度的融合，这表示资本主义的成熟。这是一个一切事物（包括公共领域及其代表人物）都受商品化支配的时代。在马克思的结构分析中，政府执行3个重要功能：积累资本（帮助生产财富)、立法（在最易受其控制的大多数非精英群众中促成一致的民意）及强制（建立和加强法律执行权)。宣传活动与国家的这些功能都有关，特别是立法。在信息密集型经济体中，使用说服模式成为更主要的生产方式，它要求赋予宣传技巧更多的重要性。

的确，与从前传统的外交实践相比，调查公民和商店以及处理汇总群众信息的新能力促使宣传活动更注重管理“公众意见”。正如一位宣传专家指出的：


利用现代的通信手段和技术，现在有可能接触大部分或有影响力的国民——使他们知情，影响他们的态度，有时甚至鼓动他们采取具体行动……越过政府直接向群众呼吁以及有效的宣传和其他措施能够鼓励民意支持美国的政策，从而对政府的决策者们施加压力。（Osgood，2001）



亚里士多德公司（Aristotle Inc）是领先的政治和商务调查组织之一，据说拥有1.75亿美国公民信息的数据库。美国许多大的政治竞选，大部分是共和党的政治竞选，包括乔治·布什、约翰·麦凯恩和鲁迪·朱利亚尼，还有参议院、众议院和州长候选人的竞选，都会付钱给亚里士多德公司以取得选民的信息。在商业客户中，亚里士多德公司因它的选民信息而被金融企业重视，如美国银联。这些调查数据也可提供给外国客户，虽然你会奇怪，一个像古巴那样的国家能否成为可接纳的客户。美国在乌克兰的一位盟友维克多·尤申科（Victor Yushchenko）在2004年的选举中采用了它的服务。实际上，它的客户不仅限于政治。

信息型发展模式以及其信息技术的基础设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结构改革的成果，新自由主义经济利用它们增强和保持其在国内和国际的影响力。这种经济提供了向宣传型社会及促销型外交政策转变的内在基础。在第二章，我将讨论这种发展在美国国内的历史基础。民主思想既是大希望，也是大炫耀。争取民主的斗争并未结束，但是强调有组织的财富（财团）的种种必要性使人民民主的形式受到长期压制。这些必要性继续把新自由主义经济的设想强加于它的意义。于是，“民主”这个词成为公司资本的“女仆”。公司资本的力量不仅依靠控制资源来掌握政治进程，而且依靠在国际上普及它不可避免的、先进和进步的理念。

章末注


1
 . 对于正规的和非正规的行业，市场营销文化都是最重要的。在电影《应召女郎》中，纽约的一位年轻妓女遇到的现实是：为了出人头地，人的形象就是一切；在有竞争力的网站上露脸引诱顾客是各种营销方法之一。像其他行业一样，色情行业在行情起伏期间同样要有例行的标准训练实践。


2
 . 在已知的几起侵犯个人权利事例中，Acxikom公司（安客诚全球客户数据管理公司）在2001年11月建议美国司法部对互联网上涉及堕胎、白种人至上、宗教、移民和外交政策的网址实施监控，并提供从这些网址发出的联系信息。在2003年，Acxikom公司被发现未经允许就把捷蓝航空公司及其他航空公司的数百万顾客的信息发送给一个为国防部做反恐怖主义研究的公司（Gunn，2006）。


3
 . 李普曼在《幽灵公众》一书中认为，公众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和一个“小幽灵”。他写道：“公众必须被放在一个他能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使每个人可以不受伤害和不受糊涂的群氓吼叫地生活。”（引自Snow，2003，66）


4
 . 宣传的主要部分是象征性语言。德国的纳粹运动（国家社会主义）盗用当时的流行词“社会主义”，把野蛮的集权主义、军国主义和种族歧视强加于社会，而不是使人民从国家和公司的强权控制中解放出来。“自由”通常是精英组织（往往是中情局支持的）对付进步的劳工联盟和其他左倾组织的一个借口。里根把他的政府秘密支持的尼加拉瓜反革命分子称为“自由斗士”，把为实施对苏联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而设计的导弹系统称为“和平卫士”。“自由市场”是指国际资本控制的市场，而不是指小的或当地商业。右翼使用“革命”一词是指保守的政治秩序。大公司在“信息革命”中用“革命”一词不是为了社会解放，而是以技术和社会进步为名强行实施更严格的经济制度，包括以“效率”的名义提高利润率而导致数百万人失去工作和降低技艺要求。


5
 . 赫尔曼和乔姆斯基对媒体宣传的分析是杰出的，但是在他们《制造民意一致》一书的后来版本中没有注意到新技术的正面和负面应用，如公司利用远距离传输和数字化系统进行广播和散发印刷品以减少记者人数和他们对世界事务的报道，而持不同政见者则使电子媒体为己所用。


6
 . “民意”一词被可疑地使用（所以把它打引号），因为媒体报道的意见通常基于主流媒体的问题，而不是公众提出的问题。记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认为，公众从未能真正地说出关于国家政策的意见，因为媒体制造了“模式化的假现实和激情感觉”，使公众不能真正理解问题（Snow，2003，32）。


7
 . 虽然英国跟随美国的许多商业方向，但它的英国广播公司（BBC）针对公众服务的广播系统依旧是该国广播电台和电视台中占压倒地位的播放者。与1927年得到公共媒体特许证的BBC不同，美国的全国广播公司（NBC）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作为全国的商业（促销）网也在那一年开始播音。


8
 . 据说，“公共外交”这个词是由1967年弗莱彻外交学院的系主任埃德蒙·顾逸龙（Edmund Guillon）——一位前国务院官员，曾为美国入侵越南直言不讳地辩护——提出来的。公共外交实际上根本不是外交。因为它针对的是普通公民而不是外交人员。南加州大学公共外交中心的资深研究员约翰·布朗（John Brown）摘引顾逸龙本人对公共外交的描述：“为了描述全面的国际交流、信息和宣传，我们无意中发现了‘公共外交’。”（Brown，2004）


9
 . 基于一项对政治顾问们的观点的实证评估，理查德·比尔洛夫（Ricahrd·M.Perloff）和丹尼斯·金赛（Dennis Kinsey）发现，政治说服的关键策略是诉诸激情——与纳粹的宣传没有什么不同，使政治成为非理性的公共管理（引自Kinsey 1999，119）。


10
 . 有人提起，最高法院的路易斯·勃朗迪斯（Louis Brandeis）曾说过：“在这个国家，我们可以有民主，我们可以有巨大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但是我们不能两者兼有。”衡量民主程度，美国在选民投票率方面的排位特别低，在最近几次选举中徘徊在50%左右，虽然2008年达到57%——最近40年来的最高投票率。根据国际外交和选民援助研究所对172个国家1945~2008年的投票率统计，美国排在第139位，其平均投票率低于所有西欧、中欧和东欧国家及中亚国家（IDEA，2008）。在职工加入工会会员的比例方面，美国占第51位（统计了60个国家）——私营部门仅7.6%，远低于几乎所有这些被统计的国家（Swivel，2007）。


11
 . 滥用手腕的事例之一是北卡罗来纳州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Jesse Helms）的顾问阿历克斯·卡斯特莱诺斯（Alex Castellanos）所采用的竞选策略。他在1990年用他的政治广告“白头”在选民中煽动种族恐慌以对抗竞选对手——非洲裔美国人哈维·冈特（Harvey Gantt）。在2000年，卡斯特莱诺斯做了一个攻击性广告对付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阿尔贝特·戈尔（Al Gore）。他把“老鼠”的字样放在这位总统候选人的电视屏幕形象上，并快速地跑来跑去，企图收到潜意识的效果。尽管他臭名远扬，但美国的有线新闻网（CNN）还是请他做定期的客座评论员。


12
 . 虽然在竞选运动中互联网的使用正在迅速增长，但电视仍是接触选民的最佳手段。通过视频广告瞄准选民已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得更像是一门科学（Kinsey，1999，119）。在2007~2008年的选举期内，政治广告的费用预期达到创纪录的25亿美元。



[1]
 Acxikom公司，即“安客诚全球客户数据管理公司”，总部设在得克萨斯州，在12个国家（包括中国上海）有分公司。——译者注





[2]
 李普曼（1889—1974）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记者和政治评论家之一，美国历届总统都请他做咨询，他曾与墨索里尼、丘吉尔、戴高乐、赫鲁晓夫面谈，他创办了《新共和》杂志并在美国的《新闻周刊》上撰写《今日与明日》专栏达36年之久，著有《共产主义世界和我们的世界》、《公共舆论与舆论学》等。——译者注





[3]
 指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中保护信教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及向美国政府和平请愿的权利。——译者注





[4]
 该公司成立于1957年，为32个国家的客户提供电视观众的信息。——译者注





[5]
 新自由主义以个人的自由权利神圣不可侵犯为基础，在经济上主张市场万能、彻底私有化、全球自由化、福利个人化，在政治上宣扬宪政民主、三权分立、多党制、普世价值。——译者注





[6]
 《你、我和杜普瑞》，一部喜剧，中文名称是《同居三人行》。——译者注





[7]
 大卫·里昂，加拿大昆西大学（皇后大学）法学院的社会学教授，以研究信息化、全球化、世俗化、后现代化而著名。——译者注





[8]
 马里奥·特伦蒂，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现代学家。——译者注





[9]
 “福特”是指福特汽车公司首创的流水线批量生产方式；“后福特主义”是指以满足个性化需求为目的，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生产过程和劳动关系都具有灵活性（弹性）的生产模式。——译者注





[10]
 雅克·埃吕尔把“技术”定义为人类在一切领域活动的合理方法的总称，也就是说，教育、法律、体育运动、宣传及社会科学等都是一种技术。——译者注





[11]
 凯瑞（1922—1987）是一位社会心理学家。20世纪70年代，他强烈反对澳大利亚介入越南战争。——译者注





[12]
 贝尔（1919—2011）是美国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也是战后西方社会学和未来学的领军人物。他的新保守主义立场使他的批判变得温和而不彻底。著有《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三次技术革命》、《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等。——译者注





[13]
 鲍德里拉德（1929—2007），法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建立并发展了结构主义符号学，被称为马克思主义或超马克思主义学者。——译者注





[14]
 阿伦特（1906—1975）本是犹太裔德国人，纳粹上台后她流亡到美国，被称为20世纪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政治理论家之一，著有《论革命》、《论极权主义的起源》、《在过去和未来之间》等。——译者注





[15]
 卡诺伊是斯坦福大学知识经济、政治经济和劳工经济的教授，2008年被聘为北京大学客座教授。——译者注





[16]
 乌尔里希·勃兰特，维也纳大学的国际政治教授（已退休），主要研究非政府组织。——译者注





[17]
 从美国海军陆战队的“海豹突击队”退役的军官普林斯于1997年成立黑水公司。“9·11事件”后该公司迅猛发展，在小布什任期内拿到15亿美元的政府合同，主要从事美国政府在国外活动的安保。2007年9月6日，该公司人员在伊拉克射杀了8名平民，受到起诉。2009年更名为Xe公司，2010年被外国投资者收购。——译者注





[18]
 胡里斯是荷兰基督教民主党2005年竞选运动的主席，曾任国防部部长，因婚外恋而辞职。——译者注





[19]
 克里是2004年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败给了竞选连任的小布什；在奥巴马总统的第二任期内接替希拉里·克林顿，任国务卿。——译者注





[20]
 博斯曾任荷兰工党政府的外交大臣、财政大臣和副首相。——译者注





[21]
 卡尔·罗夫是布什家族的亲信，曾帮助老布什竞选总统，并帮助小布什竞选议员、州长和总统，被称为小布什的大脑。——译者注





[22]
 安·考尔特，律师、保守派的社会评论家，常在电视上作为公共事件的发言人，自称是“辩论家”。——译者注





[23]
 比尔·贝内特曾任美国教育部长，主张教育应尊重自由、个人主义、自力更生和珍视合作，认为美国教育的成功是由于非常关注个体成长；曾到北京出席首届国际化人才培养高峰论坛。——译者注





[24]
 赫芬顿是美国政治博客的创始人；最初是保守派的时事评论员，1996年转入自由派阵营。——译者注





[25]
 贝格拉是政治评论家，克林顿竞选总统时担任顾问，胜选后在白宫任协调政策、政治和通讯的顾问。——译者注





[26]
 卡维尔是自由派政论家，1992年帮助当时的阿肯色州州长克林顿赢得总统选举。——译者注





[27]
 艾米·古德曼创建了《现在就民主》网站，她每天播送全国性的独立新闻节目。——译者注





[28]
 林博是洛杉矶地区广播电台的脱口秀主持人，保守的福克斯电视台也常有他的节目，他保守和偏激，曾怪腔怪调地模仿胡锦涛主席的中文讲话，受到南加州华人（包括众议员赵美心）的强烈抗议，但他至今仍未道歉。——译者注





[29]
 库林（1891—1979）在20世纪30年代每周广播支持罗斯福总统的“新政”，主张银行和主要工业国有化，但是攻击犹太裔银行家，有强烈的反犹主义倾向，以至于支持希特勒。——译者注





[30]
 汤姆逊是共和党的参议员（1994—2003），国务院国际安全委员会顾问，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成员。——译者注





[31]
 赫卡比曾在1996~2007年任阿肯色州州长（接替当选总统的克林顿），在2008年竞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排名第三，仅次于麦凯恩和罗姆尼。麦凯恩是共和党的保守派，曾在越战中因飞机被击落而成为战俘，他在2008年大选中败给民主党的奥巴马。罗姆尼是共和党在2012年的总统竞选人，输给竞选连任的奥巴马总统。——译者注





[32]
 道南是加州众议员（1977—1996）。——译者注





[33]
 怀尔德在1989年当选为美国历史上第一位非洲裔州长。——译者注





[34]
 诺斯曾是美军中校，后来成为中情局特工，“伊朗门”事件的主角之一。——译者注





[35]
 萨拉·佩林作为共和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参加2008年的大选（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是麦凯恩）。——译者注





[36]
 罗伯逊曾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1988年的大选，他反对女权主义，尤其反对女同性恋，支持自由堕胎，主张丈夫可以打不听话的妻子。——译者注





[37]
 维特曼是共和党的中间派，她在1993年任新泽西州州长，2001~2003年任小布什政府的环保署长。——译者注





[38]
 佩罗是前海军少尉，1957年退役后先在IBM做营销，后来自己以1 000美元起家开设电脑服务公司，1968年公司上市，资产达10亿美元。他是共和党中间派，主张管制枪支、人工流产合法化、平衡联邦预算、支持贸易保护主义、倡导环保。1992年成立“改革党”参加大选，挑战老布什和克林顿，夺走了19%的共和党选民，导致老布什输给克林顿。——译者注





[39]
 凯西（1913—1987）取消了卡特总统时期对中情局直接秘密介入外国内部政治的限制，支持中、南美洲的一系列政变，支持阿富汗的圣战者和波兰的团结工会，他因非法用卖武器给伊朗得到的资金秘密支持尼加拉瓜的康特拉（Contra，即“反革命”）反对奥特加的桑蒂诺政府而受到国会的质询（此事件被称为“伊朗门事件”），在质询期间因脑出血而死亡。——译者注





[40]
 皮优研究中心是美国一家民调机构，对影响美国乃至世界的问题提供信息资料。——译者注





[41]
 萨瓦广播电台针对中东的阿拉伯语国家，马蒂广播电台针对古巴。——译者注





[42]
 安海斯布希公司（Anheuser Busch）又称AB公司，位于美国密苏里州，旗下有世界最大的啤酒厂；美泰公司（Martel）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是全球最大的玩具公司，“芭比娃娃”就是它的产品。——译者注





[43]
 伟达公司（Hill&Knowlton）是世界上最早成立（1927年）的公关公司。——译者注





[44]
 捷克（Czech）中的Cz在英语中很难发音，而ch在英语发音中是“契”，而不是“克”。——译者注





[45]
 在德国及北欧的德语系国家（丹麦、瑞典、挪威、芬兰、荷兰），爱沙尼亚（Estonia）被称为Estland，因为前3个字母Est的音相同。——译者注





[46]
 K街是美国首都华盛顿西北区的一条街，这里公关公司云集，它们代表大企业利益在国会和政府部门进行游说。——译者注




第二章

帝国“民主”品牌的历史背景


教育菲律宾人，使他们变得高尚、文明，并且信仰基督教，除此之外，我们没有什么可做的了；承蒙上帝保佑，尽我们所能为他们做得最好；像为我们的同胞一样，基督也为他们而死。

——威廉·麦金莱
[1]

 在1898年解释他占领菲律宾的决策

（引自Cashmen，1994，346）

上帝把美国人民当作他选中的民族以最终领导世界的再生。这是美国的神圣使命，它为我们带来人可能拥有的一切利润、一切荣耀、一切幸福。我们是世界进步的受托人，是世界正义与和平的卫士。

——印第安纳州共和党参议员阿尔伯特·贝弗里奇

（Albert Beveridge），1901年



美国传播民主的“伟大使命”
[2]

 扎根于基督教宣传和劝诱他人信教的老传统
1

 。其实，宣传这个词最初在中世纪被理解为传播宗教信仰。哥伦布以及西班牙征服者的后裔以基督和文明的名义对土生土长的人们（“异教徒”）和民族进行欺凌、杀戮和文化灭绝。那些去教堂做礼拜的基督徒们广泛推行奴役和贩卖奴隶，并得到早期共和国宪法的批准。妇女们的选举权被剥夺。美国对待外国人及本国大量公民和合法移民的态度与政策从未符合其神化的高贵形象，虽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做法有所改善。美国给予那些受政治和伦理压迫的或民主生活受威胁的国家的援助记录，即使往好一点说，也是有许多污点的。另一方面，人们广泛地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及打败法西斯主义是美国最光荣的时刻。

参议员贝弗里奇言论中所反映的美国建立帝国的野心始于麦金莱总统。在1898年，他表示希望菲律宾人民变得“高尚、文明并信仰基督教”，他以此为侵占西班牙殖民地的决策做辩解（那里的人民在将近400年里基本上是天主教徒）
[3]

 。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持有类似的宗教国际观，并反映在他1914年关于入侵墨西哥的声明中：“我将教育南美洲的那些共和国去选举好人。”他派军事力量阻止布尔什维克在俄罗斯巩固权力也是源于神圣的灵感。威尔逊可以被认为是第一位“促销民主”的总统。一位学者指出，他接受这个角色是为了“给国际资本的积累提供最佳条件”（Robinson，2000，31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一位重要的鼓吹宣传者爱德华·贝奈斯成为公关行业的奠基人，他曾是威尔逊政府的公共情报委员会成员，力图说服公众支持战争。他认为，为了调和美国与一些民主国家的不同现实，需要广泛地运用宣传，使国内外的人们相信美国式民主的特征和文明使命。贝奈斯认为，宣传像“政府的无形之手”，在政界、金融业、制造业、农业、慈善业、教育界和其他领域的日常运作中是永远必需的（Bernays，2005，48）。紧接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政府和主流媒体的领袖们把说服公众等同于满足美国主要资本主义企业（包括通用汽车公司、宝洁公司、通用电气公司及石油产业）的需要（Miller，2005，12），并使美国作为“自由世界”的警察力量合法化。这样，宣传就成为美国政治经济的核心，扎根于后来出现的“军工联合体”以及与之相关的思想意识形态——冷战。

遏制社会主义

为扮演“自由世界”领袖的角色，美国的战争部在1947年更名为国防部，尽管现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入侵他国没有一次能勉强地被认为是保卫美国领土。就在那一年，杜鲁门（Truman）政府设立了中情局（CIA），替代了战争时期的战略服务办公室，负责秘密收集国外情报，但中情局被之后的政府用来搞颠覆活动。为了使宣传工作在世界范围取得领先地位，杜鲁门在1951年颁布了一个指令，即成立由国务院、国防部和中情局官员们组成的心理战略委员会，用以协调、计划和实施海外的心理战策略。美国的军事干预以及中情局和其他收集外国情报的机构的运作可以看作是国家为私有资本提供市场机会的政治付出。因此，以援助民主的名义使其他国家发生动乱，如摩萨台（Mossadegh）任总理时的伊朗或阿连德（Allende）任总统时的智利，其实际目的是保护美国大公司在那些国家对能源、矿产及其他产业的投资。在1933年，一位两次获得国会荣誉勋章的海军陆战队少将巴特勒
[4]

 （Smedley Butler）把国家用于他所领导的入侵拉美的开支描述为政治开支，称自己是“一个为大企业、华尔街和银行家们服务的肌肉高度发达的男子汉”，是“一个为资本主义服务的打手”（引自CommonDreams website，2004）。

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总统
[5]

 （小罗斯福）的名言“他可能是一个狗娘养的，不过他至少是咱们的狗娘养的”常被人引用。不确定的是，他当时是否在指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独裁者特鲁希略（Trujillo）或者尼加拉瓜的索摩查（Somoza）。这反映出美国外交政策有长期的情景伦理学模式
[6]

 （“政治现实主义”），即它的道德辞藻可以根据有组织的利益集团（如农业、石油业、矿业和军工业）要求的游说程度予以调适。美国从它的殖民主义中学到的是，在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时，对于长期卷入或延长实际占领应该小心谨慎。形式上的非殖民化使帝国主义强国可以把过去用于占领的行政开支转嫁给当地的精英仆从们，同时保持对他们的经济和战略资源的全面管理。

随着菲律宾在1946年独立，美国在海外的政治投资迅速扩大。由所谓“狗娘养的”执政的客户名单几乎覆盖了各大洲。今天，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军火商，在约30个国家设有700多个军事基地，美国2009财政年度的正式国防预算达6 530亿美元（如果把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费用、过去战争遗留事务的费用以及与国防有关的开支都计算在内，则几乎有1万亿美元)。据外交政策分析家查莫斯·约翰逊（Chalmers Johnson）统计，美国2008财政年度的正式国防预算大于世界其他国家的总和（比第二位的军费支出国中国多十倍)。这还不包括隐性开支，如核武器研究、退伍军人福利和对外军事援助（GlobalSecurity.org website，2008；Johnson，2008）在1976年制订的国际军事与教育培训计划（IMET）中，国防部给前苏维埃国家的军事援助是另一种形式的“民主”援助。2002年，IMET给中、东欧和中亚地区的援助几乎达到270亿美元。

在民主国家，宣传主要靠说服而不是恐吓，使1919~1920年的“红色恐怖”策略得以复苏的冷战触发了再次灌输惧怕共产主义的思想。保守派掀起的第二波恐红症导致了麦卡锡主义和政治清洗。一个魔咒在政治文化中到处回响，它把苏联打扮成势不两立的“自由的敌人”，并把数以千计的美国人当作危险的破坏分子列入黑名单或逮捕，剥夺他们的政治权和公民权。不同于第一波恐红症，麦卡锡主义的手伸到了劳工运动之外。国务院、其他政府部门、电影业、报刊业、新出现的电视业、教育机构、文学界和其他公共部门的自由派都遭到猎魔者们的无情追捕。

按照摩尼教的说法，苏联及其盟国被视为邪恶的“国际共产主义”阴谋对抗“自由世界”，并威胁到作为“美国生活方式”基础的基督教道德观和神圣的自由。以冷战作为思想意识基础，反共产主义导致了“军工联合体”的形成，它促使美国成为世界第一的军事、政治和经济共同体。由国家大力资助的美国经济扩张以及较为开放的移民制度使数百万美国人享受繁荣，并激发出许多社会政策创意以及百万富翁们和各种慈善基金组织。但是，美国慷慨活动的能力基于帝国主义的设想——取得那些国家廉价的初级资源和劳动力以资助它自己的相对自由。第三世界革命运动企图打破新殖民主义桎梏以及苏联向革命运动提供支持受到美国外交政策制定者们的军国主义反应。美国侵犯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导致约500万人死在印度支那，这些在正式的美国纪念堂里没有得到纪念，而华盛顿却建立了献给美国士兵的纪念墙。

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是苏联。在美国的军事基地中，有许多配备了能打到苏联城市的核武器，几乎紧贴着苏联的整个边界。苏联却没有在美国的近邻国家建立基地，从而造成两个国家有不平等的受威胁感，这种不平等一度被短暂的古巴“导弹危机”缓解。尽管苏联确实曾在欧洲、亚洲、非洲和其他地区挑衅性地寻求搞一个盟友系统，以得到盟友和贸易伙伴，并与资本主义世界竞争，但它在世界上却从未达到与美国同等程度的政治、经济或军事影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第一个10年内，美国人沉浸在一个主观臆想中：苏联是对美国具有紧迫且明显威胁的国家。西欧没有滋生出类似的疯狂观点，虽然它可能会更直接地受到苏联军事力量之害。布什
[7]

 政府和它在主流媒体的应声虫们发起了一个指责苏联的“新冷战”
2

 ，而美国却增加了迫使中欧接受美国导弹防御系统的压力，并力图推翻与莫斯科结盟的东欧和中亚的领导人。

虽然人们通常认为苏联的瓦解结束了冷战，但我们有理由断言冷战从未结束（例如，考虑到美国对拉美左派国家的敌意）或者只是被改名（“反恐怖主义的战争”）而已。塞穆尔·迈尔曼
[8]

 （Seymour Melman）认为，战后美国的经济系统是立足于永远战争的基础上的（Seymour Melman，1974）。在波兰建造导弹防御设施、在捷克共和国建造雷达基地的计划（波兰、捷克共和国都是北约成员国)——官方宣称是为了保护这些国家不受未来可能来自伊朗的攻击——以及引诱中、东欧的其他国家加入北约这个军事组织，美国的这些动作都在俄罗斯执政圈内引起了被围困的深度担心。为了更加“安全”，美国提出在波兰部署进攻性的“爱国者”导弹部队。这使人们回忆起“古巴导弹危机”，那时赫鲁晓夫政府企图局部平衡美国能很容易打到苏联领土的陆基、海基和空基导弹的发射设施对苏联的威胁。

一些强国相信，民主以本国为背景可以被教育出来或移植进去，而不是像西方那样，民主的发展是有机地进化。但是，美国在其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曾在国外建立和支持过一批专制政权，这就不难理解其输出民主的可疑动机。事实上，美国一系列海外活动的一贯意图是，通过军事入侵和转让军火，防止左翼力量用子弹或选票取得政权，随之而来的是为它的商品出口和公司投资取得市场。几乎没有一位促销民主的积极分子在为此辩护时提到美国外交政策的“炮舰外交”传统。

由杜鲁门政府制定的针对苏联及其盟国的“遏制”政策显示，美国大体上愿意，至少是暂时愿意，接受它和战时盟国（英国和苏联）在1945年雅尔塔会议和波茨坦会议上为欧洲设定的国界。但是，美国从未完全接受这些协议，并继续暗中破坏共产主义政党在中、东欧地区统治的合法性。美国在朝鲜的“警察行动”及入侵越南和加勒比海岛国格林纳达与遏制政策是一致的。但是，即使有军事和技术优势，它仍无法阻止中国共产党接管中国。1997年，推出遏制政策的乔治·凯南（George·F. Kennen）
[9]

 认为，把东欧纳入北约的努力是“整个后冷战时期美国政策最致命的错误”，因为这可能导致俄罗斯的民族主义、反西方情绪和军国主义，并使东—西方关系倒退（引自Chomsky，2008)。而对方，苏联及其盟国肯定从未理会遏制概念，并积极支持社会主义革命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兴起。

政治战

第二次世界大战加速了宣传战和思想战的发展。战后，一些主要的通信专家和学者在美国的战时宣传工作中得到了训练。他们包括：战争情报办公室的威尔伯·施拉姆（Wilbur Schramm）、保罗·拉扎斯菲尔德（Paul Lazarsfeld）、哈德利·坎特里尔（Hadley Cantril）和乔治·盖洛普（George Gallup），在中情局前身的情报机构——战略服务办公室任职的莫里斯·雅诺维茨（Morris Janowitz）、埃尔默·罗珀（Elmo Roper）、菲利普·戴维森（W. Phillips Davison)索尔·帕多弗（Saul Padover）和丹尼尔·勒纳（Daniel Lerner），在陆军心理战部任职的威廉·帕利（William S. Parley，后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任首席执行官）和爱德华·希尔斯（Edward Shils）（Simpson，1996）。

雅诺维茨和另一位心理战专家威廉·多尔蒂（William E. Daugherty写道：“政治战可以被定义为国家之间冲突的一种形式，冲突的一方企图利用除武力之外的其他方法把他的意志强加于他的对手。政治战的主要武器可以被描述为把外交和宣传综合应用于实际目的。”（引自Scott-Smith，2008）

随着战争的结束，宣传机构（美国之音、自由欧洲广播电台、自由广播电台、自由十字军、中情局及其他机构）转而专注于实施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以及政体变革、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运动在世界上的挑战。这项工作的一部分是把“发展传播学”引入亚洲、非洲以及拉美第三世界国家的大学作为范例和课程。至少有一个报道说，一位研究发展传播学的主要专家——斯坦福大学教授施拉姆（Schramm），曾是联邦调查局（FBI）的秘密线人，也是自1942年至战后美国军事和情报机关的顾问（Bah，2008，187）。发展传播学与冷战的宣传紧密相关。勒纳曾写道，宣传是美国政府推行外交政策的4个支柱之一，其他3个支柱是外交、制裁和战争。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期，政府对海外的广播宣传在行动协调委员会
[10]

 的帮助之下得到加强（Bah，2008，184~185）。

凯南——在杜鲁门执政时期他是国务院的首席政策计划官，也是冷战“遏制”战略的主要理论家——在1948年5月4日写过一份名为“有组织的政治战宣告开始”的秘密备忘录。凯南解释道：“政治战是国家利用它所控制的一切手段，除了战争，去达到它的目标。”这被看作是国家和私营组织都投入全球宣传战的战略。遏制还包括其他形式的斗争。中情局在早年的行动中曾干涉1947年法国和1948年意大利的选举，它用数百万美元支持中右和保守党派，以阻止西欧的共产党赢得国会选举（Broder，1997；Sussman，2005；第四章）。

杜勒斯兄弟是苏联及其盟国的另一对可怕的敌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
[11]

 （John Foster Dulles）和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曾是艾森豪威尔政府（1953—1961）侵略性秘密外交政策的主要设计师。福斯特·杜勒斯有着极其保守的反共产主义思想意识，他认为“布尔什维主义是魔鬼的产物，上帝终将使布尔什维主义消失”（Hoope，1973/1974，173）。他旨在使中、东欧的共产政权“滚回去”的秘密外交行动对美苏关系以及直至今日的美俄关系产生了长期影响。在杜勒斯和凯南那样的国家反共计划制定者们看来，冷战是“思想战”。但是，杜勒斯肯定没有把国务院的反共只限于语言。他最关键的一个失算是，在1953年他决定用中情局的力量赞助政变，把当选的伊朗民族主义总理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ed Mossadegh）强行赶下台，并把权力还给国王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vi）。美国设计了一个宣传计划，把摩萨台歪曲为“共产党人”。石油政治被突出地显现在这项行动中。杜勒斯从前在华尔街的法律客户（包括海湾石油公司、新泽西标准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和美孚石油公司）在伊朗政变和国王归来后被允许得到该国石油供应的40%以上（Sherrill，2006）。国王利用他的秘密警察机关萨瓦克（国家安全情报组织）实施镇压和独裁，并执行“现代主义”的政策，这最后触发了1979年的人民起义和他的倒台。

在东南亚，美国入侵印度支那始于杜勒斯。在美国军事入侵该地区之前的殖民主义衰退的年代里，杜勒斯的国务院就已经支持法国在印度支那的存在。1954年，福斯特·杜勒斯和他的弟弟一起组织推翻民选的危地马拉政府，当时的总统雅各布·古斯曼（Jacobo Arbenz Guzman）试图把美国拥有的联合果品公司的资产国有化（艾伦·杜勒斯曾是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杜勒斯兄弟还支持过古巴的独裁者巴蒂斯塔，他在1960年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领导的人民革命中垮台。

战后的干涉主义

当然，美国的政治和军事入侵不是由杜勒斯兄弟开始的，也不是由他们结束的。斯蒂芬·金泽尔
[12]

 （Stephen Kinzer）详细列举了美国入侵导致当地民选或权势集团政权更迭的14个事例。这14个事例中没有一个被包括在美国政府执行的许多更“无赖”的行动内，因为这些事例有幸得到“两党”和内阁的支持（引自Sherrill，2008)。威廉·布鲁姆用文件证实了美国侵犯许多国家主权的更多事例（William Blum，2008）。另一位学者汇集了美国在国内（对付国内激烈的反政府运动）和国外的143次军事干涉（Grossman，2008）。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避开敏感的主权话题，把他们的干涉行为说成是回应敌人对“美国生活方式”的威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早期岁月，他们又转回“世界共产主义阴谋”的话题。在当今的后苏联时代，美国则是把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妖魔化以虚构敌人，其中最近的名单包括：伊朗的内贾德（Ahmadi-Nejad）、巴勒斯坦解放运动的阿尔法特（Arafat）、叙利亚的阿萨德（Assad）、古巴的卡斯特罗、委内瑞拉的查维斯（Chavez）、利比亚的卡扎菲（Gaddafi）、朝鲜的金正日、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Lukashenko）、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Milosevic）、玻利维亚的莫拉莱斯（Morales）、巴拿马的诺列加（Noriega）、伊拉克的萨达姆（Saddam）、乌克兰的亚努科维奇（Yanukovych）及其他人。妖魔化把外交政策降低为初级的摩尼教戏剧，从而使政府和主流媒体能够把它推销给易于受骗的公众。在“反恐战”背后有一个混淆是非的道德问题，前总检察长约翰·阿什克罗夫特（John Ashcroft）称之为“预防模式”（来自绿色运动的“预防原则”，即在有一切证据之前就加以干涉，使全球气候变暖减速）。阿什克罗夫特的意思是，设计一种政策，在有可能成为罪犯的人未犯任何罪而且还没有证据支持之前就逮捕他。这个策略被小布什和托尼·布莱尔
[13]

 （Tony Blair）共同确认是必要的：对想象中企图毁灭西方的敌人——伊拉克和阿富汗发起先发制人的打击。

在保持国家合法性中，制造外部敌人是一项关键的思想意识工作（Murray Edelman，1988）。在自由民主国家，制造敌人促使各政党在确定“国家利益”方面同流合污。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90年代初，有着狂热的超级大国野心的精英们把苏联当作头号公敌。共产主义被认为是第三世界（包括中国和越南）革命解放运动背后的邪恶力量。偶尔出现的对立面的学术论文和新闻根本通不过主流媒体为把革命描述成阴谋而设置的过滤网。主流媒体中许多受尊敬的成员秘密地与中情局合作，为国家利益而开展反苏宣传（更详细的报道可参见Sussman，2005，第四章)。

美国频繁地干涉其他国家的事务，并且用暴力阻止自己的公民捍卫民权，这样的历史使人们有理由质问：为什么美国如此热衷于宣称自己有作为海外民主主要促进者的责任？无批判地接受这种宣称就太过于天真了。很少有文件能证明美国的外交政策服务于除自私的国家利益之外的目的。即使面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在阻止欧洲从西班牙开始的法西斯主义方面也没有做什么，直到希特勒对美国开战。除了有力地鼓吹公司利益之外，美国支持一批残暴的专制政府的事实也表明，它不是可信的民主拥护者。

的确，通过民主选举上台的反对美帝国主义强权的政治人物，例如刚果的卢蒙巴（Lumumba）、智利的阿连德、危地马拉的阿本斯（Jacob Arbenz）、伊朗的摩萨台、尼加拉瓜的奥尔特加（Ortega）、委内瑞拉的查韦斯和巴勒斯坦的哈马斯（Hamas）组织，都是美国搞政治颠覆的对象。其中前四位已经被推翻了。“自由”这个词用于政治时通常被附加在一些与冷战行为或公司利益有关的事物上：“新闻出版自由”、“自由劳动”、“自由企业”、“宗教信仰自由”、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自由”被用于从思想意识方面对前苏联及其他共产主义国家施压，但是对与美国结盟的专制政权却很少提出这样的要求。“平等”和“社会正义”几乎从美国官方的词汇中消失了，这些词在历史上一直与共产主义有关，这是对那些相信共产主义的人们的挖苦。

“自由”一词被当作一支强大的军队去颠覆那些被美国政府认为对它的世界领导地位不那么顺从的国家。是否拥有自由基本取决于这些国家在社会的政治和经济领域内接受国际商业（business
3

 ）机构作为“法人”和公民的程度。“自由”已成为“美帝国主义的一个抽象符号……它变成新自由主义帝国象征性地夸张和应对所谓紧急状态的主要理由”(包括国家必须应对“自由之敌”和为自由而永远需要动用军事力量） （Kennedy and Lucas，2005，325）。由此，“自由”已成为一个法定词，它代表的不是每个公民都有份的集体福利，而是私人在“自由帝国”有“无限制地积累和消费财富的自由”（Pieterse，2004，120）。

在冷战时期，宣传自由的主要工具是无线电。美国政府的官方广播电台——美国之音（VOA）起初（1943—1945）由战争情报办公室管辖，后来（1945—1953）归国务院（1947年开始有俄语广播）管辖。1949年设立的自由欧洲电台(RFE）从1950年开始广播，专注于推翻中欧的共产主义政府
4

 。RFE因1956年匈牙利起义失败而广受指责。自由电台（RL）从1951年开始广播，目标是苏联。1975年RFE和RL正式合并。根据已解密的政府记录，这两家电台是中情局组织的，这一事实在被曝光前早已被许多记者知晓。

所有这些宣传站以及为支持它们而发动的资金筹措活动，即“自由十字军”
5

 ，都与美国的许多主流媒体合谋，它们的400多名记者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秘密地为中情局服务（Bernstein，1977）。在外交政策圈内，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被认为在中、东欧地区把共产党赶回去的“文化战”中起到了主要作用。在1996年，中情局局长约翰·杜奇
[14]

 （John Deutch）说，中情局依然保留在秘密行动中利用媒体组织的权力。小布什政府曾试图让好莱坞为他在中东和南亚的军事行动服务，他派他的顾问卡尔·罗夫会见电影制片者们，商讨雇用电影明星到美国军事基地表演。国会众议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主任众议员亨利·海德（Henry Hyde，伊利诺伊州共和党人）邀请媒体、广告业和电视业的主管们帮助其修改全球公共外交战略(Kuchment，2001）。

克林顿总统时期的美国新闻署（USIA）署长约瑟夫·达菲（Joseph Duffey）认为，USIA作为政府的宣传机构是为市场利益服务的。他在1993年向美国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恐怖主义、毒品和国际行动小组报告时称：“需要加强本署活动的最重要领域是商业、贸易和经济。我们教导其他国家的不仅是自由市场理论，更是使自由市场和开放贸易成为可能的内在机制。”（Snow，1977）USIA通过各种会议、巡回演讲、交换教育、短期访问计划和其他项目执行其宣传职责（Carothers，2000，189）。在1994年，为了统一外交政策的各种项目，国会通过了国际广播法案，把美国之音、马蒂广播电台
[15]

 、马蒂电视台、世界网电视、自由欧洲电台和自由电台都置于USIA及其驻扎在国外的前哨站点的管辖之下，从1996年起还包括自由亚洲电台（针对中国大陆及后来增加的中国西藏、朝鲜、缅甸、老挝和越南)。1999年，克林顿政府把USIA交给国务院，由国务院情报研究局管辖，这样就把国家对海外宣传的主要组织变成了“更大的情报业的一部分”（Critchlow，2004，84）。

设立国家民主基金会

里根担任电影演员工会主席后就公开宣称自己是一个反共分子。作为美国总统，他试图用秘密的和比较透明的两种手段帮助推翻共产主义和革命的社会主义，无论它们出现在哪里。一个被命名为“民主计划”（Project Democracy）的白宫项目[最初被命名为“真理计划”（Project Truth）]
6

 是白宫利用私有资金组织的，用以支持秘密的外交政策行动，并与中情局局长威廉·凯西（William Casey）密切协调（Parry，1999）。“民主计划”秘密地利用媒体进行宣传（并且对抗苏联的宣传)，旨在“获得一个具体的情报目标，但不鼓励全面和公开的民主辩论”。瓦尔特·雷蒙德（Walter Raymond，见第一章）接管了国务院、美国国际开发署、美国新闻署、国防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中情局中美洲公共外交行动特派组的宣传工作(Parry，2004，219~221）。里根政府“干脆抛弃了新闻报道必须平衡的政策，而美国新闻署则成了一个宣传机构”（Austin，2005，145）。

雷蒙德把以前由中情局组织的一系列活动纳入这个“民主计划”，包括“大力扩展利用书籍出版和传播的能力，并将其作为公共外交的工具”。他还致力于“开发积极的心理战战略”，并且定期“与选定的中情局实际行动人员们会晤（非正式的)，以协调和澄清在关键地区开展的公开的与秘密的政治活动之间的界线。比如，阿富汗、中美洲、苏联—东欧、格林纳达”（Raymond，引自Parry，1999）。对于后继的里根而言，卡特政府缩减和整顿中情局只是一个短期的遏制，里根希望用狡诈的办法恢复这个在杜鲁门、艾森豪威尔、约翰逊和尼克松执政时具有侵略性的皇家特权。

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通过军事援助帮助被称为康特拉（Contras，反革命）的流亡组织推翻了尼加拉瓜的桑蒂诺政府，这个非法行动由奥利弗·诺斯(Oliver North）中校领导并得到国家安全委员会的正式批准。这个行动极力依靠宣传工作。里根把这项具体行动命名为“民主行动”（Calvo Ospina，2007）。“民主”就这样与有机的国内政治权力斗争相脱钩，并作为正式的迂回手段使超级大国的干涉主义不断扩大并且合法化。

“民主计划”还被里根政府用作对美国人民进行宣传的一种方法。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一位外事官凯特·西梅拉特（Kate Semerad）要求设立一个外交政策宣传机构，它“在美国内部的目标是国会，特别是国会的几个外事委员会及其工作人员……以及广大的公众和媒体”（Binion，2001，1）。里根的官员们在向美国的媒体定期通报尼加拉瓜形势时故意发布假情报。记者罗伯特·帕里（Robert Parry）通过搜索政府文件发现，里根通过向一个“富豪联合会”（它包括一些国防合同承包商和私人基金会）筹款来资助国会范围之外的活动(Parry，1999）。

在一份1985年3月13日由公共外交办公室的乔纳森·米勒（Johnathan Miller）发给白宫通信主管帕特·布凯南（Pat Buchanan）的“白色宣传行动”备忘录中发现，该办公室炮制的反桑蒂诺政权的故事被植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纽约时报》和全国广播公司的新闻中（Cohen，2001）。由宣传专家奥托·里克（Otto Reich）领导的公共外交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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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PD）和国家民主基金会（NED）最初是根据同一个行政指令设立的。OPD是使用“现代公共关系的科学方法和经过战争检验的心理战技术”的美国“第一个和平时期的宣传部”，国家安全局
[17]

 （NSA）和国务院利用它“限制信息接触美国公众”（Robert Perry and Peter Kornbluh，引自Stauber&Rampton）。然而在1988年，OPD被迫解散，因为当时的美国总审计长发现它“介入了被禁止的秘密宣传活动，旨在影响媒体和公众去支持政府的拉丁美洲政策”（引自Stauber and Rampton，1995，167）。

“白色宣传行动”是从1982年开始的。里根在向由撒切尔领导的英国议会谈到他的对苏政策时说：“我现在描述的是一个长期的计划和希望——自由和民主的进军将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抛弃在历史的垃圾堆上，就像它抛弃其他的窒息民主和给人民自我表达带上封口套的暴君政权那样。”这是他为“民主运动”所做的开场白，这一运动使美国设立了半自主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Review Online，2004）。

里根在民主党人中找到了一些盟友，如丹特·法塞尔（Dante Fascel，佛罗里达州民主党人）。基于法塞尔在20世纪60年代关于设立一个援助民主组织的建议以及在1979年以德国的政党基金（stiftungen）为模式设立的美国政治基金
7

 ，里根政府在1983年设立了国家民主基金会（NED）。NED与中情局有着同样的目的，但是NED作为美国政府在海外“促进民主”的半自主和半私有的工具以避免玷污中情局的名声。然而，据NED副主席戴维·劳沃（David Lowe）说，它能灵活和比较自主地渗透外国，这是政府机构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IAD）、国务院和美国新闻署（USIA）做不到的（Lowe，2008）。它的目的是把金钱、设备、政治顾问及其他专长输入其他国家，以“加强民主选举过程……通过及时的措施与当地的民主力量合作”（Damrosch，198，19）。NED的创始人之一兼第一任代理主席阿伦·韦恩斯坦（Allen Weistein）告诉《华盛顿邮报》:“我们今天做的许多事都是25年前中情局秘密做的事情。”相对的公开性看来是追求美国国家利益的较佳模式（Ignatius，1991）。
8



公司化的民主

与中情局不同，半私有性质的国家民主基金会使那些政治特务在政治生涯中不需要用假名过地下生活。但是，即使不那么隐蔽，国家民主基金会还是通过有选择地向政治团体、公民组织、工会、不同政见者、学生团体、图书出版商、报刊和其他媒体提供资金、技术知识、培训、教材、电脑、传真和复印设备、汽车等在外国的国内事务中搅和。（Blum，2000，180）

有人估计，给帝国主义披上慈善形象的外衣使国家民主基金会成为比中情局更有效的国家政策工具——软帝国主义（Robinson，1996b，110~111）。

国家民主基金会在早期是美国新闻署预算中的一个项目。在1999年，美国新闻署和国家民主基金会都归国务院管辖，通过国务院得到国会给它们的拨款。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小部分——但不是微不足道的部分——资金来自私有企业。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民主基金会及其他美国机构，如美国国际开发署、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务院、司法部和国防部，已经在100多个国家（包括中、东欧的大部分国家）支持促销民主的项目（Robinson，1996a，653；Rieffer and Mercer，2005，391）。在后苏联时期的欧洲，一个较早的改变政体的机会来自反共的波兰团结工会运动
[18]

 。其他一些机构也参与了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这个目标，如国家民主研究所
[19]

 （NDI）、美国劳工总会与产业劳工组织（AFL-CIO，简称劳联—产联）的团结工会中心、美国商会的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CIPE）、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私人和政府支持的自由之家（FH）、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OSI）及其他的政府和私人机构（见第三章和Sussman，2006)。

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和团结工会中心的中右政治倾向是比较明显的。观察国家民主研究所——特别是国际共和研究所（IRI）——成员的背景和联系（IRI有64个公司和基金会的“施主”）就可以发现官僚和资本家们惊人的交叉（政府官员与公司勾结)，其中有来自美国企业研究所及《财富》杂志500强的能源、汽车、媒体和军工产业的代表（IRI，2003）。虽然能源公司，如雪佛龙—德士古、埃克森—美孚、安然能源等，同时资助NDI和IRI，但是在国家民主基金会的主要目标国家，如委内瑞拉、伊拉克和中东的其他国家，这些公司的影响远远超过它们直接对国家民主基金会所做的较小贡献。使国家民主基金会成为特别有用的工具的是，它资助的研究所的大部分活动不必向国会汇报。

国家民主基金会支持美国在海外的法律、宪法、公民社会和选举等方面的培训。本书专注于选举领域，因为这方面的研究最具有争议。在这个领域，国家民主基金会在它觉得有希望过渡到自由民主的国家内鼓励举行选举，也支持已确定要选举的国家。政府和非政府的批评家们认为，国家民主基金会是干涉主义者，是佯称无党派的反共冷战遗物，这样的干涉可能会损坏美国的长期名声。一位密切观察国家民主基金会早期支持“过渡”的学者杰宁·威德尔（Janine Wedel）把促销民主的公司描述为大体上的一种淘金热：“随着‘过渡到民主’成为时尚，一些前途渺茫的政治候选人和顾问以及一些基金会和自由撰稿人竞相探索和利用这个新边疆。”（Wedel，2001，4）

国家民主基金会坚称自己是无党派的，这是基于它包罗了许多的权力利益集团：美国的两大党派、企业界和劳工界。但是，这些在国家民主基金会中有一定地位的利益集团实际上早就紧密地与狭隘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目标勾结（Right Web，2007）。这些利益集团表面上和谐共处是为了制造一个“国家与非政府组织脱钩的假象”（Kennedy and Lucas，2005，316）。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美国很少在一个不适合它更宏伟的外交政策的目标地区促销人权和民主。”（Chaulia，2006）

在把为国家外交政策目标服务的工作承包给非政府组织、学术界、职业的咨询公司、自诩的人权团体及其他私人团体方面，国家民主基金会作为半私有的基金会是有用的。国家民主基金会成立初期完全是由国会资助的。那时，国会并未打算资助国家民主基金会去跟美国国内的政党打交道。然而，两个最主要的受资助单位——国家民主研究所（NDI）和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却是与民主党和共和党有联系的。国家民主基金会约2/3的资助是给它的4个核心研究所，其余的给了私营承包商们（Scott，2002，200）。它在1994年开始接受私人捐助，它的筹资来源中包括主要的军工和能源利益集团，如雪佛龙—德士古、埃克森—美孚、安然能源等公司。

美国国际开发署认为，在一个有多元机制和“自由市场”的系统中，民主是有范围且可持久的（USAID，2007）。威廉·布鲁姆（他在1967年为抗议美国入侵越南而辞去了在国务院的职位）认为，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基本哲学理念是：


在一个有自由市场、有阶级合作、有集体谈判、政府干预经济最少、对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反对最少的系统中，劳动人民和其他公民会得到最好的服务。自由市场经济等同于民主、改革和增长，它重视外国投资的好处……简而言之，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项目与新世界秩序的经济全球化是同步的，因此这些项目多年来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和谐一致。（Blum，2000，180、181）



国家民主基金会怎样选择它的目标国家呢？威廉·罗宾逊认为，它的一部分资助是与国会及其外交政策的优先项目相联系的（Robinson，2007）。他认为，本质上，国家民主基金会的政策来自国务院和白宫，有时候与中情局协调
9

 。在20世纪80年代，里根政府修改了卡特政府时期的“国务院把人权作为重点”，推行另一种形式的促销民主（Carothers，2000，189）。作为全面援助民主的主要资助和实施渠道，美国国际开发署开始实施一项支持东欧民主的计划（Support for East European Democracy，SEED），它规定该地区的国家要得到美国的资助就必须接受美国式民主的机制和市场经济制度。根据美国国际开发署的文件：“1989年SEED法案的主要目的是帮助中、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向民主和自由市场逐步过渡，使它们能够超越过去，成为西方民主国家的欧洲—大西洋共同体内可靠和有成效的成员。”（USAID，2000b）最初的SEED立法规定，它的资金“不把任何实质性的好处给予……共产党或其他不承诺尊重民主过程的政党或组织”（USAID，2000b）。

截至1994年，SEED得到的资助约为每年3.6亿美元（Hook，2002，114）。后来，SEED根据1991年《支持自由法案》（Freedom Support Act
 ）得到的附加资助主要用于在俄罗斯和乌克兰支持选举、多元政党和公民社会以及美国律师协会的中、东欧法律创议(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Law Initiative）包含的法制改革（Carothers，2000，185，191）。美国国际开发署的网站坦率地强调，它的援助计划在一些方面有益于美国：


美国对外援助项目的主要受益者一直是美国自己。将近80%的合同和资助流回美国公司。对外援助项目有助于创造巨大的农产品市场，为美国工业产品开辟新市场，并且意味着为美国人提供数千个工作岗位。
10

 （USAID，引自Greenpeace，2000）



国家民主基金会（NED）与公共外交办公室（OPD）合作的第一个目标是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的桑蒂诺政府
[20]

 。为此，它们积极组织、支持、统一和促进成立一个反对他的联盟（Roelofs，2003，164）。老布什政府拨款900万美元给NED用于支持尼加拉瓜，NED把其中400万美元以报纸出版者的名义资助反对派领袖瓦莱塔·查摩罗（Violeta Chamoro）在1990年的选举中作为总统候选人挑战奥尔特加（Stauber and Rampton，1995，166）。据说，国家民主基金会把10万美元直接给了她的报社，虽然这家报社没有给查摩罗提供版面（Bovard，2005，60），但查摩罗赢了。

不过，在美国政府内部，有人对这种明目张胆的干涉行动持不同政见。参议员汤姆·哈金（Tom Harkin，印第安纳州民主党人）当时说：“我们真的希望查摩罗夫人作为美国金钱能收买的最佳候选人而出名吗？我们真的希望在尼加拉瓜有一场自由和公正的选举吗？”(引自Bovard，2005，59）奥尔特加在1990年选举失败后，依然是强有力的在野的反对派领袖，并且在2006年的选举中夺回了总统职务。

最近涉及拉美的有争议的活动发生在委内瑞拉，国家民主基金会在那里资助与查韦斯总统对立的政治反对派。一些反查韦斯的团体从美国得到数十万美元。一家国际投资银行的顾问乔治·福尔森（George Folson）与国际共和研究所（国家民主基金会资助的核心单位之一）所长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老布什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合作；在2002年那次短暂地推翻查韦斯的政变中，福尔森为卷入政变的政治军人团体喝彩(Rieffer and Mercer，2005，308）。查韦斯被短暂地非法监禁（总共47小时)，政变的头目解散了议会和最高法院，宣布废除宪法。小布什政府为一些导致政变的事件指责查韦斯，却没有指责非法的夺权行为，这表明它完全支持那场政变。《纽约时报》起初在它的社论版支持政变，虽然它在查韦斯重新掌权后立即发表更正。

尽管国家民主基金会声称是无党派的，但一切得到它资助的机构在中、东欧实施的各种项目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明显利益，即阻止共产党及追随它的左派政治组织夺回政权。假如世界上有任何地区使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党派性在那里最令人注目，那就是前苏联及其盟国。20世纪90年代，西欧和美国在中、东欧对中间或中右政党的支持“集中代表了后冷战时期最大的党派性援助”。左翼党派（改革后的共产主义者）被西方援助者冠以“反民主的”，因此得不到政治援助（Carothers，2006b，153、165）。与欧洲更宽松的观念相比，这种做法更接近美国的民主概念，欧洲有更全面的公众辩论和参与的氛围。

可疑的华盛顿的民主资格

小布什—切尼
[21]

 执政政府是美国历史上最不受欢迎的政府。虽然他们下台可能在某些方面代表了“牛仔”从传统的美国外交政策退出，但是他们并未彻底偏离美国战后野心的核心目标。入侵伊拉克只是延续美国打击第三世界国家的长期历史而已。波尔克（Polk）
[22]

 ，民主党人，入侵墨西哥并夺取了该国近2/3的领土。麦金莱，共和党人，入侵古巴并使菲律宾成为美国殖民地。林登·约翰逊，民主党人，入侵多米尼加并扩大越南战争。里根，共和党人，入侵格林纳达。小布什的出色之处——与他的父亲一样——在于他执政期内组织宣传的程度。

在美国的国内和外交政策中出现了一个调查和宣传的政体。尤其是小布什政府经常以“打击恐怖主义”为名推行秘密调查和宣传。政府下令由超级机密的国家安全局（NSA）秘密和未经授权地窃听数千万美国公民的电话（Cauley，2006），从而受到美国公民自由联盟（ACLU）、学者、律师、记者及其他人的法律诉讼（ACLU对NSA诉讼案）。2007年7月，NSA的活动被第六巡回法庭禁止，并在一个月后得到国会的批准。奥巴马可能同小布什一样依赖“国家秘密”，以阻挡他的前任执行的秘密引渡、拷打、未经授权的监控等被公开曝光——他没有兑现在竞选演说中使他的追随者有所期待的诺言：公开政府的所作所为。

以商业化宣传开路并与主流媒体合谋，小布什把帝国主义总统的权力扩展到管理和操纵国内的民意。作为允许媒体报道2003年美国入侵伊拉克的条件，五角大楼要求媒体接受“嵌入式的”记者地位，使政府能引导他们看什么，使他们与美国士兵们在感情上相通、在实体上相互依赖，最后审查他们发出的新闻稿。在入侵
11

 开始时，许多“嵌入”的镜头是现场实况或未经剪辑的，这意味着没有上下文背景可用于评估拍摄的意义。战争场面都是美国方面拍摄的支持政府宣传的镜像，如“反恐战争”、“自愿联盟”、“沙漠之狐行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23]

 、“附带的破坏”及模仿魔鬼形象的漫画《化学阿里
[2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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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3月美国对伊拉克的入侵、轰炸和闪电战被美国的主流媒体当作精彩的焰火表演展示给全世界的千万观众，甚至还起了一些戏剧性的名称：“伊拉克自由之战”、“震惊和敬畏”、美军的“增兵”。这种刺激人们感觉的新闻报道以及愚蠢的口号，如“支持咱们的军队”，使人想起沃尔特·李普曼的评论：“我们必须记住，在战争时期，战线那一边的敌人所说的都是宣传，而在战线这一边的我们所说的都是真理与公正以及人道原则和为和平进军。”（引自Shah，2005）布什政府把宣传工作集中到白宫的24小时“反恐怖主义”战争室，即由国家安全委员会、国防部、中情局和国务院的官员们组成的“联合情报中心”，后来称为“全球通讯办公室”（Austin，2005，146）。布什政府在伊拉克执行这样的欺骗政策只是整个宣传方式的一半，另一半是主流媒体的应声虫们及谣言贩子们自愿地或不负责任地在博客中合谋欺骗。

毫无疑问，这些宣传起初成功地说服了公众相信入侵伊拉克是公正的。受此鼓舞，布什政府把它的宣传工作扩展到国内。公关公司被安排生产和传播政府的“成功故事”，它们把宣传包装得像标准电视新闻，但从不提新闻来源。布什执政时期的教育部长玛格丽特·斯佩林斯（Margaret Spellings）承认，政府与许多公关公司以及媒体经销商有合同。这些公司包括：Hager Sharp（海格—夏普）、ABC Radio Networks（美国广播公司网络）、Bauhaus Media Group（包豪斯媒体集团）Radio One Inc.（壹广播公司）、Corporate Sports Marketing Group（体育运动营销集团）和North American Precis(北美信息摘要公司）。它们都收费帮助政府向公众推销其政策（Kornblut，2005）。布什政府为公关代理人的合同花了纳税人8 800万美元，其中40%未经竞标就给了出去。这比克林顿政府最后一年（2000年）的花费增加了128%(那时80%的合同是竞标的）。根据预期还会升高的初步数据，从2001~2004年，花在286个合同上的费用总计达到2.5亿美元以上（U.S. House·of Representatives，2005，1、4、6)。

此外，布什政府还雇用演员扮成记者出现在电视台或网络制作的新闻片段中，而不向观众透露实情。类似的事例还包括阿姆斯特朗·威廉姆斯
[25]

 （Armstron Williams）和玛吉·加拉格尔
[26]

 （Maggie Gallagher）秘密接受政府贿赂以鼓吹政府的政策创意。威廉姆斯与布什政府的合同要求他“在他的广播过程中定期评论政府的NCBL（没有一个孩子被遗忘）政策”（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2005，2~3）。布什政府中至少有20个部门制作了数百个新闻形式的片段（称为视频新闻发布）分发给各电视台播放而不把来源告诉观众（Barstow and Stei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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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宫甚至允许雇用一个假记者詹姆斯·古格特（James Guckert，被揭露实际是个靠性交易谋生的贩子），化名“杰夫·甘农”，装作是有资格证的新闻团队的一员，在2003~2005年参加官方的媒体新闻发布会（Kurtz，2005）。2009年，古格特成了全国记者俱乐部的一个博客。

根据1948年的《史密斯—孟特法案》
[27]

 （Smith-Mundt Act
 )，政府被禁止用纳税人的钱在美国国内散布宣传（Public Law，402）。国家的政府问责局（CAO）确认，布什政府几次秘密利用媒体影响民意是不恰当的（白宫指示政府部门不理睬CAO的调查结果)。根据这个法案，把美国对海外的宣传散布给美国民众也是不合法的。然而，在互联网时代，这个规定大体上是无意义的。美国新闻署（USIA）管理政府在海外的大部分宣传，直到它在1999年被关闭；它的一位有28年工龄的外事官帕特里西亚·库什利斯（PatriciaKushlis）承认，USIA在国外发出的许多电讯实际上已经被美国人在新媒体的回流中收到（Kushlis，2008）。

导致这种后果的政策之一是由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
[28]

 （Donald Rumsfeld）领导的国防部发起的。为了确保有利地报道它的战争目的，国防部发起了一个“心理战”，雇用华盛顿的一家私营国防合同商林肯集团（Lincoln Group）
14

 ，把军方写的新闻报道刊登在12~15家伊拉克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报纸上，并且每月支付40~2 000美元定金给当地的新闻组织用于复制新闻或广告。根据五角大楼的文件，林肯集团声称，它把“1 000多篇文章植入伊拉克和阿拉伯的报纸，并在伊拉克网站上刊登社论”，还以每月400~500美元的价格雇用伊拉克记者写这样的新闻。军方写的新闻报道用伊拉克的语言登载在伊拉克和阿拉伯的报刊上，为的是抹掉这些新闻来自美国的痕迹并引起当地人对伊拉克的愤恨和抵抗（Gerth，2005）。利用私营承包商，就像在伊拉克雇用私营的黑水保安公司那样，有助于模糊政府和私人之间的界限，并与政府的监管绝缘，这就是布什—切尼执政时期的工作方法。
15

 这种方法使政府比较容易地利用假情报和其他形式的宣传达到它的政策目标（Daragahi and Mazzetti，2005）。

为了进一步加强这样的宣传活动，美国驻伊拉克的特遣部队还秘密收购了一家伊拉克报纸并接管了一个广播电台，用于发布亲美的新闻。根据《洛杉矶时报》的报道，许多被植入报纸的新闻是由独立记者们撰写的，但却“为美军和伊拉克军队的工作叫好，谴责当地的暴民，吹嘘美国领导的重建该国”（Daragali and Mazzetti，2005）。为了掩盖真相，特遣部队把广播和报纸的新闻说成是由“国际信息中心”发布的；但是《纽约时报》的记者说，这是一家“不可能被找到的组织”。部署在布拉格堡
[29]

 的第四心理战部队的司令杰克·塞姆（Jack Summe）上校相当勇敢地讲述了采取这种做法的理由：“我们把我们的货色叫作信息，而把敌人的货色称为宣传……我们不需要遵从新闻界的客观原则。”（Gerth，2005）聚焦于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宣传活动与美国所宣称的道德，即“促进民主原则、政治透明和言论自由”以及把伊拉克从萨达姆的腐败统治中解放出来，形成尖锐的对比。这个宣传计划的副产品之一是带着血迹的新闻流回西方的新闻界和读者们（Daragahi and Mazzetti，2005）。

为了直接影响美国公众对于入侵的民意，国防部炮制了许多驻伊拉克美军的“英雄主义”假新闻。比如，在2003年，列兵杰西卡·琳奇（Jessica Lynch，一位驻伊拉克的陆军后勤供应员）所在的军队遭到伊拉克抵抗力量的袭击。她的车辆被打坏，她受伤骨折，后来被忠于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士兵送到附近的医院。然而，与美国军方宣称的及许多主流媒体（如《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报道的“事实”相反，她没有被击中或刺伤。她也没有卷入战斗。军方的说法像是好莱坞的电影剧本，以冲击琳奇在医院接受治疗为结尾。而事实是，在车辆出事后，她得到伊拉克医生和护士的特殊照料，并不需要美军的特殊救援，因为现场没有伊拉克军队——这是军方为宣传而炮制和拍摄的一个场面，一个《拯救大兵瑞恩》和《黑鹰降落》
[30]

 合成的电影回放。琳奇公开驳斥了她的“英雄行为”和媒体报道的2007年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所报告的事迹，尽管她因《纽约时报》记者里克·勃拉克（Rick Bragg）写的关于她的书而接受了100万美元的预付款，书中忽略了军方编造的谎言（Kampfner，2003；Scheer，2003）。

在军方粗制滥造的另一个宣传中，帕特里克·泰尔曼（Patrick Tillman）下士——入伍前是国家橄榄球联盟的球星——于2004年在阿富汗被打死。陆军宣称，他是在战斗中被塔利班武装打死的，主流媒体和泰尔曼的家属也是这样被告知的，但一位战士证实，他的真实死因是“友军误伤”或者干脆说是谋杀（根据医疗检验官的证词)。这位战士的司令官强迫这位战士对他看到的事实保持沉默。尽管可能是自己人误杀，但泰尔曼被授予紫心和银星奖章及死后被提级，同时由新闻媒体报道他的“英雄”故事（美联社，2007；CNN，2007b)。对于“9·11事件”后的政府公关，利用泰尔曼太重要了，因此不能被此案的事实所干扰。

当主流媒体的重要部分开始显示有生命的迹象并事后质疑政府入侵伊拉克的理由时，小布什和切尼在回应国会的调查时愈加不服从了。有一次，小布什的公关团队组织了所谓自发的会见驻伊拉克普通士兵们。但是，后来这一谎言被揭穿，这些士兵是被这次活动的计划者挑选出来的，而且所提的问题和应答也都是精心排练过的。

一位新闻报道员注意到，排练过的会见对于小布什而言不是什么新玩意儿，因为“他的白宫已完善了公关战略，即举行有剧本情节地会见总统的支持者们”。

在小布什的一次典型演说中，他的助理们把共和党的听众和培训过的听众们安排在一些大厅里听他演说（Van de Hei，2005）。前国土安全部部长汤姆·里奇（Tom Ridge）在2009年写了一本书，他在书中坚称，白宫不仅操纵民意，而且为了提升公众对政府的支持而操纵关于国家受威胁程度的声明，还有一次应用这种策略是在2004年7月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后立即戏剧性地降低总统候选人约翰·克里（John Kerry）的投票率（Baker，2009）。还有一些使美国公共信息机构传染上假新闻文化病的例子。小布什的顾问们可能已经越过政治底线，但是自里根的支持者们给他冠以“伟大的发言人”(一位在没有无线提词器时以一系列说错话和说不出话而闻名的总统）的戏谑外号起，耍政治手腕已成为美国政治演说的核心特征。

促销民主的宣传

基于民主只有在市场经济体内才能存在的前提条件，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坚持前社会主义国家必须接受严格符合新自由主义调控的“休克疗法”才能成为经济援助的候选国。这意味着完全的企业产权（包括银行业在内）的“经济实体私有化”、取消对进出口的一切管制、解除对工资和价格的控制、供应学派的税收政策、外国公司把利润全部拿走的权利、股票和债券投资系统的运转及其他金融工具。USAID还规定，资金不能提供给共产党和其他“未承诺尊重（上述定义的）民主进程”的政党（USAID，2005b）。USAID的一份文件把“减少政府的管制和颁发许可证”列为“打击腐败”的措施之一（USAID，2005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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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关于自由市场经济的一般虚构外，USAID还规定，作为理所当然的信条，必须把市场理解为最发达经济体目前的经济条件，即公司垄断。之所以说它是虚构的，是因为对于美国的市场系统和工业发展有许多神话，通常来自口口相传的“伟大人物”（莫尔斯、惠特尼、贝尔、爱迪生
[31]

 ）的故事和关于资本自主权的错误理解。事实上，资本的产生依赖国家在工业扩展的每个阶段给予企业的巨大补贴——从把国家土地给予私营铁路公司和电报公司到“军工联合体”(它发端于美国国内战争）。那种市场自主发展神话的另一面是，美国公众文化和政治文化的特殊性导致其创造了巨大财富。这种信念忽视了征服、掠夺、战争、支持外国的镇压和强迫第三世界经济体把大量资源运往美国和其他资本主义经济体，归根结底是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剥削第三世界的农民和劳动力。它还忽视了国家如何支持奴役以及没收土著人民的土地。

促销民主是现代化理论的延伸。这个理论关于“欠发达”的教义之一是，较不发达国家不认同“发达”（“需要取得成就”）的价值观，而且缺乏意愿和能力去发展能诱发这种优良品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在这种历史观中，“非偶然的社会演变过程不受特定的行动和环境驱动”，其中有一个“超越历史的逻辑”，即“目的是预先已知的”（Brier，2009，343）。塔尔科特·帕森斯（Talcott Parsons）和马克斯·韦伯
[32]

 （Max Weber）深信，制度有力量管教其参与者执行任务时的行为，并有助于社会融合成一个整体。现代化理论吸取这个观念，假设制度能够被转让，就像他们把一些国家的传统行为转变为现代习以为常的实践。

1970年，政治学家拉斯托
[33]

 （Dankwart Rostow）认为，国家民族的团结是“过渡”到民主的原始因素，而不是制度化——他认为政体的类型必须是精英（“中产阶级”）式的。他认为民主可能有许多形式，为此，他与同时期的其他民主理论家展开争论，民主的必要性不一定是前提，民主可以从许多不同的条件中产生并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但是，他坚持认为，如果没有发生重大的冲突，就不是民主。如果竞争的精英们的一方肯妥协，那么民主就在社会实践中随着时间而成为“习惯”。

拉斯托的思想存在以下重要缺陷：第一，民主并非多元政体（多元的精英治理)。他没有考虑与前苏联的中央指令决策结构相平行的资本主义公司治理系统是如何划定民主的可能性及“习惯性”界限的。第二，民主要求有公民高度介入的密集参与性结构，然而对于什么是公民介入，没有形成一致的定义。第三，他没有认识到，民众的要求并不总是或必然地把政治自由(“政治自由”本身是一个复杂的概念）摆在比其他生活必需品（包括健康保险、买得起的住房、文化生活、有意义的全职工作及生活康乐设施，如体育场所、博物馆、有艺术表演的戏院和公园等）更优先的地位。按照这样的考虑，即使与从前和现在的（古巴）社会主义国家相比，美国至少在某些方面做得并不是特别好。

表2.1列出了经合组织30个主要工业国的一部分数据。虽然许多美国人以及他们的政治领导人可能认为他们的国家居世界民主的首位，但这部分是因为他们不了解以生活质量为指标去计算民主的程度，或者不知道按这个方法与西欧进行对比。

在各类生活质量指标方面，美国被西欧、日本、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超过，在某些方面甚至不如不久之前被定为民主援助计划目标的中欧国家。显然，尽管美国极其富有，但其被测验的15岁学生在阅读、数学、科学
[34]

 等基本知识方面缺乏严格的培训。美国职工每年工作超时的时间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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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婴儿死亡率、人均寿命和肥胖率还揭示出全世界最昂贵的美国卫生保健系统的不良成绩。类似地，美国在能源利用和环境污染方面有最差的记录。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4%，监狱囚犯——多半是有色人种——却占世界囚犯的25%，这表示它在把它的生产红利分配给广大人民方面是失败的。在武器销售、军费开支和被囚人数方面，它遥遥领先，这表明经济创造财富依赖于暴力和警力。

表2.1 生活质量指标（经合组织的30个国家）

[image: ]


注：

①排在美国前面的国家有：波兰、韩国、爱尔兰、匈牙利、捷克。

②排在美国前面的国家有：斯洛伐克、西班牙、波兰、捷克。

③排在美国前面的国家有：波兰、日本、韩国。

④排在美国前面的国家有：西班牙、希腊、意大利。

⑤排在美国前面的国家有：斯洛伐克。

资料来源：OECD Factbook，2008；Abramson（2008）；Infopleasee Database（2008）



这就使中、东欧地区的公民产生一个疑问：美国的民主体系能否真正提高他们的福利？美国是不是一个值得被赶超或被复制的国家？事实上，美国和世界经济的下滑已引起公众对立足于买卖照常干的经济复苏计划的质疑。奥巴马的当选使整个世界期待改变大公司主义、军国主义、沙文主义、反环境和反理智的逆流以及美国国内和外交政策的方向。展示上述生活质量数据并不表示美国没有能够显示其领导地位的其他领域，但是这些数据粉碎了关于美国是全球“老大”或“自由世界领袖”的浮夸和它常常摆出的道德典范的姿态。

由于是名人而不是制度化的政治结构（包括政党）在控制选举，所以“现代”美国政治进程的魅力开始衰退。在美国，形象制造家们接手了大部分的政治竞选工作，政党的作用现在仅限于筹款。而且，现代化理论中关于政党的形成和选举是可以在不同国家背景下复制的过程，也成为质疑的对象，因为它忽视了政治活动（其实是社会和政治规范）扎根于国家的历史、政治、经济和文化背景。在现代化理论家（如拉斯托）的论述中有这样一种推论：新国家如果要制定通向发展的途径并在国际系统中占有一定的地位，那么就需要沿着“发展阶段”顺序前进。

关于现代化和民主的论证均立足于国家的缔造和坚固的国家结构。但是，在最坚强的国家缔造者之中有这样一些人：胡志明、纳赛尔（Nasser）、毛泽东、卡斯特罗、恩克鲁玛
[35]

 （Nkrumah）、苏加诺
[36]

 （Sukarno）、尼赫鲁（Nehru）、曼德拉（Mandela）、阿拉法特（Arafat）及其他革命领袖。当他们致力于把自己的国家从殖民地转变为独立国家时，美国对他们而言是不受信任的。当然，这是因为这些领袖们没有接受后来关于经济的药方——“华盛顿共识”
[37]

 ，也没有把申请成为“自由世界”军事组织成员作为国家发展的一部分。这些领袖们没有把美国的政治结构视为与新兴第三世界国家的情况特别相关。

采纳美国式民主机制继续被国务院视为政治发展的逻辑前提。美国国际开发署促销民主的主要努力之一是与美国律师协会（ABA）合作的法治倡议计划（Rule ofLaw Initiative Project），即在中、东欧地区用美国的法学理论和程序（包括宪法、企业法和“选举改革”)培训律师和法官。接受ABA倡议计划的有5名乌克兰最高法院的法官，他们推翻了2004年11月的总统选举结果，迫使举行第二次投票，随后宣告美国支持的候选人为胜利者（Boot，2004）。

托马斯·卡罗瑟斯
[38]

 （Thomas Carothers）发现，“各种设想的巩固民主的过程——发展政党、强化公民社会、改革法治和发展媒体——几乎从未符合治国专家关于合理顺序的设想，而民主促进者们的制度结构和战略目标却是建立在这个设想上的。”（Carothers，2002，15）事实上，许多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美国太过于强调把选举作为民主的本质，其效果实际上是损坏了民主化。其他人[如史蒂文·胡克
[39]

 （Steven Hook）和帕特里克·里根（Patrick Regan）]发现，为民主而援助的计划与实际的民主过程之间并没有一致性（引自Scott and Still，2005，443)。为了保持大国关系的现状，把民主作为思想意识形态的基本原理去传授，可能比把民主作为国家“过渡”的合理出发点更好。

制造“过渡”

“过渡性国家”的概念来自一个假设的民族国家等级排序以及与历史无关地（包括不承认自15世纪以来的西方国家称霸）理解过渡的条件是怎样形成的。美国前国务卿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inski）相当明确地谈到这一点：


随着模仿美国方式逐渐在世界上蔓延，全球出现了一个更适宜的环境去实行非公开的，但似乎一致同意的美国霸权。对于美国国内的系统而言，这个霸权包含一个各种机制与各种程序互相连锁的复杂结构，旨在产生共识并掩盖在实力和影响力方面的非对称性。（Brezezinski，1997，26~27）



“过渡性国家”这个词的含义与政治阶段论有关。在这个理论中，那些经历过共产党或右翼极权主义统治的国家将给西方式民主让路。它掩盖了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特权地位及利用阶段论把自己打扮成世界秩序理所当然的领导者；它也掩盖了现代全球结构和机制更加偏爱私营部门的现象和跨国特征，尤其是在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秩序下，国家强盛不再被视为发展的关键因素。随着中、东欧共产党制度体系的瓦解，美国对该地区的公共投资在1990~1994年总计达18亿美元。“这个初期的公共援助几乎完全聚焦于满足私营部门的需求。”（Regulska，1998，41）

美国两大党派中似乎没有一个承认，对于美国的长期目标而言，对一个国家的政治生活实施外来干涉几乎总是失败的。美国破坏伊朗1953年举行的选举导致了国王独裁及伊朗人民因其支持国王而痛恨美国。中情局在1954年出手推翻危地马拉当选的领导人及在1970年支持智利的独裁政府，得到的是那两个国家人民对美国的深度不信任。甚至美国帮助赶走受鄙视的菲律宾独裁者费迪南德·马科斯的事实，也未能蒙骗菲律宾民族主义者忘记美国曾支持他从1972年政变上台直到1986年长达15年的个人统治。在后马科斯时代，菲律宾参议院中难以驾驭的力量迫使美国关闭其军事基地。

从目标国家的角度看“促销民主”，卡罗瑟斯发现，这个词代表的不是真正承诺授权给公众，而是用武力或其他方法实施“政体改革”的代码词（Carothers，2006a）。小布什政府的“自由议程表”同样威胁了大部分世界，国务院用它确定哪些是“敌对”国家，并作为对其干涉的依据。在许多目标国家的历史回忆中，美国政府把政变作为政体改革方法的热情并未提升美国作为中立的民主鼓吹者的资格。每次美国政府为它直接干涉或用非法手段除掉在位领导人而寻找理由时，美国的可信度就会受到怀疑。在有机会对洪都拉斯的政变领袖施压[如用严厉的制裁迫使其还政于被推翻的中左总统曼努埃尔·塞拉亚
[40]

 （Manuel Zelaya）]时，奥巴马和他的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犹豫了一个多月。假设美国的新自由主义在乌克兰的盟友维克托·亚努科维奇被这样推翻，几乎可以肯定奥巴马会大声要求恢复“法治”
[41]

 。

意识形态给构成民主行为的各种概念染上了颜色。例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坚持把刚果民主共和国列为正在“向民主过渡”的国家，尽管它的记录是“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正在经历晦涩的、往往是不透明的、很不像民主的政治转变过程”（Carothers，2002，7）。在蒙博托·塞塞·塞科（Mobutu Sese Seko）执政期内
[42]

 ，这个国家被种族骚乱、内战和大规模的腐败所吞没。在美国的“促销民主”计划中，有广泛经验的托马斯·卡罗瑟斯注意到，西方政党的援助提供者有很浓的党派色彩。这在美国给俄罗斯政党的援助中特别明显（参见本书第四章)。

“促销民主”含有一定程度的幻想、否定和欺骗。英国学者戴维·兰尼（David Lane）批评关于促销民主的书籍，因为它们普遍不承认西方机构的力量“影响了主权国家的政治结局”（Lane，2009，127）。虽然有许多人显然是在人道主义精神推动下从事援助民主的，但是这个促销民主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们往往是被不光明的国家政治经济胃口、意识形态和神学的劝诱或者个人和金钱考虑所煽动的。有一个从左派到右派的队伍批评西方促销民主的宣传。研究发展理论的英国学者戈登·克劳福德（Gordon Crawford）
[43]

 发现，民主援助团体，如国务院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用错误的实证主义量化指标衡量结果，混淆治理和民主之间的关系。另一位观察者认为，这种方法导致“有严重缺陷的任务，它很少产生有用的真知灼见或知识，并把严重的歪曲带入这种援助的设计和执行中”（Thomas Carothers，引自Crawford，2003a，82）。

实施援助的团体将促销民主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主要组织原则去执行，而极权主义则被视为在跨国世界经济秩序下加在资本积累和境内外财富流动“自由”之上的桎梏（Robinson，1996a，634）。在20世纪90年代最关键的“过渡”阶段，美国提供给那些被自由之家归入“不自由”类国家的援助民主份额，已从1991年的18%增加到1996年的30%。美国有强烈经济兴趣的集权国家，如刚果—金沙萨、印度尼西亚、尼日利亚和沙特阿拉伯，在它的20世纪90年代的贸易政策中位置突出。尽管中国被不断地批评违反人权，却被鼓励加入世贸组织（Hook，2002，119、122）。

翻开美国以送去民主为名对外国实施干涉的漫长历史，芭芭拉·里弗（Babara Rieffer）和克里斯登·牟瑟（Cristen Mercer）问道：“华盛顿的动机是不是把为世界做好事当作国家的使命……或者是在自由民主国家构成军事冲突可能性为零的一个安全社区的前提下，促进自己权宜之计的利益。”他们指出，事实上，美国在与南斯拉夫的铁托、智利的皮诺切特、“二战”时的斯大林、南非的种族歧视政府或卡特高唱“人权”政府时期的中国缔结策略上的结盟时，放弃了审查他们的民主账簿（Rieffer and Kristen，2005，386、390）。虽然美国多年来一直给中国贴上侵犯人权的标签，但它鼓励跨国公司去那个受低工资和劳动力过剩压力的国家从事广泛的贸易和投资。的确，人们曾对此有过争议，这样的市场自由导致了大量工作机会的输出，从而损害了美国工人的人权。

一位保守派批评者，记者乔治·查缪莱
[44]

 （George Szamuely，他为伦敦的《泰晤士报》、《美国观察者》杂志、《华尔街日报》及其他报刊撰写评论）注意到了一个双重标准：美国把外国政府资助美国政党的做法视为非法，而它自己却经常（有时不直接地）支持它认为有用的外国的政治领袖或政党(Szamuely，2001）。民主不是一个可以像搬迁汽车厂那样被输送的过程，它必须被动发展并通过冲突、试验和犯错误的形式被不断地从内部和组织上予以改善。起初，美国的民主肯定不具有社会包容性，需要许多斗争，在它开始协商基本的政治权利和保护它的大多数公民之前，甚至还有一场内战。即使在今天，由于日益增长的收入不均和其他社会不平等以及基本社会福利权利的下降等许多问题，集中解决国内的促销民主对美国来说或许会更好。

克劳福德认为，援助民主是官僚主义者想出来的一个坏主意：“援助民主已经成为一个技术作业，未考虑其中民主机构的弱点。”（Crawford，2003b，3）奥达维（Ottaway）和卡罗瑟斯断言，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援助民主活动的失误之一是过于依赖美国的非政府组织和承包商来执行技术援助和监管资助金，而不是像欧盟那样为此目的建立当地的基金会（Ottaway and Carothers，2009，306~307）。USAID承认，它积极地使美国的非政府组织与中、东欧的非政府组织挂钩，在支持援助计划方面，它与其他国内和国际机构有许多正式的伙伴关系，包括国务院、商务部、能源部、农业部、财政部、劳动部、司法部、美国进出口银行、海外私营投资公司、环保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欧盟委员会和欧洲重建与开发银行（USAID，2000a）。

从沃尔特·李普曼到乔治·凯南，再到亨利·基辛格，这是一条长长的政治“现实主义者”的足迹，提醒美国外交政策的决策者们不要为传播民主价值观而冲动，“应承认，必须更审慎地追求美国在海外的国家利益”。与这种想法一致的是，促销民主应被理解为一个华丽的辞藻，只是用于取得进入世界一些地区“审慎地追求国家利益”的许可证而已；产业界和军界对此表示赞同并与有兴趣参加经合组织（OECD）和北约（NATO）的外国政客合作。已被结合进新自由主义资本供应链或者已接待美国军事基地的较弱的极权主义国家不用担心民主的要求会强加于它们，至少到当地的群众运动威胁这个结盟为止。美国对菲律宾的费迪南德·马科斯独裁政府的支持在菲律宾的产业阶级威胁说要在策略上与当地信奉共产主义的新人民军联合赶走马科斯时才结束。看来民主辞藻的最佳用途是给其背后的物质利益穿上外衣，而它最差的用途是导致美国按威尔逊扩张主义的传统
[45]

 去进军改造世界（Ikenberry，1999）。

在政治范围内，经济“改革”与军事“安全”行动相关：它们的目的都是输出美国式的选举、法治化的宪法、执政理念的标准和公民社会组织。在一个设想是多元的公民社会里，强调这些机制改革是否不够重视广泛的公民治理的重要性。即使从市场的角度看，消极的职工和消费者较少要求产业界革新它们的生产业务，从而使这些产业的竞争力变差。美国提供援助的做法使接受者感激捐助者的辅导和未来的财政援助。在2004年乌克兰等待选举时，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给美国律师协会40万美元用于“辅导乌克兰的法官们，包括一些在职的最高法院法官，学习选举法”（Rieffer and Mercer，2005，398）。归根结底，这是美国政府在接受其援助的国家内确定政治标准（Newberg and Carothers，1996，104）。

USAID和其他美国外交政策的规划者们在设计和实施民主援助时，很少与目标国家的知情者（包括政治学家们）磋商，特别是关于理解该国的政治背景。对具体国家的援助政策的评估程序立足于“由（几乎全体是）捐款国家的人员组成的、一个执行飞进飞出短期现场任务的小分队”的评估（Crawford，2003a，95）。当美国人给波兰的早期新市场经济提供民主援助时，他们被讽刺地称为“万豪旅”
[46]

 ，因为他们几乎不敢冒险离开华沙万豪酒店的边界（Wedel，2001，45）。从天而降的政治评估偏向于反客为主地夸奖外国的“专家们”，这就降低了要求真正民主行动的价值，因为本来公认援助民主的政策是为主人服务的。虽然冷战在形式上已经终止，但美国对东欧，包括俄罗斯一直有一种好意和藐视相混合的态度，这反映出它的大国情结，一种在世界上有权单边利用政治代理人的沙文主义想法，同时反映出它对国家主权的复杂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基础非常缺乏认识。

第三章将通过考察美国和西欧援助民主的基础设施，讨论它们对于政体改革和机构建设的相同和不同做法。对美国人特别重要的是，虽然美国和西欧都建立了市场经济结构，但是它们对于如何理解及如何在国内和国外实行民主援助是很不相同的。

章末注


1
 . 在美国官方的世界观中，类似的（如果还不是完全相同的）观点仍然占主导地位。老布什惯于把他主政的外交政策愿望归诸于上帝对他的强烈要求。他说：“自由不是美国给世界的礼物，是全能的上帝给世界上每一个男子和女子的礼物。作为地球上最强大的力量，我们有责任帮助传播自由。”这种论调与威尔逊总统的帝国主义准则及更早的麦金莱总统的极端爱国主义相呼应。在老布什的论调里，美国被认为是神圣的上帝戒律选中的工具。


2
 . 奥巴马的副总统拜登2009年访问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后曾用同样的腔调发表了针对普京和梅德韦杰夫政府的内政和外交政策的猛烈攻击。


3
 . 然而，美国宪法的制定者们显然不这样认为。在美国宪法中，“business”这个词唯一被提及之处是指众议院的立法事务。也就是说，“business”这个词与公共领域的工作有关，而与追求利润（profit）的私有企业的特权地位无关。类似地，在宪法中，“profit”一词不含钱财的意思，而本质上是指官员的荣誉。在这个文件中没有提到“市场”。美国把新自由主义的市场要求强加于新兴的自由民主国家，在目前存在超强全球经济力量的背景下，其目的是使这些国家受外来私有资本的掌控，这本身就是民主的反命题。甚至保守的“自由之家”在按照它的“自由度指标”衡量公民权和政治权程度时也不包括商业企业权（Kegley and Hermann，1966，312）。


4
 . 在20世纪80年代增加了专门对付古巴的广播和电视部：马蒂电台和马蒂电视。


5
 . 根据一份研究自由欧洲电台（RFE）的报告，依靠私人资助在欧洲当地设立与RFE相对应的“自由十字军”，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掩盖中情局在海外传播中的角色。“自由十字军无疑是欺骗性的，虽然不完全是邪恶的。在约20年的时间里，它不断利用美国的好意从一个小而不著名的节目扩展成为巨大的宣传手段。”（Cone，1998/1999）


6
 . 里根不是第一个把“真理”一词用于宣传的总统。杜鲁门在其总统任期内推动过一个“真理运动”以打击共产主义，国会为此曾拨款1.21亿美元（Snow，2003，59~60）。


7
 . 美国政治基金（APCF）从美国国际开发署得到30万美元的拨款，还从美国两大党得到资助，从而成为一个免税的“两党委员会”，以联系两大党与世界上的其他姐妹党团，并摆脱其他组织有中情局背景的污名。APCF最初以“民主计划”为人所知，后来成为国家民主基金会，它包括基于两党的国际基金以及代表商业界和劳工界的面向国际的机构。


8
 . 据自由之家的执行副主管说，自卡特政府开始缩减的中情局，在布什政府时期反弹了；它的“能力确实萎缩了，后来它复活了，而且到2002年左右变得相当强悍”（Melia，2005，22）。


9
 . 一些曾为中情局秘密活动服务的历史人物成了国家民主基金会执委会的成员，比如奥托·里克、约翰·尼格罗彭特、亨利·西斯内罗和埃利奥特·阿勃拉姆斯（Clark，2007）。


10
 . 原始的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文件是“美国援助带给国家的直接经济好处”；它的网站是http://www.usaid.gov/procurement_bus_opp/states/，曾被许多人引用，但被USAID删除。


11
 . 事实上，把入侵说成“战争”是为了使这次行动合法化；因为战争通常被理解为双方或多方都愿意用暴力解决冲突。美国—伊拉克冲突是一方的政策要求使用暴力，而另一方被迫自卫和逃跑。


12
 . 2009年的电影《拆弹部队》虽然大体上是对入侵伊拉克的英雄们的赞歌，却提供了军方如何在它的破坏性冒险行动中利用宣传的一个小细节：把一个基地名称从“自由”改为“胜利”。


13
 . 假新闻在医药及其他行业中实际上是很普遍的运作手段，它们的公关代表把假新闻提供给国内各家电视台。


14
 . 林肯集团还秘密得到一份价值1亿美元的5年期合同，为在世界各地的特种作战部队开发一种战略通信战。


15
 . 洛克希德—马丁公司（切尼的妻子在1995~2001年任董事会成员）除了是世界上最大的国防承包商之外，还介入了邮件筛选、发放社保支票和其他敏感的政府工作（Klein，2007，293）。切尼在那时是哈利伯顿公司的首席运营官。


16
 .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还在其他志愿活动中采用新自由主义的方法，如在退休金私有化计划中培训哈萨克人，在乌克兰取消国家对住房和公用事业的补贴。“USAID将继续承诺，通过美国和地区的伙伴关系促进变革及发展市场经济、私有企业、民主实践和社会平等。”（USAID，2000a）


17
 . 社会学家朱丽叶·绍尔记录了美国职工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现实状况。最近研究（2006）发现，43%的美国人没有假期或只有少于一周的假期，这在富裕国家中是最坏的记录。在127个国家中有授权的假期法，而美国没有，甚至中国都保证每年有3周的假期（Martin，2007）。



[1]
 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是美国第25任总统（1897—1901），共和党人，他以支持古巴独立为名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胜利后占领了西班牙的殖民地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和夏威夷。1900年，他派军队参加八国联军入侵中国。——译者注





[2]
 “伟大使命”是指19世纪中后期被美国人广泛持有的一种信条，即扩张美国在北美洲的领土与政治经济影响。——译者注





[3]
 天主教受梵蒂冈的教皇统一管辖；基督教即耶稣教，也称为新教，有许多教派，各地自立，不设教皇。美国人最初是在英国受天主教压迫而移民至北美的新教徒。天主教在西班牙、葡萄牙和意大利等国家占统治地位。南美洲最初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所以天主教占统治地位。——译者注





[4]
 巴特勒（1881—1940）曾参加八国联军，在天津负伤。多次率兵入侵拉美国家使他有强烈的反战情绪。他的名言是：“战争就是敲诈勒索以谋利。”1933年，美国金融界密谋推翻罗斯福总统，派人游说他，请他利用他在军队的威望动员50万退伍军人包围白宫，“像墨索里尼把意大利国王变成傀儡那样，把罗斯福变成虚位总统”，他拒绝并揭发了此阴谋，他说“我的爱好是保护民主”。罗斯福政府的国会和法院使这个当时被称为“商界阴谋”的事件不了了之，因为该阴谋的参与者中有一些是支持民主党的大财主。——译者注





[5]
 美国历史上有两位罗斯福总统：西奥多·罗斯福（1901~1909年任美国总统）和富兰克林·罗斯福（1933~1945年任美国总统），后者是前者的远房侄子。中国人称前者为老罗斯福，称后者为小罗斯福。——译者注





[6]
 情景伦理学要求做出环境允许的道德抉择，而不是遵循绝对的道德准则。——译者注





[7]
 此处是指老布什总统，在他的任期内（1989—1993）苏联瓦解。——译者注





[8]
 迈尔曼（1917—2004）在珍珠港事件后参军，退伍后在哥伦比亚大学获经济学博士学位，他反对“军工联合体”，主张军转民，他是“全国经济军转民和裁军委员会”主席，他的立场使他受到联邦调查局的监视。——译者注





[9]
 凯南（1904—2005）从美国在苏联设立大使馆起一直在那里任职，最后成为大使。1946年2月，他在给国务院的一份报告中首次提出“遏制”，1947年又提出“长期、耐心和坚定的遏制”。20世纪40年代末，他已看出社会主义阵营会分化，并非铁板一块。1994年，他批评当年美国的政策实质上是要苏联无条件投降，导致了40年的冷战。晚年，在克林顿总统1998年访华前，他反对对华政策中的核威慑因素，引起了美国国内对于“遏制还是接触”中国的大争论。——译者注





[10]
 行动协调委员会从各部门抽调熟悉地区事务的专家成立十个部际小组，负责协调对国家安全委员会文件的执行和计划。——译者注





[11]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艾森豪威尔总统的国务卿。——译者注





[12]
 金泽尔曾是《纽约时报》的记者，访问过五大洲的50多个国家，强烈反对干涉主义。现在他是波斯顿大学美国外交政策教授。——译者注





[13]
 托尼·布莱尔在1997~2007年任英国首相。——译者注





[14]
 杜奇在20世纪70年代任麻省理工学院（MIT）化学系主任，1993~1995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95年5月~1996年12月任中情局局长。——译者注





[15]
 马蒂（1853—1895，全名何塞·朱利安·马蒂·佩雷斯）是古巴民族英雄，独立战争的领袖，牺牲在战场上。美国的广播电台盗用他的名字以蒙骗拉美人民。——译者注





[16]
 公共外交办公室是里根任总统时成立的跨部院机构，针对的是拉美和加勒比海国家。奥托·里克是古巴裔美国人，狂热地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里根时期曾任美驻委内瑞拉大使，小布什总统任命他为西半球特使和助理国务卿，尼加拉瓜内战时在美国公共外交办公室负责拉美和加勒比海事务，替contra反革命游说，2004年辞去公职，开了一家国际咨询公司。——译者注





[17]
 国家安全局隶属于国防部，专门负责收集和分析外国通信资料，包括监听电台广播、通信、互联网，尤其是军事和外交的秘密通信。——译者注





[18]
 团结工会的领袖瓦文萨后来成为社会主义解体后波兰的第一任民选总统。——译者注





[19]
 国家民主研究所又称国家民主学会，成立于1983年，自称是一个非营利、无党派的非政府组织，它主张民主无单一模式，但一切民主有同一个核心原则——人权。——译者注





[20]
 桑蒂诺（1895—1934）是尼加拉瓜的革命家，1927年率领人民起义，迫使美军在1933年撤走，1934年他被叛徒国民警卫队司令索摩查谋杀，索摩查成为独裁者，他的家族两代三人执政。1961年，奥尔特加领导成立民族解放阵线（又名桑蒂诺运动），1979年赶走了最后一个索摩查。对抗奥尔特加政府的反革命组织被称为康德拉（Contra，即反革命）。——译者注





[21]
 切尼（Richard Cheney）是副总统。——译者注





[22]
 波尔克是美国的第11任总统（1845—1849）。——译者注





[23]
 美英联合以摧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名空袭伊拉克。事后证明伊拉克并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译者注





[24]
 阿里是萨达姆·侯赛因的表弟，曾用化学武器镇压伊拉克境内的库尔德族，杀死了数千人。——译者注





[25]
 阿姆斯特朗·威廉姆斯，非洲裔美国人，著名的媒体政治评论员和报纸专栏撰稿人，虽然是共和党保守派，但在大选中支持克林顿。——译者注





[26]
 玛吉·加拉格尔，保守的评论员和作家，在社会生活方面（如同性恋、安乐死、单亲家庭等）替政府宣传。——译者注





[27]
 该法案全称是《信息与教育交换法案》，它使1942年设立的美国之音永久化，并设立了交换学者的富布赖特奖学金等。——译者注





[28]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是共和党的极端鹰派，曾两次出任国防部长，一次是福特总统时期，另一次是小布什总统时期，2001年“9·11事件”后发起阿富汗战争。——译者注





[29]
 布拉格堡位于美国的北卡罗来纳州。——译者注





[30]
 《拯救大兵瑞恩》和《黑鹰降落》是两部著名的美国电影，剧情是虚拟的战争场面。——译者注





[31]
 莫尔斯发明电报码，惠特尼发明轧棉花机，贝尔发明电话，爱迪生发明电灯。——译者注





[32]
 韦伯（1864—1920）是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被认为是现代社会学和公共政治学的创始人之一；帕森斯（1902—1979）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美国现代社会学的奠基人、结构功能主义的代表人物。——译者注





[33]
 拉斯托（1924—1996）是政治学和社会学教授，被称为民主化思想领域的“过渡学之父”，他不同意民主要以社会和经济发展为前提，他认为只有国家民族团结才是唯一前提，从集权主义过渡到民主的最主要因素是精英们对民主化的新游戏规则达成共识。——译者注





[34]
 美国把物理、化学、生物等都归并为“科学”，数学是单独一门学科。——译者注





[35]
 恩克鲁玛是加纳的第一任总统。——译者注





[36]
 苏加诺是印尼的总统，后来苏哈托用血腥政变推翻了他左倾亲华的政府。——译者注





[37]
 华盛顿共识是1989年陷入债务危机的拉美国家为经济改革而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和美国政府提出的以新自由主义为依据的一系列经济政策，主张政府角色最小化、快速自由化和私有化。——译者注





[38]
 托马斯·卡罗瑟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兼民主与法制项目主任，研究民主、人权、比较政治学，最近到缅甸评估那里的民主化。——译者注





[39]
 胡克是俄亥俄州肯特大学政治系主任，著有《二战以来的美国外交政策》、《国家利益和对外援助》等。——译者注





[40]
 洪都拉斯公民投票修改宪法，军方指责这一做法是塞拉亚总统为了谋求连任，从而把他赶出该国，后来在拉美各国的斡旋下，塞拉亚得以回国复职。克林顿政府未及时表态支持塞拉亚。——译者注





[41]
 作者写此书时，亚努科维奇还被认为是倾向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后来亚努科维奇拒绝使乌克兰进一步投入西方怀抱成为欧盟和北约成员，美国就抛弃了他，转而支持极右的维克多·尤先科和尤利娅·季莫申科。——译者注





[42]
 作为刚果革命军司令，蒙博托通过政变推翻卢蒙巴并成为总统。刚果在1965年脱离比利时而独立，那时称为刚果（金），因为首都在金沙萨，后改名为扎伊尔，现名刚果民主共和国；另有一个首都在布拉柴维尔的刚果，现名刚果共和国。——译者注





[43]
 戈登·克劳福德英国利兹大学发展政治学教授，著有《非洲的民主、人权和发展》。——译者注





[44]
 乔治·查缪莱是匈牙利裔美国记者，激烈批评美国的外交政策，指责西方滥用刑事法庭把政治对手妖魔化为刑事犯。——译者注





[45]
 威尔逊（1913~1921年任美国总统）有强烈的扩张主义倾向，为美国绝对控制中美洲和加勒比海而威胁、干涉、入侵墨西哥、古巴、尼加拉瓜、海地。——译者注





[46]
 万豪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酒店管理公司，财富500强之一。——译者注




第三章

促销“民主”的基础设施和工具


我不特别关心炮火和宣传对人类有利或有害。我只是强调，我在此处谈的是大范围的宣传。我们美国人必须懂得并善于防御性或进攻性地使用宣传；否则我们会发现自己像500年前拒绝认真使用炮火的古骑士。

——助理国务卿乔治·阿伦，1949年
1





过渡到跨国主义

发展主义理论的主要前提是，以占支配地位的西方政治、经济和军事组织为首，形成合理的国际力量等级结构。按照这个理论，“过渡”的含义来自一个概念，即这个力量等级结构的安排是永久的、有序的和正义的；而且，在干涉背后有一个必要的逻辑，即干涉的根源是西方文明的历史使命及其先进的现代普世价值。在20世纪60年代，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联合第二世界的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开始挑战这个理论，这个反抗指向现有的不平等贸易关系、巨大的技术差异以及与文化有关的各种权力形式，并要求制定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和“新的世界信息和交往规则”。

然而，不结盟国家会议
[1]

 提议的第三世界与第二世界团结解放运动遭到当时刚上台的撒切尔政府
[2]

 和里根政府的破坏，失去了它的活力及其集体领导。同时，在英美自由主义和供应学派思想的压力下，西欧和北美的社会民主都进入低潮时期。在20世纪80年代末，受数字化通信技术推动的经济全球化使富国与穷国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全球经济整合以不利于世界弱国的方式占据了中心地位，无视它过去造成的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历史以及世界经济基础。

同时，自20世纪80年代晚期开始的苏联及其华沙条约盟国的解体，为资本主义世界梦想的和马克思100多年前预期的国际分工的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了一个新的推动力。随着苏联的解体，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诱惑及公司投资于巨大新市场的可能性召唤着西方的能源业、军工业、设备制造业、林业、金融业和其他产业。然而，这需要一定的巧妙设计和耐心为征服和整合做出长期的规划，但这也是美国侵略性专家治国论者和实业巨子们不能忍受的。经济整合立刻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尤其是对于俄罗斯公民们，他们遇到了社会保障和福利系统的崩溃，公众健康、寿命、饮食习惯、公共服务、财务稳定和购买力都迅速下降，贫困、犯罪率、失业率、贪腐、凶杀、自杀、婴儿死亡率、酗酒和其他社会负面指标则急剧上升。

依靠石油和天然气出口而生存的叶利钦
[3]

 政府虽然受到贪腐及他本人慢性酒精中毒的制约，但选择了开放与西方的贸易。突然的经济开放被证明是灾难性的，其效果比20世纪30年代美国在彻底转向资本主义时的大萧条还要糟糕。类似的结果随后也出现在前苏联的其他国家，包括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哈萨克斯坦，那里的艾滋病患者增长率超过世界任何地区。社会科学家詹姆士·皮特拉斯
[4]

 （James Petras）发现：


在过去向资本主义过渡的15年内，几乎所有的基础产业——能源、矿产、通信、基建和批发业——都被欧洲和美国的跨国公司及亿万富豪的黑帮们所掌控，或者被关闭。这导致大量的失业和临时工、经济的相对停滞、大量的人员外流以及通过非法转让、洗钱和掠夺资源的方式使经济非资本主义化。（Petras，2004）



然而，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以及向东扩张仍被西方国家的策划者认定为信条。借用克林顿的简洁说法：“美国打赢了冷战，市场经济将从贝尔格莱德蔓延到比斯凯克
[5]

 。”（Rutland，2000，243）

很少有政府人士公开承认美国“市场民主”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特征，美国付不起医保或高等教育的人数正在增加，美国排放的引起温室效应的气体（二氧化碳）超过任何一个国家，除了中国（但美国的人均量更高)。中国的情况是，许多工业污染来自美国和其他国家拥有或承包的以出口为导向的公司，因此需要做污染原因的跨国经济分析。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远非从事解救贫穷、疾病、不平等和经济困乏的慈善机构，近年来它已变得越来越政治化。它在1994年成立“过渡计划办公室”（OTI）（前身是1984年成立的“民主行动局”）的主要目的是改造俄罗斯和东欧。用OTI的话来说，“抓住机会之窗，针对政治过渡和稳定需要，OTI在当地提供迅速、灵活、短期的援助。”（USAID，2006）这意味着它的海外办事处可以比USAID本身更快地独立、直接资助当地组织用于“促销民主”的项目（Melia，2005，Appedix 1:12）。在塞尔维亚，如USAID所阐明的：


USAID过渡计划办公室（USAID/OTI）的目标是资助能立即推动政治变革的项目和媒体。USAID/OTI把它的活动特色表达为“推动改革进程”。(引目McClear，McClear and Graves，2003，30）



OTI还对拉丁美洲有少许的关注，它只专注于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这两个国家都极不信任美国。在委内瑞拉，OTI在首都加拉加斯的美国大使馆外活动。自2002年委内瑞拉军方发动推翻查韦斯政府的政变失败至2008年第一季度，OTI为“过渡”活动花费了1 130万美元。OTI被称为“援助发展的特遣队”，它的许多活动躲过了国家安全部门。它拒绝透露在委内瑞拉资助的组织名称，外国人的类似行为在美国是非法的。自1958年以来，委内瑞拉就被公认为民主国家，OTI针对委内瑞拉搞的“援助民主”，实际上成为帮助小布什政府把它认定的敌人查韦斯赶下台的政治工具（Gould，2006）。

对于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来说，“政治现实主义”学说是理解国际关系最一贯的方法。这个学说断定，外交政策的两个中心支柱是追求和保护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并且使自我认定的行为合理化，其办法是用普通的词汇“世界利益”和“建立民主”表达政治和经济（及美国干涉)，不考虑地缘政治、民族、地区、文化和历史特点的差异。英国外交家肖恩·莱奥丹
[6]

 （Shaun Riordan）说：“现实主义学派的外交不尊重其他国家的内情和国际关系中价值观的重要性……不让外国公众甚至精英们介入真正的辩论……外交政策是在职业外交家们密不透风的封闭世界中决定和实施的。”（引自Critchlow，2004，85）虽然莱奥丹夸大了“职业外交家”的作用和重要性并忽视了私营部门的利益，但确实只有极少数公民能够介入外交政策。

较大的“密不透风的”干涉主义计划要求有一个迂回战略使国家的行动合法化。“促销民主”的迂回活动强调，这是为了帮助建设“国家能力”和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使人们忽视跨国公司集团希望回避公众对于其经济以及其他权益和政策的政治辩论。为达此目的，美国政府利用非政府组织（NGO）的非正式机制去影响政策变化，从而绕过公众的广泛质询和参与。国家建设被认为不是公众参与性的，而是专家治国和行政管理的运作（Chandler，2006，90）。

跨国权力的运作要求增加当地精英作为改变政体的伙伴。这样做有多个理由。当地精英可以看到自己的地位因与外国利益集团合作而得到提升。从前，这样的人被视为“买办”。或者，当他们感觉对方的力量在该地区过于强大时，例如许多政客看到俄罗斯在东欧的影响，他们除了寻找外国盟友之外别无选择。或者，对于寻找机会从西方提供的财源中为自己捞好处的当地职业政客来说，这就是一条向上爬的途径。有一份报道发现，当地的一些非政府组织强烈倾向于“适应救助者的说辞”，为的是继续得到西方伙伴的资助，并提高知名度以便能“联系救助者的上层并向其报告”，从而减少对下层人员负责（Philippe Scnmitter and Imco Brouwer，引自Crawford，2003a，94）。

对于救助者而言，增加当地精英意味着更容易进入这个目标国家的权力之门。这使得外来的经纪人能接触当地资源。在被挑起的东欧“颜色革命”中，特别重要的是外国集团建立的与当地学生组织的联系和资助，如塞尔维亚的Otpor（“抵抗”）、格鲁吉亚的Kmara（“受够了”）、乌克兰的Pora（“是时候了”）、白俄罗斯的Zubr（“野牛”）。在外国势力希望施加影响使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方式合乎其标准方面，亲西方的当地精英是不可缺少的。这还意味着“最佳和最聪明的”
[7]

 当地精英们有可能移居西方或者到外国驻当地的代理处为雇用他们的机构实现全球目的而服务——这导致人才外流。

虽然未涉及与援助民主有关的更大的问题，但两位分析援助民主的专家认为，美国对于真正的（公众参与的）民主的承诺是微弱的，特别是在形成“过渡”的大部分年代。他们认为：


自1989年起，促进经济和安全关系是美国在该地区的最高政策意图，而促销民主只是一个附带目的（自1989年起，美国政府花费了约1.5亿美元于旨在帮助中、东欧的前共产主义国家实施民主过渡的计划，但这只是美国在该时期提供给该地区的全部援助的6.5%)。(Carothers，1996，97）



如何管理宣传

外交政策的中心力量通常是总统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以及内阁的主要成员——国务院和国防部。在小布什时期，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人物很明显是他的副总统理查德·切尼和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科林·鲍威尔
[8]

 （Colin Powell）被这两位推在一边，最后只好辞职。他的继承人康多丽莎·赖斯
[9]

 （Condoleezza Rice）在制定政策方面同样被边缘化。然而还有其他人，如理查德·阿米塔奇
[10]

 （Richard Armitage）、罗伯特·佐利克
[11]

 （Robert Zoellick）、理查德·帕尔
[12]

 （Richard Perle）、保罗·沃尔福维茨
[13]

 （Paul Wolfowitz）和在制定入侵伊拉克政策时有影响力的国家安全顾问斯蒂芬·哈德利
[14]

 （Stephen Hadley）。为了服务于政策目标，情报往往被扭曲而不是实情；小布什政府轻描淡写地称后来被曝光的情报操控为“情报失误”。

发布许多蓄意歪曲的外交政策显示了小布什政府多么重视利用宣传达到其目标。卡尔·罗夫在白宫的角色从民意测验家、政治化妆师和主要战略家发展到总统助理、白宫办公室副主任和高级顾问，其职责包括“协调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内政策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和国土安全委员会的各项政策”以及“正式插手外交政策”（Froomkin，2005）。《华盛顿邮报》2004年报道，罗夫和他的助理们经常（在他7年的白宫工作生涯里总计100多次）向主要的外交人员和公共官员通报关于如何打败2004年和2008年（共和党的小布什执政期间）当选的民主党在任官员
[15]

 的策略。他把这个策略称为“部署资产”，即利用公职做政治市场推销员和宣传发布员，把思想意识和党派利益置于通常应该是无政治特征的公共服务之上（Solomon，MacGillis and Cohen，2007）。

人们担心这有可能违反了国会于1933年通过的《哈奇法案》（Hatch Act
 ），该法案的内容之一是禁止政府官员把联邦政府的资源用于竞选或其他党派性政治活动。7位在欧洲工作的外交官和一位在百慕大工作的外交官贡献了160万美元给共和党，才得以于2007年在美国和平队
[16]

 的总部听取简报，而和平队应该是无党派组织；在回应那时的参议员拜登
[17]

 （Joseph Biden，特拉华州民主党人）的质询时，白宫发言人斯科特·斯坦泽尔(Scott Stanzel）说，和平队，包括它的队长，不需要与党派政治绝缘。斯坦泽尔不理睬人所共知的理由，保持公共服务的无党派性，他耍了一个花腔：“为什么总统任命的人不应该有我们关于政治景色的理解？”（Kane，2007；Solomon，MacGillis and Cohen，2007）

在罗夫的保护下，许多白宫官员、政府任命的公职人员和政府外人士，包括政治权威和秘密领取政府工资的保守派记者，被培训成把政策、政治、宣传和新闻当作不可分割的一体的人。但是与纳粹德国不同，美国从表面上看似乎没有一个中央司令部统一管辖政府的宣传机器，只是一些机会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以及市场意识的追随者自愿——或者在公共生活中受威胁的公仆和人民被迫——遵从指定给他们担任的党派角色，去做蒙骗公众的代理人。不过，小布什本人是总宣传官与“决策者”。小布什相当无聊地解释道：“瞧！在我的工作层次上，我不得不重复某些事情，使真理能渗透进去——像弹石机那样做宣传。”（YouTube，2005）

在中、东欧地区，小布什也任命党派性强的官员为他工作。2006年被任命为美国驻匈牙利大使的爱珀丽尔·福莉（April Foley）不需要这种效忠性培训，除了其他原因之外，可能是因为她自己被昵称为“华盛顿的”老女友。更重要的是，她经历丰富：在为百事可乐公司、读者文摘、辉瑞制药公司工作了17年后，她成了美国进出口银行副董事长兼主管战略计划的第一副总经理。所以，福莉把寻找大的商业投资机会作为她任期内的主要目的就毫不奇怪了。2007年1月，福莉
[18]

 在匈牙利的哈佛大学俱乐部演讲，在开场白过后就谈到“自由和民主”，她谈到需要“在美国和匈牙利之间进一步建立广泛的商业联系”。她说，她的明确目标是扩大IBM数据存储公司、通用电气能源管理公司、卡特彼勒公司
[19]

 和微软公司在匈牙利的运营以及“与匈牙利政府合作改善商业环境”（Foley，2007）。作为不应涉及利益的公仆，她有些出格了。第四章将更多地讨论美国驻外大使的职责。

国务院是负责确定美国外交政策目标和发展方向的主要政府部门。援助民主的事务主要由它的民主、人权和劳工署（DRL）通过资助、制定政策和外交活动予以管理；它的教育和文化事务署则负责管理与更广阔的政治战略相适应的交换学者和发放助学金（Melia，2006，124）。在2008年，DRL是由助理国务卿戴维·克莱默（David Kramer）领导的，他曾是主管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负责俄罗斯、乌克兰、摩尔多瓦和白俄罗斯。在此之前，他是新保守主义智囊机构“新美国世纪计划”
[20]

 的资深研究员；这个机构主张增加军费和入侵伊拉克推翻萨达姆·侯赛因。作为副助理国务卿，他在美国企图推翻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的行动中起到积极作用。据国务院消息，在白俄罗斯2006年的大选前，克莱默宣布：“卢卡申科的日子到头了。我们将持久而艰辛地介入白俄罗斯。”他向公众保证，美国将积极地向反对派提供道德和财政的支援（Crawley，2006）。

随着鲍威尔受到拉姆斯菲尔德的排挤，国防部在外交政策中，特别是中东地区，占据了控制地位。由拉姆斯菲尔德领导并遵从总统意志的国防部认为自己是“为国家利益”发言。国防部在2004年邀请产业界、大学、私人咨询团体联合撰写的一份研究报告中断言：“在制定美国政策及理解美国外交与国家安全的全球目标方面，没有任何东西比总统及高级官员的发言和行动更有权威。驱动政策的是利益
 ，
 不是民意
 。”
 （U.S. Department of Defens2004，3；斜体是后加的）假如如上所述民意无关紧要，那么民主的信念似乎就成了一个宣传世界正处于过渡状态的空洞概念。

在这份报告的附录D中，战略通信的意义比较清楚地概括在它的结论中：


信息是一个战略资源——它对于国家安全的重要性不亚于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但是尚未被认识到。在信息时代，影响力和权力将归结于谁能以鼓动公众支持利益、目的和目标的方式散布可信的信息。我们在理解有管理地散布信息和对其投资方面需要有一致的做法，以便美国的外交家们和军事领导者们能更好地利用它。（U.S. Department Defense，2004，99）



外交政策的宣传机器

在外交事务中，由精英操纵的宣传在很大程度上被用于对抗独立观察到的现实。这类似于在解释宇宙起源时把“上帝创造论”说成等效于进化论。“9·11事件”后不久，作为美国政府针对中东敌人的心理战的一部分，拉姆斯菲尔德在五角大楼设立了一个战略影响办公室（Office of Strategic Influence，OSI）。在小布什执政时期，国防部有最大的公关行动。为支持OSI的工作，国防部雇用维多莉娅·克拉克作为公共事务官，她曾主管有争议的伟达公关顾问公司（H&K）的华盛顿办事处
2

 （Cockburn and St. Clair2004，321)。克拉克的做法是，取得“信息控制权”和“雇用有影响力的人物”，即各阶层有权势的人，政府可以依靠这些人在适当帮助下鼓动起对拉姆斯菲尔德优先项目的支持（Barstow，2008）。他们还引进了任登集团
[21]

 （Rendon Group），一家著名的自称为“管理感官”的咨询公司
3

 ，它曾介入美国在中东和其他地区的许多秘密项目。它的总裁和首席运营官约翰·任登（John Rendon）在对美国空军学院发表演讲时把自己形容为“政治家和一个利用通信去迎合公共政策和公司政策目标的人。事实上，我是一个信息斗士和感官管理者”
4

 （引自Rampton and Stauber，2003)。

国家安全方面的调研专家詹姆士·班福特（James Bamford）认为，小布什政府利用任登公司做过去由中情局情报人员承担的秘密任务是为了躲避国会的监督：


任登公司是华盛顿最有影响力的私营承包商之一，它们越来越多地把原本由受过高级培训的中情局职员承担的工作接过去。近年来，雇来的特务开始代替主管世界各地区秘密行动的官员以及中情局24小时危机中心值班的监视者和大量情报数据的分析工作者。据一位参与情报预算决策的政府高级官员说，中情局的一半工作现在由完全不对国会负责的私营承包商完成。另一位高级预算官员私下承认，立法者不知道中情局现在用了多少雇来的特务，也不知道这些特务多么享受不受监管的权力。（Bamford，2005）



对于政府在外交政策方面的秘密和欺骗方法，人们存在许多争议，而民主党未曾批评小布什和切尼，反而鼓励私营承包商在他们最后这一届任期结束之前继续开展宣传活动。2008年10月，《华盛顿邮报》报道，国防部在3年里付了3亿美元给4家私营的“战略通信”承包商：国际应急救援组织
[22]

 （SOS International）、林肯集团
[23]

 （Lincoln Group）
5

 、辽尼工业公司
[24]

 （Leonie Industries）和军事职业资源顾问公司（MPRI）
[25]

 ，用于“为伊拉克媒体编新故事、娱乐节目和公共服务广告，以‘吸引和鼓动’当地民众支持美国的目的和伊拉克政府”，并“扩大和整合美军所谓的‘信息战和心理战’”。虽然名义上是国务院主管战略通信，但五角大楼在运作中同样发挥着重要作用。虽然美国法律禁止把政府的宣传施加于美国公众，但在伊拉克的联合合同总部写给各公司的“工作说明”中，美国把“美国的听众”包括在它的“战略听众”名单中…………使他们广泛地收到（美国和伊拉克的）核心主题和信息”（De Young and Pincus，2008）。

辽尼工业公司、SOS和MPRI都夸耀它们在中、东欧的活动，其中大部分是瞒着美国公众的，虽然它们的工作对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外交政策来说是很重要的。MPRI在东欧和中亚的工作包括在这两个地区召集50名公共事务官员召开一次为期12天的“军事—媒体讨论会”（MPRI，2006）。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作为克林顿政府推翻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
[26]

 政体的一部分工作，MPRI得到军方的合同去培训科索沃解放军（KLA）。MPRI雇用退役的军官在美国阿拉巴马州的一个秘密地点培训KLA；事实上，这是把外交事务外包给私营部门。MPRI的军事顾问还帮助策划了克鲁地亚的“风暴和打击”攻势，迫使35万塞族人在1995年离开克拉吉纳省。1996年，国务院与该公司签订合同，培训和装备克鲁地亚的克族穆斯林联合军（Project Censored，2009）。

五角大楼的一位匿名军官说，国防部的宣传策略涵盖“从黑中最黑到白中最白的项目”（Hodgson，2002）。揭露五角大楼的黑宣传（有意污蔑敌方的假情报）迫使它至少在名义上放弃战略影响办公室（OSI）的项目。但是，这未能遏制拉姆斯菲尔德，他很快在2002年2月开始另一项同样类型的海外秘密宣传运动（参见第二章)。班福德发现，这只不过是把一些项目简单地挪到另一个办公室而已，这个宣传运动的保密称号为“信息战特遣队”，它大量地雇用任登公司的服务（引自Rich，2006，188)。2006年10月，拉姆斯菲尔德重新燃起了一个想法，在五角大楼设立“快速反应”宣传单位，应对国内和国际新闻界关于五角大楼的负面报道——似乎公关能改善美国在世界上的不佳形象。他的接班人罗伯特·盖茨
[27]

 （Robert Gates）取消了这个单位并把它的工作纳入公共事务办公室（Roston，2007）。
6



美国媒体的负责人是政府国内宣传活动的自愿合谋者。《纽约时报》在2008年4月根据国防部内部通讯揭露，自2002年起，五角大楼雇用了70多名将军——其中许多人还在军事承包公司工作——在主流媒体上散布消息
7

 。这些精心挑选的军官们都没有媒体工作的经历，却被小布什执政时期国防部、国务院、司法部和白宫的首脑们当作客观而权威的联系人，并将他们作为入侵和占领伊拉克的军事新闻分析家提供给主要的网络和有线新闻频道，尽职地和不加批评地说谎。他们的信息来源包括切尼、总检察长阿尔贝托·冈萨雷斯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哈德利。这些新闻分析家们还同五角大楼的官员们合作撰写文章，其中一篇作为献给拉姆斯菲尔德的贡礼，刊登在《华尔街日报》上（Barstow，2008）。

这种关系使他们成为国防部和军工企业在中东、中亚和南亚及其他地区宣传军事政策的代理人，进而使小布什政府得以把主流媒体当作“心理战”部门予以管理，同时可绕过联邦法律的“禁止把税款用于国内宣传”
8

 。即使不是由政府支付其宣传工作，这些将军分析家们也会把他们与新闻界的联系看作以“游说者、资深经理、董事会成员或顾问”名义从国防承包商处赚钱的机会。例如约翰·加莱特（John C. Garret）一位退役的陆军上校，他是福克斯新闻网的分析家，也是帮助一些公司赢得五角大楼合同的帕顿·博克斯（Patton Boggs）游说公司的游说者（Barstow，2008）。

《时代周刊》发现，五角大楼的“信息机构”利用这些分析家们作为有影响力的“信息力量放大器”，“在制造有利于政府战时表现的新闻报道运动中”散布国防部的论点和反击批评。前五角大楼公共事务发言人维多莉娅·克拉克（她组织宣传行动）的高级助理勃伦特·克鲁格（Brent Krueger）解释说，这些军事分析家努力为入侵和占领伊拉克撰写“插曲”（Barstow，2008）。雇用这些分析家的主要电视新闻媒体拒绝谈论此事。考虑到主流媒体在制造欺骗性入侵理由方面与小布什政府合谋的程度（从鼓吹五角大楼的“震慑与恐吓”
[28]

 和“伊拉克自由之战”到把500多名新闻报道员植入美英军队中)，这不足为奇（Rich，2006，74）。克拉克后来成为网络新闻的评论员。

政府和媒体滥用“新闻自由”的意义而串通共谋的另一种方式是，美国广播公司（ABC）的电视网根据联邦政府国土安全部的工作在2009年年初开始播出一个名为“美国国土安全”的“真人秀”系列节目。这个节目声称是无政治性地赞扬国土安全部的探员们搜寻“恐怖分子”的工作；它是有助于抹掉联邦法律限制，将宣传施加于美国公民的又一个努力。在把此事作为宣传来评价时，人们可能要问，它的“真人秀”模式是否揭示了与移民（特别是来自拉美的移民）政策有关的偏执和寻找替罪羊。一位全国公共广播电台的评论员认为，这个配以刺激性背景音乐的真人秀比纪录片“前线”更像“警察”
[29]

 （Kahn，2009）。《纽约时报》称它为“褒扬，不是报道”，因为它故意忽略国土安全部探员们的违法、胡来和腐败行为（Stanley，2009）。

官僚体制的变革

自由之家的副主管托马斯·梅利亚（Thomas Melia）说，“美国无法真正地做到使别的国家民主；我们只能鼓励和授权给我们的天然盟友们，以及惩罚和限制那些反对民主的人们。”（Melia，2006，123）这是一个有争议的说法。首先，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这个主要提供援助民主资金的机构坚持认为，民主的关键因素是政府建立的合法开放外国投资和贸易的体系。USAID认为，一个“反腐败的环境”要求：


建立一个好政府及创造一个商业活动能繁荣成长而腐败不能生根的环境。这包括财政改革、建立和改善金融部门、国有企业私有化、更有效和透明的资本市场以及改革土地所有权等项目……这有助于促进自由市场高效、有力的运作以及鼓励国内的和外国投资的私营部门成长。这样的项目最后有助于把发展中国家整合到世界市场的主流中。（USAID，2009a）



所以，“好政府”就是对外国公司提供完全开放的全球整合的市场。任何经济主权观点及限制贸易和投资都被当作事实上“腐败”（和“反民主”）的证据。基地在柏林的透明度国际（Transparency Internatioanl，TI）几乎完全由跨国公司，如埃克森—美孚、壳牌、英国石油公司和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
[30]

 ，以及美国、英国和其他西方国家资助，它提供腐败指数，USAID根据此指数发放或拒绝经济援助，一份研究指出，TI解读腐败的工作“偏爱私营部门”。这份研究发现，“一些记录特别差的公司向透明度国际捐钱和提供援助，这可以解释它愿意把它们列为透明的和有道德的。”（Bajolle，2005，37）

由于依赖资助，TI声称的无政治性以及在评估向它提供资助的公司时的客观性，其可信度值得怀疑。彼得·埃根（Peter Eigen），TI的创始章程签署人和自1993年起的独裁主任，为公司腐败辩护：“一些大公司要停止贿赂，但它不知道如何做此事。它们怕输给竞争对手。没有一个愿意首先停止。”（引自Bajolle，2005，36）不过，这种歉意显然不是用于公共机构。例如，据英国《卫报》的一份新闻报道，TI给委内瑞拉国营石油公司的腐败排名数据是由一名居住在首都加拉加斯、反对查韦斯的积极分子提供的，他支持2002年反对该国总统的政变。《卫报》提供的故事显示，就委内瑞拉而言，透明度国际本身是不透明的（Tucker，2008）。

授权给梅利亚所说的“天然盟友”只能是那些把自己与美国的权力结盟的人，而不是那些把自己与别处结盟的人，或宣布自己是不结盟者。梅利亚的意思是，即使美国不能强加民主，它仍有权利通过威胁完成这件事。这与本书第二章开端引用的20世纪初帝国主义发言人阿尔贝特·贝弗里奇（Albert Beveridge）的设想几乎没有差别，尽管腔调不同。只要对美国历史稍加了解就可发现，美国在海外支援民主的记录不佳。

美国“促销民主”的行动由针对第三世界和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政府、私人和非政府组织发起的一系列活动构成。据两位有地位的保守派政策分析家所说，这些活动包括“从技术上支持改革（外国的）政府机构，培训律师（法官)、记者、政党和工会领袖，资助公民社会组织，交换大学生和提供助学金”（Adesnik and McFaul，2006，7）。他们以政治现实主义论证，利用外交支持促销民主“并不意味着建立热诚的关系，期望也许有一天友谊和富裕将最终导致民主化”。这两位分析家重温珍妮·科克帕特里克
[31]

 （Jeane Kirkpatrick）的思想得出的结论是，最佳的战略是与依靠美国提供经济援助、合法性和武器的友好独裁者们合作并加以引导（Adesnik and McFaul，2006，8）。

科克帕特里克可能以她1979年在《评论》
[32]

 （Commentary
 ）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常被人引用的教义性文章而著名，该文严斥卡特政府容忍反对伊朗国王和尼加拉瓜索摩查的革命运动。她攻击卡特“错误地相信在这种独裁政权内，改变本身是不可避免的、值得的和符合美国利益的”（Kirkpatrick，1979，38）。科克帕特里克是“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成员。她的强硬反苏立场引起了里根政府的注意，并任命她为美国驻联合国大使。科克帕特里克把苏联视为“魔鬼帝国”并鼓吹支持自由贸易体制，这与里根的言辞一致。她是国际共和研究所（IRI）的理事，直到2006年去世。

无论哪个党执政，把自由（例如，小布什的“自由日程表”)与“自由市场”等同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教义。2002年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宣称：“将利用（9·11事件”后的）机会把自由的实惠推广到全球。我们将积极工作，把民主、发展、自由市场和自由贸易的希望带到世界的每个角落。”这听起来像是为将要展示的军事“震慑和恐吓”以及“自命高尚的战争”提供理由和警告（Kennedy and Lucas，2005，324）。1989年年底，美国国会在后共产主义东欧的第一个援助民主活动是SEED立法（22 U.S. C.5241）根据老布什总统签署的文件，美国政府初期拨款93 800万美元给波兰和匈牙利，包括用于“稳定经济、贸易自由化、扶助私营公司发展、改革劳工市场和提升环境保护的资金”（Bush，1989）。

USAID把这个法案下的“企业资金”描述为“公私合伙通过投资和发展的组合活动形成功能优良的市场”（USAID，2000b）。截至2003年，USAID付了159亿美元给SEED和《自由援助法案》（Freedom SupportAct
 ，FSA）的（针对俄罗斯和欧亚的）项目，支援中、东欧国家的市场民主，其中53%用于经济改革，只有17%明确用于民主建设。跨国企业对经济杠杆特别感兴趣，这使它们在该地区的贸易和投资机会得到国家的帮助（Rieffer and Mercer，2005，398）。以下将叙述参与美国在东欧（及其他地区）引起政体变革活动的主要团体，以及它们参与该地区战略性政治、经济、军事的动机及其背后的策略性宣传。

美国国际开发署

据自己估计，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项目捐赠者，在2005财政年度，它为“民主和治理”花了13亿美元（Melia，2005，appendix 1:12）。它的主要人员分布在它的民主与治理办公室和过渡计划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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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of Transition Initiatives，OTI）。在更早的时候，USAID主要从事对贫困国家的经济援助。自1990年起，它越来越多地把工作专注于援助民主。在2006年，它为此拨款13亿美元（Melia，2006，124）。这笔援助的大部分分包给了私营公司和顾问集团。根据法律，USAID的能力是受限制的，资助不能用于它赏识的国内或国外的某个具体政党。它认为值得资助的是那些对“全球公民社会”有贡献的机构，也就是说，那些被整合进西方国际机构的以市场为导向而活动的非政府组织（NGO）。

在美国所有援助民主的公共和私人机构中，USAID的民主与治理办公室在制定战略目标方面是最重要的机构，它提供90%的援助民主合同和资金。它在组织援助民主项目的行政管理和政策导向方面起了主要作用。然而，USAID不作为一个独立的援助组织进行活动。“项目是与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及美国使馆合作开展的”。它的民主与治理项目80%的援助经费是国务院拨付的（USAID，2005a，1+footnote，2）。

与国防部的秘密行动密切配合的USAID在国外的宣传中起重要作用，这个作用通常是秘密发挥的。例如，它“资助阿富汗大约30个广播电台，但不让听众们知道”。它还“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散发数千个像iPod那样的播放预先装入信息的音频器，但是它通过一个承包商去做，保证‘不留美国足迹’”。一位在阿富汗的USAID代表透露：“我们要保持这样的感觉（如果不是实情)，这些广播电台确实是独立的。”拉姆斯菲尔德在代表美国政府发言时宣称：“美国的公共系统能工作”，它必须找到“新的更好的方法在国外传播美国的使命”，包括“在政府和公众之间建立一种畅通而透明的健康文化”（Gerth，2005）。

国家民主基金会

如第二章所述，由于国会很少对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进行监管，因此它究竟对谁负责总是含糊不清的。NED资助的核心受益者和其他受益者在将近100个国家内执行各种项目。我主要聚焦于它在中、东欧干涉选举的活动。NED像一个政治的“清算所”，“提供金钱、技术支援、供应品、培训课程、媒体技巧、公关援助和最新设备，并选择政治团体、公民组织、工会、政治异议运动的人士、学生团体、图书出版商、报纸和其他媒体”。虽然它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但它在许多国家的工作是“动摇进步运动，特别是那些有社会主义或民主社会主义倾向的运动”（Berkowitz，2004）。结果是，许多国家，特别是东欧和拉美国家，甚至许多欢迎民主改革的人，对于它的存在深表不信任。NED提供给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名为“反对援助民主的逆流”的2006年度报告承认了这个情况（NED，2006）。一位批评者发现，这个报告“似乎是无休止地表示假装的惊讶，为什么其他政体以仇外心态愤怒对待外国特务、黑色宣传、重金资助的‘抗议团体’、媒体以及把推翻国家作为他们目标的顾问和煽动者们”。这个全部是内部人士组成的、“构建民主”的社团对此报告的评论没有使政策有所改变（Clark，2007）。另一份NED的研究报告发现，甚至它在1988年智利选举时赞助推翻皮诺切特的政权，该国受益的反对党都对美国的干涉表示愤恨（Conry，1993）。

NED成立时的主席卡尔·丘斯曼（Carl Gershman）曾是一位社会民主党人（代表前社会党的右翼)，他继续向“右”前进，成了极端保守的珍妮·科克帕特里克的资深顾问，那时她还是里根政府驻联合国的大使（NED，2005）。科克帕特里克一直是NED资助的国际共和研究所的董事，直到她2006年去世。丘斯曼还为大肆喧哗的右翼反共产主义游说团体——自由世界委员会工作，这个团体由未来的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主持。在解释NED的工作时，丘斯曼对一位英国记者说：“你可以说我们正在促销美国的价值观……但这是普世的价值观。”（Turner，2003）

2001~2008年，NED由温·韦勃
[33]

 （Vin Weber）主持，他的职业背景包括外交关系委员会
[34]

 成员以及华盛顿克拉克和温斯托克（Clark&Weinstock）顾问公司的合伙人。他也以“超级说客”而著名，他的客户包括美孚石油、微软、约瑟夫·西格拉姆公司
[35]

 （Joseph Seagram&Sons）和爱迪生电气研究所。韦勃曾是右翼组织“授权美国”（Empower America）的创始人之一，并在2000年总统大选时为小布什筹款。他还曾是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的顾问。1981~1993年，韦勃是代表明尼苏达州的共和党众议员。在贝拉克·奥巴马当选为总统后，韦勃在NED的职务被前众议院多数党（中期选举后的少数党）领袖理查德·盖普哈德
[36]

 （密苏里州民主党人）取代。2005年，盖普哈德从众议院退休后成了高盛公司的顾问和华盛顿的主要游说者。因此，NED的领导权依旧在有强硬公关资格的人们手中。

NED从一开始就是一个有争议的半公共组织，国会周期性地力图停止对它的资助。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代表大会成员荣·保罗
[37]

 （Ron Paul）把NED称为“只是一个花美国纳税人的钱去资助它中意的外国政客和政党的昂贵组织”（Paul，2003）。公共部门还支持那些由NED及其资助机构用纳税人的钱为他们付费的培训变成自己谋取利益的私营公司顾问和游说者。国际关系的公共本质正在继续让位于赢利部门的利益。

显然，这种公费赞助的旋转门“外交”
[38]

 得不到公众认可。NED在2006年度提交给国会的报告中透露，将近一半（49%）的美国人不赞成政府的援助民主活动。奇怪的是，传统上反对在外交事务中搅和的共和党人却大部分（76%）支持援助民主活动，而历史上比较倾向于多做些国际援助活动的民主党人只有少数（43%）对此表示赞同（NED，2006）。本来站在扩展政治权利（工会的、妇女的、儿童的、少数民族公民权的保障）和普世人权宣言的前线的大多数民主党人，怎么会不支持在国外“促销民主”的活动呢？

这份报告最有趣之处是它没有问这个问题。更深入的研究也许会发现，多数民主党人干脆不接受NED民主概念的表面价值，更不认可入侵伊拉克和威胁伊朗的动机来自民主的承诺（事后为占领伊拉克正名而编造的理由，因为最初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理由不成立)。据统计，教育程度较高的人们倾向于投民主党的票，因此他们可能更明白和质疑美国以民主的名义进行干涉的历史。这个历史涉及本书第二章和第四章讨论的一长列支持不民主政体的清单。

NED的网站把自己称为非政府组织（NGO），尽管它直接介入许多国家的政治事务，它与美国的统治机构关系密切，它的理事会由许多有政府职位的人组成。即使保守的世界银行也认为NGO应该“独立于政府”，“全部或部分依赖慈善赞助和自愿服务”；对于NED，这仍然不是恰当的描述（引自NGO Handbook，2009)。事实上，NED的理事会包括6位现任的和过去的国会议员，还有其他几位公共官员。它几乎所有的资金都来自美国政府。虽然它的一小部分资金来自私人基金会，但在总体上它是政府资助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

2006年，小布什答应给NED的拨款增加两倍多，达到8 000万美元，以培养新的“民主国家”（国会最后拨了6 000万美元）。2005年在国际共和研究所演讲时，小布什说：“我要你们明白，我们有资金，但是我们将把那笔资金专用于帮助选举出来的新的民主国家。”这意味着，如果他认为选举的结果不满意，那么资金就不给。为此，小布什在国务院设立了重建暨安定办公室（Office of Reconstruction and Stabilization，ORS），以“满足一项不可缺少的任务：帮助世界上新的民主国家过渡到和平、自由和市场经济”（Bush，2005）。与娜奥蜜·克莱恩
[39]

 （Naomi Klein）描述美国“休克主义”的方式相类似，小布什宣布ORS的主要任务是“对于危机情况，迅速作为民间的‘第一反应者……·在几天和几周内，而不是在几个月和几年内，准备好现场活动的项目和部署促销民主的‘绿色贝雷帽’
[40]

 ”。唯恐经济的休克疗法不够，小布什还叫嚷：“使我们的武装部队更警觉和更致命，并……帮助社会从战争和推翻过渡到自由和民主。”（Bush，2005）

虽然USAID的民主和治理项目比NED及其受益机构得到更多的资助，后者却因在直接从海外的当地组织取得资金方面有较大的灵活性而为人所知（Fukuyama，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5）。NED有4个主要的受益机构：国际共和研究所（IRI），附属于共和党，2008年的总统候选人约翰·麦凯恩任所长；国家民主研究所（NDI），附属于民主党，克林顿政府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任所长；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CIPE），专注于为美国资本扩张市场；团结中心，它代表劳联—产联的国际利益。不过，这4个机构得到的资助总额（每个得到的几乎都一样）远小于USAID提供的资金总和。NED约一半的预算花在国外的非政府组织和自己的运营开支（Feierstein and Shaico，1999，49）。几乎所有的对外国党派的活动都是由IRI和NDI承担的（Melia，2005，24）。这两个政党的基金会把它们最大部分的预算用于东欧/欧亚地区；在2004年，IRI是29%，NDI是34%（Wersch and Zeeuw，2005，53）。

国际共和研究所

国际共和研究所（IRI）类似于国家民主研究所（NDI）以及它们的上一级组织NED，是一个私营的、非营利的501（c）法人慈善组织
[41]

 。IRI在它的使命陈述中声称，它的纲领是“无党派的，并明确地遵从基本的美国原则，如个人自由、机会均等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企业精神”（Shelley，2000）。在保守派领袖约翰·麦凯恩的主持下，它一直坚持“美国原则”，但是容忍左派组织的“无党派性”却没有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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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尽管它声称自己为无党派并否认与共和党有密切联系，但IRI毕竟是一个极其保守的组织，它把自由等同于“自由企业”。在2009年，IRI的理事会中几乎都是共和党的众议院和参议院成员、共和党领导人、白宫和内阁的官员、被任命的大使（老布什时期的7人、小布什时期的4人、里根时期的4人)，其中一些人在保守的基金会和智囊机构兼职。公共广播公司的总裁（这个职位名义上是无党派的）邱丽儿·哈尔本（Cheryl Halpern）和她的丈夫都是IRI理事会成员，并且捐了20万美元给老布什和其他共和党人参与竞选活动（CampaignMoney.com，2009）她还是保守的林德与哈利·布雷德利（Linde and Harry Bradley）基金会资助的华盛顿近东政策研究所的理事。类似的党派性组成也存在于它的民主党同行——国家民主研究所。

IRI的所长拉尼·克然纳（Larne Craner）坚持认为他的组织与NDI是一样的，两者都是无党派的组织。他定期会晤NDI的主席肯尼斯·沃拉克（Kenneth Wollack），并强调这两个“促销民主”的团体服务于一项共同的事业。他说：“美国人在海外倾向于抱团。”他说，这两个组织的区别在于：是把重点放在发展政党上（IRI），还是放在发展公民社会组织上（NDI），它们只不过是在活动的国家内有不同分工而已（Craner，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5）。

我访谈过的其他NED附属机构的人们并不这样看。有几位指出，差别在于IRI有更多的党派性导向，而NDI有较多的“开诚布公”的做法。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院的一位行政管理者（前NDI在克鲁地亚的顾问）说，IRI比NDI更关心挑选与其思想意识倾向一致的政治赢家，并与之合作（Breslaw，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5）。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副主席托马斯·卡罗瑟斯赞同这个批评性观点（Carothers，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5）。但是，据NDI一位前副主席兼中、东欧地区项目经理说，美国在某些国家（例如，巴尔干半岛国家）的大使们召集IRI和NDI二者一起商议中意的候选人，而国务院则明显地为此目的给政治咨询公司提供个人服务合同（Melia，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5）。

卡罗瑟斯发现，IRI比NDI更着重于根据思想意识形态核查它所资助的项目（Carothers，1996，137）。他说，IRI在2004年推翻它认为是左倾的海地阿里斯蒂德（Aristide）政府时积极地与反对党合作（Carothers，2005）。根据另一份报告，IRI付钱请600名海地的反对派人士到多米尼加开会。它的海地项目的高级官员斯坦利·卢卡斯（Stanley Lucas）在该国的一个广播电台上公开呼吁推翻总统（Blumenthal，2004）。克林顿在20世纪90年代派驻海地的大使勃莱恩·迪安·克朗（Brian Dean Curran）“指责这伙人（IRI）支持反对派团体推翻海地的前总统阿里斯蒂德
[42]

 ”（Gomez，2007）。

华盛顿的国际问题顾问和原NDI高级成员埃里克·比约伦特（Eric Bjornlund）认为，IRI虽然在法律上与共和党是分开的，但它一贯愿意做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工具。他说，布什认为海外援助的主要执行者USAID因被太多的民主党人充斥其中而独立于白宫。比约伦特说，克然纳积极支持小布什政府在柬埔寨努力“试图推翻前共产党人主持的政府”，扶植该国主张自由贸易的桑林西党
[43]

 。

在打击左派政治领导人方面，IRI比NDI更富有攻击性，虽然NDI并不中意像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委内瑞拉的查韦斯那样的革命领袖。对于2002年4月短暂地推翻该国总统查韦斯的军事政变，在克然纳即将上任IRI所长前，他的前任乔治·福尔森为政变辩护，他宣称：“委内瑞拉人民是受查韦斯政府的系统性压迫而起来行动的。”在军事政变者上台的那一天，福尔森欢呼：“委内瑞拉人民站起来保卫他们国家的民主了。”在这次政变之前，NDI曾得到NED 21.05万美元的资助去“促进当地政府的责任性”，而在该国首都加拉加斯有办事处的IRI“得到NED339 998美元用于政党建设”。这些资助来自NED为应对美国与查韦斯政府日益升级的紧张状态而追加的87.7万美元拨款，这笔拨款是它平时委内瑞拉项目预算的4倍（Marquis，2002）。此后不久，克然纳代替了福尔森。克然纳的父亲与IRI的理事长约翰·麦凯恩都是越战时的战俘。

在NED及其资助的研究所的帮助下，政变领袖之一、右翼正义优先党（Primero Juaticia party）的列奥波多·马丁内斯（Leopoldo Martinez）被只当了一天独裁者的贝特罗·卡莫那（Pedro Kamona）提名为财政部长。调查美国干涉此事件的国务院总干事认为，“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工作没有触犯美国法律”，还认为“没有证据证明美国政府或NED做了鼓励违宪地推翻查韦斯政府的任何事情”。不过，这份名为“评估美国对委内瑞拉的政策——2011年11月~2002年4月”的报告承认，五角大楼和美国的援助组织“向被认为积极卷入短暂地推翻查韦斯政府活动的个人和组织提供了培训、机构建设和援助”，虽然“没有证据证明这种援助是直接或有意提供给那次事件的”。

在持续不到两天的政变之后，NED追加了53 400美元，援助一个反查韦斯的名为苏梅特（Sumate）的当地团体，力图在重新计票中打败查韦斯。NED在拉美和加勒比海项目的高级官员克里斯·萨巴提尼（Chris Sabatini）后来承认，“本组织在2004年支出了92.2万美元，大部分给了反对查韦斯的团体，而在2003年支持了1 046 323美元”。他说，“亲查韦斯的团体得不到资助，因为它们未申请或拒绝NED的好意”。（Jones，2004）

在中、东欧地区，IRI在直接支持中间的或中右的反对党方面也采取毫不含糊的立场，“高度集中于资助竞选，旨在帮助IRI的伙伴政党赢得选举”（Carothers，2006b，153）。华盛顿促销民主的主要内部人士之一曾多次论述过这个问题：“IRI把这些过渡中国家的政治生活视为新兴的民主政党与后共产主义或新共产主义残余力量之间的黑白斗争。”同时，欧洲政党的研究所也提供一些援助给兄弟党，但不那么倾向于采取强硬立场反对执政党（Carothers，2006b，100）。尽管美国的促销民主活动在集权主义普遍存在的其他地区有所收敛，但它们在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工作代表了一项更明显的紧急道义使命。

在罗马尼亚1990~1992年选举期间，IRI利用USAID的资金代表一些依赖西方支持的反对党积极介入这些政党的竞选战略和策略的制定（Newberg and Carothers，1996，100），尤其是因为那时处于控制地位的前共产党领袖依恩·伊利耶斯库在该党垮台后仍以左倾著名。尽管他有名望，并且在2004年罗马尼亚大选时拒绝NDI的援助，伊利耶斯库和执政党仍雇用一些美国私人顾问模仿美国的政治营销模式（Carothers，2006b，94）。这些引进的美国人与强有力的伊利耶斯库顾问们紧密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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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捷克斯洛伐克，后共产主义政治体制的反共产主义和亲市场导向已牢固确立，美国觉得不需要直接影响其执政党结构。作为美国政治系统的好学生，现在的捷克政客们倾向于从事竞选筹款（Newberg and Carothers，1996，100~101）。第四章将更详细地讨论IRI和NDI在中、东欧地区的活动。

表3.1显示了NED资助的两个主要受益者IRI和NDI的财务状况。它们的资金来自NED、USAID、国务院、国际组织（例如，世界银行）和私营机构。在2006财政年度预算内，IRI从私营公司至少拿到100万美元，包括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20万美元。资助它的公司分别代表了石油行业、国防业、航运业、金融业、饮料业和电信业。雪佛龙、埃克森—美孚和英国石油公司都对伊拉克感兴趣，而在该国活动的准军事保安组织——美国黑水公司是IRI的附加资金来源（Hamburger，2008；Theimer，2007）。这两个研究所的最大支持来自USAID。

表3.1 2006财政年度IRI和NDI的收入

（单位：百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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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IRI:Guidestar2009a；NDI:Guidestar2009b



在IRI的一次晚宴上，小布什说：“对于IRI以及促销民主改革的其他机构而言，这是好消息——它意味着你们处在一个成长的行业中。”小布什进一步解释这个成长的意义，他告诉IRI，援助民主的目的是：“我们需要你们帮助新兴市场经济体中的企业界组织贸易协会和商会，使它们能够推行有助增长的经济政策。我们需要你们教导新当选的那些政府明白，取得公众支持它们的政策和纲领的重要性，以及如何与自由的新闻媒体打交道。”（Bush，2005）这从本质上概括了这些促销民主组织的目的。它们的工作立足于为开放的市场资本主义机构创造机会，并把确保公众顺从以及与媒体合谋的技巧传授给新当选的政府。自由的新闻媒体意味着以商品化的所有权和广告为基础。

国家民主研究所

国家民主研究所（NDI）的董事会有较为多元化的团体，包括教师工会、慈善和人权团体、律师协会和媒体。但是，通过观察IRI和NDI的组成可以看出，它们主要依靠的不是在发展工作方面有经验的人，而是“在总统竞选运动的作战室内工作的人、从事国会和游说工作的人，以及通过家庭关系接触党内高层的人”（Samuels，1995）。有些人先在NDI工作，然后转到华盛顿更大的政治顾问公司，反之亦然，这种交换是很常见的。格林伯格—昆兰—罗斯纳研究公司
[44]

 （Greenberg，Quinlan，Rosner Research）的马克·菲尔斯坦
[45]

 （Mark Feierstein）曾在NDI和克林顿时代的国务院工作。克林顿时期的国务卿马德琳·奥布赖特则主持过NDI。NDI的主席肯尼斯·沃拉克
[46]

 是前《中东新闻通讯》的出版者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为以色列出力的主要美国游说集团——的立法主任。

NDI的工作比IRI更接近公民社会层面，包括妇女和少数民族在政治中的一些项目。但是，社会学家威廉·罗宾逊（William Robinson）认为，与NED有关的一切公民社会工作不是为了真正的促销民主，而是为了与强有力的美国组织建立联盟，这归根结底是“为实行控制而搭建一个舞台”，而不是把权力转交给大多数人。他说，尽管为NED资助的项目工作的职工可能认为这是好意（即错觉)，结果却是保持了精英说了算的体制。这些项目不是由这些职工们制定的，它们来自国务院和白宫，往往有中情局的协调，并且总是与美国在那个国家的使馆有联系（Robinson，引自Gindin，2005）。

强调发展公民社会还有另一个问题。在弱民主国家，例如东欧的某些国家，通常由非政府组织代表公民社会的利益，即使国家也倾向于公民社会，但它太弱且没有能力在公共利益的层面上动员民众。从长期看，在弱民主国家开展提高国家能力的项目要优于新自由主义砍掉福利（“苦恋”）的做法。没有证据证明非政府组织在这种国家有助于培养积极的公民。非政府组织更可能阻碍由公民授权及人民通过社会运动（要求重新分配收入、就业机会、付得起的住房和教育、易得的健保及其他正面的社会投入）向国家施加压力的意愿和能力。一位东欧地区的女专家认为问题是，对于美国和英国的规划者而言，公民社会是降低国家的作用和牢固确立“国际（经济）自由主义的议程”，而不是与人民关心的事物相结合。她认为，没有强有力的国家就不可能有切实可行的公民社会（Matveeva，2008，4、6~7）。

她写道：“事实上，许多公民社会的活动家并不是关心公民问题的志愿者，或愿意把他们的业余时间用于追求高尚事业的人。”（Matveeva，2008，11）这多少说明了，为什么随着公民社会在东欧和其他地区的扩大，民主却明显受到阻碍，如果还不是倒退的话。另一位学者注意到，在弱民主国家，公民社会不能在一个超国界的环境内兴旺起来，特别是在外国代理人与目标国家的相应人士在资源和力量方面不对称的情况下。一个有活力的公民社会首先需要有一个健康和稳定思考的民主国家，它的主要经济条件和政治文化能支持积极而广泛的公民介入（Goodhart，2005）。

在东欧，那里的国家以有限的能力起步，它的优势只不过是某个派别攫取了短暂的控制政府机关，没有公民社会的基础，至少没有一个自下而上发展起来的以公民为基础的参与式结构。比较可能——虽然不完全确定——的是，从长远来看，像中国那样被西方认为是极权主义的国家比像乌克兰、格鲁吉亚那样的国家将有更大的能力发展公民社会。这是因为中国有高度的国家自主，能够摆脱超国界强权操控的影响（所谓的“全球民主”概念)。随着时间的飞逝，我们可以预期中国的公民将要求和获取政府的让步，包括较大程度的自治，而政府为人民提供一定程度的稳定和舒适。正在产生的这种公民社会则辩证地反过来依靠人民感到必须为共同利益和国家而有纪律地动员起来，以抗拒镇压和避免官员腐败。西欧的非政府组织，例如德国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根据自身在该国东部地区的经验，对支持公民社会有公开表达的反思（Bungarten，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虽然NDI对于构建民主的策略有些不同之处，但它与IRI有共同的战略利益。例如，NDI的网站吹嘘，1992~1996年，它与捷克共和国合作，帮助这个国家走上“通向稳定的民主和市场经济之路”，并助推它成为北约、欧盟和“欧洲—大西洋协会”的成员（NDI，2007a）。IRI则说，它的“无党派性”海外项目“完全遵循美国的基本原则，如个人自由、机会均等和促使经济发展的企业精神”（引自Shelley，2000，227）。2005年，赞助NDI的公司包括花旗银行、埃克森—美孚、英国石油、雪佛龙—得克萨斯、贝尔电话、汉尼维尔、微软、时代华纳和可口可乐（NDI，2005）。在它的基金捐助者中，墨特基金（Mott Foundation）在1998年提供了15万美元，“用于在乌克兰增加公众对民主化和过渡到市场经济的信心”，还有5万美元用于监督选举（Roelofs，2003，163）。1998~2004年，墨特基金给NDI约740 000美元（640 000美元用于乌克兰）（Elling，2005）。

为NDI及其他援助民主项目工作的许多人都有销售员的职业背景，现在或曾经为政治顾问们工作，他们从强大的民意测验和公关公司学到了赢得选举战的技巧。格林伯格—昆兰—罗斯纳（GQR）政治民意测验和顾问公司是其中一例。NDI的中、东欧项目副主管凯瑟琳·佩季奇（Catherine Pejic）曾在GQR工作过。她承认，做民主援助工作的人常常把他们得到的训练和经验变成做职业顾问的机会，并在后来的职业生涯中保持与IRI和NDI的接触。自由之家的副主任，前NDI的副所长，也在GQR工作过。反过来，这家公司为研究所做了多个项目。GQR的一位合伙人马克·费尔斯坦（Mark Feierstein）在加入该公司前是NDI的拉美处主任（Pajic，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5）。

这两个党派的研究所有能力快速地用资金和人员支援在国外运作的组织，这使得它们成为推行国家政策的很灵活的工具。IRI较多地聚焦于培训单个党派，主要是右翼党派；NDI则采取比较普遍的做法，既有左翼也有右翼。IRI倾向于雇用美国人做海外工作；NDI则有较多的其他国家的人员，包括项目国家的当地人员。NDI的海外政党发展工作领导人艾文·道赫迪（Ivan Doherty）作为爱尔兰统一党的领袖工作了15年。访问这两个研究所在华盛顿的总部可以相应地揭示上述特点。NDI的办公室明显的有国际工作人员，而IRI办公室最醒目的形象是国家性和党派性：几乎全是美国人、巨大的罗纳德·里根像、到处摆放着大象
[47]

 的雕塑和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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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

在促销民主的鼓吹者们看来，美国和它的核心盟国位于现代化等级序列的最高层，作为援助对象的那些国家别无选择，只能接受无须证明的信条：开放经济是发展之路。在这个线性的本体论（“阶段论”）中，被忽略的是西方如何从“欠发达”发展起来的历史背景。殖民主义的征服、经济和文化的帝国主义、奴役、惩罚性入侵、驱逐印第安人的政策和屠杀、政治压制、种族主义隔离、不对称的贸易关系、垄断技术和专利、各种方式的重商主义和威胁活动把依赖关系强加于别国，这些都被忽视了，似乎现代的国际经济、政治和军事关系来自后殖民主义时代。现在的权力结构是深深地扎根于这段历史的。捐款者们对此一无所知，认为自己是好心地承担受惠国委托的责任去满足主办方所谓的“援助”。

国际私有化企业中心（CIPE）是国家民主基金会（NED）资助的4个核心机构之一。CIPE是这样描述自己的使命的：“通过私营企业和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在全球加强民主。”2008年，NED为CIPE提供了约140万美元的资助，用于与海外的政党和其他组织合作，促进“经济改革”（NED，2009）。CIPE在其网站上说，它与美国商会（USCC）有“隶属关系”，而商会在自己的网站上说，它“运行”CIPE。CIPE的主任托马斯·杜诺霍
[48]

 （Thomas Donohue）和副主任丹尼尔·克里斯曼
[49]

 （Daniel Christman）中将相应地是USCC的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和副主席。所以，作为USCC的下属机构，CIPE是美国公司在国外的政策运用工具。根据USCC文件，“杜诺霍把商会建成了每年两亿美元的、在全球有广泛影响的、强大的政治游说组织。”（USCC，2009b）

USCC宣称：“作为商业组织的喉舌，本商会的核心目的是在国会、白宫、监管部门、法院、民意法庭和全世界政府面前为自由企业而战斗。”（USCC，2009a）在中、东欧和中亚地区，包括俄罗斯，USCC认为有机会利用“巨大的、未开发的能源储备和世界上增长最快的经济”（USCC，2009c）。USCC在1983年设立CIPE，将其作为NED的一部分，NED已紧密地扎根于共和党内（可以推测CIPE也一样)。小布什政府把它视为在公共政策方面“干活”的顶级组织。2004年，它是最大的国内游说组织，在前半年花费了3 000万美元（Birnbaum，2005），这只是它在全世界范围内游说工作的一小部分。

为了创造一个有利于在海外工作的政治环境，CIPE联合IRI、NDI和国务院的国际信息计划局创办了一个名为“民主视频挑战”的竞赛，通过活动的形式在3分钟内抢答“民主是……参加制作这个节目的有纽约大学和南加州大学的电影学院、NBC环球
[50]

 、美国导演协会、美国电影业联合会、You-Tube
[51]

 。奖品是访问纽约、好莱坞和华盛顿，得胜者将在那里会见促销民主的团体。对于小布什政府而言，这个政府与私营部门在宣传方面的合作旨在“给我们正在试图做的工作增加一些合法性和休闲益智性”。一位国务院的发言人表示对这个活动的成功有信心，因为如他所说，“我们还带来一个很健康的传播网络。”（Cohen，2008）

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

NED拨款的第四个机构是美国国际劳工团结中心（ACILS），通常简称为团结中心。在2008年，ACILS单是从NED就得到了89.5万美元，用于NED指定地区的工会从事促销民主的项目。团结中心与劳联—产联（AFL-CIO）紧密相连。他的主席约翰·斯维尼（John Sweeney）是全国劳联的总裁。虽然美国的劳工运动被认为是代表劳动人民利益的，但劳联—产联的历史却很有争议，因为在中情局颠覆前苏联的欧洲盟国和第三世界国家的活动顶峰时期，尤其是在乔治·米尼（Geroge Meany）和兰尼·科克兰德（Lane Kirkland）领导的年代（1962—1995），它与中情局有紧密联系（Sherril，2006）。劳联出于从它与美国维护帝国力量的合作中取得好处的目的而支持过菲律宾、智利、南非、韩国和其他国家的独裁政府。

在米尼和科克兰德的领导下，AFL-CIO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支持右翼劳工团体，反对曾与解放运动站在一起的劳工团体。1954年，劳联（与产联合并之前）曾与自由工会国际联盟的拉丁分会一起支持中情局煽动推翻危地马拉民主政府。AFL-CIO在1962年设立的4个地区机构之一，美国自由劳工发展研究所，曾分别在1964年和1973年参与推翻巴西和智利的民选政府（Scipes，2005）。它在1977年建立的以欧洲为中心的组织，自由工会研究所，是国家民主基金会（NED）开创的一个样板，从1984~1988年，它得到NED几乎一半的拨款
13

 （Sims，1992，54）。斯维尼在1995年接管劳联—产联，并把海外的半自主机构改为由中央集中领导。斯维尼与AFL-CIO和ACILS的其他官员们为国务院的劳工外交顾问委员会（ACLD）工作。

在2002年委内瑞拉军事政变之前，ACILS从NED得到154 377美元，用于“帮助委内瑞拉的主要工会推进劳工权利”。这个主要工会是指委内瑞拉工人联盟（CTV），它组织了“反对查韦斯的怠工”。这个工会的领袖卡洛斯·奥尔特卡（Carlos Ortega）与贝德罗·卡蒙纳·埃斯坦卡（Pedro Carmona Estanga）密切合作，后者是一个企业的领导者，他在短暂的政变期间上台当了一天总统（Marquis，2002）。这次军事政变与美国支持的1973年推翻另一位智利民主选举的总统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有着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在三边委员会
[52]

 的理事会中，AFL-CIO主席兰尼·科克兰德与智利政变的制造者亨利·基辛格坐在一起。

据说，斯维尼已摆脱与中情局的紧密伙伴关系，并放弃他的前任所采取的热衷于新自由主义的公司与劳工联合外交政策的立场。ACILS继续从USAID、国务院和NED得到其海外计划的最大资助。这使得它在其内部进步分子眼中受到怀疑。由于近年来一些工会从ACILS分裂出去，包括两个最大的工会，服务业国际工会和国际卡车司机兄弟会，它一度对美国内部劳工运动的强有力的掌控已被动摇。

美国工会组织的最大问题可能是它与海外同行的关系。在一位劳工问题女分析家看来，这种关系体现出它“美国第一”的意向。她说，这源于美国工会组织经济的民族主义历史以及种族主义和仇外情结。在过去，AFL-CIO迅速与精英们一唱一和，把反叛的工会组织者描述成共产党人。现在，对于这些事情它比较慎重。因为新自由主义后来教导它们，跨国公司的长期利益与美国工人的利益是不一致的。截至2006年，团结工会的项目和活动遍布60多个国家（Solidarity Center，2006）。

自由之家

自由之家（FH）成立于1941年，总部设在华盛顿和纽约，在中欧、东欧、拉美、非洲和中东地区开展活动。2007年，它的9个海外办事处中有5个在前苏联集团国家，包括乌克兰、塞尔维亚、匈牙利、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它在2005财政年度的资金为2 680万美元，大部分来自美国政府（75%），虽然FH宣称独立于任何政府，包括美国政府。自由之家像标准普尔公司（Standard&Poor）给投资评级那样提供各国民主程度的指数。（Freedom House，2005）

虽然FH给各国的民主标准打分在西方是最经常被引用的原始资料，但一些社会学家并不接受其中的某些衡量标准及结论，有些人还指责这个组织抱有盎格鲁-撒克逊人
[53]

 的偏见，其根源是20世纪50年代的媒体多元化和受美国“言论出版自由”概念渗透的现代化理论（Holtz-Bacha，2004），或者是紧跟国务院的外交政策路线。FH还被认为是国家民主基金会“家庭成员”中的一部分，这引发了它的观点是否独立于NED优先项目的问题。自由之家的打分极其依赖“地区的专家和学者”，它宣称的无偏见判断是无法证实的（De Maio，2007，3）。《金融时报》在2006年报道，自由之家被国务院选为接受资助在伊朗内部搞秘密活动的机构（Dinmore，2006）。

自成立以来，自由之家一直被认为对保守派的事业有特别多的贡献。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一份备忘录，里根时期的美国新闻署署长查尔斯·维克（Charles Wick）于1983年在白宫组织了一次私人筹款，代表自由之家、右翼媒体集团——“媒体攻击群”
[54]

 （Media Attack Group）、“媒体精确性”
[55]

 （Accuracy in Media）及其他“公共外交”组织筹到40万美元（Parry，1999）。里根政府的想法是，在外交政策中利用私人团体，如三边委员会、美国商会、媒体主管、银行家和企业界精英集团的比德伯格俱乐部
[56]

 （Bilderberg Group），再加上关键的政客，可以构成一个令人敬畏的联盟。政府还算计到利用“私人”工具可以少受国会的监管（Parry，1999）。

虽然自由之家也支持美国国内的自由主义事业，包括民权运动，但它因在国外的工作主要依靠国务院、USAID和NED的资助而追随美国的官方政策，这又一次显示了迁就捐款者的指令。的确，一个接受某个组织资助的社会科学家或自然科学家无法令人相信他们的研究是真正独立的，未受资助者的直接影响。自由之家把古巴排在世界最不自由国家之列（140个国家的第133位），这表明它极其恭顺地服从美国政府对这个岛国的政策及其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偏见。事实上，按照教育成绩、健康标准、读写能力、死亡率、婴儿死亡率、人均寿命和其他物质生活指标（PhysicalQuality ofLife Index，PQLI）排序，古巴这个很穷的国家在占世界人口80%的第三世界国家中应位居最高之列。根据海外发展委员会（Overseas Development Council）的PQLI指标，古巴在1989年的排名是世界第11位，而美国是第15位。从另一方面衡量一个国家的健康，古巴在关注生态系统方面也是一个模范国家（Global Exchange，2009）。自由之家没有把这些衡量标准纳入它的人权指标。

一个国家把它有限的财富用于人民的教育，关心人民的（及我们星球的）健康，应该是人权方程式中的一部分。在持续近50年的美国经济和文化封锁以及入侵威胁的环境下，古巴还远非世界上最受压制的国家，虽然被长期封锁是令人不快的，但应该也是意料之中的。它的经济停滞显然是美国预谋计划的结果，目的是为持续的封锁寻找借口并最终摧毁它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自由之家没有考虑这些背景情况，而缺乏客观背景的人权报告就是帮助宣传机构。

即使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在宣布国家处于紧急状态时，例如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及“9·11事件”后的几年里，也会在国内实行广泛的国家管制。事实上，如果以当前监狱关押的人数来衡量，美国是最不自由的国家。它的人口不到世界人口的5%，而监狱里的囚犯占世界囚犯的25%。每31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被囚禁或者处于缓刑或假释状态。在整个惩治体系里，非洲裔美国人4倍于白人（CNN，2009）。

自由之家的党派性部分归因于它的托管委员会中强大的保守派成员，他们代表了政府官员、国家情报系统、企业、法律界、顾问业和智囊团的影响。曾经和现在的著名保守派人物包括史蒂夫·福布斯
[57]

 （Steve Forbes）、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珍妮·科克帕特里克、肯尼斯·阿德尔曼
[58]

 （Kenneth Adelman）、萨缪埃尔·亨廷顿
[59]

 （Samuel Huntington）、奥托·里克、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保罗·沃尔福维茨、奥罗克
[60]

 （P. J. O. Rourk）马克·帕尔摩
[61]

 （Mark Palmer）和自由之家2003~2005年的前主席詹姆斯·伍尔西。

目前，它的理事会主席是威廉·塔夫脱四世（共和党总统塔夫脱
[62]

 的重孙)，他曾在五届总统内阁级职位上工作。他的前任彼得·阿克曼（Peter Ackerman）是富有的美国金融家，曾在德崇证券公司
[63]

 （Drexel Burnham Lambert）的国际资本市场任主席。

在垃圾证券之王迈克尔·米尔肯被捕之前，阿克曼是他的助手，卷入了暴利脱手垃圾证券。它还深深卷入了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近十年来的起义和政体变革。

阿克曼的活动横跨企业、媒体、外交事务和学术界。他是一个名叫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CNC）的创办主任，这个中心声称不接受任何政府、基金会、私人或与政府有联系的机构的资助。他曾是外交委员会成员和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监事会主席，他还任职于自由主义的卡托研究所
[64]

 理事会、美国和平研究所的顾问委员会和美国奥林匹克委员会的企业顾问委员会。自由之家承认，在2005年曾收过阿克曼10万美元，并从他的组织得到10万美元（Dinmore，2006）。而就在那一年，他成为自由之家的理事会主席。

阿克曼在2001年制作了一部关于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下台的纪录片——《打倒独裁者》，该片在谢瓦尔纳泽被推翻前的一家格鲁吉亚反政府电视台上反复播放（参见第四章)。随着抗议的增加，这部片子被格鲁吉亚的政治异议者用作“向日益增多的群众传授非暴力斗争原理的主要工具”。一位抗议领袖说，由于这部影片，“所有的抗议者都记住了贝尔格莱德革命的策略”。国务院把该片及阿克曼的另一部片子交给反卡斯特罗的古巴异议者们，并建议他们会见美国的积极分子（Foer，2005，17）。

与国务院和国家民主基金会及自由之家合作，阿克曼的ICNC通过散发录像和举办讲座的形式成为支持起义的前哨站。ICNC还生产一种名为“更强的力量”的视频游戏，传授用非暴力策略推翻美国外交政策不喜欢的极权主义领导人。ICNC的目标国家之一是伊朗。阿克曼利用ICNC在迪拜组织的“讲习班”，“把从东欧运动取得的经验传授给伊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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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nmore，2006）。

在为阿克曼担任主要顾问的自由之家做的一个研究中，非暴力的公民抗拒策略被定义为“抵制、大规模抗议、街垒、罢工、公民不服从不合法的极权主义领导人，并消蚀支持他们的源泉，包括他们的武装力量的忠诚”（引自Dinmore，2006）。这种策略不要求放弃暴力。一次在国务院的正式场合做演说时，阿克曼宣布，他的ICNC与美国主要的武器（包括核武器）设计者之一劳伦斯·利沃摩尔实验室
[65]

 （Lawrence Livermore Laboratory）合作研制了能帮助学生们更有效地组织造反的通信装置（Ackerman，2004）。阿克曼把外交政策与商业利益结合，他形容他的方法是政治的“金字塔式营销计划”的组成部分（Foer，2005，22）。美国政府很少对这种政治创业主义或他在政体改革中的私人活动设置障碍。

在阿克曼之前的前自由之家理事会主席伍尔西是一位积极的新保守主义者，也是“新美国世纪计划”及入侵伊拉克的军国主义支持者。作为鹰派，伍尔西强烈支持“反恐战争”，并参加了几个与安全有关的团体（包括当前危险委员会、安全政策中心、拉姆斯菲尔德的国防部国防政策委员会）的活动；在1993~1995年他任中情局局长。2002年他成为博思艾伦咨询公司
[66]

 （Booz Allen Hamilton）及其全球战略安全部的副总裁，这家公司兼做军事承包商，提供危机管理顾问，并给美国政府的间谍机构提供技术和人员；他还是为国土安全公司筹资的帕拉丁资本集团
[67]

 （Paladin Capital Group）的最高领导人。虽然伍尔西自称是民主党人，却是参议员麦凯恩在竞选总统时的国家安全顾问（Right Web，2008）。伍尔西是一家专注于社会安全问题的智囊机构——阿林顿研究所
[68]

 的两位所长之一，另一位所长是杰克·杜瓦尔（Jack DuVall），他是阿克曼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的主任
[69]

 。

公共外交力量

除上述团体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团体和机构直接或间接地介入援助民主的项目。副国务卿办公室在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Public Deplomacy and Public Affairs，PDPA）方面发挥着最重要的作用。在2001年11月对美国外交官们和国务院官员们讲述公共外交的目的时，国务卿科林·鲍威尔说，“我们在做什么？我们在卖产品。我们卖的产品是民主。它是一个自由企业系统，美国的价值观系统。它是人人需要的产品”。

受这一公关言论影响的是鲍威尔请来担任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副国务卿的夏洛蒂·比尔斯，她曾是三家大广告公司——沃尔特·汤普逊（Walter Thomp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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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泰库（Tatham-Lair and Kudner）和奥美
[70]

 （Oglivy and Mather）的主要领导人。被称为“麦迪逊大街皇后”
[71]

 的比尔斯把她的耍手腕技巧带入公共外交，特别是在中东地区——这种方法在50年前曾初试失败（Critchlow，2004，85~86）。国会拨款5.2亿美元给她的“美国品牌”运动，这一运动被称为“美国外交政策史上最大的公关努力”（Snow，2003，24）。它主要聚焦于“把美国的宣传输送到穆斯林世界，其中许多是针对十几岁青年的”（Cockburn and Clair，2004，320）。

比尔斯胜任外交政策工作的历练在于她是品牌专家，她曾吹捧“本叔叔大米”
[72]

 和“海飞丝洗发液”（Dumenco，2001）。她和她的上司鲍威尔曾是海湾气流飞机公司的联合董事长，宣传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她接到的最困难的任务。比尔斯在这个岗位上从2001年10月工作到2003年3月。鲍威尔则一直待到小布什总统的第一任期结束。比尔斯的接班人玛格丽特·杜特维勒
[73]

 （Margaret Tutwiler）的工作较有成效，但在此岗位上待了不到一年就突然离去，到纽约证券交易所担任政府公关专家并参加国际共和研究所的理事会。

杜特维勒的接班人是凯伦·休斯
[74]

 （Karen Hughes），在小布什任得克萨斯州州长时，休斯是他的通信顾问，她是白宫伊拉克团队的一员，这个团队还包括卡尔·罗夫、共和党顾问玛丽·玛塔琳
[75]

 （Mary Matalin）和其他人，他们帮助设计和推销入侵伊拉克的计划。一位在美国外交岗位上工作了22年的老手，因抗议入侵而辞去国务院职务的约翰·布朗（John Brown）形容休斯是“制作粗糙的宣传片从而使我们的国家卷入战争的一个关键人物”（Press Action，2006）。在未能利用她“富有同情心的保守派”摄像赢得中东人民的心意及大部分阿拉伯国家拒绝播放她宣传美国的穆斯林幸福生活的录像后，休斯在2007年年底辞去了PDPA副国务卿一职（Barber，2007，207；Rich，2006，223）。

2002年，国务院开展了一项起初由比尔斯领导的、被称为“共享价值观创意活动”（SVI）的宣传运动，专注于应对中东地区对美国在该地区政策的批评。这项工作估计花费了纳税人1 500万美元，包括购买当地阿拉伯频道的广播时间，以推销国务院的宣传（Kendrik and Fullerton，2004，297）。比尔斯招来了美国私营部门利益集团“商务外交行动”的领导人凯莉·艾格斯普勒
[76]

 （Cari Eggspuehler）（Brand Strategy
 ，2004），还雇用了消费者营销服务广告商麦肯世界集团
[77]

 （McCann-Erickson Worldwide），帮助她制作美国人与穆斯林共享价值观的电视短片，用于在伊斯兰国家放映。她把这项工作称为“我从事过的具有最高雅品牌的工作”（Kuchment，2001）。没有证据证明，这项说服中东地区人民相信美国的善意的工作平息了中东民众对于美国入侵和占领伊拉克并导致到处发生暴力而产生的负面影响。据美国的主流媒体报道，SVI不受欢迎，只有极少的电视台愿意播放这个宣传品（Brand Strategy
 ，2004)。这个SVI的广告很快被撤销了，比尔斯也立即辞去了副国务卿一职。

本杰明·巴伯
[78]

 （Benjamin Barber）写道，国务院的PDPA“不仅把美国当成一个品牌，而且还认为这个国家的机会更多地取决于有经验的广告和营销经理们的品牌推销，而不是国家政策的现实或国家的传统身份和行为”。为外交政策和政治全局打品牌，反映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变以及如巴伯所指出的实际上的经济私有化。外交政策被当作一个产品来推销，如推销可口可乐。国务院的官员们，尤其是国务卿，以及许多介入外交政策的议员们支持推销政治模式（Barber，2007，200、205）。2005年拨给各种公共外交的国会正式预算是12亿美元（Johnson，Dale and Cronin，2005）。我们没有精确计算美国政府在整个“公共通信”上花费了多少，但是据一份少数党工作人员的报告，单是私营公关公司（不包括由政府机构内部职工执行的项目）在2004年就得到了8 800万美元的公关合同（Kosar，2005，7~8）。国务院在2009财政年度的公共外交预算是3 700万美元（在2008财政年度是3 600万美元)（White House，2009）。

美国的一些大学往往与相应的政府公共外交活动密切合作，为海外工作提供培训。这种培训通常建立在促销民主的本体范围内，其民主概念与US-AID采取的支持开放市场经济和培训公关/民主的做法稍有不同。最著名的一所大学是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它的课程包括：国际营销、营销研究和全球情报的高级问题研讨会，产业私有化和减少管制的战略管理问题研讨会，全球咨询、全球媒体和国际冲突及国际通信的研究。另一所大学是南加州大学，它的安嫩伯格通信学院的公共外交中心从劝说和交往的角度教授公共外交。它在一门必修课程的简介中承认，“公共外交只是一个可以与宣传、劝说公众和国际公关互换的词汇而已。”（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2009）锡拉科斯大学的公共外交课程把外交政策和宣传工作的原理结合在一起，授予国际关系和公共关系双硕士学位。其他有促销民主课程的大学包括乔治城大学、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欧湾分校、俄克拉何马大学特尔萨分校和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南加州大学（USC）的创新技术研究所与好莱坞及美国陆军合作，“把娱乐业和博彩业开发的最先进的虚拟现实技术用于培训现代的和未来的士兵”（Snow，2003，33）。自1999年起的5年内，美国陆军给USC提供了4 500万美元，2004年又增加1亿美元，用于改进军训的模拟以及增加反恐电影、视频游戏（如“全能指挥”)和虚拟游廊现实的特效技术（Associated Press，2004；Kaplan，1999）。“工作得像是美国陆军智囊”（Weiner and Fierman，2001）的这项合作吸纳了好莱坞生产《虎胆龙威》、《越战先锋》和《浴血战士》影片的制作天才们，加强了军队、大学及电影业之间的联系。这项工作有助于为美国的战争目的服务，因为这些电影和视频游戏从有利的角度描述了美国的侵略，并且使电脑战争游戏的玩家适应军国主义和暴力文化的宣传。

为推进美国在海外的各种利益，大学和政府机构也参与了许多其他项目。两者都为当地寻求以美国方式提高自己地位的政客和企业界人士提供培训，并为他们提供美国大学的助学金和其他教育机会。这样做的显著效果是，中、东欧的许多顶级政治家和企业领导人都拥有美国的学位。布达佩斯的中欧大学（CEU）是匈牙利裔美国人乔治·索罗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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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1991年建立的，在它的社会与人文科学研究生课程中，有从社会主义到资本主义的“过渡”教育和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的自由主义原理。CEU在布达佩斯、华沙和布拉格都设有分校，在美国有交换项目，它主要由美国教育家和企业界的领导人管理，并在纽约州注册。它的教员大部分是美国或从美国毕业的东欧学者。它的课程强调私有化和公司治理，以及把经济从政治监管中解放出来。尽管其名称有地区性特征，但CEU在21世纪初终于摆脱了地区大学的身份，转变为“超越国家的‘世界教育’；这明确地意味着，通过把该地区的精英转变为世界的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群体，进而把整个地区整合融入全球化过程”（Guilhot，2007）。据其网站介绍，CEU是欧洲按美国最好的大学模式提供研究生教育的领袖（CEU，2009）。

美国的大学还介入了其他形式的“软实力”活动。哈佛大学的尼曼学者
[79]

 项目接待外国记者和其他职业者；另一个类似的项目是由国务院资助的檀香山东西方中心。美国的和平队则把美国人派往国外参加各种商业、技术和教育活动，旨在表示美国本身、它的海外使命以及它广泛的政治和经济目的都是善意的。和平队的许多志愿者把他们的服务看作一个安抚系统，是为政府派他们去第三世界国家的真实意图——商业和军事扩张——提供遮羞布。（Cullather，2000）。服务业和宗教组织向国际学生提供助学金，通常是为它们的有关项目培养长期的海外联系。富布莱特奖学金
[80]

 使国外的教师和学生能够来到美国，而美国的学者和学生也能去国外学习。许多此类项目鼓励互相学习和理解，但是它们并没有取得多少乐观的效果。

精英机构为美国的国家和公司利益服务。英国记者格兰海姆·特纳（Graham Turner）曾提起几位学者赞扬美国的大学对帝国力量的贡献。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的院长乔·麦卡锡（Joe McCarthy）说，他所任职机构的使命“是不仅为美国而且为世界其他地方培训公共部门的下一代领袖；我们的学生中有超过45%的人来自全球80个国家”。在2003年，该学院330名国际学生中有270人由索罗斯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其他捐助组织提供助学金。哈佛大学的系主任，前中情局的分析家，约瑟夫·奈伊（Joseph Nye）
[81]

 在谈到哈佛大学无瑕疵的帝国家谱时说，“在韩国，总统的主要顾问是我们学校的毕业生。在我去新加坡时，排在内阁第三位的官员在我们这里学习过。我们在墨西哥已造就了两位总统（加上一位耶鲁大学的，现在是三位了)，在哥斯达黎加和厄瓜多尔各一位。伟大的美国大学至少像当年伟大的大英帝国一样在全球扩展”。（Turner，2003）

同时，哈佛大学的商学院院长傲慢地宣称，“从70个国家到我们这里学习的学生在他们到达时就已经有一半被改造了。我们所做的是把他们变成狂热者。”哈佛大学的公关主任吹嘘说，“老男孩网络
[82]

 是哈佛发明的……任何广告代理商都愿意支付100万美元买我们的校友录。”在法学院，系主任罗伯特·克拉克（Robert Clark）指出，作为“全球扩展”的一部分，他的同事在莫斯科工作，“使那里的法律系统适应、促进商业的发展。另一位在东欧各国帮助制定宪法。这都是传教士的工作，我们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Turner，2003）

大学的交换学者项目对美国在其他国家教育程度较高的人群中的影响有特别重要的贡献。据一位波兰人的研究：


在20世纪90年代，前波兰的富布莱特学者们已经在世界的商业和政治中占据重要地位。经过几次国外学习，他们倾向于市场经济和民主的态度得到强化，这在波兰巩固民主的过程中极其重要。前富布莱特学者常常负责制定波兰的外交政策、经济政策，谈判加入欧盟和建立华沙证券交易所。他们之中的两位成为总理。（Cwick-Karpowicz and Kaczys-ki，2006，29)。



慈善组织的介入

自20世纪早期开始，美国的慈善基金会，如布鲁金斯学会、卡内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和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美国的外交政策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东欧地区，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OSI）是最积极的参与者。作为亿万资金的管理者和金融家，索罗斯在放松金融管制的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积累了大量财富，他在1984年设立了OSI作为其在60多个国家从事公民社会工作的31家基金会分支的中央管理机构。作为政治和经济的活动家，索罗斯基金会在中、东欧地区是一个重要的力量，每年约5亿美元的资助活动相当于美国政府近几年为援助民主提供的资助（Melia，2006，126）。

索罗斯曾是外交关系委员会的理事，他通过投资的凯瑞投资集团
[83]

 （Carlyle Group）和国际危机集团[其中包括美国主要的国际安全问题专家和国家安全顾问，如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卡特时期)、理查德·艾伦
[84]

 （Richard Allen）（里根时期）、前北约盟军总司令韦斯利·克拉克
[85]

 （Wesley Clark）、前众议员斯蒂芬·索拉兹
[86]

 （Stephen Solarz）（为以色列游说的策略家）]继续与外交关系委员会保持密切联系。一位分析者认为，索罗斯遵循“他制定的大力影响整个东欧的模式：鼓吹‘休克疗法’和‘经济改革’，然后猛扑进去，以低价买进昂贵的国有资产”（Clark，2003）。索罗斯还是美国国内自由主义和左派事业的大力资助者。

像索罗斯这样的私营机构活动者在战后美国外交政策中的作用是前所未有的，但是这主要涉及新自由主义背后的政治价值观，即把公共部门的活动私有化。假设索罗斯的活动不符合美国在中、东欧地区的政策（阻止国家集权，强化跨国资本的生产模式，鼓励受外国资助者控制的当地非政府组织，使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和草根社会运动边缘化)，他就得不到持保守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政府外交政策官员们现在给予他的协作。索罗斯在中、东欧国家有巨大的投资，同时他鼓吹媒体和选举机制有独立权，美国则鼓励该地区接受自由放任经济体的“休克疗法”。他的开放社会实质上更多的是开放市场。

索罗斯是移居美国的少数精英之一，其他移民还有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NDI的所长）、马德琳·奥布赖特（NDI的理事会主席）和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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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和热核武器鼓吹者爱德华·泰勒
[87]

 (Edward Teller），他们对战后的美国外交政策先后产生直接且重要的影响。他们在苏联和华沙条约解体前都抱着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态度。索罗斯在1947年离开匈牙利后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那时该学院的经济课程受保守派经济学教授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
[88]

 （Friedrich von Hayek）操控。索罗斯依然专注于自由市场经济及政治（Guihot，2007）。布热津斯基最近担任了奥巴马的外交政策顾问，而索罗斯是奥巴马竞选总统时大的财务支持者，尤其是通过“前进网站……MoveON……org·他与那时的总统候选人奥巴马议论了对以色列的政策，索罗斯对于以色列对哈马斯的毫不妥协和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的影响力持更为批评性的态度（Lake，2007）。

普林斯顿大学的俄罗斯和东欧问题专家马克·贝辛格
[89]

 （Mark Beissinger）教授认为，非政府组织，如索罗斯基金会、自由之家和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在接受它们资助的前苏联的盟国内起到了加速诉诸暴力的作用，从而使它们被视为“革命组织”（Beissinger，2006，23）。NED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虽然理由不同（NED，2006）。索罗斯基金会及其他几个外国支持的非政府组织被赶出俄罗斯、白俄罗斯、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关于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促销革命的分析家和华盛顿的局内人士托马斯·卡罗瑟斯同意贝辛格的批评性评估，他指出，NDI、IRI、自由之家和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各自“在煽动起义中起到了幕后作用，从而明显地助推引发了暴力”（Carothers，2006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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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流媒体和促销民主

即使美国的主流媒体受到各阶层公众——教育程度较高和较低的人、年轻和老年的几代人、持各种政治观点的人——严厉的批评，美国政府及其他公共和私营组织仍强调以“媒体自由”来衡量民主，并将其作为在东欧援助民主的条件。仅有不到20%的美国公众相信所有或大部分新闻媒体（Broad-casting Engineering
 ，2008)。据《时代周刊》称，最受信任的“新闻广播者”不是一名记者，而是《每日秀》
[90]

 （Daily Show
 ）的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这不是新闻节目，而是政治讽刺（Time
 Poll Results，2009)节目。独立的媒体应该提供高度可信的信息。对于教育程度较高的公民，商界拥有的媒体表现得不如国营媒体好。美国的主流媒体正在瓦解，独立的网站和博客在吸引受过教育的读者方面是最具有适应力的。

虽然美国允许商业利益操控美国的新闻传播，但美国政府在国外的各种机构却向它们认为是“独立”发展的职业媒体提供援助。在受援国，这些援助包括提供广播设备，培训挑选出来的反对派搞政治运动，以帮助它们败坏现任政府的威信。前美国驻匈牙利大使、自由之家副主席、国家民主基金会和民主社区委员会及中欧媒体企业共同创始人之一，马克·帕尔摩（Mark Palmer）要求美国政府每年捐助1亿美元给媒体来培训当地的学生，用于推翻不民主的政府。他还呼吁广泛利用文字信息群发装置，帮助“民主派人士之间通信以管理游行”（Palmer，2006）。他的这个建议使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的官员们有根据怀疑2009年4月基希纽夫
[91]

 街上使用的“推特革命”策略旨在煽起大规模的，有时是暴力的反政府抗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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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的猜测是真的，那么伊朗政府就有理由使反美言论、仇外情绪和过分的民族主义升级。假设把独立的媒体业严格地作为民主的基本原则，那么美国政府就得降低或结束它与许多盟国（包括贝卢斯科尼
[92]

 任总理时的意大利）和贸易伙伴的外交关系。

推特（Twitter），一种在美国发展起来的博客和网络技术，被积极地用于2009年的伊朗总统选举活动。它被那些质疑现任总统艾哈迈迪·内贾德
[93]

 ——奥巴马政府最不喜欢的候选人——再次当选的人们用于鼓动抗议游行。在推特公司准备于6月在德黑兰公众游行中途安排一次网站暂停维修时，奥巴马的公共事务助理国务卿克劳利（P.J.Crowley）要求该公司推迟暂停以支持抗议者，虽然奥巴马否认干涉伊朗国内的政治事务。推特公司通知其用户，它遵从该要求，因为“推特作为当前伊朗的重要通信工具正在起作用”。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把这种国家行为称为“电子外交”，而不是干涉。

在20世纪的最后10年及21世纪初，西方主流媒体通常把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及东欧和中亚其他国家的一系列政治起义形容为合法且民主的民粹主义活动。大部分报道把“颜色革命”尊崇为热爱自由的政治异见者反抗独裁政权的英雄圣像。这是经常指责俄罗斯重启冷战的主流媒体（包括《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的一部分鼓噪。在美国大多数媒体的报道中，美国的干涉是无争议的。美国主流媒体还不加批评地对美国在前苏联地区组织的经济“休克疗法”进行大肆宣扬，把社会主义和一切形式的民族主义经济妖魔化（Klein，2007）。把几位东欧领导人贴上“独裁者”的标签不是确切的描述，即使他们确实表现出某些极权主义的风格。有些人认为，对于那些期望更极端结果的好斗的青年团体而言，这些起义也是以“失败的革命”而结束（Beissiger，2006）。2009年，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均由亲西方的新自由主义领袖掌权，其中两位——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和乌克兰的尤先科——面临着下台的巨大压力，虽然帮助他们上台的美国（参见第四章）没有介入最近的“人民权力”活动。

当地媒体在改变政体的运动中也起着重要作用。美国政府通过自由之家、国际研究和交流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earch and Exchange，IREX）、国际新闻社、美国及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当地的其他团体为培训媒体提供各种资助（Mitchel，2006；U.S. Embassy in Ukrain无日期)。NED指出，在20世纪90年代，它集中了“国际媒体援助中心”（CIMA）的大批资金用于前苏联和东欧（CIMA，2008，6）。美国之音、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英国广播公司（BBC）的世界服务及西方的其他广播媒体，大规模地、持续地播放针对前共产主义国家的反政府报道。近几年，它们煽动“颜色革命”的积极分子们走上街头。开放社会研究所（OSI）通过开放媒体研究所（OMRI）帮助创立和资助捷克当地的《过渡》杂志以及在1999年的在线过渡网站。这个网站还从基地在美国并由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出资的欧亚基金会（它聚焦于12个前苏联的共和国)、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民主基金会、自由之家、NED出资的独立记者基金会、福特基金会
20

 和美国国会出资的美国和平研究所得到资助（Barker，2008）。《过渡》杂志针对的是苏联和华沙条约解体后形成的28个共和国。OMRI在它的网站上说，它成立于1994年，“作为国会指定的美国国际广播委员会与开放社会研究所合作的公私合营机构，后者在1994年12月弥补了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研究所解散时遗留的空缺”（Barker，2008）。

另一个始于1982年的海外媒体培训机构——国际新闻社，是由加州戴维·霍夫曼（David Hoffman）主持的一家阿卡塔
[94]

 （Arcata）公司，它与许多国家（包括整个前苏联和华沙条约地区）的私营媒体合作。在它的目标国家名单上，俄罗斯居首位，自1992年起它在俄罗斯运营，发展美国式的商业化媒体（Meier，1995）。“国际新闻社花800万美元在乌克兰设立了一个媒体中心作为新闻办事处，从事广播和印刷。”（Baker，2004）它宣称其使命是“使世界各国的当地媒体有能力向人民提供他们需要的新闻和信息，有能力互相联系，并且有工具使他们的声音被听到”（Internews，2009）。它的资助者包括私人基金会、OSI、世界银行，最多的是国务院、USAID和NED。2004年其财务预算2 700万美元的约90%来自美国的纳税人（Melia，2005，appendix 1；10）。其他资金来源包括美国在线/时代华纳、通用电气公司和微软（Baker，2004）。在刊登于《华盛顿时报》的一篇文章中，霍夫曼和他的合作者强调了媒体援助的市场导向：


我们怎样打赢思想战？抵制控制信息的诱惑。代之以依靠美国民主的两根支柱——自由企业和自由媒体。联邦政府应支持私营企业在迎接这个挑战中的作用。在赢得民众心意方面，私营企业比政府制作的任何东西都强。虽然出于战略理由仍需要政府的广播，但大部分公共资助应该给予当地的私营广播站。（Hoffman and Dale，2005）



其他援助民主的团体

除上述团体外，还有许多其他组织直接或间接地介入政体改革。在保守的国防分析研究所和胡佛研究所工作的戴维·阿德斯尼克
[95]

 （David Adesnik）和迈克尔·麦克弗尔
[96]

 （Michael McFaul）指出
21

 ：


近20年来，促销民主的工具箱里充满了各种标准的援助项目，包括：技术援助以改变政府机构，培训律师、记者、政党和工会领导人，向公民社会提供直接财务援助，用于交换学生的助学金等。（Adesnik and McFaul）



作为这种工具组织之一，美国律师协会也介入了针对前苏联和华沙条约国的中欧和东欧法律创意（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an Law Initiative，CEE-LI）。另一个有影响力的组织是国际研究和交换委员会（IREX），它培训了许多中、东欧的选举监事。在东欧的“颜色革命”中，更有影响力的是起了一个奇怪名字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e，AEI），它坐落在其创始人吉恩·夏普
[97]

 （Gene Sharp）的家乡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据一份详细的报告说，夏普的作品帮助触发了2000年美国支持的塞尔维亚动乱：


贝尔格莱德一家名为“公民创意”的私人团体的主任米柳英科·戴莱塔（Miljenko Dereta）在美国得到自由之家的资助，印刷和散发了5 000册夏普的书。“抗拒”的领袖波波维奇说，积极分子于2000年3月在布达佩斯的希尔顿酒店得到夏普的同事罗伯特·赫尔维（Robert Helvey）上校的培训，自觉地利用“这个非暴力的个人反抗的思想”。(Mowat，2005）



与NED同年（1983年）成立的AEI鼓吹使用“战略性的非暴力行动”。近年来，AEI以半极权主义国家的青年为目标，用超法律的手段推翻在位的国家主义领导人。AEI的前主任赫尔维上校是美国陆军退休的情报专家，他曾两次在越南服役。赫尔维还曾是美国驻缅甸的武官(1983—1985）及美国国防情报局的长期官员。AEI的另一位前主任兼夏普的门生彼得·阿克曼创立了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ICNC）（参见前文），而且是自由之家的理事会主席。虽然AEI和ICNC都称自己崇拜甘地的非暴力行动传统，甘地本人却坚信民主不可能由外国代理人拟定，即使他们是好意。甘地曾说，“民主的精神不能从外部强加。它只能从内部产生。”他反对各种形式的帝国主义。与甘地不同的是，AEI和ICNC的领导者们不认为自己是和平主义者，他们只是“战略性地”非暴力，而在必要时允许使用暴力。利用甘地的名字和形象而没有采用他的精神实质，构成了盗用身份做欺骗性宣传的一种方式。

夏普支持美国介入“颜色革命”，他不是不知道国家干涉的欺骗性。他写道：“有些国家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或政治利益，往往会容忍甚至积极帮助独裁政府……有些国家只是为了自己能取得对另一个国家的经济、政治或军事控制而反对独裁。”（Sharp，1993，6）虽然夏普持这种观点，但他显然是为了“国家的原因”而不使他的AEI卷入把颜色革命与美国在战后支持独裁者（马科斯、全斗焕、伊朗国王巴列维、巴蒂斯塔、杜伐利埃、特鲁希略、索摩查、吴廷艳、皮诺切特、苏哈托、穆沙拉夫等
[98]

 ）的历史相提并论的争论中。他也未承认自己与美国是为了“经济、政治或军事控制”而在东欧的内部斗争中合谋。他宣扬的非暴力打败政府的策略，包括利用公民拒绝服从、街头抗议、外界监督选举和其他措施，成为塞尔维亚、格鲁吉亚、乌克兰和其他国家改变政体的剧情指南。夏普坚持说，他的工作独立于美国政府；他也把推翻这些政体的工作与产生及改变这些政体的后果分割开（Sharp，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最后要提及参与促销民主的那些职业性咨询团体。据托马斯·梅里亚
[99]

 说，少数几个私营集团囊括了绝大部分的援助民主项目。主要包括：国际管理系统公司、国际创新协会
[100]

 、凯莫尼克国际发展咨询公司
[101]

 、发展协会、博思艾伦咨询公司、三角研究所
[102]

 、切琪公司
[103]

 、世界学习公司
[104]

 （Melia，2005，5）。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托马斯·卡罗瑟斯认为：


实施民主援助的那些机构比较愿意参加现场活动，而不是事后回忆……许多促销民主的人神经质地拒绝批评性回忆。传教士般的热忱弥漫在现场，伴随着不愿意自我怀疑和反思事业的价值……他们写的报告在某种程度上是为应对外界，出版这类报告的必要性通常更像是为了应对公共
 关系而不是为了别的目的
 。
 （Carothers，1999，8；斜体是后加的）



欧洲的促销民主

与几乎全神贯注地促销民主的美国政党机构IRI和NDI不同，欧洲的政党机构从事较为一般性的援助项目。美国式的政治援助较深地扎根于职业性咨询团体不断地大量花钱寻找客户。与欧洲的同行相比，这些私营团体的工资、差旅费和办公费用花掉了美国国际开发署提供的大部分资金（Newberg and Carothers，1996，106）。政治咨询确实是能挣大钱的买卖。咨询业的主要杂志《竞选》和《选举》的编辑乔丹·李伯曼（Jordan Lieberman）说，“政治竞选和好莱坞电影是美国最成功的出口产品。”（引自Vuist，2008a，b，c）这与其他表示美国已成为促销型政治的经济指标一致。

欧洲的援助民主较少考虑商业事务。一份比较美国、英国和加拿大的促销民主计划的研究发现，“有意思的是，对于美国的基金会来说，扩展市场比较重要（花掉援助金的10.8%）而加拿大或英国的同行只花了不到1%的援助金用于发展市场经济。


对于美国来说，这个目标的相对重要性符合它的正统思想，即对于构建和强化民主来说，资本主义是最重要的。基金会之间的差异可能表示美国之外的基金会还没有把这些政治和经济元素置于促销民主的大旗之下。（Scott and Walters，2000，250）



总体上，在力图转变政治机构和政治活动方面，与美国的同类团体相比，欧洲促销民主的基金会采取了较为有节制的做法，虽然它们都有建立新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共同目标。一个不同之处是，欧洲人对于项目有较长远的眼光
22

 ，并且在直接援助政治异见者方面比美国更谨慎。一位在布拉格的NGO领导人拒绝西欧的做法，因为在他看来，对于像卢卡申科
[105]

 那样的领导人来说，建设性接触是不起作用的，需要攻击性活动（Blazevic，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

德国的民主基金会

据几位德国政党和民主基金会的领导人报告，美国的外交政策领导人倾向于考虑短期目标，包括推翻它不喜欢的国家领导人。由于历史上德国和英国的军国主义曾多次入侵它们的邻国，所以针对一些欧洲政府的这种做法并不恰当。由于纳粹残暴进攻和侵占东欧的历史，德国对此特别敏感。重要的是，从欧盟整体的政治经济角度来考虑，对政体变革持最大抗拒态度的俄罗斯是它们的第三大贸易伙伴。

另一个不同之处在于，德国的基金会把公司资本主义的方法理解为：社会市场经济。事实上，这是保守的基督教民主党人提出的概念，它包括有管制的市场、集体谈判、全国的卫生保健及其他的福利国家功能，德国的其他政党也持此观点。这使得中右的德国基督教民主党比回避“福利社会”概念的美国民主党更左。其他西欧国家也接受社会市场经济的信条，并把它写入欧盟的宪法。美国的两个主要政党把市场理解为自由放任的，即使它们在实际上以大量的补贴、巨额的减免税、取消管制、成本加奖励的合同等方式支持由公司提供广泛的福利。

欧洲有32个基金会，其中27个在2004年的财务预算总计为4亿欧元，德国的6家基金会共计占90%，其中几乎60%来自两个最大的德国政党的基金会。这些基金会大部分是在1989年以后设立的（为应对苏联和华沙条约的解体)，它们的工作主要集中于支持国外持同样观点的政党，虽然有一半的基金会认为，实现这个目标的主要障碍是在欠发达国家缺乏建立政党的传统。东欧和中亚得到了最大的关注和援助。基金会对北非和中东的关注最少，虽然这里的国家属于最不民主国家之列（Werch and Zeeuw，2005，xiii、xiv）。

在西欧促销民主的基金会中，最大的援助来源是德国（NED，2006，10f16），主要来自一些党派的基金会，它们提供了该地区总援助约90%的压倒性份额。主要的党派基金会是成立于1925年、与社会民主党有关的弗里德里希·艾伯特基金会
[106]

 （F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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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及与基督教民主党有关的康拉特·阿登纳基金会（最初成立于1955年，为纪念阿登纳总理
[107]

 于1964年改名)，两个基金会各有600多位工作人员（Scott，2002，194）。在德国，两者都是作为民主培训中心而建立的，这段历史使它们在国外的行为比较温和。第三个重要的党派机构是建立于1958年的弗里德里希·诺曼基金会
[108]

 （FNS），它代表自由民主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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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外，还有成立于1967年的汉斯·西特尔基金会
[109]

 （基督教社会联盟)、1998年建立的海因利希·伯尔基金会
[110]

 （绿党）和1990年建立的规模很小的罗莎·卢森堡基金会
[111]

 （民主社会党)。前5个最大的基金会在2004年贡献了41 850万美元给它们支持的各种国际项目。最小的左翼基金会——罗莎·卢森堡基金会的预算是1 080万美元（Carothers，2006b，84~85）。在前五个基金会之中，阿登纳基金会在援助国外政党方面影响力最大。

欧洲基金会的民主创意活动是寄希望于东欧成为欧洲议会的未来伙伴，与美国的IRI和NDI对东欧地区的政治目的相比，这较为透明，虽然它们大多对东欧的民族主义政体持同样的战略性反对态度。“欧洲政治基金会的核心任务是援助政党。”（Werch and Zeeuw，2005，14）中间党派和中右党派比左翼党派更积极地从事党与党之间的关系，不过问题在于能否找到稳定的对方。例如，艾伯特基金会（FES）专注于支持东欧的工会（Pia Bungarten，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类似地，美国共和党在支持中、东欧国家合意的（右派）政党竞选胜利方面扮演着比民主党更积极的角色。因此，支持政党更多地是为了巩固政治权力，而不是建立民主机制（Carothers，2006b，144~145、154）。一份研究报告认为，欧盟较少直接插手管理公民层次的援助民主，它的非政府组织的援助较多地依靠“当地公民社会发展基金会的网络”（Ottaway and Carothers，2000，307）。

由于整个西欧有政治上较为分散和明确的党派及思想意识流，所以人们可能会认为这些党派的基金会在中、东欧的影响力比美国同行更大。实际上，至少在短期内并非如此，尽管前者在援助民主方面花的钱更多。弗朗西斯·福山
[112]

 （Francis Fukuyama）坚持认为，只有美国支持中、东欧国家抵抗共产党的统治，所以在那个地区美国得到的信任比西欧多。此外，USAID资助并由自由之家管理的一个波兰组织的领导人说，正是由于美国在乌克兰的政治建议被证明是不切题的，所以他的组织在2005年同USAID分道扬镳（Pueklo，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

德国弗里德里希·诺曼基金会（FNS）中、东欧地区部的一位领导宣称，由于经历过共产党的统治，至少在中欧地区普遍对政治不感兴趣，因此近期的重点放在非政府组织上（Tamm，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这很难断定，因为FNS对这些事务采取“自由的”观点（这种观点在欧洲的经济含义很像美国自由主义的含义)，所以可能低估了中央集权机制和实际活动。他还指出大部分波兰人对俄罗斯心存忧虑，这种态度显然得到许多共鸣，这也是领导冷战的美国成为比西欧更强的同盟者的理由。因此，小布什政府表面上是为了伊朗可能存在的核武装野心，实际是针对俄罗斯的核导弹，而在波兰部署“反导弹盾牌”的防御系统，得到该国的普遍赞同。奥巴马就任总统后的第一个月就表示，这个盾牌是优先度较低的事。

撇开上述有关两个超级大国的事，亲西方的中、东欧领导人们表示欣赏美国在采取行动时的“灵活性”和它在给项目调拨资金以及其他资源方面的“简单决策过程”，他们依靠这些对捐款单位有利的项目取得资助（Tamm，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这使得当地的NGO工作者有点像薪水相对较高的职场雇员，他们往往脱离本来应该为之服务的大多数人民，但他们得到的薪水不取决于人民（Matveeva，2008）。这一系列由外国资助的NGO、智囊机构、大学的知识分子、法律界和其他职业的职场人士、商界企业家、私营媒体的主管及其他有影响力的人们构成了一个令人生畏的利益集团，他们一起操控民意，强化多头的精英统治，把天才的人民从政府的服务中排除。这一切都削弱了国家的作用。政治领导人和政党越来越依靠职能部门，而不是被他们当作构建政治交往、赢得选举和继续掌权的工具的大多数选民。

德国多数的民主基金会领导人都不欣赏美国在海外活动采取的“灵活性”手段。德国人和其他欧洲政府在提供援助时倾向于依靠更严格的会计程序和“条件”。也就是说，他们检查援助的资金是如何花掉的，并要求在下一步援助前提供变化（即民主化）程度的指数（Agh，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一位艾伯特基金会（FES）的职员说，“美国的政党基金会及其他促销民主的国家机构的灵活性实际上在于，它们根据如何能最容易地做好这件事的新想法而改变其活动，况且它们肆无忌惮。”他说，德国有外交部官员直接监管长期政策的限制和较“不灵活”的决策。而且，德国的基金会在面对外国当局时比美国的同行们受到更多的限制，因而宁可在党对党或者培训议会的层次上促进改革（Buhbe，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另一位德国基金会的左派职员同意上述观点，他认为东欧的政党愿意接受美国的资金援助，但喜欢德国基金会认真管理的思想（Georgiev，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海因利希·伯尔基金会（HBS）东欧地区的一位项目主管也对美国促销民主的短期思路表示怀疑。“我们有长期纲领，所以我们不那么灵活，但是我们与东欧的伙伴们长期合作，使他们有所成长。”她说，伯尔基金会更关心的是人民、各种组织和公民社会的基础设施，“这就是我们不同于美国做法之处”。根据她在该地区的经验，她发现美国致力于不民主的公民社会的“职业化”和“商品化”。她认为，正在发生的情况是，由捐款者推动的中、东欧项目反映出美国资助机构的愿望，而且由于采用了合同招标过程且疏于监管资金是如何被花掉的，所以当地雇来的职员把构建公民社会当成追求利润的商机和迎合美国基金会条件的工作，并从中为他们自己谋取最高的收入。


问题在于，这类组织不是非政府组织，而是商业组织……今年它们（当地的NGO）做这个工作，明年它们做其他某些事情。然后，再下一年它们做某些完全不同的事情，因为捐款者的标签（细节要求）有变化。所以，它们作为一个组织是不发展的。（Fischer，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考虑到美国在伊拉克曾“消失过”数千亿美元，包括设备、武器和现金贿赂等，这个评论看起来一点也不过分（Ritchy，2009）。

与美国的同行相比，德国的基金会对俄罗斯有着比较细微的立场。由于历史性原因，这反映出德国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纳粹的野蛮和破坏性入侵造成约2 700万苏联人死亡负有责任。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民主基金会的领导人认为，由于这段羞愧的过去，德国感到更需要展现它的民主特征，而且比英国或美国贡献更多的资源在其国外的民主项目上（French，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或许同样重要的是，德国紧密联系俄罗斯代表了两国之间强大的贸易关系，加上德国严重依赖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社会民主党特别注重培养与俄罗斯的良好关系，社会民主党人弗朗克·施泰因迈尔（Frank Steinmeier）在2009年是德国外交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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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副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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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国前总理盖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oder）也是社会民主党人，他是波罗的海（北部湾）天然气管道公司的监事会会长，该公司与俄罗斯国家油气公司是合作伙伴，油气管道通过波兰、乌克兰和立陶宛。

我曾交谈过的德国基金会领导人普遍同意这样的观点，美国倾向于对欧洲的政治和经济转型采取较为激进的短期措施。美国的国家政策是，在机会失去之前，迅速搭建起通向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的桥梁，而德国的官员们认为这是与邻国建立长期关系的问题。这无疑使德国必须比远隔重洋并有400年孤独历史的美国更多地容忍该地区国家的不幸后果。这方面的唯一例外是右翼的汉斯·西特尔基金会，它代表基督教社会联盟党（巴伐利亚州的基督教民主党)。西特尔本人在2009年积极干涉拉美的萨尔瓦多，企图阻止FML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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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取得政权。这种代表国外右翼政党的干涉主义行为类似美国的IRI，它受到了德国左翼政党的批判，甚至右翼的基督教民主党也为它感到羞愧（Georgiev，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Momkes，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艾伯特基金会的国际对话主任代表该基金会说，首先，德国的基金会对于美国同行（IRI和NDI）有时不尊重受援国的监管和法律表示广泛的担心。其次，“美国的基金会（党派的研究所）与国务院之间过分的亲近……给人的感觉是，它们直接从国家得到迅速的帮助”。她说，缺少的是促销民主与政府之间的防火墙，没有它就不可避免地导致当地对国外组织的反感，既影响美国的民主基金会，也影响德国的民主基金会。然而，德国外交部被观察到的美国在海外的作用所触动，正在重新考虑不介入党派基金会促销民主活动的立场，并考虑在这些事务中采取更为积极的国家立场（Pia Bungarten，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美国和德国促销民主的基金会之间有竞争吗？毫无疑问，有。因为这两个国家正在为自身在中、东欧及其他地区的影响力而竞争。艾伯特基金会中、东欧项目的主任感觉，美国促销民主的那些人在对待他们的任务方面有些傲慢——“他们相信，迄今为止我们能创造的最好世界是美国宪法和美国生活方式。所以，他们只需要出口它们，世界就会变得更好。他们对此深信不疑。”（Pia Bungarten，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民主基金会

英国促销民主的计划是英国1992年成立威斯敏斯特民主基金会（WFD）时制定的，这是保守党的约翰·梅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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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ohn Major）政府为应对苏联的解体和早些时候美国成立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ED）。WFD的规模远小于美国同行NED，或许还小于德国的基金会。2009年，它从外交和英联邦办公室得到的年度资助是410万英镑。它只把这个数目的一半给予各政党，主要是保守党和工党。它的理事会包括英国3个主要政党、工会、企业界、学术界和非政府组织的代表。

WFD把它的援助聚焦于民主化、人权、政治参与以及解决冲突等领域（Scott，2002，190）。一份对比各种促销民主方法的研究报告发现，“英国和加拿大的基金会像是地区性专家；美国的基金会则不但是全球性专家，更像是一个到处游走的民主推销员，随着机会和需要转移其重点地区。”（Scott and Walters，2000，253）保守党与工党之间的一个差别是，前者注重政党之间的直接关系和选举能力，后者则由于认为政党之间的关系难以持久而专注于议会的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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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attar，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Thomas，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与美国的NED或USAID不同，英国的这两个政党都不把是否存在开放的商业市场作为向目标国提供援助的前提。这两个政党也都不从事公民社会活动。

由于预算少，也没有私人基金资助，WFD不在国外设立办事处，它主要为其他国家的来访者提供在英国的关于政治和议会程序的培训。然而，它仍然存在于以促销民主为目标的国家内。英国保守党国际部的一位发言人说，英国和美国的政体改革代理人经常通过无线电装置协调他们的海外工作。不过，在做政党的工作方面，WFD比美国的NED或德国的基金会有更明显的意识形态和“党派性”。英国的保守派认为，德国基金会的做法太“学院气”。WFD的保守派国际办公室主任菲丽帕·勃鲁姆（Philippa Broom）指出，他们与美国共和党的IRI密切合作，有时也与民主党的NDI合作，拟定共同的政治目标（Broom，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Thomas，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WFD的首席执行官戴维·弗兰奇（David French）在对比WFD与德国基金会时评论说：“我们不会为政党与附属于它的基金会之间有清楚界线的德国系统的细节而感到烦恼。”（French，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谈到英国明显的党派性以及英国和美国对东欧政治改革的共同观点，勃鲁姆举了个例子：“如果具体看乌克兰，我们都要政体改革。我们要那家伙（亚努科维奇政府）下台，我们要尤先科上台。”尽管有共同的战略目标，她还是批评美国的短期做法：“对于美国的代理人，这是更加政治性的，这是绝对的：‘我们要改革政体，我们一定要做成这件事’。”对于比较含蓄的德国做法，她说：“你无视党派性……你就不可能有好的治理，你可能如愿地有许多极好的非政府组织，但是归根结底它们不是压力团体。”（Broom，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欧洲其他促销民主的基金会

在欧洲，还存在一些小的促销民主的机构，不过从规模来讲没有一个能与德国相比。在荷兰，7个政党在2000年建立了一个多党民主研究所（Netherland.s Institute for Multiparty Democracy NIMD它与150多个国家（包括东欧）的政党有联系。它的2008年度财务预算是1 030万欧元。NIMD采取比较直接的方式与其他政治系统打交道。例如，它的网页叙述过，在格鲁吉亚总统萨卡什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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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治下，党派之间的联系中断，2008年年初的总统选举和议会选举发生了有利于执政党的统一民族运动（United National Movement）的舞弊行为（NIMD，2009）。在此情况下，西欧没有支持“颜色革命”，尽管发生了要求他辞职的大规模游行。美国却把萨卡什维利当作可靠的盟友以对抗俄罗斯在高加索地区的影响力。

在瑞典，社会民主党在1992年建立的奥洛夫·帕尔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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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际中心（Olof Palme International Center，OPIC）与该国国内的劳工运动密切相关。它的资金来自瑞典工会联合会、瑞典社会民主党和瑞典合作社联盟。它在欧洲的工作对象是波罗的海国家、巴尔干半岛国家和俄罗斯。该中心2004年度的财务预算是1 250万欧元。它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公民社会问题（Wersch and De Zeeuw，2005）。在白俄罗斯，OPIC帮助建立和联合社会民族运动去反对它认为有不民主特征的卢卡申科政府。在乌克兰，在它的伙伴乌克兰社会党于2007年议会选举中失利后，它的地位也随之下降。与美国相比，OPIC在该地区的政治作用小得多，它显然只是希望把东欧纳入欧盟和全球市场经济。

虽然德国和英国各党派的基金会对美国促销民主的做法深表担忧，但它们还是与美国的同行紧密合作。据一位长期从事促销民主的实践工作者说：


这两个机构（IRI和NDI）与其他国家政党的同行——从德国的基金会到英国的威斯敏斯特民主基金会和荷兰的多党民主研究所——保持密切而友好的联系。它们都提供类似的建议和援助（虽然这些同行比美国的规模小得多)。这两个党的机构已经开始接受来自其他国家援助机构的资助。（Melia，2005，24~25）



在第四章，我将探讨美国及欧洲各国在东欧促销民主的活动。主要研究从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到乌克兰的“颜色革命”。在这些地区，促销民主的重要根源是冷战后美国对普京时代的俄罗斯继续采取侵略性的态度。促销民主也扎根于当地各种团体及参与外国资助的政治项目的某些个人（确切地说是靠美国帮助取得权力的派别）有根深蒂固的反俄和反共情结。

第四章主要聚焦于美国政府和私营机构的“过渡”计划，重点放在追求政体改革的象征性方面。当外国的改革代理人（他们喜欢这样称呼自己）对他们企图建立民主的地区缺乏了解时，与实地体验了解情况相比，他们更加依赖自身在说服公众方面的技术特长。因此，建设民主的基础立足于通信手段和机会主义的赞助人—客户关系。作为该使命的一部分，美国使用一系列工具达到其政治目的，其中许多工具与商品市场、公关活动和媒体宣传有关。

章末注


1
 . 阿伦的评述发表在他的“宣传：蓄意的外交武器”一文中，《国务院公告》，21（546），12月19日，941~943页。（引自Brown，无日期）


2
 . 在1991年的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之前，伟达（Hill&Knowlton）公关顾问公司沾上了臭名；当时它受科威特政府的聘用而工作。伟达公司的华盛顿办事处主任是白宫前办公室主任、布什的好友克雷格·富勒（Craig Fuller），他为老布什政府组织了一个支持干涉的宣传运动。这家咨询公司的一份报告捏造萨达姆·侯赛因的士兵把科威特的婴儿从医院保温箱里扔出去。老布什和其他人在多个场合以此证明入侵是正义的。


3
 . 任登公司在中东的项目包括推荐有争议的阿赫麦德·沙拉比（他自1958年13岁起就未到过伊拉克）领导下的伊拉克国民大会党（INC）。任登公司还帮助建立伊拉克广播公司和胡里亚（Hurriah）广播电台，它在萨达姆时代从科威特向伊拉克的反对派领导人发送信息并在伊拉克入侵期间（1990—1991）为科威特流亡政府做宣传工作；任登公司宣称在91个国家有其他项目。据《纽约客》杂志记者塞摩·何煦（Seymour Hersh）报道，中情局代表伊拉克国民大会党（INC）支付给任登公司约100万美元（参见Kennedy and Lucas，2005；Wikipedia，2007b；and Banford，2005）。（沙拉比无中生有地说萨达姆有大规模毁灭性武器并且与基地组织有联系，从而使小布什政府以此为理由得到国会授权入侵伊拉克。——译者注）


4
 . 另一方面，中情局选择的项目隐瞒它折磨基地组织嫌疑人的形象，销毁了至少92盘录像带，例如，暴露使用水刑的录像（Mazzetti，2009）。奥巴马的白宫决定否定小布什政府使用的折磨政策。（水刑是把人反复浸入水中，使其多次产生淹死的感觉；2002年2月赖斯首次批准对基地组织的嫌疑犯使用水刑。——译者注）


5
 . 林肯集团和任登集团一度是合作伙伴，两者都为美国政府，特别是代表驻中东的美军，提供心理战服务。林肯集团为“改善外国关于美国的（特别是美军的），民意而开展心理战”，从而成为分享五角大楼5年3亿美元合同的三家公关组织之一（Merle，2005）。它的目标之一是付钱给伊拉克媒体以刊载美国军方撰写的匿名文章。这引起了人们对这些欺骗性报道可能轻易传入美国的担心。任登集团曾一直为美国两党的总统候选人提供媒体服务，在“沙漠风暴”战争期间每月从科威特皇家收到10万美元，还从中情局得到2 300万美元的合同制造反侯赛因的宣传（Cockburn and St.Clair，2004，322）。


6
 . 奥巴马在2009年关闭了五角大楼的“支持公共外交”办公室，但保留了国务院的公共外交和公共事务副国务卿职位。


7
 . 小布什在他的第一任总统任期内至少任命了32位与军工产业有关的官员，其中17人与主要的国防承包商有联系。这些人包括海军部长高尔登·英格兰（Gordon England），前通用动力公司副总裁；空军部长詹姆斯·罗奇（James Roche），前诺斯罗普—格鲁曼公司执行官（Hartung and Ciarrocca，2006）。


8
 . 这个禁止来自美国宪法（第一章，第七节，第7条），它禁止使用未经合法拨款的联邦资金。后来在1913年的立法（5U.S.C.3107）中，禁止用联邦资金“支付给宣传专家，除非有为此目的的专用拨款。P.L.108-447，Div.H Sec.624限制美国政府机构发布针对美国人的“以名声或宣传为目的”的通信（具体措辞是“为自我吹嘘的、吹捧者的、纯粹党派性的、隐蔽的宣传”），除非国会授权（Kosar，2005，5~6）。


9
 . 小布什政府把副国务卿负责的全球事务改为民主与全球事务，并设立负责“全球民主战略”的副国家安全顾问以支持小布什的“自由日程表”，USAID也被改授予副助理行政官的地位以承担促销民主的工作。


10
 . IRI在它反左的“无党派性”中常常与另一个NED资助的组织——劳联—产联的自由工会研究所（FTUI）——合作。在20世纪80年代，FTUI的援助民主项目得到了150万美元的捐助，用于支持右翼极端团体全国大学联盟，其目的是遏制法国的弗朗索瓦·密特朗社会党政府内FTUI认为是危险的共产主义影响（Conry，1993）。（密特朗是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1981年当选法国总统，1988年连任总统，1995年退休，1996年逝世。——译者注）


11
 . 在布加勒斯特的其他美国顾问中有兼职的迪克·莫里斯（曾是克林顿的顾问），他为罗马尼亚裔美国人里亚·罗伯茨（前内瓦达州共和党主席）工作，此人的竞选很快流产了。以色列顾问塔尔·希贝斯坦与美国顾问詹姆斯·卡维尔和斯坦利·格林伯格在2004年的总统大选工作中代表总理阿德里安·内斯塔塞。奇怪的是，伊亚尔·阿拉德的以色列公关公司在总统大选中为否认纳粹大屠杀的右翼民族主义者瓦吉姆·杜铎尔和他的大罗马尼亚党工作。在2007年，希贝斯坦与一伙以色列顾问、美国顾问阿瑟·芬格尔斯坦以及罗马尼亚商业电视经理丹·安德罗尼奇一起支持总理卡林·塔里塞亚努和他的自由党。在国外工作的美国政治顾问们往往在左翼和右翼党派之间变换结盟，这反映了民主党和共和党在新自由主义外交政策方面的合谋。


12
 . 里根的形象起到模拟物的作用；因为他过去的经历和人格使他认为自己确实是总统或者是某个扮演总统的人。


13
 . 2009年，国务院的美国援助欧洲和欧亚的协调员丹尼尔·罗森勃鲁姆（自1991~1997年曾是FTUI的高级项目协调员）在20世纪80年代积极支持鲍里斯·叶利钦和苏联解体。罗森勃鲁姆曾是劳联—产联关于前苏联劳工运动的公共发言人。


14
 . 在2009年穆罕默德·艾哈迈迪·内贾德竞选成功后，德黑兰爆发了街头抗议。据里根时期的一位美国政府官员讲，CIA和NED曾相应地卷入使伊朗失稳和资助对立面总统候选人侯赛因·莫萨维。NED资助的民主基金会的领导人肯尼斯·梯莫曼说，NED介入了在伊朗引起内乱的“绿色革命”，提供金钱给“与NED资助的伊朗国外非政府组织有关的亲莫萨维团体”（Roberts，2009）。


15
 . 尼克松的贴身政治顾问哈尔德曼、埃里希曼和科尔森都来自沃尔特·汤姆逊公司。这三人最后都因水门事件而被定罪。


16
 . 索罗斯出生于1930年，与德国经济学家拉尔夫·达任道夫同年；两人都在伦敦经济学院师从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于2009年逝世的达任道夫取得英国国籍，并终身坚持自由主义形式的公民社会，而索罗斯则坚持社会民主道路。两者都是热心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共产主义者，都认同波普尔鼓吹的“公开社会”和他的反共产主义以及对马克思社会主义的怀疑。


17
 . 2009年年初，奥巴马的国家安全顾问詹姆斯·琼斯在慕尼黑的第45届安全政策问题会议上宣称：“作为美国最近一届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我从基辛格博士处，经过勃伦特·斯可克罗夫将军和现在在场的桑迪·博格过滤，得到我每天的日程。”（外交关系委员会，2009）


18
 . 有较明显的党派性的外交政策非政府组织之一是保卫民主国家基金会，它讽刺性地自命为“无党派”，实际上它是美国在“9·11事件”后成立的新保守主义占优势的组织，其目的是“打击威胁民主的思想意识形态”。它主要聚焦于中东、伊朗和保卫以色列，并鼓吹入侵伊拉克；它的理事会包括著名的保守分子，如纽特·金利奇、威廉·克里斯托尔和史蒂夫·福布斯、前中情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参议员约瑟夫·李伯曼，还有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任命的前政府官员们及保守派的记者们（Foundation of Defense of Democracy，2008）。


19
 . 欧洲选举监视委员会（OSCE）宣布2009年4月的选举结果，共产党胜出是合法的。俄罗斯政治领导人宣布，他们怀疑西方情报系统的干涉是企图破坏摩尔多瓦，达到把该国并入大罗马尼亚国，并扩大北约在东欧的势力范围的目的（Trabanco）。


20
 . 福特基金会资助过那个地区一些以政治和安全问题为导向的基金和智囊机构，包括华沙的公共事务研究所，该研究所也从索罗斯基金会得到大量资助。


21
 . 2009年1月麦克弗尔被任命为奥巴马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俄罗斯事务局的高级局长，并成为奥巴马的顾问。


22
 . 有意义的是，与美国相比，德国外交职务的任命很少带有执政党的政治性，而且海外工作在总体上较少政治化和单边主义。


23
 . 弗里德里希·艾伯特是1918~1919年的德国总理和1919~1925年的总统，他在1925年逝世于办公室。他代表社会民主党（SPD）的右翼，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早期用军队（亲德皇的志愿军）镇压了共产党（斯巴达克派）领导的起义，并杀害了极左派运动的领袖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社会民主党在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方面依然强烈反共，在20世纪70年代社会民主党在防止葡萄牙共产党执政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24
 . 弗里德里希·诺曼基金会代表德国亲自由贸易的自由主义者；有讽刺意味的是它的总部设在波茨坦的卡尔·马克思大街上。


25
 . 在2009年9月的联邦选举后，社会民主党人失去了在德国政府执政联盟中的地位。


26
 . 显然，保守的党派和基金会认为，在西方较容易支持党派，因为右翼的思想意识在中欧和东欧(及其他地区）有较长的历史，而社会民主的痕迹较弱。西方的政治基金一般不太愿意给海外的共产党提供帮助，而且互相猜疑。



[1]
 1961年在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倡议下举行的第一届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有25国参加；自1970年起，每三年召开一次；现有成员国120个。撒切尔夫人执政期间曾举行过4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译者注





[2]
 撒切尔夫人曾是英国保守党领袖和英国首相（1979—1991）。——译者注





[3]
 叶利钦在1991年当选为前苏联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总统，1991年12月，戈尔巴乔夫下台和苏联解体使叶利钦成为独立的俄罗斯联邦总统，1996年的初选中，他未获得半数以上的选票，在与俄共领导人久加诺夫的复选对决中仅以16%的优势胜出。他因酗酒而导致健康恶化。下台前指定普京为接班人。——译者注





[4]
 皮特拉斯是纽约州宾汉大学社会教授（已退休），他是左派，拉美问题专家，长期关注该地区的民众运动，是巴西无地工人和阿根廷失业工人运动的顾问。——译者注





[5]
 贝尔格莱德是前南斯拉夫首都，现在是塞尔维亚首都；比斯凯克是吉尔吉斯斯坦首都。——译者注





[6]
 莱奥丹现在是荷兰国际关系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著有《新外交》一书，曾在2014年出席清华大学主办的第七届政治学与国际关系学术共同体年会，他建议中国企业开展公司外交。——译者注





[7]
 “我们是最佳和最聪明的”是肯尼迪—约翰逊执政时期精英智囊们（如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和麦乔治·邦迪等）自夸的传播很广的名言。——译者注





[8]
 鲍威尔是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老布什总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指挥了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引起的第一次海湾战争；在小布什第一任总统任期内他是国务国务卿；他是美国第一位非洲裔参联会产席和国务卿；他是鸽派，主张“和为贵”，尽可能不发起战争。——译者注





[9]
 赖斯是小布什第一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第二任总统任期内她接替鲍威尔的国务卿职务，她是美国第一位非洲裔的女国务卿；从政前，她是斯坦福大学的教务长，现在是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资深研究员。——译者注





[10]
 阿米塔奇是国防部副部长，温和派，2000年12月与国务卿鲍威尔一起辞职。——译者注





[11]
 佐利克是1989年亚太经合组织创始人之一，2005年任国防部副部长，2007年任世界银行行长。——译者注





[12]
 帕尔是里根时期负责国际安全政策的助理国防部长，小布什总统任命他为国防部顾问机构“国防政策委员会”的主席。——译者注





[13]
 沃尔福维茨是老布什政府的国防部副部长（那时切尼是部长），他在小布什—切尼时期仍任此职，2005年小布任命他为世界银行行长；他是鹰派，主张单边主义和新保守主义。——译者注





[14]
 哈德利在赖斯转任国务卿后接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一职。——译者注





[15]
 民主党在任官员是指当选为国会议员和州长的民主党人。——译者注





[16]
 和平队是肯尼迪总统在1961年建议成立的，由政府出资，是隶属于政府的志愿者组织，招募美国的志愿者（以有色人种为主）到世界各地介绍美国的多元文化社会。——译者注





[17]
 拜登现在是奥巴马的副总统。——译者注





[18]
 福莉在哈佛大取得MBA硕士学位，所以是哈佛的校友。——译者注





[19]
 卡特彼勒公司是美国最大的工程机械和矿山设备公司。——译者注





[20]
 新美国世纪计划（Project for a New American Century）是由25个人（其中有切尼、亿万富豪福布斯、沃维茨、老布什时期的副总统奎尔、小布什的弟弟杰布·布什及因《历史的终结》一书而出名的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福山）发起的新保守主义智囊机构，旨在促进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鼓吹全面的军事霸权。——译者注





[21]
 任登集团是全球战略通信咨询公司，它的特长之一是调查记者的背景，用于向政府告密。奥巴马总统上台后，国防部已于2009年9月与它解约。——译者注





[22]
 SOS是国际医疗、安全救助和礼宾服务机构，分布在全球70多个国家，它在2006年得到一个监视外国媒体如何应对全球反恐战争的合同。——译者注





[23]
 林肯集团负责把美国军方的文章匿名植入伊拉克媒体；2005年退出此项目。——译者注





[24]
 辽尼工业公司是2004年成立的私营的战略通信公司，向美国政府提供绩效分析和评价、数据分析、信息处理、情报支援、运筹研究和同时性通信；2008年得到美国陆军1·3亿美元的网络支持服务合同，培训了60名伊拉克妇女。——译者注





[25]
 MPRI由大批退役的高级军官组成，为美国和国外提供军事专业咨询和军事训练。它的军人密度比五角大楼还要大，军方形容它是“支持伊拉克国家和解的安全部队”。——译者注





[26]
 米洛舍维奇是前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的总统，1992年南斯拉夫解体，分裂成斯洛文尼亚、克鲁地亚、马其顿、波黑（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和由塞尔维亚与黑山（斯拉夫语称蒙特内格罗）组成的新南斯拉夫联盟。不同种族，尤其是塞族，混居于各国，因而引起三场种族清洗大战；美国一直支持打击米洛舍维奇和塞族。克鲁地亚族信仰伊斯兰教（铁托是克族人，他在世时南斯拉夫各族相安无事）。科索沃是塞尔维亚的一个省，与阿尔巴尼亚接壤，居民大多为信仰伊斯兰教的阿尔巴尼亚族，由于科索沃要求脱离塞尔维亚并入阿尔巴尼亚，因而引起了战争，北约战机轰炸了78天，包括美机轰炸位于塞尔维亚首都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科索沃现在由联合国管治。——译者注





[27]
 共和党在2006年的国会中期选举中因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不利而大败，拉姆斯菲尔德引咎辞职，由盖茨接班，盖茨虽为共和党人，但他对伊拉克和阿富汗问题的观点与奥巴马吻合，所以奥巴马执政后仍任命他为国防部部长。——译者注





[28]
 “震慑与恐吓”来自著名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即在开战之前展示军力以摧毁敌方抵抗的意志。——译者注





[29]
 “前线”是记录各行各业现场情况的系列纪录片；“警察”（中文播出时又名“执法先锋”）是从1988年开始播出的专门讲述美国各地警察故事的实录真人秀系列记录片。——译者注





[30]
 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曾是全球最大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2002年因帮助安然公司虚构利润、隐瞒债务，在美国证券交易会调查时销毁文件而遭到刑事起诉。它在各国的分公司都离它而去，现存只剩200余名员工。——译者注





[31]
 科克帕特里克（1926—2006）是里根政府驻联合国大使，她是民主党人，但总统大选时支持里根，反对卡特主张的全球人权。她主张区分极权主义和集权主义，认为落后国家需要集权主义的独裁领袖，应该容忍和帮助它们，并在有可能时联合它们对付极权主义的共产主义国家。——译者注





[32]
 《评论》是美国的著名月刊，创办于1945年，在20世纪70年代成为新保守主义的旗舰杂志。——译者注





[33]
 温·韦勃也是“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成员之一，1998年与切尼、拉姆斯菲尔德等29人联名写信给克林顿总统，建议除掉侯赛因。——译者注





[34]
 这个对政府最有影响的独立的无党派组织已成立80多年，许多知名的外交家离开政府后成为它的成员（如陪同基辛格首次秘密访华，后来任驻华大使的温斯顿·洛德），它提供外交政策理念和具体策略，建立联合国就是它提出的。在21世纪，它提出全球经济一体化。——译者注





[35]
 约瑟夫·西格拉姆公司，1857年成立于加拿大，是全国最大的酒类饮料公司，1981年起进军石油、天然气和化工行业，1997年因资金匮乏而倒闭。——译者注





[36]
 理查德·盖普哈德曾连任14届众议员（1976—2005）。——译者注





[37]
 荣·保罗是一个古怪的、特立独行的共和党人，曾两次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的竞争，只得到一票；他反对轰炸南斯拉夫，反对入侵伊拉克，反对谴责中国人权，反对保护台湾，赞成维基解密，认为美元和美国经济将崩溃。——译者注





[38]
 旋转门“外交”是指接受了公费培训，不为外交服务，却到培训资助者的私营公司工作挣钱。——译者注





[39]
 克莱恩是犹太裔加拿大人，她的父母因反对越战而从美国移民至加拿大。“休克主义”是她的成名作之一。她反对公司治理的全球化，反对公司化的资本主义。——译者注





[40]
 “绿色贝雷帽”是指美国海军陆战队，它的官兵头带绿色贝雷帽。——译者注





[41]
 501（c）是美国税法的一个条款，它给予宗教、慈善、教育等机构免税，而且捐赠者可以将捐赠的金额从个人所得中扣除，免交所得税。——译者注





[42]
 海地自推翻杜瓦利埃家族的独裁统治后，政局一直动荡。阿里斯蒂德在1991年2月当选总统，9月底就被军人政变赶下台，1993年6月复职，1994年5月被迫流亡，1994年10月再次上台，1996年2月再次下台。——译者注





[43]
 1979年年初，原柬埔寨共产党领导成员洪森等在越南的支持下推翻了柬共极左派玻尔波特的政府，成立了人民党，洪森任政府的首相。西哈努克及其儿子拉那烈王子成立了主张君主立宪的丰辛比克党。第三大党是以桑林西为主席的桑林西党（原名高棉民族党），主张西方的自由、民主、人权和自由市场经济。——译者注





[44]
 斯坦利·格林伯格是格林伯格—昆兰—罗斯纳研究公司的董事长，阿尔·昆兰是总经理，杰雷米·罗斯纳是副总经理，该公司的业务是国际民意和战略咨询，研究90多个国家公民对一系列问题的观点。——译者注





[45]
 2010年，马克·菲尔斯坦被克林顿总统任命为美国国际开发署主管拉美和加勒比海事务的副署长。——译者注





[46]
 肯尼斯·沃拉克原是中情局的情报分析员，曾任国务院近东和南亚办事处负责人，是中东地区政治和军事事务专家。——译者注





[47]
 在美国，共和党的标志是大象，民主党的标志是驴；两党竞选之争被称为驴象之争。——译者注





[48]
 托马斯·杜诺霍，原美国卡车司机联合会主席，还担任过美国邮政总局副总监。自1997年起任美国商会主席；支持共和党的保守派，2014年美国国会中期选举时，他主持的美国商会用4 000万美元资助40个共和党人，而只用200万美元资助11个民主党人。——译者注





[49]
 丹尼尔·克里斯曼曾任北约军委会委员、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助理、海湾战争时的战略计划组组长、西点军校总监等，2001年退役后任美国商会负责国际事务的副主席。——译者注





[50]
 NBC环球是一个大型媒体集团，2004年由美国国家广播公司（隶属于通用电气公司）和法国的环球影业公司（隶属于法国维旺迪集团的娱乐事业部）合并而成。——译者注





[51]
 YouTube是美国的一个网站，由华裔美国人陈士骏在2005年创立，允许用户上传自制的“表现自我”的业余视频。——译者注





[52]
 三边委员会是曼哈顿大通银行董事长戴维·洛克菲勒鉴于美国没有能力再独自领导世界而在1973年建议成立的。成立时的三边是指北美、西欧和日本，后来随着形势发展，日本扩大为亚太、西欧扩大为欧盟、北美加进了墨西哥。其成员来自企业界、媒体、学术界、公共服务界（现任内阁官员除外）、工会及其他非政府组织。最初的会晤是讨论如何对付苏联。2005年，在中国开会讨论中国的和平崛起。——译者注





[53]
 盎格鲁-撒克逊人是指历史上有英国血统的人。——译者注





[54]
 “媒体汉击群”是一个著名的数字化媒体和娱乐公司，2013年与上海一家媒体集团签约，为中国的亿万网络和手机用户提供其产品。——译者注





[55]
 “媒体精确性”是一位死硬的反共分子在1969年成立的专门与自由派媒体作对的保守派新闻媒体。——译者注





[56]
 比德伯格俱乐部是由欧美各国政要、企业巨头和银行家等精英组成的超国家游说团体，秘密讨论全球化、国际金融、自由贸易、移民自由、组建国际警察、限制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成员国的主权等。——译者注





[57]
 福布斯是福布斯集团的总裁兼《福布斯》杂志的总编，l998年推出《福布斯》杂志的国际版，他每期撰写“事实与评论”；他是著名的经济预言家，研究政治改革机制，曾任“授权美国”的董事长，1996年和2000年曾参与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的竞争。——译者注





[58]
 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新保守主义的外交家，曾任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的助理、驻联合国大使科克帕特里克的副手、国务院军控与裁军署署长、“新美国世纪计划”的成员之一。——译者注





[59]
 亨廷顿（1927—2008）是国际政治理论家，哈佛大学国际和地区问题研究所所长，卡特总统的安全计划顾问，以《文明的冲突》一书而出名。——译者注





[60]
 奥罗克，讽刺性政治作家，《大西洋月刊》的记者，卡托研究所研究员，《旗帜周刊》特约编辑，著有《论“国富论”》。——译者注





[61]
 帕尔摩（1941—2013）是NED的创始人之一，外交家，曾任驻匈牙利大使、自由之家副主任。——译者注





[62]
 塔夫脱是美国第27届总统（1909—1913），推行反托拉斯法；他曾任美国驻菲律宾的第一任总督。——译者注





[63]
 德崇证券公司是华尔街的高收益证券投资银行，曾是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1990年因其职员米尔肯卷入非法的垃圾证券操作而破产。——译者注





[64]
 卡托研究所是1977年成立的研究公共政策的智囊团，它不接受政府资助，资金来自私人和私人基金会以及出版物的收入，它主张个人自由、有限的政府、自由市场及和平。“卡托”是公元前罗马共和时期的教育家，18世纪，两个英国人匿名在报刊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取名“卡托信扎”，反对专制，要求自由，对后来的美国建国之父华盛顿和杰克逊等人有重大影响。——译者注





[65]
 劳伦斯·利沃摩尔实验室位于旧金山附近，附属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译者注





[66]
 博思艾伦咨询公司是全球领先的管理咨询公司之一，成立于1914年，为跨国公司和军工企业提供战略、组织、系统运作和技术方面的咨询。在70多个国家和地区，包括中国的上海、北京和香港有分支机构，年营业额达30多亿美元。——译者注





[67]
 帕拉丁资本集团，又称“骑士资本集团”，为全球新兴的高科技产业提供投资。“9·11事件”后开始重视对与国土安全和全球安全有关的部门的投资，关注军民两用和基础设施的易受损伤性问题。——译者注





[68]
 阿林顿研究所是未来学家约翰·彼得逊于1989年创立的研究所，关注人口增长、环境恶化、科技爆炸及社会价值观从传统的杀人毁物转变为共赢。——译者注





[69]
 杜瓦尔是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和阿林顿研究所的创办者之一，他与阿克曼合著了《更强的力量》一书，描述非暴力行动使统治者失去使用暴力控制政权的手段，具体叙述丹麦人民对抗纳粹、团结工会打败波兰共产党、智利的公民行动推翻军人独裁者，非暴力行动继续从巴尔干到缅甸改变世界。——译者注





[70]
 沃尔特·汤普逊公司从事市场通信、品牌制造和营销传播，在90多个国家有分支机构；奥美广告公司为美国运通、西尔斯超市、福特和奥迪汽车、德芙食品、芭比娃娃等公司做广告，年营业额达54亿美元。比尔斯曾任沃尔特·汤普逊公司副董事长，奥美广告公司首席执行官。——译者注





[71]
 麦迪逊大街是纽约市中心的一条繁华街道；但是，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麦迪逊大街”成为广告业的代名词，“麦迪逊大街技巧”是指用花招噱头和油腔滑调激发兴趣。——译者注





[72]
 “本叔叔大米”是美国一家大米和大米制食品的进出口公司；此处是讽刺比尔斯居然成了主管宣传的副国务卿。——译者注





[73]
 杜特维勒曾任主管公共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美国驻摩洛哥大使，她在2003年12月任PDPA副国务卿，4个月后因美军在伊拉克虐待战俘事件而辞职。——译者注





[74]
 休斯是小布什竞选得克萨斯州州长时的办公室主任。——译者注





[75]
 玛塔琳在有线新闻网CNN担任共和党战略家，她曾担任里根、老布什和小布什及副总统切尼的顾问。——译者注





[76]
 “商务外交行动”是一个非营利的公关公司，凯莉是总经理，主要调查全球反美情绪的日益普遍以及原有的对美国好感的日益减弱。——译者注





[77]
 麦肯世界集团是跨国广告服务网络公司，在世界191个城市提供广告、网络直销、公关、品牌管理、保健行销等服务，它在l991年与《光明日报》签约，在上海、北京和广州为中国客户（联想、中国移动、美的电器、平安保险、广东双喜香烟等）成立麦肯光明策略办公处。——译者注





[78]
 巴伯是罗特格斯大学的退休教授、纽约城市大学慈善与公民社会中心的高级研究员，研究公民社会、社区服务、教育和民主，曾为克林顿和两届德国总统提供咨询。——译者注





[79]
 尼曼学者必须是在报刊编辑、撰写社论、文字报道记者、摄影记者等方面有至少5年工作经验的人。——译者注





[80]
 富布莱特（1905—1995）任美国参议员长达30年（1945—1974），他主张多边主义，反对麦卡锡和非美活动委员会，反对越战，他在l946年倡议设立美国与国外交流学者的奖学金，由国务院教育与文化局管理；在到2005年为止的50年里共交流了111 000美国学者和188 000外国学者。——译者注





[81]
 奈伊曾任国防部部长助理、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他在20lO年《全球信息化时代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一书中首次提出软实力的概念。2015年1月他的新书名为《美国世纪已过去了吗？》，3月发表文章“美国世纪在中国崛起下仍将存在”，该文指出，在经济、军事和软实力方面中国不可能超越美国。——译者注





[82]
 老男孩网络（Old Boy netwrk）是指大学同学成为精英后保持联系，在职业生涯中互相帮助。——译者注





[83]
 凯瑞投资集团投资于网络产业、网络服务、信息技术、传媒业、环保业、医疗保健业等，在中国有分支机构。——译者注





[84]
 理查德·艾伦在1981~1982年任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因涉嫌受贿为日本记者安排会晤里根夫人南茜而辞职，回到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他在华盛顿成立了一家战略咨询公司。——译者注





[85]
 克拉克是空袭科索沃和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的主要策划者，因与五角大楼不和而辞职。——译者注





[86]
 索拉兹（1940—2010）是民主党人，连续九届的纽约州众议员，是第一个访问朝鲜的美国官员（1980年），1982年反对里根出兵黎巴嫩。克林顿任命他为美国—中亚企业基金会主席，他与布热津斯基共同主持美国—高加索和平委员会。——译者注





[87]
 曼哈顿计划是“二战”时期美国在新墨西哥州和内华达州研制原子弹的秘密计划代号。该计划是爱因斯坦写信提议，经罗斯福总统批准，由格罗夫斯将军领导的。泰勒是当时主要的物理学家之一；战后，他极力主张研制威力更大的核聚变氢弹以对付苏联1948年研制成功的核裂变原子弹。——译者注





[88]
 哈耶克认为，资本主义经济会自然缓解经济危机，反对国家过多地干预经济，反对凯恩斯主义、福利国家和收入均等，反对社会主义和计划经济，认为计划经济会导致极权统治。——译者注





[89]
 贝辛格是政治学教授，1988年他与另一位教授合著《科学管理、纪律威胁和苏联的力量》。——译者注





[90]
 《每日秀》在中国被称为“司徒每日脱口秀”，自1996年9月l以来，每周一至周四晚间11点播出。——译者注





[91]
 基希纽夫是摩尔多瓦（前苏联的摩尔达维亚共和国）的首都。——译者注





[92]
 贝卢斯科尼是知名的政治家、企业家和传媒老板，中右联盟的领袖，也是“绯闻大王”，曾三次出任总理，是“二战”后任职时间最长的总理，最后因政府财政危机而于2011年辞职。——译者注





[93]
 内贾德是保守派政治联盟的领袖，2009年选举时，他的得票率为62%，得到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的认可，但是他的竞选对手穆萨维认为选举有舞弊。——译者注





[94]
 阿卡塔是加州的一个地名，霍夫曼的阿卡塔电子产品公司于2005年在上海设立了分公司；他写过一本书，名为《我们如何报道革命》。——译者注





[95]
 阿德斯尼克毕业于英国牛津大学，曾是美国保守的企业研究所安全中心的客座研究员和外交政策创意研究所研究员。——译者注





[96]
 麦克弗尔是斯坦福大学的政治学教授，民主党人。奥巴马上台后，他成为国安会的俄罗斯与欧亚事务高级顾问，2011年被奥巴马任命为驻俄大使，2014年回到斯坦福大学的胡佛研究所。——译者注





[97]
 夏普曾因反对美军介入朝鲜战争而被判刑两年。他信仰爱因斯坦的反极权主义和甘地的非暴力反抗，1983年成立了爱因斯坦研究所，他被称为“颜色革命的教父”，他认为非暴力抗争能成功的原因是引起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分化。——译者注





[98]
 这些独裁者所属国家依次是菲律宾、韩国、古巴、海地、秘鲁、尼加拉瓜、南越、智利、印尼、巴基斯坦。——译者注





[99]
 梅里亚是主管民主、人权和劳工事务局的副国务卿。——译者注





[100]
 国际创新协会（Creative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是1977年由4位妇女创立的，从事贫困地区可持续发展计划，已在l6个国家（包括尼泊尔、也门、巴基斯坦等）有项目。——译者注





[101]
 凯莫尼克国际发展咨询公司的业务是帮助政府、企业、公民社会和社区促进改革，涉及农业、教育、能源、环境、金融、民主治理、冲突和危机管理等，目的是使人们生活得更健康，有更高生产力，更独立。——译者注





[102]
 三角研究所（Research Triangle Institute）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大学附近的高科技产业区，仿照加州斯坦福大学附近的硅谷，向政府和商界提供研究、发展和技术服务。——译者注





[103]
 切琪公司（Checchi&Co·）提供法律和司法方面的服务。——译者注





[104]
 世界学习公司（World Learning）是非营利的国际非政府组织，为60多个国家提供教育、交换学者以及培训领袖人物的国际学校。——译者注





[105]
 苏联解体后，卢卡申科一直是白俄罗斯总统，坚持与俄罗斯联合，反对西方势力向东扩展。——译者注





[106]
 艾伯特（187l—1925）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魏玛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社会民主党人；他一方面扑灭右派民族主义的复活，另一方面镇压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右派称他是“民族的叛徒”，左派指责他是“革命的叛徒”。——译者注





[107]
 阿登纳（1876—1976）是“二战”后德国的第一任总统，领导德国从战败国重新站起来，成为西方国家的一个平等伙伴，他通过实施社会市场经济创造了德国的“经济奇迹”，他在20世纪50年代就预见到中苏可能分裂。阿登纳基金会向国内外优秀青年提供奖学金。——译者注





[108]
 诺曼（1876—1976）是自由主义政治家，代表中产阶级，既反对大资本家，又害怕工人阶级，主张用基督教的教义缓和工人与大资本家之间的矛盾，他是德皇威廉二世的保皇派，主张对外的自由帝国主义。——译者注





[109]
 西特尔（190l—1961）是巴伐利亚州州长，该基金会在73个国家有80个项目，与我国教育部、对外友协、中央党校、全国妇联有联系。——译者注





[110]
 伯尔是1972年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抨击经济繁荣下的道德沦丧。——译者注





[111]
 罗莎·卢森堡（187l—1919）是德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家和革命活动家，她在1915年与卡尔·李卜克内西一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团体“斯巴达克同盟”，1919年1月1日改称为德国共产党，她却因1915~1918年多次被关押折磨而于1919年1月15日逝世。——译者注





[112]
 福山是日裔美国人，霍普金斯大学尼采高级国际问题研究院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授，著有《历史的终结与最后一人》并一举成名；他认为极权国家不是铁板一块，内部危机将使它转变为自由民主的国家，最后的历史是自由民主的历史。——译者注





[113]
 弗朗克·施泰因迈尔现在仍是默克尔总理的外交部部长。——译者注





[114]
 FMlN是左翼的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它在2006年3月赢得大选，虽然未获得会议的绝对多数席位。——译者注





[115]
 梅杰是英国首相（1990—1997），曾任撒切尔内阁时期的财政部部长和外交部部长，2001年退出政坛。——译者注





[116]
 萨卡什维利曾在谢瓦尔纳泽总统时期担任司法部部长，因不满政府的贪污腐败而辞职。2003年年底以议会选举有舞弊为名，组织大批群众冲进谢瓦尔纳泽住所，迫使他辞职。2004年1月萨卡什维利当选总统，他的颜色革命伙伴日瓦尼亚任总理，后来两人闹翻。2012年总统选举输给反对派联盟“格鲁吉亚之梦”。他下台后被揭发谋杀了日瓦尼亚。美国建议他出国暂避。最终，他到美国塔夫莎大学的法律与外交学院任教。——译者注





[117]
 帕尔梅（1927—1986）在1968~1979年和1982~1986年两次任瑞典首相，1986年遇刺身亡（瑞典领导人很平民化，平时上街不带警卫）。他在1980年受联合国秘书长委托，5次访问伊朗和伊拉克以调解两伊战争。——译者注




第四章

在中欧和东欧促销民主


我们向阿尔巴尼亚主张民主的反对派提供了12辆切诺基吉普车，在他们赢得选举时，我感到无与伦比的骄傲。

——国际共和研究所所长、参议员麦凯恩（引自Bovard，2005，61）

高加索地区流传着一个笑话：为什么美国从来不闹革命？因为那里没有美国大使馆。



据《金融时报》报道，在格鲁吉亚于2008年8月入侵南奥塞梯
[1]

 前，美国国防部利用两家私营的军事承包商——军事职业资源顾问公司（MPRI）和美国系统公司——为格鲁吉亚的特种部队提供内陆作战训练。“在克鲁地亚入侵塞尔维亚族居住的克拉吉纳省导致巴尔干战争中最坏的种族清洗之一的20万难民出逃之前”，MPRI曾对克鲁地亚军人进行培训（Clover and Sevastopulo，2008）。格鲁吉亚政府和西方国家极其关注的一项油气管线计划可以把里海的油气经过格鲁吉亚输往欧洲，从而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美国和以色列是萨卡什维利政府所用武器的两家主要供应者。

在《金融时报》曝光此事之前，美国的主流媒体曾对这场冲突持片面的不同观点，并把它形容为俄罗斯军事入侵。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派驻现场的西方观察员很清楚，这是格鲁吉亚为了控制这块名义上的格鲁吉亚领土，防止其脱离格鲁吉亚而挑起的军事侵略。显然，这是北约盟国之间的协调失灵（Chivers and Barry，2008）。那时的俄罗斯总理普京对西方的反应表示讥讽：“西方所谓的多么强大的宣传机器使我感到惊讶……它是使人敬畏的！吃惊的！”（引自Barry，2008）。美国/欧盟联合安排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美国主流媒体却对由此引发的贝尔格莱德大规模抗议视而不见，这与它愤慨地报道南奥塞梯事件形成鲜明对比
1

 。研究这两起事件可以清楚地知道，冷战还远未结束。北约将俄罗斯以及像塞尔维亚那样与俄罗斯友好的国家替代已死亡的苏联并作为攻击对象。

当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总统派遣入侵过伊拉克的2 000名格鲁吉亚军人的大多数去进攻南奥塞梯时，引起俄罗斯关注的不仅是西方宣传的协调一致，还包括这个宣传用夸张的口气把俄罗斯在该地区的行动比作当年纳粹德国占领中欧。小布什单方面取消了1972年的《美苏反弹道导弹条约》，拒绝签署克林顿时期的《全面禁止核试验条约以》及对《SALT-II》核裁军条约
[2]

 的修改，还推动波兰和捷克政府在2008年同意把导弹防御系统部署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后来奥巴马抛弃了这个计划，但是继续宣传欧洲是伊朗打击——只不过不是现在——的目标的“神话”)。

1999年，克林顿命令美国军队参加北约轰炸塞尔维亚的行动，最终导致了科索沃的分离。这与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
[3]

 希望从格鲁吉亚分离出去是相似的，美国和其他北约国家却坚决支持前者分离，反对后者分离。当事实曝光后，格鲁吉亚的入侵加上萨卡什维利政权的不稳定，限制媒体和镇压政治反对派，致使北约至少暂时无理由尴尬地接受该国为成员国。

对于民主能否简单地——特别是通过外国干涉——建立起来有许多疑问。或者说，民主应该是逐步演变的或“创造出来”的。根据欧盟的一项研究，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开始的外国援助计划，如西欧的PHARE（援助波兰和匈牙利经济重建）和TACIS(技术援助独立国家共同体），在为中、东欧地区的民主和公民社会（特别是非政府组织）奠定基础方面是成功的（Crawford，2003a，86~87）。怀疑者，如戴维·钱德勒
[4]

 （David Chandler）曾质疑，缺乏当地有机推动而在外国指导下形成的公民社会组织是否构成合法的机制建设。根据葛兰西和福柯
[5]

 （Foucauldian）的观点，试图依靠外来的代理人通过“不靠谱的实践及东拉西扯的关于知识、意义、规范和价值观的架构”建立合法性代表着一种全球治理的方式，一个“公民社会的帝国”。“以优良治理的名义”（Chandler，2006，15、63）输出民主，实际上是把治理系统政治化，并且回避对权力与权利的冲突及平均分配的公正裁定，使之有利于霸道的、以市场为中心的所谓公意——这注定是两极分化的和短命的。

关注“过渡国家”的公民社会以及与此有关的政府规模缩减，是基于保守派假设的公民个人和团体天生就能比行政官员更好地照顾社会的需求。这涉及把原本由政府机关提供的服务分包给各种利益集团。公民社会的这种构建扎根于这样一些信念：“有产权的个人选择参加公民社会，并通过积极参与而组成协会，个人的目标往往受提高自身地位的承诺驱使。”（Thomas Jacobson and Won Yong Jang，引自Dutta Bergman，2005，272）这些信念是对社会主义和福利国家思想的替代。

非政府组织（NGO）在过去30年中的扩散与世界新自由主义削减国家福利计划的政策有关。在中、东欧国家，NGO的扩展始于苏联的解体和西方把它的政治、经济、金融和军事之手伸到后共产主义地区。新自由主义的市场力量（即跨国公司的管理层）把眼光放在前苏联集团的成员国上。一位著名的匈牙利政治学家认为，自20世纪90年代早期至今，接受新自由主义教义的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欧盟都成为中、东欧的“体制教师”（Agh，2006，88）。

然而，中、东欧地区那些依靠外国机构资助的组织能否称作“非政府组织”还是个问题，因为它们与外国政府以及与外国政府有关的组织在经济和活动计划方面有联系。NGO不是一个确切的名称，而是一个意识形态和宣传词汇。一位密切观察者注意到，NDI和IRI在保加利亚选举过程中发现，“一些NGO能使选举倒向美国中意的候选人……彼得·斯托扬诺夫
[6]

 （Petar Stoyanov）”，这似乎使得这些NGO具有明显的政府特征。1998年，NDI和IRI联合支持罗马尼亚一个名叫亲民主协会（Pro Democracy Association）的NGO，以便同样影响政体变革。在斯洛伐克，一个名为“OK98”的党派性NGO从美国新闻署、NED、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英国、荷兰及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得到资助，从而在1999年的总统选举中组织一系列旨在打败弗拉基米尔·麦恰尔
[7]

 （Vladimir Meciar）的政治活动（MacKinnon 2007，30~32；Rieffer and Mercer，2005，398）。

对于麦克弗尔[他是NED、国际研究与改革委员会（IREX）、自由之家、欧亚基金会、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及胡佛研究所的成员]而言，公民社会基本上意味着出现了NGO，即与捐款者利益密切相连的鼓吹团体（Carothers，2006b，134）。NGO往往被看作是政党的替代物，例如在20世纪80年代为反对波兰政府和共产党而组织起来的“团结工会联盟”后来变成了统治国家的成员。事实上，NGO往往被打造成类似非正式的统治机构，使外来人士能直接与其合意的团体合作，避免同正式的国家部门或政治机构接触。不过，通过美国的NGO鼓励当地的NGO介入政治工作，美国的利益集团可以影响并间接地资助选举。

波兰走廊
[8]



冷战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因19世纪末的劳工运动而在美国国内兴起的反共产主义。但是，与冷战有关的美国干涉中、东欧地区的更直接原因是1945年雅尔塔会议导致的有争议的波兰地位问题。历史上有两个国家通过波兰走廊进攻苏联：一个是雅尔塔会议之前的德国，另一个是1919~1920年的波兰自己。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因德国的侵略导致牺牲了约2 700万人的苏联坚定不移地要求接管波兰的政治。从苏联的角度看，这个国家是它的红军从纳粹手中解放出来的，从而要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防御性地占领这个国家
[9]

 。美国和英国认为，自1947年有争议的立法选举开始的共产主义统治波兰是不可接受的。虽然选举的结果可能存在舞弊，使波兰共产党与其他左翼团体的联盟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但是这个选举在政治操纵方面大概不会比美国操纵其盟友的选举(1966年的多米尼加共和国、1967年的越南、1978年的菲律宾、1982年的萨尔瓦多及美国保护下的其他雇佣政体）更坏。

反共产主义是1945年之后美国外交政策形成的主要原则，这个外交政策主要不是为了人权和民主，而是针对苏联和中国阻碍全球资本主义的经济和政治扩张。假设美国及其盟友把它们的工作集中致力于消除贫困、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国家镇压，那么它们就会更关注南非、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中东、巴基斯坦、阿富汗和其他许多国家，而不是中、东欧的共产主义国家。然而，冷战的政治文化压倒一切，中、东欧的政体成为NED在20世纪90年代资助的主要目标（见表4.1）而且一直持续到21世纪。

表4.1 NED按地区分配的资助（1990—1997）

[image: ]


资料来源：Adapted from Scott and Steele，2005，447



波兰走廊像曾经的入侵一样成为西方进入该地区的入口。作为第一个被指定必须改变政体的国家，波兰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就得到美国的大量帮助。USAID及大部分公共和私人基金绕过法定的中介将援助资金注入指定组织。里根政府积极且隐蔽地支持波兰的工人运动团结工会，而在国内大力打击工会（例如，解雇PATCO
[10]

 的一些领导人)。

美国援助民主的团体一贯声称，它们在受援国的目标不是干涉选举的结果，而是保证选举过程的自由和公平。若果真如此，里根和撒切尔强烈反对共产主义，并且一致要求波兰的雅鲁泽尔斯基让团结工会合法化，否则就不提供经济援助，这一事实就不切题了。团结工会还从美国的工会（包括波兰移民的儿子阿尔贝特·向克领导的美国教师工会）得到大量的援助。向克是一个直言不讳的反共分子，并支持美国入侵印度支那，他在1989年成立了波兰民主教育基金会（Kucharczyk，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劳联—产联与里根的白宫、国务院、中情局、国家安全委员会及梵蒂冈紧密合作，向团结工会提供财政和士气方面的援助，并威胁要阻止波兰的货物进入美国港口，除非团结工会得到承认。在1983~1986年期间，由莱尼·科克兰领导的劳联—产联向团结工会秘密提供了100万美元（Bernstein，1992；Cwiek-Karpowicz and Kaczynski，2006，54；Wall Street Journal
 ，2009）。

对于美国而言，支持团结工会和推翻波兰的共产主义政府是为了实现更大的目标——摧毁苏联。美国国会众议院情报委员会成员亨利·海德把使用的策略总结为：


我们在波兰所做的一切就是要在那里使共产主义政府失稳并加强反对共产主义。我们秘密提供报纸、广播、宣传、金钱及组织方面的帮助和建议。从波兰向外发展，我们在欧洲的其他共产主义国家组织同样的抗拒活动。（Bernstein，1992）



在1989年议会选举期间，NED向团结工会提供了250万美元，还有500万美元提供给为这个工会工作的波兰移民（Broder，1997；Calvo Ospina，2007）。美国通过NED暗中与这个工会及波兰地下工作者合作，“把出版物、印刷机、广播设备和录像带偷偷运进波兰”（Pear，1988），这有助于把雅鲁泽尔斯基（Wojciech Jaruzelski）的共产主义政府拉下台。团结工会的领袖莱西·瓦文萨（Lech Walesa）在1990年当选为总统。一批美国的官员和精英——从爱德华·肯尼迪
[11]

 到乔治·索罗斯，再到珍妮·科克帕特里克——支持团结工会，这代表美国重新致力于推翻苏维埃政权（Cwiek-Karpowicz and Kaczynski，2006，23）。
2



华沙一家主要智囊机构发表的一篇文章说，“如果没有西方的大量援助，共产党不可能在波兰垮台……这种援助在多年的过程中被有力地实施着。”带着这个论点，该文章相当轻松地认为：


促销民主不是为私人利益和战略目标服务，而是为了保护人民反抗滥用权力。这里没有隐藏帝国主义，因为最终目的是让公民对他们国家的命运有完全的决策自由。（Cwiek-Karpowicz and Kaczynski，2006，23）



这家智囊机构的波兰作家们假装不知道美国在整个20世纪外交政策的动机，或者假装不知道“美国推动的民主模式解决不了来自国家领土之外的力量控制经济领域”的现实。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大框架内，“一个很狭隘的公民社会”被强加于“过渡”国家，以限制它们发展有利于大多数人民的改革经济和社会的能力（Smith，2000，75）。一位报道“颜色革命”的英国记者认为，不能只看促销民主的表面价值，而应把它理解为“受外交政策操控和驱使的……在刚过渡到公民社会的那些国家发展西方盟友或西方仆从的一种尝试”。他坚称，对华盛顿而言，“这是一个零和游戏”：中、东欧地区的国家被分成跟着美国的或跟着俄罗斯走的，虽然它们只是想独立（Steele，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维塞格拉德
[12]

 （Visegrad）集团联军（捷克共和国、波兰、匈牙利和斯洛伐克）事实上已经拒绝了美国和欧盟新自由主义的某些极端的经济紧缩要求，制定了针对失业和因经济“改革”而下岗人群的社会保险机制。

小布什执政期间大大增加的美援金额尚未能揭示美援对处于“过渡”阶段的整个中、东欧地区的长期后果。在这方面，两位密切观察者指出：“援助民主不仅造成了施援方与受援方之间的不平等关系，而且导致了施援方的政治干涉，虽然施援方的政府很少明显地实施这种干涉。”（Newburg and Carothers，1996，99）关于公民社会的情况是，导致共产党统治结束的政治异见分子的活动和公民社会组织在波兰（最热烈接受新自由主义的前华沙条约国）不再有重要的表现。事实上，根据一份分析报告，在波兰，只有共产党时代建立的组织保持了一些社会活力（Magner，2005，49）。

在1990年12月波兰选举了一位反共的总统瓦文萨，这算是对援助民主的一项奖励。一位地区专家约安娜·蕾古斯卡指出，自此美国的经济援助立即增加了，“大部分（1990~1994年到位的资助的86.2%）用于机制改革，包括私有化、投资、贸易、企业改制和商业发展”。她还发现，在20世纪90年代，公众基本上处于这些活动之外，从而使他们“对社会和经济改革普遍表示不满”，并导致波兰公民质疑外国援助公民社会的用意。她认为，危险在于，当美国结束它在波兰的资助时，这些NGO可能就会消失(Regulska，1998，43、48、49）。事实上，这没有发生。随着波兰安全地走在西方的轨道上，美国开始组织地区性的“促销民主”活动，旨在培训中、东欧地区的政党。1998年9月，NDI把11名塞尔维亚的政治积极分子带入波兰参加波兰的选举活动，使他们准备好实施自己国家的政体改革。塞尔维亚人成了波兰地方选举和全国选举管理者的徒弟，学习媒体报道选举的技巧。这些“奠定了NDI今后在塞尔维亚活动的基础”（NDI，2007b）。

最近几年，波兰、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成为西方促销民主计划向东发展的转运港。“例如，在中、东欧，NDI召集经历过困难过渡的一些国家的领导人，如波兰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指导和帮助正在过渡的国家的领袖。”（USAID，1999，41）这些维塞格拉德国家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内运作
3

 ，淡化国家传统的社会民主功能，并向外来的经济和政治活动家开放国界（Bohle and Greskovitz，2007）。情况往往是，保守的政党比社会民主主义者更反对开放市场，而波兰的保守派有时却发现他们与该国的共产党拥有共同的立场。

取消限制所有权的结果是，德国的出版集团联合较小的芬兰和瑞士公司控制着捷克的出版业，占有该国80%的报纸和书刊市场以及几乎100%的当地出版社
4

 。外国公司还控制着3家最大的有线电视企业。一位美国的亿万富豪罗纳特·乐黛（Ronald Lauder） （雅思乐黛的后裔）开设了捷克的电视台Nova(它曾占捷克电视广播市场80%的份额），还在斯洛伐克的Markiza（80%）和KANALA（90%）、斯洛文尼亚的POP TV（86%）、罗马尼亚的PRO TV（66%）和乌克兰的Studio 1+1（60%）等公司控股（European Federation ofJournalists，2003；Kuras，2002）。捷克的媒体在外国控制下倾向于回避调查性报道，以免招惹捷克官员（Jirak，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USAID认为，这些政治经济安排使它们成为美国在东欧实施过渡工作的可靠伙伴。一位西方促销民主的辩护者把这种做法描述为：“西方推销它的价值观并……帮助其他国家遵循这些价值观。”（Andrew Wilson，引自Lane，2009，127）

亲西方的波兰人在政府中占据着关键岗位，并帮助北约反对俄罗斯及其独联体轴心。一位波兰移民拉多斯拉夫·西科尔斯基
[13]

 （Radoslaw Sikorski）在牛津大学的保守派圈子里活动，建议鲁伯特·默多克
[14]

 （Rupert Murdoch）在波兰投资，他还在2002~2005年加入右翼智囊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AEI）。他在AEI是新大西洋计划的执行主任，其目标包括把中、东欧的过渡国家纳入北约和欧盟，并在欧盟和北美自由贸易协议（NAFTA
[15]

 ）成员国之间促成更强的“自由贸易”协议。他在2005年回到波兰担任右翼卡钦斯基
[16]

 政府的国防部部长，直到2007年(Wikipedia，2007a）。

苏联和华沙条约的终结与西班牙势力在加勒比海和太平洋的终结相类似，后者为美国追求其“明确的命运”开启了新天地。NDI和IRI在中、东欧国家越来越积极地资助选举活动，以免共产党人重新获得国家权力；而且，如NDI所说，“培训该地区有天赋的新领袖，扩大他们的视野并激起他们积极改革的欲望。”USAID在2000年的一份文件中把它在该地区介入人道主义的活动描述为：


中、东欧和欧亚的领袖和人民为过渡到以市场为导向的民主国家而在1989年和1992年两次呼吁西方世界的帮助……美国政府的许多部门热心地参与这项工作，向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展示如何才能变成市场民主政体。（USAID，2000a）



以中欧和东欧（包括俄罗斯）为重点可以发现在1989~1996年：


国际社会提供的约1 080亿美元的90%被用于发展自由市场，主要是鼓励经济的稳定、自由和私有化……西方援助的极小部分，可能不超过1%，给了公民社会。（Quigley，2000，192）



美国与中欧的联系

在一个灵活的会计系统中，美国用于政体变革的钱不知怎么就终结于神秘之中了。NDI在匈牙利的项目主管承认，由于那个国家禁止外国资助选举，所以对资金来源没有准确的记录，“外国捐献的程度不清楚”（Melia，1992，54）。1989年，在当时的主席瓦尔特·蒙代尔
[17]

 （Walter Mondale）、前美国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霍华德·贝克
[18]

 （Howard Baker）和美国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彼得·多明尼奇
[19]

 （Peter Dominici）的领导下，NDI在波兰举办了培训立法工作者的研讨会，主题为“波兰立法工作者在制定国家经济政策中的作用”（Latyngski，1992，95）。1990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新总统瓦茨拉夫·哈维尔
[20]

 （Vaclav Havel）邀请美国的选举专家为他的公民论坛运动提供组织选举系统方面的建议（Carnahan and Corley，1992，112~113）。在中欧的政客中，哈维尔走在推翻现存的（古巴）和从前的共产主义政府的前列
5

 。

哈维尔早期的选举顾问之一是当时的NDI副所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她的父亲约瑟夫·科贝尔（Josef Korbel）曾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部官员，共产党控制捷克斯洛伐克后科贝尔逃离了那个国家
6

 。所以，奥尔布赖特没有给这个国家的共产党提出过任何建议，就不足为奇了。在被问到这个问题时，她回答：“我们估计他们不需要关于如何进行选举的建议。”（Whitney，1990）的确，共产党被排除在美国安排的援助计划之外（Pringle，1990）。显然，哈维尔政府把奥尔布赖特的建议记在心中，那次选举在形式上确实很像是以美国为导向的（Lucas，1990）。

在奥尔布赖特的帮助下，NED把40万美元输送给捷克斯洛伐克23个政党中的两个——公民论坛和斯洛伐克公众反暴力，1989年这两个组织合力推翻了共产党。当时，一份泄露的美国政府文件承认，NED资助公民论坛的目的是“为了准备6月8日的选举和巩固他们作为捷克斯洛伐克首要的民主运动援助者的地位”，NED向他们提供技术和设备（Engelberg，1990）。美国政府的资助只是捷克斯洛伐克选举中外援的一种形式。凡是有西方支持选举的地方，通常伴随着外国的选举和政治顾问。

美国的咨询团体、NED资助的政治培训专家、美国的大学、私人基金会和其他政府机构，包括美国新闻署，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帮助俄罗斯和中、东欧地区的国家发展了政治咨询业和公关业（Guth，2000，205~206；Sussman，2006）。但是，一旦广告业、公关业、市场营销业和民意监测业作为传播公共信息的主要模式被建立起来后，是否由外国的或当地的机构组织管理国内的选举就不重要了。对俄罗斯的领袖们来说，发展自己的后共产主义政治和商业宣传系统是非常必要的，特别是许多俄罗斯人讨厌美国式和英国式的广告和公关（Guth，2000，199）。一位资深的俄罗斯记者弗拉基米尔·波斯纳（Vladimir Pozner）说，外国的政治通信与苏联的解体有很大关系。他认为，美国媒体针对该地区的侵略性政策助推了共产党的垮台。他对美国的研究人员解释道，“你们有较好的公关手段。”（引自Guth，2000，195）

从公关的对比来看，一个区别是，历史原因使得俄罗斯人比西方人对政治通信的宣传本质了解得较少，这是由于他们从苏联时代的记者活动来看待问题。的确，俄罗斯主要的“政治技术专家”公司名叫“尼可罗·M”（这个名称来自著名的政治思想家马基雅维里）。处于第二位的“政治技术专家”公司名叫“PR宣传”（公关宣传）。无论是美国还是俄罗斯，促销式和个性化的政治把政治通信变成使用昂贵得难以承受的系统进行工具性且职业化的活动，而不是政治本身（即关于思想冲突和权力关系的教育)。最后的结果是，精英和公司利益集团的多元政体享受着使用昂贵的“付费才干”的政治通信系统的特权。对于特权者，政治只是做买卖的成本而已。

在后共产主义时代的匈牙利第一次多党竞选之前，掌权的社会主义党邀请了当时世界最大的公关组织——美国伟达公司作为它的顾问
7

 。据1989年美国一条标题为“美国的广告代理商帮助匈牙利社会主义者（U.S. Ad·gency to Aid Hungarian Socialist”，1989)的新闻报道，这“在东欧是前所未有的发展，反映出政治进一步走向西方化”。在选举日，NDI和IRI[当时称为国家共和研究所（NRI）]未经公布地访问了布达佩斯的所有投票站，它们发现：


有证据显示，竞选运动很得益于美国两家党派研究所组织的西方式培训。它们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为匈牙利的一些党派在当地和美国举办了研讨会，以及美国、英国和其他政治专家们关于有效地组织竞选活动的报告会。（Independent
 ，1990）



在2005年和2006年，曾为鲍里斯·叶利钦、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和保加利亚执政党西美昂二世全国运动（National Movement Simeon II）工作过的理查德·德莱斯纳（Richard Dresner）和他的合作伙伴罗伯特·维克斯（Robert Wickers）为匈牙利总理费伦茨·久尔恰尼
[21]

 （Ferenc Gyurcsany）出谋划策。维克斯还为罗马尼亚前总理阿德里安·讷斯塔塞
[22]

 （Adrian Nasetase）和保加利亚总理西美昂·萨克森-科堡-哥达
[23]

 （Semeon-Saxe-Coburg-Gotha）做顾问（Dresner，Wickers&Associates，2008）。在罗马尼亚，美国和英国的党派基金会与外国顾问们结合在一起。在英国保守党的支持下，IRI的布加勒斯特办事处起到了十分积极的作用，它付钱请了“一批又一批的美国政治顾问在竞选方法和党的建设方面定期对反对党进行培训”，还为它资助成立的一个政治联盟设立现场办事处，“为这个联盟的全国大会提供战略性建议、举办竞选讲习班、派它的主要政治顾问到全国各地告诫反对党的分支机构更努力地工作”（Carothers，2006b）。在讨论外国顾问培训当地政治运动的活动分子时，一位匈牙利的官员评论说：“他们像海绵一样吸干一切。”（Clough，1990）

俄罗斯：美国人来救援

美国对新政体的政治支持总是伴随着答应给予外国援助。苏联及中、东欧共产主义制度的解体立即吸引美国来到该地区的中部，那里是有机会的主要目标。随着国家的垮塌，数百万俄国人缺衣少食。苏联解体后的第一任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向美国求援。在1983年俄罗斯议会选举前
8

 ，克林顿政府强力赞成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提供100亿美元贷款支持俄罗斯国新兴的市场经济，而对正在车臣进行的血腥战争视而不见（Cohen，2005）。

苏联的垮台促使美国加速促销民主，并把它变成一个行业。在前苏联范围的所有国家中，俄罗斯拥有最多的人口、丰富的资源和潜在的抵抗力，对美国来说这是皇冠上的宝石。1992~1996年，叶利钦再次当选为总统，俄罗斯成为美国双边外援的第三大受援国（约21亿美元）
9

 。世界银行和IMF用220亿美元的救急包挽救了叶利钦政府，却对他用军队解散俄罗斯国会及其他镇压措施不予理会（Hook，2002，124；Ralph，2000，202；Rutland，2000，254）。

尽管叶利钦的贪腐、镇压、大量的社会混乱、独裁行为和他本人的慢性嗜酒症使他的外国支持者感到不安，但他的西方支持者毫不犹豫地支持他用灾难性的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对付他的主要对手——共产党的挑战。对美国的政策规划者而言，一种简便的虚假宣传是把叶利钦描述成一个民主派，比如他是乔治·华盛顿和亚当·斯密
[24]

 的组合（Rutland，2000，244）。对于1993年10月叶利钦用暴力占领议会导致500人死亡和大约1 000人负伤的事实，美国当时的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
[25]

 （Warren Christopher）说：“美国不会轻易地支持暂停议会。但是，这是非常时期。”（Klein，2007，229）

美国和它的盟友（包括国际银行联盟）在叶利钦问题上持双重标准。俄罗斯学教授史蒂夫·科恩
[26]

 （Stephen Cohen）认为，美国对俄罗斯的态度特别具有迷惑性：


美国在20世纪90年代支持叶利钦。当时，他用武力推翻选举产生的俄罗斯议会和宪法法庭，把国家的财富和电视网络送给克里姆林宫内部的人，强行实施行政权力不受真正制约的宪法以及选举舞弊，这些都算是民主改革；当普京继续改革进程时，这些行为却被称为“极权主义”。



他说，美国在中、东欧地区的“凯旋主义”不仅无视俄罗斯和前苏联的实际情况，并且表示出一种不必要的挑衅，这导致俄罗斯不断强化其核武器和常规武器库，对西方做出防御性的民族主义反应，并且敌视西方在前苏联地区支持的“颜色革命”（Cohen，1996）。

美国对叶利钦的支持是与恐吓活动相结合的，这是“休克疗法”的关键要素，它以现代化和经济效益为名，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批准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打开闸门，伴随着削减社保
10

 。科恩认为，美国把苏联的解体看作一个机会，不仅可以与其残留的政治和军事力量进行战略合作，而且可以“肆无忌惮和赢者通吃地剥削1991年后软弱的俄罗斯”（Cohen，1996）。美国及其北约盟友把中、东欧地区的国家吸纳为北约成员，并且在前苏联境内至少一半的共和国部署或计划部署军事基地，从而扩大对俄罗斯的包围，这超过了从前对苏联安全的威胁（Cohen，1996）。

美国给叶利钦的打包援助要求根本性的结构改革，迫使其停止对物价和政府补贴的控制、国有企业的私有化，减少对国际贸易和投资的阻碍和限制。在经济“休克疗法”专家杰弗里·萨克斯
[27]

 （Jeffrey Sachs）、哈佛大学国际发展研究所的管理者及USAID 5 770万美元（USAID还出资3亿美元为其他美国承包商做担保）的支持下，美国的经济学家和公司同叶利钦的第一任经济改革负责人叶果尔·盖达尔
[28]

 (Yegor Gaidar）以及后来的第一副总理、私有化的主要设计者、“美国和西方金融利益集团的宠儿”安纳托里·丘巴伊斯
[29]

 （Anatoly Chubais）紧密合作（Wedel，1998）。

这个改革计划旨在拆除尚存的国家经济结构，换成以市场导向机制为准的基础设施。在此之前（1990年），老布什曾宣布一项30万美元的启动计划，“为美国私营部门的援助和志愿者在东欧的活动成立一个中心和交换站”，以“支持民主转变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改革”（Devory，1990）。俄罗斯人期待的但美国未给予的是某种程度的平等关系。但是，正如俄罗斯问题专家科恩所观察到的，俄罗斯得到的是：美国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ABM），美国和北约盟国把军事扩张到前苏联在东欧和中亚的几个共和国，美国在波兰和捷克共和国部署导弹防御系统，把手伸向取得里海的石油和天然气，以及对俄罗斯内政和外交政策的敌视（Cohen）。

1991年苏联共产主义政权的垮台导致了混乱的变化。俄罗斯几乎立即爆炸似地出现了许多政党。在1993年的杜马
[30]

 选举中有19个政党进行竞争；两年后扩展到43个政党，共产党是其中最大的政党（Carothers，2006b，26）。起初，IRI和NDI援助的两个得益者是俄罗斯国会中亲西方的“改革派”和有个人吸引力的一个政党：“亚勃洛高”党
[31]

 和“选择俄罗斯”党
[32]

 ，后来它们合并成“右翼力量联盟”（SPS）。IRI和NDI认为几个较大的政党，如俄共、统一党（与普京一致的党，现在汇合成统一俄罗斯党）及弗拉基米尔·日林诺夫斯基
[33]

 （右翼民族主义者）的自由民主党，不适合西方的援助。IRI特别认定的一点是要阻止领先的共产党取得权力（Carothers，2006b，102~103）。

把俄罗斯的经济变成外国投资和贸易的天堂、它的安全由北约监督、它的政策由西方指导，这是美国最高的梦想，甚至超过其全球规划者的战时“大区域”战略。随着苏联的解体，美国的顾问们一拥而入，把政治咨询中的阴暗技艺教授给他们的俄罗斯同行（discussed in Sussman，2005）。20世纪90年代末，俄罗斯已建立了自己的政治顾问团。一位俄罗斯学者认为，政治的职业化弥补了公民社会的缺乏，使权力集中在新的政治组织的首脑们、前共产党的官员们、他们的亿万富豪盟友们、前克格勃特工们及其他密切相关的团体和个人的手中，包括在国家控制的媒体内工作的那些人（Pshizova，2007）。

由职业政客管理俄罗斯式民主，使得政治团体可以绕过俄罗斯共产党（CPR）现在独有的强项：公民活动的积极分子动员民众。由于职业化管理政治需要更昂贵的游说和竞选运动形式，从而有利于企业赞助者，所以他们反对CPR的政治野心。在1999年俄罗斯国会选举中，各政党支出的78%（后来胜出的各政党支出的83%）被用于电视广告。俄罗斯政治选举的模式与美国相似，它反映出：政党的特征不重要，政党与国家官僚以及后者的资源之间有着密切关系，越来越多地利用政治技术（民意测验、专业团队、广告、媒体上露面等)、形象塑造和政治“领袖”个人的人格化（Pshizova，2007、4、10、15）。俄罗斯的“尼可罗·M”在它的网站吹嘘说，它的几位顶级经理是美国政治咨询协会的成员（“Nicolo M”，2007）。

针对全球消费者的跨国公司（如可口可乐、麦当劳、宜家家居、美国运通、雀巢咖啡、箭牌口香糖、宝洁、联合利华百货、耐克体育用品、李维斯牛仔裤、百事可乐、菲利普·莫里斯香烟、通用汽车等）出现在俄罗斯，使俄罗斯更加肯定地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这些公司的存在得到了著名品牌研究公司（如WPP集团
[34]

 的TGI和TNS Gallup公司
[35]

 ）提供的消费者市场数据的支持（O’Leary，2008）。主要的西方公关顾问们的活动，例如总部在华盛顿、迅速成长的郭维斯通信公司（Qorvis Communications）的总经理罗利·达文波特（Rory Dawenport），是使俄罗斯加速市场化的另一个原因。在2000~2006年，俄罗斯的广告市场每年平均增长41%，2006年年底已在国际上排名第六位；在俄罗斯的快步引领下，中、东欧地区拥有世界上最快的广告增长率（Campaign
 Magazine，2007)。

经过初期对美国市场模式的欣喜若狂，俄罗斯逐渐对西方的经济和政治援助变得不那么热衷了。在2003年国会选举之前，俄罗斯的中派政党“亚勃洛高”党拒绝了外国的援助。“亚勃洛高”党和右翼力量联盟（SPS）提出质疑，西方支持它们的背后动机只是为了赢得选举而不是为了政党的长期发展，还可能是由于在民族主义日益增强的氛围中与西方合作使它们作为真正的俄罗斯政党的名誉受损（Carothers，2006b，103、169）。尽管如此，在2006财政年度，还是有4 520万美元的美国援助用于俄罗斯的民主活动。普京本人对于援助民主的“文明开化作用”表示怀疑（Wilson，2009，378）。

自从普京成为总统（后来成为总理)，这个国家对美国及其援助民主的政治态度发生了大改变。普京政府政治打压的一个目标群体是由国内和外来的数十万个非政府组织（NGO）构成的社团。杜马以高票通过议案，强迫这些社团按照2006年的一项限制法重新登记。许多外国的NGO关门走人。一位杜马的议员阿列克赛·奥斯特洛夫斯基（Alexei Ostrovsky）代表杜马说：

“我们看到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
11

 发生了什么，中情局资助的外国NGO在当地的分支如何运作……我们要保护我们的公民不陷入这些外国NGO可能把我们国家拉进去的动乱。”（Page and Evans，2005）NGO用于人权的资金有90%以上来自外国，特别是来自美国的NED（Abudullaev，2007）。俄罗斯的官员们也不信任当地的NGO，因为腐败或低效导致了它们的资金匮乏，从而被俄罗斯公司的慈善机构代替。为应对欧洲委员会的批评，普京的总统接班人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在2009年同意修改2006年的法律，给人权组织和其他NGO以较大的自由度。

除了公民社会，外国还在一定程度上介入了俄罗斯的政治。一份NDI的评估赞扬了它在输出美国的选举技巧以改变俄罗斯社会方面所起到的作用。这份评估自信地声称，在美国的影响下，俄罗斯政党现在根据人口和地理信息把它们的目标对准与选民的交往……通过专业团队开展民意测验、小范围会晤、与公民团体合作、登门拜访、电话采访、散发传单等研究选民的态度，并且组织更巧妙的新闻发布会以制造新闻和应对各种事件。

如果美国对俄罗斯政治的影响如NDI所声称的那样，那么普京的胜出证明这个美国组织被严重地误导了，或者美国政治援助背后的真实意图对民主机制化没有起到实际作用。

“革命”样板

NED，尤其是IRI，把促销民主的资助重点放在除俄罗斯之外的前苏联境内其他国家。在1990年年底，美国的政治顾问们就已经在一些被认为正处于“民主过渡”的前共产党控制的国家培养未来活动的同行。USAID在20世纪90年代给东欧和前苏联境内的国家提供了1.75亿美元的媒体援助，包括培训1万多名专职媒体人
12

 。这种援助形式使一些不中意的政府失稳（Hoffman，2002；USAID，2000a）。美国在目标国家使用一种干涉模式，以便在24个中、东欧国家让一些领袖上台。它预期，这些领袖能进一步使他们的国家对跨国公司开放投资，从而孤立俄罗斯或迫使它也入围，保护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独霸地位和美国控制的欧亚石油管线。这些领袖的用处远不止他们如何妥善地引进民主参与的政治。而且，美国在确定某个领袖有无价值时不一定会拒绝有极权主义历史的政客。

这些支持政体改革的干涉只针对那些美国认为拒绝整合进入世界市场系统的国家。克林顿政府及两个布什政府支持的中、东欧剧变被称为“颜色革命”，虽然它们根本称不上是革命，实际上它们只是精英们之间的权力转换而已。现代的选举策略利用了某个地区在苏联解体后的不稳定和易受攻击的形势，将政体变革打扮成平民主义形象。例如，在乌克兰，核心的财政—工业集团在政治上分裂，使那些与西方及媒体有较好关系的人得以搞政变。构成这个“革命”的活动方式是：各种形式的操控心理、组织人群、民粹主义口号、吸引公众（不是为了授权给人民而是将其作为工具）的技巧。这是短期告胜的政治剧变以及打败现任国家领导人的一个样板——这是足球场上胜利的政治模拟。为了达到西方宣传体制的目的，这些宣传都被打上“民主”的记号（Tastenov，2007）。

用推土机把米洛舍维奇推下台

美国国务院把2000年成功推翻米洛舍维奇当作一个完美的“革命样板”，或者称之为民主“模式”（Beissinger，2000）。在20世纪80年代，这个样板在斯洛伐克、克鲁地亚、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逐渐形成，并且在整个欧亚地区成为一个性价比较高的非军国主义选择，用于战胜左翼和民族主义的领袖
13

 。这个样板的第一次应用是在1996年的保加利亚，NED和IRI以及它们热心的青年志愿者们在那里“发现”，把反对派团结起来并设立和资助选举站出口的民意调查，“NGO就能使选举倒向美国中意的候选人”（MacKinnon，2007，30）。这个样板还包括一系列“灵活的”政治、财务、技术、打品牌和市场营销等策略（见Sussman and Krader，2008)，以挑起公众的好斗情绪，使人民走上街头，并迫使举行选举，使现任者在选举后交出权力。

一位哈萨克斯坦的研究员这样分析市场营销在政治中的用途：


打“品牌”是一种操控心理的工具。把行为和身份鉴别的模型作为一种时尚的行为方式强加于社会，努力使公众反精英的觉悟同步化：外部和内部的力量利用心理、形象和其他机制，把自觉和下意识地鉴别反对派植入人民的思想，从而使随后的政治思想播种容易得多。（Tastenov，2007）



从外国输入的其他策略也起到了一定作用。美国打败它认为无价值的领导人的关键之一是，使分散的亲西方反对派团结起来支持唯一的候选人。NED下属的研究所，尤其是IRI和NDI，带着这个巩固团结的思想在东欧各国自由的活动。NDI对这个样板的贡献是：资助保加利亚的“公正选举与公民权利协会”去监督那一年选举站出口的民意调查（NDI，2001）。此后，在1997年，通过支持“亲民主协会”，选举站出口的民意调查被安排在罗马尼亚。1998年，IRI在斯洛伐克制作了一个“平行投票计数表”。1999年，USAID、NED、自由之家及其他国际组织在克鲁地亚资助了一个计票监督团体“有组织的公民监督选举”（Jasic，2000；MacKinnon，2007，31~33）。

在东欧，改变政体的第一个目标是看起来易于被选举打败的塞尔维亚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NED“开始向南斯拉夫的每个角落发放大量美元，资助反对派团体，以新生活的梦想收买饥饿的青年记者，资助反对派的工会及亲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北约17国（G-17）的反对派经济学家和NGO的人权组织”（Engdahl，2004，239）。1999年，美国和北约绕过联合国，通过78天37 000架次轰炸塞尔维亚本土和科索沃境内由塞尔维亚控制的军事和民用设施，开始着手把塞尔维亚人赶出科索沃，并且把米洛舍维奇赶下台。美国利用这个“使之软化”的机会，继续通过政治手段使多民族的南斯拉夫的剩余部分巴尔干化，以组织推翻米洛舍维奇
14

 。

自20世纪90年代晚期，NDI把挑选出来的塞尔维亚反对党领袖空运到波兰，让他们从波兰政党的积极分子那里听取建议（Roelofs，2003，186）。美国的PBS（Penn，Schoen&Berland）顾问公司
[36]

 进入角色，它对潜在的反对派候选人进行民意调查后确定，反共的宪法律师沃伊斯拉夫·科什杜尼察
[37]

 （Vojislav Kostunica）是最有希望打败米洛舍维奇的候选人（Dobbs，2000）。一位《华盛顿邮报》的记者这样描述美国的政治活动：

1999年10月，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的一家豪华酒店内，一位民主党人（政治顾问）道格·绍恩（Doug Schoen）举办的一场闭门通报会变成了一个有巨大影响力的事件。它指出了走选举革命的道路，果然在一年后把米洛舍维奇赶下了台。这还标志着美国开始用不寻常的手段、现代的竞选技巧，不再通过中情局曾经在伊朗和危地马拉使用过的秘密活动，把外国的国家领导人赶下台。（Dobbs，2000）

对于PBS，这是又一次回归。在1992年，这家公司就已经为反对派做了民意调查，那时的美国对打垮米洛舍维奇还不感兴趣（Barker，2006c）
15

 。根据该公司的建议，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和德国外交部部长约施卡·费舍尔（Joschka Fischer）邀请后来被暗杀的总统候选人、贝尔格莱德市市长左兰·丁迪奇（Zoran Dindic）和反对派领袖胡克·特拉斯科维奇
[38]

 （Vuk Draskovic）到布达佩斯，在那里，他们迫使这两位政客退出竞选。早些时候，NDI和IRI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也提过类似的建议，促使亲西方的领袖顺从华盛顿的选择（MacKinnon，2007，30~31）。

在民众方面，美国通过IRI、NDI、自由之家及其他团体，与挑选出来的学生和青年领袖密切合作。美国对1998年成立的学生和青年组织“抗拒”（Otpor）给予了特别的关注，目的是孕育反米洛舍维奇的“颜色革命”。NED的2000年年报详述了它在2000年9月选举前给予反对派媒体、工会和学生团体的资助。“‘抗拒’是2000财政年度得到NED资助最多的组织，两份资助总计达237 360美元。”（Lamont，2009，192）根据各种估算，单是美国政府就向“抗拒”及其他反米洛舍维奇的公民组织提供了4 000万美元（Barker，2006a and 2006c）；按人口比例，这相当于某个国家为操纵美国的选举而投入约12亿美元。另一些资助来自德国马歇尔基金会、民主过渡国家计划（它是从新保守主义者勃鲁斯·杰克逊建立和领导的美国北约委员会派生出来的副产品)、威斯敏斯特基金会和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Lane，2009，127）。开放社会研究所（OSI）副所长叙述了OSI是如何请一位斯洛伐克人巴维尔·蒂米斯（Pavol Demes）携带现金越过塞尔维亚边界亲自把它交给“抗拒”组织的积极分子的（Treadwell，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现在，蒂米斯是美国设在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马歇尔基金会副主席。

援助包括流动资金、物资和其他支持。例如，从美国的政治实践中总结出来的为促销策略而设计的激励机制（见Sussman，2005；Sussman and Krader，2008)。美国政府的下一步努力是在塞尔维亚周围设置一系列无线电发射机，用于向塞尔维亚人播放美国之音和其他外国新闻（Cevallos，2001）。这个后来被称为“推土机革命”（一位反叛的驾驶员想出了这个名称，其实他驾驶的是拖拉机），即推翻米洛舍维奇行动背后的主要力量是奥尔布赖特。根据奥尔布赖特的要求，塞尔维亚反对派依靠美国援助，与美国合作逮捕了米洛舍维奇，以便把他作为战犯送到海牙的国际法庭（Lamont，2009，182）。

美国的团队把“抗拒”视为政体变革的主要工具。一位NED的官员鲍尔·麦卡锡（Paul McCarthy）说，美国直接援助的数百万美元被存放在海外账户上供“抗拒”使用，同时还安排学生领袖在黑山和匈牙利秘密会晤美国政府和半政府（例如，NED、IRI)的官员。除此之外，美国还提供了其他秘密援助（Cohen，2000）。一个政治观察团体“国际民主基金会”说，在2000年3月，IRI付费邀请了20多位“抗拒”的领导人参加在布达佩斯的研讨会，研究如何实施非暴力的政治行动。研讨会关于改变政体的主要文件出自一位美国学者吉恩·夏普，后来在一次访谈中他确认，与此事件有关联。夏普的一位同事，前国防情报局官员，罗伯特·赫尔维上校是研讨会的主要授课者（Raman，2000；Sharp，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他出席研讨会是由IRI付费的。“抗拒”的领袖谢尔嘉·波波维奇（Srdja Popovic）吹嘘说，夺权斗争的中心是控制“宣传”：


一场争夺“媒体空间”的战斗开始了；“抗拒”制作廉价的宣传材料，例如海报、传单、贴纸和涂鸦，在所有的宣传材料上只用黑色和白色以凝聚“品牌认知”。这个运动成功覆盖了一切可利用的空间，并且令人惊奇地制定，如果还不算是控制，“辩论的条件……·这个把“抗拒”描绘成遭受政府镇压而为国牺牲者的战略甚至引起政府内人员的转变。（Popovic，2001）



在美国公关公司（它们制造了南斯拉夫事件的大部分“新闻”；Salander，2007)的帮助下，“抗拒”的活动由于其高超的营销和品牌技巧而受到西方的赞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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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抗拒”的积极分子引用的和喷涂在墙上的口号事先经过了民意测验和美国顾问们的审查。“抗拒”和塞尔维亚的民主反对党（DOS）还被培训如何与记者“保持对话”。DOS的营销专家米兰·斯蒂凡诺维奇（Milan Stevanovic）在赞扬宣传运动的成就时评论道：“外国的支援是关键的……这是我们的战略立足于真正科学研究的首次运动。”（Dobbs，2000）“抗拒”运动某些“科学的”策略来自塞尔维亚的战略营销公司（它现在已与美国的A……C……Nels营销研究公司和英国的PGM咨询公司组成合资企业)，它在西方民主团体的财务支持下，为反对派联盟和学生的反政府组织“抗拒”运作一系列的专题活动。

塞尔维亚的战略营销公司带有美国式广告活动的明显印痕。“抗拒”和其他反对派团队每一个经过预先测试的“核心话语”都是为了“销售”政体改革，就像是销售软饮料。战略营销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斯尔丹·鲍高萨夫叶维奇（Srdan Bogosavljevic）说：“我们带着一个要销售的品牌和一个要打击的品牌进入这个过程……要销售的品牌是科斯杜尼察，要打击的品牌是米洛舍维奇。”（Dobbs，2000）

对于营销，商标是关键因素。“抗拒”的黑、白拳头标记被涂鸦在墙上、印在贴纸上、印在T恤衫上，后来被格鲁吉亚的青年运动克马拉（Kmara
 ）模仿。USAID为80吨写着“Gotovje
 ’”（他完蛋了）的贴纸付费，年青的“抗拒”活动分子把它贴在塞尔维亚每一处可粘贴的平面上(Dobbs，2000）。宣传米洛舍维奇倒台的美国电影《打倒独裁者》的一位制作者彼得·阿克曼（参见第二章）为“抗拒”吹嘘，“它已成为无处不在的品牌名称，就像可口可乐和耐克那样为人们所熟知。”（Ackerman，DuVall，York and Zimmerman，2000）“抗拒”的共同奠基者之一伊凡·马洛维奇（Ivan Marovic）表示同意：“我们的想法是在政治中利用公司打品牌的方法……这个运动必须有一个营销部。我们把可口可乐当作模型。”（引自Traynor，2005）

考虑到品牌甚至比有魅力的领导更有力，“抗拒”的组织者们做了20多个旋转的假人，并贴上代表组织的商标和话语（Stefanovic，2000）。马洛维奇对美国国家公共广播电台的鲍勃·加菲尔德（Bob Garfield）解释道：


在20世纪，把一个运动与其领袖相联系的打品牌方法使所有人都记得（波兰的）瓦文萨、(南非的）曼德拉或（印度的）甘地等领袖。但是，在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打品牌不是与领袖相联系的，领袖可能被敲诈或受贿，甚至可能被谋杀，所以你不能把品牌或思想与领袖个人相联系。（Garfield，2004）



美国玩的是内—外两面的游戏。只要新自由主义导向的塞尔维亚内部的反对派团体愿意坚持下去，它们就可以通过国家的、半国家的和NGO的途径提供它们需要的外部支援，用于对米洛舍维奇进行宣传攻击。负责科索沃和执行代顿协议
[39]

 的副国务卿詹姆斯·帕杜（James Pardew）在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欧洲事务小组会作证时说：“是的，我们通过非政府组织开展工作。我们建立了……围绕塞尔维亚的一个利用国际广播的圈子，但是我们把它提供给塞尔维亚的独立之声……使用。”所谓“独立之声”，他指的是力图与美国代理人保持一致的那些人。帕杜的上司，驻南斯拉夫的特命使节罗伯特·杰尔巴特（Robert Gelbard）作证时说：“我们支持蒙特尼格罗（即黑山）的电视和广播，使它们成为塞族反对派的又一个声音（U.S. Senat1999)据杰尔巴特说，塞尔维亚政府的声音在一年之前就已经“中断”了，即被炸掉了（引自Israel and Varkevisser，2000)。

在1998年，NED的中、东欧项目的负责人鲍尔·麦卡锡向美国在欧洲的安全与合作委员会递交了一份报告，对美国和NED在南斯拉夫开展活动的要求做出下列评估：


西方组织应增加对塞尔维亚、黑山和科索沃的独立媒体的直接援助。尤其应关注支持塞尔维亚的独立电子媒体，如B-92广播电台和“谈判”(Negotin）电视台……援助应针对小型的“地下”印刷厂和传销网络……在识别和培养新的领袖方面，专注于制定具体政策的智囊计划可能是有用的……资金还必须用于提高NGO活动分子的领导艺术……西方资助者必须准备好有选择地援助教育机构……最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增强工会和政党之间的合作……最后，应增加对跨国界项目的援助，它有助于从东欧较先进的国家传授经验和建议。（NED，1998）



简而言之，美国和NED的计划不是简单地援助民主，而是要改造这个地区的国家系统，这个地区本来是南斯拉夫的政治实体。

杰尔巴特补充道，克林顿政府鼓励美国之音（VOA）和围绕塞尔维亚国界的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RFE/RL）向塞尔维亚人民提供外界和内部反对派对该国国内事务的观点（U.S. Senate，1999）。VOA还在塞尔维亚援助独立的塞尔维亚无线电发射台，包括麦卡锡提到的B-92电台。NED和开放社会研究所（OSI）在1990年资助过基地在波斯尼亚的Za Mir
 （“为了和平”）媒体网络。NED还通过设在华盛顿的“东欧民主研究所”资助过“中、东欧国家独立记者组织”，现在资助“国际记者网”（Barker，2008；Netwrork ofIndependent Journalists，1993）。《卫报》的一位外籍记者乔纳森·斯蒂尔（Jonathan Steele）断定，NED的行为（英国的威斯敏斯特基金会也一样）不符合这种组织声称的在支持该地区人民民主方面保持中立，因为资助当地反对派广播电台搞政体变革不可能是无党派的。“它们（NED）恬不知耻。”（Steele，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美国广播入侵塞尔维亚的做法类似于美国之音赞助古巴流亡分子管理的马蒂电台，把扰乱卡斯特罗政府的广播发送到古巴的空中（Beissinger，2006，20；Lewis，1999）。VOA、RFE/RL、马蒂电台、马蒂电视以及曾经由政府运营的其他广播电台现在是名义上独立的联邦政府实体“国际广播局与广播理事会”的一部分。然而，RFE/RL是私营公司，乔治·索罗斯向其提供一部分资助（Talbot，2003）。OSI在媒体方面是很果断的。这位对冲基金的亿万富豪“把一亿多美元注入反米洛舍维奇的反对派钱柜，用于资助政党、出版社和B-92那样的‘独立’媒体”（Clark，2003）。索罗斯还是“在线过渡”（Transitions Online，TOL）——一个培训东欧和俄罗斯记者的项目——的资助者。由美国人杰雷米·德鲁格（Jereme Druker）管理的TOL以整合该地区一切印刷媒体为目标（Roelofs，2003，62），它的目标在2007年发展成为培训记者使用博客（现在很可能已是推特）的技巧，可能是期待东欧、俄罗斯和中亚的年轻反叛者们理解媒体。TOL收到的NED资助主要用于俄罗斯，重点是互联网的安全问题（Franko，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

2000年塞尔维亚选举期间，现场的《华盛顿邮报》记者发现，“美国资助的顾问们实施了跟踪性民意测验，培训了数千名反对派积极分子，并且帮助组织了极其重要的平行计票，在鼓动反米洛舍维奇的每一个方面都在幕后起着关键作用。”对于每月平均收入为30美元的塞尔维亚人来说，从西方的资助中给监视选举者每天发5美元是个大数目（Dobbs，2000）。在这场戏剧中，NED与私人顾问们合作，它在2000年花了28.2万美元帮助塞尔维亚的反对派。美国向塞尔维亚的每一个投票站提供监视选举者与更具煽动性的竞选运动积极分子做伴。由美国纳税人资助的改变政体的战术武器库包括5 000罐颜料喷剂，用于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喷洒反米洛舍维奇的涂鸦，还有USAID资助的250万张贴纸和数百万件印有反对派口号的T恤衫。IDI花了约7.5万美元为“抗拒”在贝尔格莱德和其他3个城市设立办事处（Corwin，2005；Dobbs，2000）。在2004年，IRI为亲西方的塞尔维亚总统鲍里斯·塔迪奇
[40]

 （Boris Tadic）提供了竞选运动的培训（Theimer，2007）。

在推翻和逮捕了米洛舍维奇之后，塞尔维亚陷入政治混乱。就在北约轰炸完塞尔维亚后，参议员约瑟夫·拜登（Joseph Biden，他后来成为奥巴马的副总统）在参议院的公开听证会上以他惯有的文雅腔调说：“我发现塞尔维亚没有民主派”。实际上，他承认美国所谓的反米洛舍维奇的“民主派”根本是不民主的，所谓的“民主派”是为政体改革找理由而发明出来的。拜登把胡克·特拉斯科维奇，美国曾希望接替米洛舍维奇的人选之一，形容为“21世纪的拉斯普廷
[41]

 (Rasputin）”。美国特命使节杰尔巴特只能回答拜登说：“他将接手许多工作（U.S. Senate，1999）

在前苏联最糟糕的盟国之中，塞尔维亚在经济腐败方面的排名很差，政府基本上被私营公司的既得利益集团掌握。欧洲政策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表明，自从米洛舍维奇下台后，塞尔维亚经历了“通过在议会和政府中有影响力的关系，制定有利于公司和企业的法律的‘狂热’”（Pesic，2007）。米洛舍维奇之后的塞尔维亚政府在制止迫害少数民族——特别是罗姆人
[42]

 ——方面几乎没有做什么事（参见人权观察)。但是这并未引起美国媒体的注意，尤其是与引起美国干涉的“种族清洗”相对比。2008年再次当选的总统鲍里斯·塔迪奇强烈要求欧盟接受塞尔维亚为成员，虽然他反对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并谋求独立。根据一次民意测验的结果，塞尔维亚公众在2006年认为贫穷是国家面临的最困难的问题（比2001年稍差些)，失业排在第二位（按百分比远差于2001年）（Begovic et al，2007，23）。

格鲁吉亚：“颜色革命”上路了

在20世纪的五六十年代，美国外交政策立足于世界革命的“多米诺骨牌效应”，它把第三世界的农民和工人起义看作克里姆林宫发起的一系列协调好的阴谋，旨在用共产党控制的独裁取代倾向西方的“民主”。这个理论成为美国入侵越南、老挝、柬埔寨（及其他国家）的理由，并否定有根据的报告，甚至否定国防部关于印度支那革命的秘密历史。多米诺骨牌效应曾经在短期内被用作宣传性比喻，但是现在可能更适用于美国介入的旨在阻止民族主义和左倾政治运动重新夺回或保持政权的一系列干涉行为。这种干涉的事例太多，本书无法一一叙述；欲知详情，可以阅读威廉·布鲁姆（William Blum）在2000年和2008年出版的两本书。

美国繁殖的“革命者”之一是立足于废黜现任领导人的塞尔维亚青年学生组织“抗拒”。在2000年“推土机革命”推翻米洛舍维奇之后，美国资助青年运动和一些非政府组织，让它们成为政体变革的前导以及在东欧和中亚其他国家搞颠覆运动的模板。曾受外国培训的“抗拒”运动成员成了在那些地方漫游的非暴力政治策略的顾问。塞尔维亚的“抗拒”以及该地区其他学生运动的领袖们到格鲁吉亚、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其他国家的旅费是由自由之家和开放社会研究所（OSI）支付的（MacKinnon，2007、60、67、109、110）。在OSI的资助下，“抗拒”于2003年在贝尔格莱德接待了格鲁吉亚学生组织“克马拉”（Kmara
 ）
[43]

 ；“抗拒”的顾问们还在2002年年初开始了同乌克兰反对派的合作(Antelava，2003；Bransten，2004）。OSI的副所长在布达佩斯说，她的研究所支持“那些不怕对抗当地政府的组织”（Treadwell，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她所指的对抗可能不包括对抗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政府。

自由之家同USAID一起把3个主要的学生组织从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请到地拉那
[44]

 。在那里，他们同阿塞拜疆、白俄罗斯、科索沃、马其顿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代表们聚会。这种干涉主义活动使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
[45]

 国家的安全部门警觉起来，并对可疑的外国非政府组织在国内的活动采取报复措施。康多丽莎·赖斯把白俄罗斯的卢卡申科政府描述成“欧洲最后的暴政”，这未免缺乏政治家的艺术，用这种耸人听闻的言辞肯定不是想让该地区的领导们不要对美国的意向有所不安（Durden-Smith，2005）。对美国而言，白俄罗斯的“暴政”可能是由于它的大部分主要产业依然是国有的。

在培训格鲁吉亚的“克马拉”和乌克兰的“博拉”
[46]

 青年运动组织时，“抗拒”重申了塞尔维亚用过的市场营销策略。英国威斯敏斯特基金会资助的“博拉”引进了塞尔维亚的宣传员们培训200名乌克兰的积极分子（Lane，2009，129）。“抗拒”的积极分子亚历山大·马里奇吹嘘说：“我们训练他们（乌克兰的青年反对派）如何建立组织，如何开设地方办事处，如何打造‘品牌’，如何制作标识、形象和关键话语。”（引自Brabsten，2004）“博拉”还从自由之家得到50万美元。另一个乌克兰反对派团体“兹那友”（Znayu）
[47]

 得到了自由之家的5万美元和美国—乌克兰基金会的100万美元，用于在乌克兰的17个城市开展嘲笑式广告运动。自由之家的选举专家尤哈尼·格罗斯曼（Juhani Grossman）在基辅评论道：“在知名度方面，‘兹那友’是我们较大的项目之一，然而这其实只是我们工作的一小部分。”（MacKinnon，2007，174）为了支持所做的这些努力，国务院的一位官员在2004年12月的众议院听证会上对权力很大的代表团——包括约翰·麦凯恩、理查德·卢加
[48]

 、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老布什、马德琳·奥尔布赖特、亨利·基辛格和韦斯利·克拉克——吹嘘说，这已经对那个国家的选举结果产生了影响（Cohen，2005）。

长期批评美国在该地区的石油政策的威廉·恩道尔
[49]

 （William Engdahl）认为，华盛顿内部的权贵与能源界互相勾结的政治阴谋是推动“颜色革命”的政治动力。对于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TC）输油管
[50]

 （2005年开通的）美国有着极大的兴趣。布什政府密切关注格鲁吉亚总统谢瓦尔纳泽与俄罗斯人的石油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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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格鲁吉亚是美国极感兴趣的国家，在过去10年间，美国给予格鲁吉亚450万人口的人均援助排在第二位(Weir，2004）。

表4.2显示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美国对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外援、军火销售和投资的变化情况。世界2/3的军火销售来自美国公司，使美国成为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更可畏的军工联合体（Shanker，2009）。在1995~2007年，美国对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军事援助和军火销售大大增长。这主要是针对想象中的俄罗斯威胁。2000年给予塞尔维亚的军事援助主要是为了支持北约的干涉和驻军。格鲁吉亚在2007年得到的经济援助超过了美国给予乌克兰和塞尔维亚的经济援助之和，尽管两者是大得多的国家。这可以归因于格鲁吉亚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关系及美国在那场冲突中站在格鲁吉亚这边。此外，美国对格鲁吉亚的直接投资急剧下降，是因为该国的政治和领土不稳定，所以大部分投资集中到了乌克兰。不过，美国对塞尔维亚的投资增长很多，因为那里现在有最开放的投资环境。

表4.2 美国军事援助、经济援助、军火销售和外国直接投资的变化

[image: ]


注：

a.自2005年以后，只有塞尔维亚的数据。

b. 2006年的总额。

c. 2005年的总额。

d. 2008年的总额。

资料来源：USAID（2009b）；美国商务部（2009）；国防部（2007）



保证美国利益占上风的目标定于2003年格鲁吉亚举行的选举。那一年小布什派驻第比利斯的大使是理查德·迈尔斯（Richard Miles），在北约打击塞尔维亚时他是驻贝尔格莱德的大使，他“去（第比利斯）工作是为了保证谢瓦尔纳泽下台后，那里以美国希望的，而不是以莫斯科希望的方式生活”。这个任务让他像殖民地总督那样组织运动反对格鲁吉亚的国家领袖（Engdahl，2005；MacKinnon，2007，107）。中情局也有可能插手了那个国家的政治反对派（Margolis，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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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可以肯定的是，NDI强烈地促使反对派团结在一个候选人周围（O’Beachain，2009，206）。

恩道尔指出，卡特总统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克林顿总统时期的英国石油公司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被派往巴库会见阿塞拜疆总统海达尔·阿利耶夫（Haidar Aliyev），针对BTC输油管问题进行谈判。布热津斯基是美国—阿塞拜疆商会的成员，成员中还包括美国商会的理事们：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总裁提姆·塞卡（Tim Cejka）、亨利·基辛格和詹姆斯·贝克三世，贝克三世在2003年亲自前往第比利斯告诉谢瓦尔纳泽，华盛顿要他让位给亲美的政客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商会的其他成员还包括：福特和老布什时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勃伦特·斯考克罗夫特，在出任美国副总统之前，理查德·切尼也是商会成员之一（Engdahl，2005）。小布什、切尼、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丽莎·赖斯（前NED《民主杂志》的编委会成员）和内政部长唐纳德·伊万思（Donald Evans）在2001年进入国家行政机构之前都对石油业有着浓厚的兴趣，从而使人们认为白宫的角色是石油业的说客。

BTC输油管是由英国石油公司（BP）牵头的集团建造的；这个集团包括：Unocal
[51]

 （即现在的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赖斯曾任该公司理事会主席达10年之久，直到她成为国务卿)、SOCAR（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该国现任总统曾是它的副总裁）、Statoil
[52]

 （挪威)、土耳其石油公司及其他公司（Engdahl，2005）。萨卡什维利是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校友、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的研究生，并且是美国和“自由市场”的热烈鼓吹者，他是白宫取代谢瓦尔纳泽的首选。他还被索罗斯聘为开放社会研究所研究员（Treadwell，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华盛顿和索罗斯派遣的民意测验家、战略家和顾问们都支持他（Traynor，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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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许多人指责选举结果存在舞弊和争议，加上反对派组织游行示威要求他辞职，谢瓦尔纳泽于2003年突然被迫下台。此后，美国立即筹集了1 400万美元用于支付格鲁吉亚政府职工的工资。萨卡什维利在2004年1月的新选举中大胜，成为新一任总统。为了巩固他的胜利，萨卡什维利对议会中的支持者强行实施重新登记，使谢瓦尔纳泽的支持者失去信心，导致登记的名单减少了1/3，从而确保了使选举合法的最低要求，即有正式（登记）出席者的50%（Warner，2004，3）。谢瓦尔纳泽下台后说，“我没有想到我应该密切关注这些在街上挥舞旗帜和到处涂鸦的年轻人。我错了。”（引自Kandelaki，2007）与米洛塞维奇和亚努科维奇一样，谢瓦尔纳泽没有准备好打现代政治战和政体改革。

格鲁吉亚政体改革的中心是国内民主政治的动荡，但是外来力量对其结果起着很大甚至可能是决定性的作用，因为反对派知道其背后有一个超级大国，所以他们敢于使抗议的程度和形式升级。在格鲁吉亚，民意测验结果的曝光被普遍认为是挑起民众反谢瓦尔纳泽的激情。在2004年12月的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听证会上，负责欧洲和欧亚事务的副助理国务卿约翰·特夫特坚持认为，小布什政府在格鲁吉亚、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资助的选举出口站计票调查是为了“帮助揭露大规模的舞弊”。但是，两位研究选举投票的专家注意到，就在一个月前的美国选举中，选举出口民意调查显示总统竞选者约翰·克里赢得了公众的多数票
[53]

 ，美国政府却出于明显的理由而没有表示同样的关注（Freeman and Mitteldorf，2005）。2000年总统选举中，戈尔在佛罗里达州根据选举出口民意调查取得了明显的决定性胜利，美国政府也未以此做出对比
[54]

 。选举出口民意调查的局限之一是，即使它是公正地进行的（这在热火朝天的政体改革活动时期是一个可疑的假设)，它提供的不是投票者自己的选择，而是党派利益驱使下的政治官员们做出的选择。在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征求投票者对国家民主福利功能意见的民意调查显示，公众对此表示强烈支持（Lane，2009，132），而这个情况是西方主流媒体极不情愿报道的。

为了迫使谢瓦尔纳泽辞职，小布什政府不只是依靠选举出口的计票。共和党最可靠的谈判者詹姆斯·贝克三世在2003年被白宫派去“建议”他的老相识谢瓦尔纳泽保证总统选举的“自由和公正”。这等于是——用黑帮的说法——给他一条死鱼。谢瓦尔纳泽本来打算把格鲁吉亚的能源网卖一部分给俄罗斯，这是使小布什政府很不高兴的行为（Democracy Now!2003）。据报道，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对这位被围攻的总统施加了类似的压力。同时，美国顾问们劝说反对派领袖祖拉勃·日瓦尼亚
[55]

 （Zurab Zhvania）把总统候选人的位置让给经过考验的世界银行顾问萨卡什维利。

在推翻谢瓦尔纳泽之后，3位政客萨卡什维利、布尔扎纳泽和日瓦尼亚开始了权利之争，他们都有“自苏联解体后冒出来的”各种非政府组织（NGO）的支持，其中许多“是受美国和其他西方的基金会支持而大批产生的年轻、会说英语、渴望亲西方改革的知识分子”（Pope，2003）。《华尔街日报》发现：


在这些NGO中，为首的是自由研究所，它是受美国国际开发署和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资助设立的。自由研究所的创建人之一，31岁的季嘎·勃凯里亚（Giga Bokeria）在索罗斯基金会的资助下于2002年2月到塞尔维亚学习学生组织“抵抗”是如何在2000年秋季有争议的选举后把米洛舍维奇赶下台的。（Pope，2003）



《华尔街日报》还发现，“自由研究所成为把谢瓦尔纳泽赶下台的运动背后的强大组织机构”。美国感兴趣的事务之一是法制改革，具体的重点是制定产权法。美国在第比利斯的大使馆介入了这项工作，“把美国律师学会的考卷作为测验格鲁吉亚法官的根据。苏联时代的法官有90%因考试未通过而被（格鲁吉亚）政府解雇”（Pope，2003）。

与塞尔维亚一样，学生运动在格鲁吉亚政体改革中起了重要作用。对于鼓动街头示威游行，利用数字化通信技术是关键因素，即使假设他们对萨卡什维利的热情拥护是短暂的。抗议活动需要的物品包括一些基本的东西（纪念章、贴纸、标语牌、颜料喷洒器等）以及21世纪年轻人已吸收的一些高科技：移动电话、电脑绘图、发送短信、聊天网、网站、博客及在伊朗的“颜色革命”中使用过的推特。“外国的活动分子没有任何阻碍地提供旨在支持促销‘受控制的民主’的信息和宣传”，从而增加社会和政治的混乱趋势（Tastenov，2007）。

据说，谢瓦尔纳泽曾在2001年10月试图关闭第比利斯的一家私营电视台——Rustavi-2
[56]

 。这家电视台的记者们曾在美国政府资助的、在该地区积极传播新闻的国际新闻社（Internews）接受培训。Rustavi-2是抗议者们的主要喉舌，他们在2003年11月迫使谢瓦尔纳泽辞职（Hoffman，2002；US-AID，2000a）。美国资助的自由研究所把它的电脑室当作行动的主要基地，在反对派电视台Rustavi-2用广告频道持续轰击的支持下，5 000名“Kmara”（“受够了”）的学生成为反对派政客的步兵（Pope，2003）。

格鲁吉亚的学生领袖们承认，他们一步一步地模仿了塞尔维亚的起义，也依靠了外国盟友的援助。塞尔维亚“抵抗”组织的积极分子们在3天的研讨会里培训了1 000多名格鲁吉亚学生搞不流血的政变。“两次的旅费都是由索罗斯的开放社会研究所资助的。”（Van der Schriek，2003）格鲁吉亚政府当局深度怀疑美国政府和私人对该国选举的资助，尤其是乔治·索罗斯，他毫不隐讳地厌恶共产党的极权政体并愿意帮助其他政党推翻它。这位亿万富豪还资助反对派的电视台Rustavi-2
20

 、报纸《24小时》和格鲁吉亚青年运动“kmara”。索罗斯被普遍认为是精心安排权力更替的巨手。

如果说索罗斯在卷入打败谢瓦尔纳泽的外国利益集团中是“看得见的手”，那么USAID、NDI、IRI、自由之家和国务院在迫使总统离职和操纵选举结果中也起到了关键作用。索罗斯基金会承认，在2003年它为在格鲁吉亚的项目，包括教育选民、鼓励选民参与、搞选举活动、选举站出口民意调查和其他政治活动，花了460万美元。NED在2001~2004年花了24万美元用于动员青年选民，2004年花了10万美元用于其他的青年选民项目（Cor-win，2005）。

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金组织中断或者大大削减了给谢瓦尔纳泽政府的援助（Barker，2006b）。曾专心致志于推翻米洛舍维奇的前美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理查德·迈尔斯被调往第比利斯，他在那里“重玩戏法”，向萨卡什维利传授推翻谢瓦尔纳泽的方法（Traynor，2004）。那时的乌克兰总统列奥尼德·库奇玛
[57]

 （Leonid Kuchma）坚称，谢瓦尔纳泽的失败是“西方制造的政变”（Warner，2004，4）。美国把萨卡什维利在2003年1月以96.24%的优势取胜说成是选举型民主的合法表现（Laughland，2004b），如果美国黑名单上的某人取得这个优势，那么美国就永远不会接受。

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接替谢瓦尔纳泽政府后并未产生那些援助民主的社团所预期的政局稳定
21

 。在2005年年初，《财富》杂志把他描写成“一位帅气的、美国学校教育出来的青年领袖”，他的接班是“西方的庆功酒”（引自Barker，2006b）。2005年5月，小布什在第比利斯的自由广场演说时宣布，格鲁吉亚已成为该地区和世界的“自由灯塔”（Wilson，2009，378）。但是，仅仅过了一年，萨卡什维利政府就被形容为：“越来越向威权主义漂移”和“他把确保领土完整置于公民自由之上”（Bessinger，2006，23）。萨卡什维利的首席检察官阿拉萨那·伊拉克里（Alasana Irakli）在一个新闻发布会上说，“萨卡什维利的统治方式已经超出限度，使诈骗、不公正和压迫成为生活方式。每天的镇压、拆毁住房和教堂、抢劫、‘拳头化’
[58]

 （kulakization）和谋杀，我要强调谋杀，已成为这个政权的常态。”（Laughland，2008）

“橙色革命”

在2000~2001年，乌克兰爆发的学生运动导致了学生与警察的暴力冲突，这类似于塞尔维亚学生运动在1996~1997年反对米洛舍维奇的经历。这两个案例加上格鲁吉亚，奠定了利用非暴力策略动员多达百万的抗议者在各自的首都走上街头的样板。在爱因斯坦研究所前主席兼所长吉恩·夏普及其拥护者阿尔贝特·赫尔维的战略性非暴力教义（改变政体的委婉说法）的辅导下，这个策略成功地迫使这几个国家当时在任的总统下台。赫尔维/夏普的方法把主张使用更对抗性方法的极端分子从学生运动中隔离出去。街头抗议是关键，因为非暴力的对抗有希望诱导低工资的警察们拒绝向人群开火，并使他们对政体失去信任（Steel，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非暴力是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的战略目标的中心，它可以事先防止（改革后的）国家用保持垄断强力威胁的手段进行革命性改革。夏普的非暴力冲突理念只适用于一批精英代替另一批精英的阶段，而且往往导致民众消极对待国家的日常事务。使用非暴力策略使“革命”这个本来被理解为推翻统治阶级的词汇（例如，奴隶主被觉醒的自由人推翻、贵族阶级被商人阶级推翻、资本家被工人推翻）淡化为通过宣传激起不改变社会性质的反抗，即没有重新分配权力，只是政治控制的转换而已。这就是“橙色革命”的特性。

使用非暴力策略也是为了安抚乌克兰的军队。一位前《华尔街日报》的记者、现在是外交委员会国家安全问题研究员的马克斯·波特（Max Boot）指出：


在过去10年间，北约也花了大量的钱（在美国的提议下）培训乌克兰的军官作为其“和平伙伴关系”
[59]

 活动的一部分。这个西方教育，包括人权知识，是乌克兰军队拒绝出动反对争取民主的示威游行者们的一个原因。（Boot，2004）



虽然乌克兰的军人可能会表示尊重人权，但问题是，为什么在维克多·尤先科总统时期反犹太情绪依然弥漫，为什么小布什执政时的国务院对此很少谈论或根本不发表评论。

在2004年，尤先科和亚努科维奇争夺第二任期届满不能再连任的库奇玛的总统职位。这两位都曾在库奇玛手下担任总理（尤先科是1999~2001年，亚努科维奇是2002~2005年)，但是亚努科维奇被认为是库奇玛“理所当然的接班人”。虽然俄罗斯（作为历史上有许多邻国关系的国家，有关心选举结果的合法基础）也介入了乌克兰的选举事务，但美国的干涉要广泛得多（Steel，2004）。外国的援助被美国灵活地用于破坏亚努科维奇争夺权力的企图。
22

 美国武器库中最有力的工具可能是民意测验。这个工具可以把外国干涉说成是无党派的科学判断民意的研究，虽然“在实际活动中它只为一方服务”（Steele，2004）。

英国记者乔纳森·斯蒂尔（Jonathan Steele）对（外国组织的）民意测验做了如下深入分析：


选举出口民意调查是一个关键的工具。借助于在选举结束时立即把他们得到的数据摊在桌上并在反对派媒体上广泛传播，他们制造一种所谓的真相，用于与官方计票的正式结果对比。官方计票的任何偏离都被当作正在舞弊的证据。人群拥向街头，准备封锁公共建筑，展开公民不服从运动。这又使警察和保安力量处于压力之下，其目的是先是警察个人然后是集体兵变，反对他们的长官并站到另一方去（在贝尔格莱德和第比利斯都成功了)。当议会和法院被要求寻求妥协或裁决时，例如在基辅，这还能对它们起到威慑作用。（Steele，2004）



在报道乌克兰的民意测验时，西方媒体倾向于把它说成是无争议的测验显示多数人赞成美国和欧盟支持的候选人尤先科。事实上，有许多民意测验显示了很不相同的结果。5个组织[社会与政治中心、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监视所及两家智囊机构：拉祖姆科夫（Razumkov）中心
[60]

 （与自由之家有关）和民主活动基金会]合作得出了“全国选举出口计票”。不过，它们没有对各自工作的结果得出一致意见（McFaul，2006）。介入“全国选举出口计票”的几家民意测验机构及两家智囊机构都接受了NED和西方其他非政府组织的资助（Bandera，2006；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2004）。

关键词也是宣传炮火的一部分。在东欧使用“革命”一词显然是一种市场推销和慷慨陈词的计谋，实际上它描述的是一场为改变政体而升级的骚乱，却被说成是比实际情况更为严重的事件。2004年亚努科维奇当选（后来被迫重选，使美国和欧盟支持的尤先科成为胜利者）后的抗议运动——像其他“颜色革命”一样远非革命性的——肯定不是导致阶级重组、根本改变政府和治理方式或者社会生活方式发生重大转变的大规模革命。除了参与抗议活动的经验之外，东欧的动乱取得的最终结果仅仅是一批权力精英们代替另一批精英们而已。在迫使亚努科维奇下台的街头抗议中，尤先科和他的外国支持者们实际上是反对革命而不是领导革命。保守派的专栏作家查尔斯·克劳萨默（Charles Krauthammer）完美地总结了美国政府在这场革命和其他“颜色革命”中的立场：“这首先是俄罗斯，其次才是民主……西方要完成的工作是从柏林墙倒塌开始的欧洲继续向东进军……乌克兰是一个大奖。”（引自Cohen，2005）

当地媒体在亚努科维奇的失败中也起了很大作用。在他最初于2004年11月21日宣布胜利后的动乱期间，反对派的媒体，尤其是第5频道，随着正在动员的抗议而监视和报导政府的动向，并且24小时持续地现场直播聚集了约10万人的中心广场，从而保持街头抗议的激情（Regulska，1998，43）。一位匿名的西方外交人员对媒体的这种活动表示赞赏，称之为“最后的王牌”，它警告政府，如果敢用流血应对，则将有“CNN（有线新闻网）直播”(引自Binnendijy and Maroviz，2005，415）。
23



一份研究分析报告认为，公众抗议不全来自对库奇玛和他的继承者亚努科维奇集权的反对，更多的是出于反对因急剧转变到市场经济而造成的生活条件的下降。在1987年世界人类发展指数的排名中，苏联排在第25位，而作为它最发达的加盟共和国之一的乌克兰在2000年掉到了第80位。在动乱的2004年（直到2005年1月)，大多数乌克兰人认为，健康以及其他生活质量指标严重恶化了，这与预期的随着共产主义政体垮台而大大改善他们的生活完全不同。在那一年它的GDP只有1989年的59%。乌克兰的福利条件如此恶化及人们对明显得利的寡头们的愤恨，“使当地人民事先就已倾向于抗议”；然而，除了基辅和乌克兰西部之外，没有全国性（“人民力量”）动员反对库奇玛选择的接班人的迹象（Lane，2008，526，544）。
24



外国支持的改变政体（不是革命）正在进行中。到处游走的美国顾问迪克·莫里斯（Dick Moris）“承认在一个匿名的东欧国家首都与尤先科的人秘密会晤，在会晤时他告诉他们，大规模地搞选举出口民意调查……可能……有助于把抗议者们赶上街头，如果出口民意调查显示投票有舞弊的话”
25

 （Wilson，2006）。一家由美国培训的领导人创建的民意测验公司，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KIIS），在它从前的客户——USAID、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美国国务院和可口可乐公司——中是有价值的（KIIS，无日期）。一家乌克兰的非政府组织，乌克兰选民委员会，组织了一次平行计票，它与资金来自美国政府的NDI有着密切的工作关系（Committee of Ukrainian Voters，2006；Laughland，2009；McFaul，2006）。被派去作为选举观察员的几位欧洲议会成员违反了无党派性的规定，在执行使命时用橙色笔写字以表示他们与起义者们团结一致（Almond，2006）。

美国政府非常重视它的出口民意调查，先是塞尔维亚的选举（2000年），然后是乌克兰的选举（2004年）；令人奇怪的是，在前者，出口民意调查是作为有助于推翻现任政府的根据，在后者，出口民意调查却是阻止民族主义者当选。国际共和研究所（IRI）曾质疑有利于亚努科维奇选举胜利的初步公告，但是在美国2000年和2004年的选举中，用同样方法确定的选举结果却被认为是不切题的。这是不是在乌克兰的一种“情景伦理学”？在2000年，美国保守的最高法院否定了佛罗里达州最高法院判决的全面手工重新计票
[61]

 ；与此不同的是，美国的促销民主者们却对乌克兰最高法院否定最初的全部计票结果表示极其满意。美国的政客们对于如何看待人民授权缺乏一贯性。在2008年3月18日美国入侵伊拉克五周年时，《早安，美国》节目的主持人玛莎·拉达茨（Martha Raddatz）问迪克·切尼，对于美国2/3的人认为“不值得打的”那场战争，您怎样想？切尼
[62]

 的回应是，“那又怎样？”拉达茨接着说，“那又怎样？您不理会美国人民的想法？”切尼回答说，“不，我想您不会被摇摆不定的民意测验结果所左右吧！”

加拿大广播公司（CBC）的记者卡萝尔·奥夫（Carol Off）曾制作过一部纪录片《解剖革命》，讲的是2004~2005年乌克兰的动乱和选举事件，来自外国尤其是来自美国的钱是那场“革命”的关键。她观察到的是，乌克兰的动乱是一年前美国在格鲁吉亚使用过的使事件逐步升级的“拷贝”（据报道，尤先科和萨卡什维利是亲密朋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来自美国的“麦迪逊大街式促销品牌”的专业手法。在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学生领袖们被一起送到匈牙利学习非暴力冲突技巧时，资金和技术援助来自国际共和研究所、索罗斯和赫尔维上校
26

 。奥夫在基辅发现“这么多同样的策略，这么多同样的程序，曾经在塞尔维亚发生过；我还明白了，那里有这么多同样的人群和这么多同样的资助机构”（Off，2005）。

数以千计的帐篷、食品、公交车及其他后勤必需品，把几十万人运送到基辅去占领议会，这些都是美国和西欧政府、欧盟、私人基金会以及其他利益集团资助的。这些“建设民主”的成本高达数亿美元。其实，如果把其他的外国资助包括在内，可达数十亿美元。就西方的援助而言，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有什么共同之处？奥夫指出：“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反对派领袖们都是世界银行盖章批准的自由市场改革者，这不是巧合。”她还认为，尽管如此，他们代表了大多数公民喜爱的选择（Off，2005）。

在无法比较的西方影响下，尤其是在美国（军事优势的）硬实力和（文化的或者有说服力的）软实力的影响下，难以评估喜爱的选择实际上意味着什么，它从哪里来，这种民意确实是持久的吗？一位俄罗斯历史学家及俄罗斯在巴黎设立的民主与合作研究所所长娜塔莉亚·纳洛奇尼茨卡娅（Natalya Narochnitskaya）对于这种选择是什么表示怀疑。她坚称，“人民权力”深受主流媒体上出现的内容的影响，它不反映中立的观点（引自Lane，2008，528)。美国那样的外国力量的介入和干涉以及国际的选举观察者们的在场，都使统治集团的可信性和合法性受损，并给抗议组织者们的表演性活动加油鼓劲。这就给这种动乱的动机打上了实质性问号。一份中亚的研究发现，外来的压力及来自国外的持续信息流、电子通信和宣传训练对发生“颜色革命”的影响大于颜色革命是“国内政治和社会进步的逻辑结果”。没有证据表明，除了导致精英争权，接着是清洗、分裂、政治失稳、经济下滑和幻想破灭之外，“政变”还能提供什么（Testenov，2007）。

剑桥大学的退休教授戴维·兰尼（David Lane）认为，乌克兰的动乱不是“革命”，而是精英们内部的权力交替，公众更像是“观众”，而不是参加革命的公民。他在基辅的调查研究发现，不足5%的该市居民参与了把尤先科送上台的动乱。参与“橙色革命”抗议活动的人们在尤先科掌权后的一年内在很大程度上感觉幻想破灭，并且在两年内就已有56%的人反对这个“革命”或不承认它是值得称赞的。有受访者认为，这个抗议的起因是“精心安排的（现代政治通信）技术，最后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Lane，2008，531）。美国的促销民主者们对“橙色革命”的华丽辞藻津津乐道，而德国的国际基金会，尤其是艾伯特基金会，比较恰当地评价“橙色革命”只不过是一次打品牌的练习而已（Matthes Buhbe，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美国的促销民主者们对政体变革的普遍看法确实不同于他们的德国同行。保守的胡佛研究所的一位资深研究员麦克弗尔在给《华盛顿邮报》撰文为援助民主辩护时认为，美国干预乌克兰的行动是至高无上的权利：


美国人在乌克兰的内部事务中搅和了吗？是的……但是，他们的工作，无论你怎么称呼，就是试图影响乌克兰的政治变革……那些维护人民主权的人是新的进步分子。在乌克兰，外来的活动分子们帮助当地人民，使其呼声被听到，这不是违反乌克兰人民的主权，而是维护它。（McFaul，2004）



戴维·兰尼根据实地情况反驳上述论点。他认为，麦克弗尔以及其他一些人低估了外国对当地组织的赞助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乌克兰公民社会的软弱。而且，麦克弗尔在上述文章中没有提到他自己是NED下属的智囊机构——国际民主研究论坛的理事会成员。

2004年，一位新保守主义者马克·布特（Mark Boot）为外交委员会（他是该委员会的资深研究员）在一家报纸撰写的专栏《输出乌克兰的奇迹》中提出如下见解：“‘橙色革命’的凯旋应该驱散依然在许多西方大学和外事部门盛行的古色古香的信条，即民主是奢侈品，只适用于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有自由主义传统的富国。”不清楚究竟哪些大学和哪些外事部门有这种观点。立足于这个站不住脚的稻草人观点，他进一步写道：


这些革命揭示了陈词滥调，即“民主不可能由外部强加”的浅薄。是的，不能强加。但是，外部能帮助坚定的民主派克服内部障碍。在对付牢固据守的独裁政权时，有时需要像发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那样的军事干预。比较脆弱的政体可以由自己的人民推翻，但是即使如此，他们往往也需要一点外部的推动。（Boot，2004）
27





西方援助下的动乱导致了2004年12月的乌克兰重新选举总统。时任总理维克多·亚努科维奇，美国厌恶的人，在重新选举中输了，但是他后来又回来继续担任乌克兰的总理
[63]

 ，与在总统选举中打败他的维克多·尤先科合作（因此，一个舞台上有两个维克多)。但是，从2005年开始，尤先科面临他的政府要垮台的危机，因为那时他的总理与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争夺战略性媒体和产业经销的控制权（Bessiger，2005，22）
28

 。在2006年年底，尤先科的权力被大大地削减了，因为一次立法动议把权力转交给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主持的议会。这表明，国内政治的文化和实践可能被修正，但不一定变成某些美国的机构主义者所想象的那样。

自2005年1月24日~9月8日，第二个权力竞争者尤利娅·季莫申科成为总理，并宣布计划建造一条从里海经乌克兰到波兰的新油气管线，以减少对俄罗斯油气供应的依赖。乌克兰80%的能源依靠俄罗斯（俄罗斯依然给大部分独联体国家以不同程度的能源出口补贴)。乌克兰的潜在伙伴之一是雪佛龙石油公司，那时的国务卿康多丽莎·赖斯曾担任理事长。事实上，小布什、切尼以及其他内阁成员都有石油业的从业经历，这导致许多观察家注意到石油政治驱动了从中东到中亚的外交政策。一个国家控制另一个国家的石油，使前者对后者的外交政策有否决权。另一位密切注视乌克兰的观察家认为，乌克兰的动乱“与真正的民主关系很小，更多的是军事和石油的地缘政治”（Engdahl，2005）。在2007年12月的议会选举后，季莫申科回任总理。

亚努科维奇在他的第二届总理任期内（2006年8月~2007年12月）于2006年秋季访问美国，希望与这个超级大国恢复正常关系，但是小布什拒绝与他见面，给了这位乌克兰政府首脑一个正式的怠慢。可能是由于亚努科维奇预料到小布什的反感，所以他解雇了俄罗斯的“政治技术专家”，并且自2005年起雇用在共和党内很有权势的鲍尔·马纳佛特(Paul Manafort）及其助手的政治战略团队（Mayr，2006）。亚努科维奇可能还预期这样做可以改变他的“亲俄”名声。据说，亚努科维奇的外形（西装、发型、有风度的手势）及对听众和媒体的语言都被他的顾问们戏剧性地改造过。

在共和党专业人士的帮助下，这位白宫的敌人以及他的政党（地区党）赢得了2006年的议会选举。次年，马纳佛特回来试图再次取胜。在亚努科维奇的美国顾问们组织的一次活动中，马纳佛特和他的同事在做了一系列演讲后的结果是“一阵雨点般的……白、蓝色糖果撒满了舞台”，使人们回忆起不久前结束的共和党大会（Nayem，2007）。亚努科维奇在2007年选举中赢得了多数票，但是不足以组建政府（由季莫申科一派组阁)。虽然他继续控制议会的努力未能成功，但是从华盛顿的角度看，他至少已恢复过来了。

谁是美国蓝筹
[64]

 公司雇来为亚努科维奇工作的大炮？马纳佛特（Manafort），他是波拉克、马纳佛特、斯通和凯利（Black、Manafort、Stone and Kelly）公司的合伙人，也是共和党全国主席李·阿特沃特（Lee Atwater）曾经的合作伙伴，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顾问和说客。他所经营公司的客户名单有老布什、鲍勃·多尔
[65]

 以及一系列独裁者，如菲律宾的费迪南·马科斯、索马里的穆哈莫德·萨伊德·巴雷、扎伊尔的蒙博托·塞塞·塞科、安哥拉的约纳斯·萨文比和20世纪80年代阿根廷的军人政权
29

 。他还是里根任命的美国海外私人投资公司的理事，他现在是国际共和研究所所长约翰·麦凯恩的顾问。有讽刺意味的是，通常认为金钱万能，麦凯恩在2008年总统竞选中任麦凯思顾问的里克·戴维斯也为亚努科维奇工作，尽管麦凯恩强烈支持亚努科维奇的对手维克多·尤先科（Birnbaum and Solomon，2008；Burkholder，1993；Khmara，2007）。

那时，尤先科为他的“我们的乌克兰”党在2007年的议会选举中胜出而组建了自己的名人顾问团。华盛顿的共和党说客和美国商会副主席斯坦利·安德逊（Stanley Anderson）领导着一个团队，他过去曾与鲍尔·马纳佛特的公司合作（BBC，2007；Bryl and Oryshchuk，2007）。其他为尤先科和“我们的乌克兰”党工作的有：曾为克林顿工作的著名民意测验家斯坦利·格林伯格（Stanley Greenberg）、主管阿诺德·施瓦辛格
[66]

 （Arnold Schwarzenegger）竞选的史蒂芬·斯密特（Stephen Schmidt）和2008年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当时的马萨诸塞州州长）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的首席民意测验顾问奈尔·纽豪斯（Neil Newhouse）（Levy，2007）。季莫申科的竞选运动由克林顿从前的新闻秘书乔·洛克哈特（Joe Lockhart）领队（BBC，2007）
30

 。据说，马纳佛特团队的月薪是15万美元。季莫申科每月花费约20万美元，而尤先科每月花费10万美元雇用美国顾问（Bryl and Oryshchuk，2007）。

作为政体改革催化剂的非政府组织和社会运动

培训地方选举和公民社会的训练师们通常来自有政治经验的国家，美国的研究所希望把经验转授给第三方国家，特别是维塞格拉德地区
[67]

 的国家。NDI遵循USAID的要求，召集中、东欧“经历过困难过渡”的领导人，“如波兰人、捷克人和匈牙利人，为其他正在经历过渡的国家的领导人提供指导和帮助”（USAID，1999，41）。“例如，NDI组织了一个项目，把塞尔维亚反对党的一些领导人请到波兰，由波兰党的积极分子根据近年来波兰人的类似经历，对他们面临的政治形势提供建议和指导。”（USAID，1999，36）

作为促销民主的非政府组织（NGO）的一个中心，波兰继续起着重要作用。前苏联的粮仓乌克兰是美国有主要兴趣的国家，美国想把它拉进北约和欧盟，使它“更靠近欧洲”（Szymanski，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与美国和西欧的NGO相比，波兰的NGO更像美国。索罗斯和其他机构（主要是美国的）在华沙资助的巴托雷
[68]

 （Batory）基金会的一位主席认为，该基金会是USAID为中欧的NGO设立的一个榜样。


在波兰或其他地方，你能遇到来自中欧和东欧的人群，他们全都说我们与欧盟的那些非政府组织多么不同，它们立足于欧洲思想，而波兰和中、东欧的NGO模式肯定是立足于在美国积极活动的机构。（Kulik-Bielinska，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



然而，一位批评者不同意这种影响是如此善良的观点：“在美国，有特殊气质的NGO深深影响USAID资助的顾问们如何理解NGO行业”，这使他们在东欧做出“可能不适合他们为之做顾问的那个国家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条件”的安排（Quigley，2000，200）。更成问题的是，美国对中欧和东欧NGO的支持使得它们在国家部门的指导下协同工作，这违背了它们的非政府立场。华沙一家智囊机构的主席认为，NGO需要与政府之间保持“一臂之距”，虽然他承认在波兰现有的政治条件下这不可能实现（Kucharczyk，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

巴托雷基金会及其领导人，与其他的政治性NGO一样，来自持不同政见的运动，旨在反对并最终推翻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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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领导的波兰（共产主义的）统一工人党。在USAID、NED和索罗斯的支持下，巴托雷基金会组建于1988年。在USAID于1999年停止资助巴托雷后，美国驻波兰大使馆继续向其提供资助（Gromadzki，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波兰NGO的作用就像是为NED和其他美国利益集团在东欧（尤其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做中介（Kulik-Bielinska，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巴托雷的两位官员承认，在团结工会胜利20年后，政治民主依然未得到发展，特别是以选民的投票率来衡量的话欧洲是最差的（Gromadzki and Kulik-Bielinska，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

USAID资助的一个NGO——波兰—美国—乌克兰合作倡议（PAUCI）是由自由之家管理的，直到2005年，它的第一位波兰籍主任把它转变成“遗产基金会”（现在称为波兰—乌克兰合作基金会）。PAUCI曾作为运载工具，帮助美国把资金输送给乌克兰反库奇玛的反对派团体（Bessinger，2006，20）。据PAUCI的执行主任杨·佩克洛（Jan Pieklo）说，它转送了600万美元给波兰和乌克兰的NGO；他说，这是对“橙色革命”的小小贡献（Pieklo，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最近，PAUCI转而向德国寻求资助，虽然它依然把自由之家、巴托雷基金会（索罗斯资助的）和罗伯特·勃煦（Robert Bosch）基金会列在它的伙伴名单上。作为美国和欧盟利益集团的公务员，它现在所宣称的使命是“打造乌克兰的能力，使它能更紧密地整合进欧盟和北约（forumnet，Ukraine，2009）。

在乌克兰之后，波兰NGO关注的主要国家是白俄罗斯，美国和欧盟试图在那里把深负众望的总统卢卡申科赶下台。一家于2005年在华沙设立的“为白俄罗斯服务的欧洲广播电台”（ERB）参与了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政体改革计划。一家于2004年在布拉格组建的NGO——“公民的白俄罗斯”在它的网站上说，它“致力于支援白俄罗斯的非政府和非营利组织，包括那些被亚历山大·卢卡申科政体剥夺了合法运作能力的公民创意活动”（Civic Belarus，2009）。“公民的白俄罗斯”作为捷克政府的助手，在ERB节目中出场，并将NED作为它的主要资助者（Marian，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

于2005年设立的ERB名义上由白俄罗斯记者们运作，但它得到的资助来自（按“公民的白俄罗斯”列出的顺序）美国、捷克共和国、加拿大、瑞典、荷兰、丹麦和欧盟。据“公民的白俄罗斯”说，“这家广播电台的目的是把真实、及时、可信的关于白俄罗斯国内事件和世界文化的信息传送给白俄罗斯听众。节目由在华沙、明斯克和白俄罗斯各地的白俄罗斯记者制作。”与USAID的新自由主义语气相呼应，“公民的白俄罗斯”进一步宣称，这个项目“还旨在帮助发展新一代的记者，使他们能在白俄罗斯最终向民主和自由市场过渡时专业地工作”。通过调幅和调频电台以及卫星和网络播放24小时运作的音乐和新闻，ERB明确规定它的目标是15~35岁的听众（Civic Belarus，2007）。这个年龄段包括反卢卡申科的青年组织“祖勃尔”（Zub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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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组织政体改革的活动中最积极。

由波兰外交部及欧洲议会资助的波兰公共电视在2007年建立了一个“白俄卫视”（Belasat）电视台，通过卫星将节目播放到白俄罗斯。美国国务院捐赠了电视设备，英国政府付钱培训电视职工，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提供某些节目的内容，节目以白俄罗斯语、波兰语和俄语播放（Belsat TV，2009）。这种多层次的渗透模式使卢卡申科政府难以阻挡。由于这些设计类似于美国运营的反卡斯特罗的马蒂广播电台和马蒂电视台，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美国顾问，包括来自中情局的那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这些电台和电视台的发展。

杨·马利安（Jan Marian）是布拉格安全问题研究所（PSSI）的顾问，该研究所是前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高级官员和威廉·凯西（里根的中情局局长）的安全政策中心研究所所长罗杰·罗宾逊（Roger Robinson）组建的一家智囊机构。罗宾逊还曾是曼哈顿大通银行在东欧地区的副总裁。据马利安说，PSSI的资助来自美国政府、捷克外交部、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及私人公司捐助者（Marian，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该研究所的顾问委员会包括前中情局局长詹姆斯·伍尔西和前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所以，PSSI带有美国政治和经济利益的深刻印记。

马利安还是“公民的白俄罗斯”的执行主任，该组织在半私有的ERB企业中拥有股份。马利安承认，ERB和Belasat“肯定不受卢卡申科政府欢迎”。波兰和捷克共和国都与白俄罗斯只有脆弱的外交关系。“公民的白俄罗斯”的两个主要资助者是捷克外交部和NED（Marian，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这种用宣传侵犯白俄罗斯的政府和领土主权的行为，加上外国资助未注册的组织（这在某些国家是严令禁止的)，显然构成了未经宣布的入侵，尽管未使用暴力。

在援助学生组织时，支持政体变革的一个关键战略是（而且继续是)，外国资助以国内为基地的NGO。西方给缺乏民主的国家的NGO提供援助是依据一个设想：充分的民主需要有一个由许多顾问团构成的积极的公民社会。但是，奥达维和卡罗瑟斯认为，事情不一定如此，因为历史上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主斗争中起最重要促进作用的是社会运动，而不是顾问团。在南非、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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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尼加拉瓜、玻利维亚、墨西哥、委内瑞拉、韩国及中欧和东欧的许多国家，推动最深远的公众民主改革的是社会运动，而不是顾问团或NGO。

此外，这两位作者还发现，这种在改革余波中成立的NGO往往成为外国资助的和捐款者使唤的下台精英们的落脚之处（Ottaway and Carothers，2000，295、299）。一位基地在布拉格的NGO主席认为，由此产生的当地的低级精英阶层在国际“巡回会议”上来回兜售——有时捏造——他们的资历以拔高自己。尽管如此，他认为，外国援助使他那个地区的小国得以成为“有贡献的国家”（Marian，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然而问题是，按照谁的标准？

一份研究认为：“在乌克兰，NGO利用其社会和组织基础制造了天鹅绒（“橙色”）革命，它们绝大多数依靠外国的金钱开展活动。事实上，它们为这个天鹅绒革命付钱。”（Tastenov，2007）20世纪90年代初，在吉尔吉斯斯坦，当地NGO几乎100%的资金依靠外国援助。这意味着捐款者们在当地利益集团的需求之上指导发展进程（Fiona Adamson，引自Barker，2006b）。在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推翻和永远流放阿斯卡尔·阿卡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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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skar Akayev）的“郁金香革命”之后，一位美国（通过NDI)资助的当地NGO联盟的领袖爱迪尔·白索罗夫（Edil Baisolov）在提到美国时说：“没有那个援助，它（这次起义）绝对不可能发生。”（Smith，2005）USAID宣称，它值得被赞赏的是在1989~2000年帮助中、东欧建立了约50万个NGO（US-AID，2000a）。

在乌克兰，3个著名的政治NGO——政策研究国际中心、西乌克兰地区培训中心和政法改革中心——与尤先科有着十分明显的联系。得克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隆·鲍尔说，第一个NGO是乔治·索罗斯资助的，后面两个是美国政府资助的。USAID通过PAUCI为乌克兰的选举投入了数百万美元。虽然美国政府和NGO们声称亚努科维奇一方的投票作弊，但倾向于尤先科的西乌克兰地区的选举作假也是有目共睹的。自由之家在基辅的代表尤哈尼·格罗斯曼（Juhani Grossman）认为，美国干涉另一个国家的政治事务是公平的游戏。美国帮助乌克兰亲西方自由市场的鼓吹者尤先科和季莫申科取得政权，其基本理由是：这只不过是对所谓的国家领袖亚努科维奇的选举舞弊回敬以选举作假，彼此扯平而已。

在贝尔格莱德、第比利斯和基辅的选举之前，IRI煽动和排练了大规模的上街示威游行，并设计了有反抗形象的品牌，如紧握的拳头（Traynor，2004）。美国的主流媒体不加批判地报道这些动乱和品牌形象，并将其作为那里的民众全面亲西方潮流的象征。同样是这些媒体，它们却像在独裁政体控制下的新闻界那样经常顺从地行事，无视美国入侵伊拉克前夕，美国、英国和其他许多国家的大规模抗议（IRI的伊拉克项目的工作人员在此前中、东欧项目中受过训练；NED，2006，36）。如果把随后2006年3月的议会选举作为对乌克兰选民实际情感的衡量，那么这个选举不支持美国的判断，因为尤先科的“我们的乌克兰”党的得票排第三位，亚努科维奇领导的政党排第一位。到了2006年夏季，在政府治理的危机中，尤先科不得不请亚努科维奇出任总理。

政治学家马克·贝辛格注意到，国外组织在与其政治历史或文化不同的国家引起动乱的努力，“如塞尔维亚和乌克兰的事例所显示的”立足于“国外鼓励反对派力量大联合的战略，可能确实有助于推翻独裁者。但是，在革命后政府的民主进化过程中，它并不能提升稳定性或者可预见性”。事实上，美国迫使一些国家接受NDI、IRI和其他政治性“NGO”的项目作为它继续援助的条件，从而使它们今后与政体改革绝缘。被煽起过“颜色革命”（更像是宫廷政变）的一切国家都有不稳定的政治形势。在某些国家，如乌克兰，稳定恰恰依赖于动乱要推翻的那个人(Bessiger，2006，23）。把国家领袖妖魔化，如格鲁吉亚的谢瓦尔纳泽和吉尔吉斯斯坦的阿卡耶夫，也使得新上台的领袖坐不安稳，他们在几年前曾被美国政府兜售为解放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忠实支持者和亲西方的自由民主者。

此外，美国及其新自由主义盟国的敌人下台后的这些接班人并没有比被他们赶下台的那些人展示更多的民主信念。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废除了‘总统之上的’机构，代之以更加高度集中的‘超级总统’机构”，甚至试图禁止一切反对他亲西方政策的政党（Hale，2006，312）。2007年11月底，第比利斯发生了大规模的集会，要求提前选举以迫使现任总统下台，同时还呼吁释放“政治犯”和“良心犯”，这是自外国帮助萨卡什维利把他的前任谢瓦尔纳泽赶走以来最大的抗议（CNN，2007a）。这次抗议，在民众动乱方面没有美国的民意测验或其他方式的援助，虽然一些当地的民意测验显示萨卡什维利将不可避免地被反对派联盟打败。在广泛传播的指责舞弊声中，萨卡什维利提前举行了选举，但依靠外国监察者和美国Greeberg Quinlan Rosner公关公司提供的服务，他最终依然宣告胜利。

在美国政府和NGO起很大作用的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动乱中，最关键的因素可能是动员学生参加大规模的上街示威游行。IRI专注于学生组织“Pora”（是时候了）的青年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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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AID，1999，31）。“Pora”的大部分国际资助是美国间接地通过乌克兰NGO的上一级组织“自由选择联盟”输送进来的，该联盟受外国促销民主团体的资助（Barker，2006c）。国外的——主要是美国的——促销民主团体在2005年乌克兰选举之前的两年内给乌克兰反对派提供了约6 500万美元，除了其他用途之外，基辅的抗议组织者用这些资金为游行的人们免费供应食品、衣服、医药和住所（Barker，2006c）。

外国介入的程度在当时并透明。在同“抗拒”和“Kmara
 ”的合作中，乌克兰青年“与那两个团体互动并学习它们的战略”，而“吉尔吉斯斯坦则明显地从它之前的事件中学习，甚至模仿那些青年团体的时髦动听的名称”。美国政府资助了约75名吉尔吉斯积极分子在乌克兰“橙色革命”期间接受培训。这是一个活生生的政体改革讲习班，来自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的“未来革命家”也参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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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le，2006，316~317；O’Beachain，2009，210）。学生运动几乎总是站在现代政治动乱的前沿。所以，可以预料到国内和外国的利益集团寻求并制定可以利用学生反叛的方法。

作为“政治技术”，学生运动为反对派的精英们提供决定性的策略优势以对付那些当权派。学生可以迅速动员起来上街抗议或者怀有敌意地占领政府建筑或其他建筑，这被称为“爬墙”策略，一种“瞬时暴民”的政治化方式。一种西方博客的发展“Le Sabot Post-Modern”（后现代的酷格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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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乌克兰学生团体“抗拒”用于支持“橙色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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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wat，2005）。然而在阿塞拜疆，西方基金会决定不资助学生团体“Magam
 ”（是时候了），美国的“过渡性民主项目”认为它的“反对性”不足（Lane，2009，128）。

只有一位俄罗斯的政治战略家表示羡慕乌克兰的“橙色革命”。一位极其富有的报业大亨、杜马的保守派成员和俄罗斯—乌克兰议会间委员会主席亚历山大·列别杰夫（Alexandr Lebedev）在2005年年初指出：


归根结底，这里的关键不是行政手段，不是这国、那国或任何其他力量干涉乌克兰的事务。在我看来，300万基辅人民上街的事实是更重要的发展。事实上，很难想象利用某种政治手腕就能使300万人民在温度低至摄氏零下12度的情况下在街上待3个星期。这是基辅人民和涌入基辅的乌克兰人民表达他们的真实愿望。（引自Herd，2005，15）



在2005年年初，列别杰夫可能并不完全知道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在组织发生于他的评论之前仅仅几个星期的示威游行方面所做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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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部干涉比他可能想象的要广泛得多。

在赞助NGO方面，美国和欧盟国家对东欧和中亚的民主倾向有着不良影响。罗宾逊和金丁（Gindin）坚持认为，美国选择支持中意的、与西方政治、经济和安全利益一致的NGO，这将造成当地对外国援助的依赖并破坏当地的社会运动和利益集团的形成。他们认为，以人为本的真正民主、群众参与的结构和平均分配物质，以及政治和文化资源，是对美国帝国特权的深远威胁。因此，促销民主的“华丽辞藻的大旗”讽刺性地意味着不是解放而是压制有组织的社会和政治力量（Robinson and Gindin，2005）。这不是帝国主义的直接占领，而是整合当地寻求成为跨国军事、政治和经济组织成员的附庸盟友。

至少到2009年，白俄罗斯是西方政治干涉未能奏效的东欧国家之一。这可能归功于该国经济稳定，没有社会动荡和外国经济侵犯，没有新自由主义“休克疗法”的粗鲁谋利或毁灭公共部门，而且高度集中的亚历山大·卢卡申科保持着合法性。甚至诋毁他的人也形容他是“有魅力的”。将近1/3的白俄罗斯公民在俄罗斯有家族关系，许多人有俄罗斯大学的学位，这些也是重要因素。因此，当地民众对俄罗斯的正面感情依旧强烈，尤其是在该国的东部地区。对比之下，波兰有联系西方（特别是英国和美国）的广大基础（Naumczuk et al.，2001，7、9）。

对于那些不十分顺从于西方全球经济和安全利益的国家，举行选举不足以成为接受它们进入“民主”怀抱的基础。随着美国和欧盟支持的候选人亚历山大·米林吉耶维奇（Aleksandr Milinkievic）的失败以及“抗拒”型青年运动（如“野牛”或右翼的“青年阵线”)的失灵，胜利者卢卡申科被拒绝访问任何欧盟国家或美国
36

 。而对于坚定的民主卫士就不是这样，例如埃及、哥伦比亚、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中国、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赤道几内亚、以色列或印度尼西亚的国家元首，他们可以轻易地接触白宫、国务院和国会两院。

美国通常不接受“强人型（caudillo
 type)
[73]

 领袖能为社会利益工作”这样的信念。像卡斯特罗那样的革命领袖往往被丑化为非常自信的暴君。例外的是某些强人的工作恰恰有助于美国的利益（马科斯、萨达姆、诺利埃加、索摩查、特鲁希略、穆沙拉夫、穆巴拉克、皮诺切特及其他许多人)。难以想象这些盟友的政体能自愿地遵从非暴力政治冲突的原则和按宪法规定转让权力。事实上，美国很少呼吁他们这样做，除非跨阶级的联盟奋起迫使他们下台，像在智利和菲律宾那样。这就是美国外交政策的病理学根源：“政治现实主义”。

在2008年，国际民主监视组织“人权观察”（HRW）挑战美国和英国政府的双重标准，它们赞同一些不民主的政体，但是对于它们公开质疑其政治合法性的其他国家则给予负面处理。HRW的执行主席肯尼斯·罗斯（Kenneth Roth）归结为：“华盛顿和欧洲的一些政府似乎愿意接受甚至是最可疑的选举，只要‘胜利者’是战略的或商业的盟友”。于是，乌克兰的亚努科维奇被当作“不受欢迎的人”，但是穆沙拉夫统治下的巴基斯坦被英美联盟认为是“正走在通向民主的道路上”（Walker，2008）。对于实施严酷压制行动的亲西方的仆从国家和许多前军事独裁政权，只要它们把自己开放给跨国贸易和投资以及大国的安全利益，选举就会被掌权的精英们用于“收获合法性果实而不是冒民主不确定性的风险”，并得到他们的外国主人的赞同（Schedler，2002，36~37）。

在2001年白俄罗斯总统选举时，美国大使米歇尔·科扎克（Michael Kozak）公开宣称有权介入，并在一个名为“白鹳行动”的项目中积极参与推翻卢卡申科的活动（Laughland，2009）。科扎克在1990~1992年任驻尼加拉瓜大使时表达过类似的观点。对比这两种情况，他在伦敦的《卫报》写道：“我们的目标及某些方法是相同的…………年前，我们告诉尼加拉瓜反对派，追求他们的政治诉求的最佳道路是参加和平的选举过程；今天，我们正在给白俄罗斯的反对派以同样的建议。”（Kozak，2001）支持这个“建议”的做法是2000年竞选运动期间的2 400万美元，对于一个拥有1 000万人口和当时人均GDP 4 800美元的国家来说，这是一笔巨大的资金（Peterson，2001）。

史蒂芬·科恩对比了美国敌意地对待白俄罗斯以及善意地对待中亚和东欧的其他威权政体，认为这是失误的政策。他说，这相当于在俄罗斯赞扬腐败的叶利钦集权政府，而谴责深得人心的继承者普京。“排斥白俄罗斯总统亚历山大·卢卡申科而拥抱阿塞拜疆和哈萨克斯坦的暴君使它（美国的促销民主）与渴望石油相关联。”“把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民主革命’与北约成员国的地位相联系，使‘民主革命’等同于美国的扩张主义。”（Cohen，2006）自1991年至今的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被美国认为是“西方投资和利益的最佳保证人”（Wojciech Ostrowski，引自Lane，2009，128）。在当地许多公民的眼中，这个自我服务的双重标准因为只是使西方支持的政客沦为外国强权的附庸而失去了合法性。

欧洲之外的样板政治

在美国的选举中，出口民意调查是一个有缺陷且不被广泛信任的方法，它成为其他地区政体改革的主要武器之一。如《纽约时报》所报道，在肯尼亚2007年总统选举的前夕，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奉小布什政府之命撤回了USAID赞助的出口民意调查。根据IRI东非主任肯尼斯·弗洛特曼（Kenneth Flottman）的证词，这个民意调查发现挑战者拉伊拉·奥廷加（Raila Odinga）领先6个百分点。《时报》报道，小布什政府要求让支持其国际“反恐”计划的现任总统姆瓦伊·基巴基（Mwai Kibaki）赢得选举。美国驻内罗毕大使米歇尔·兰尼博格（Michael Ranneberger）公开出面为基巴基说话。弗洛特曼声称：“我认为，大使试图影响肯尼亚全体选民的看法，从而影响选举活动。这是明摆着的事实。”在许多可信的观察者发现选举过程中存在大量的计票舞弊之后，基巴基被宣布为胜利者，这导致了广泛的暴力行为和一千多人死亡。《时报》揭露说，奥廷加曾在东德受过教育，并给他的儿子取名菲德尔·卡斯特罗，这意味着美国不信任他的政治品牌（McIntire and Gettleman，2009）。

在2009年年初，IRI狂热地指责《时报》的报道是拙劣的。他们坚持说，肯尼亚的出口民意调查未被公布是因为它的方法有缺陷。同时，就在肯尼亚选举之后，IRI在古巴由一个匿名的外国团体搞了一个秘密的国内民意调查，他们不确认自己是民意测验者，但是他们发现大部分古巴人希望替换掉共产党并倾向于自由市场经济。虽然在极度不信任美国政府的行为和禁止未经政府监管的民意调查的条件下极难收集可靠的结果，但IRI毫不犹豫地公布了它的民意调查结果。盖洛普民意测验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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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对同一内容的民意调查中发现了非常不同的结果（例如，39%不赞成卡斯特罗政府，而IRI的相应数据是79%)，并对IRI在古巴使用的“非正统”技术表示怀疑（Gomez，2007）。

中亚最大的美援接收者（截至2005年）吉尔吉斯斯坦是美国促销民主的另一个目标。在2005年总统选举前，美国转而反对总统阿斯卡尔·阿卡耶夫，误以为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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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urmanbek Bakiyev）领导的反对派将摆脱俄罗斯并加强吉尔吉斯斯坦与美国的关系。阿卡耶夫在2005年3月有可能被迫下台（“郁金香革命”）；自由之家在首都比什凯克的一位项目主任以及为政治反对派经营一家印刷出版社的米歇尔·斯通（Michael Stone）宣布“任务完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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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encer，2005）。只有假设腐败症的流行是他的目的，他才是正确的。

在比什凯克，斯通被普遍认为是阿卡耶夫下台背后的“恶魔天才”。斯通主办的一家俄语反对派双周刊《我的首都新闻》（Moya Stolitsa Novosti
 ，MSN
 ）是由自由之家印刷的。据德国的一个党派基金会说，美国国内的基金会在支持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方面与国务院密切合作。至少有一次，带有国务院标志的印刷设备被捐献给当地的印刷厂。“吉尔吉斯斯坦的当局在捣毁或破坏国务院的设备之前必须三思而后行。”(Buhbe，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在MSN
 印刷厂断电时，美国大使馆介入并提供两台发电机。利用现场运转的发电机，自由之家还印刷了其他数十家反对派的报纸（Spencer，2005）。据斯通说，转折点之一是MSN
 的封面显示了据说是阿卡耶夫为自己的家庭建造新别墅的照片，这是在败坏他的名声的努力中给他的政府腐败形象火上浇油。

《亚洲时报》的一位记者发现，


美国的基金会——国家民主基金会、国际共和研究所、国际选举系统基金会（IFES)、欧亚基金会、国际新闻社等——把曾给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火上浇油的全套武器也部署到比什凯克。除了其他建树之外，这些行动还造就了一支吉尔吉斯青年小分队，美国人资助他们到基辅去见识“橙色革命”并“传染”上民主的病毒……实际上，在吉尔吉斯斯坦，被当作公民社会的每一件事都是由这些美国基金会或美国国际开发署资助的。美国人建立或资助了至少170个从事发展或促销民主的非政府组织……美国国务院自2002年起在比什凯克经营着自己的独立印刷厂，印刷至少60种不同名目的报刊，包括一批火爆的反对派报纸。USAID在吉尔吉斯斯坦选举前投入200万美元，这对于人均每月工资30美元的国家来说是相当大的数目。（Escobar，2005）




MSN
 还刊载了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和北部地区组织抗议的信息。英国、挪威和荷兰为该国“发展民主和公民社会”提供了附加支援（Laughland，2005；Smith，2005）。不过，没有一家的行为像美国的政府、党派研究所和自由之家那样。我曾在柏林采访的德国党派基金会官员坚称，他们的机构或政府永远不会用这样的干涉方式行事。

IRI承认，它在2005年的政体改革方案中积极活动：“IRI帮助各党派建立观察选举和管理竞选运动的内部资源”，并且“吸取乌克兰政党的经验，使之有助于这项工作。乌克兰政党的积极分子到吉尔吉斯共和国培训如何管理竞选运动、接触选民和建立政党的地区机构”。IRI在2005年11月把吉尔吉斯共和国5个政党的代表带到乌克兰，“他们在那里学习乌克兰政党地区办事处的工作”（IRI，2007）。美国政府还提供了其他方式的援助，包括反对派报纸的经费、拨款给公民社会中心以及资助比什凯克的美国大学。吉尔吉斯斯坦反对派在该国南部的奥什电视台（Osh TV）“利用国务院支付的设备扩大了它的播放范围”（Smith，2005）。

美国大使史蒂芬·杨（Stephen Young）立即表示公开欢迎阿卡耶夫的下台。他宣布“美国为帮助了这个过程而感到骄傲”。格鲁吉亚总统和乌克兰总统联合给吉尔吉斯共和国人民发出祝贺信。这样的宣言使那些认为整个事情都是华盛顿“一锅烩”的人更加确信无疑（O’Beachain，2009，210）。

自“郁金香革命”和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任总统以来，吉尔吉斯政府越来越多得传染上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停止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在当地的阿扎迪克电台（Radio Azattyk）的吉尔吉斯语广播，宣布关闭该地区剩余的美军基地（后来恢复了)。高级学位可以定期购买，卫生保健方面包括贿赂资历可疑的医生，职业律师、法院、海关和能源部门都充满了各种各样的贿赂和腐败（Korf，2007）。政治腐败也很猖狂，在首都常常发生暗杀政客的事件。吉尔吉斯斯坦还与俄罗斯形成密切关系，从而削弱了国务院在该地区有一个更加独霸地位的希望。

如同在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那样，“颜色革命”在吉尔吉斯斯坦也广泛利用宣传，它制造一种对社会和政治变革的虚假期望。罪犯们进入政界以期获得豁免。一些公民社会的活动分子进入政界，以获取有利可图的政治生涯。事实上，整个中、东欧地区已经出现了与新自由主义结构改革和职业化政治有关的新一代投机事业。把美国与欧洲，尤其是德国，对比会发现，它们促销民主的工作之所以不同与它们对主权和直接干涉东欧政治事务的意图有关。虽然都是走非暴力的路，但美国执行的是不受国会或其他公众监督的高度的直接干涉，而德国的政治基金会在它们的工作中要谨慎得多，并且要考虑对本国公众负责。美国的促销民主者们以及他们在中欧资助的NGO把美国在东欧的实践描述成“灵活的”，这意味着在执行政体改革、打开市场及保障军事和安全利益的使命时，可以随意挪用资源。

但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干涉的猛烈冲击在东欧（及海湾国家）并未导致任何形式的授权于公众，反而可能促使该地区社会福利和社会公正事业的倒退。创造性地利用宣传导致了短期的收获，但是鉴于该地区反对援助自由民主的回潮，长期效果可能使西方的目的失败
38

 。在“临近的国外”有合法利益的俄罗斯领袖们有理由感觉受到活跃的美国政治、经济和军事的威胁和包围。这还鼓励他们压制该国的可能是美国故意设计的有机民主力量。小布什政府以和平利益为名把导弹防御系统设置在俄罗斯附近的波兰和捷克共和国的努力（后来被奥巴马政府推迟了）丝毫没有减轻俄罗斯的忧虑。美国外交政策活动家们的霸权主义态度——虽然方法有所改变——在其整个帝国主义侵略征战的漫长历史中是明显的一贯态度。美国在该地区追求霸权的关键方法之一是巧妙地利用调查和宣传，其技术和技巧现在已牢固和系统地植根于新自由主义和信息型/促销型美国经济、政治和主流文化中。

本书的第五章将讨论促销民主所宣称的目标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巨大差距。

章末注


1
 . 类似地，美国媒体偏执地通过推特提供未经核实的关于伊朗在2009年有争议的选举后的游行事件——似乎他们在报道敌对国家时与记者的职业标准无关。一位前美国政府的官员注意到：“美国媒体故意不知道所有这些都是（关于伊朗实际事件的）高度假设性的事实。媒体不是报道或提供客观分析，它从事反对伊朗政府的宣传性攻击。”（Roberts，2009）


2
 . 那时的波兰政府强烈地抗议美国偏袒地干涉1989年6月的选举，包括从位于慕尼黑的自由欧洲电台转播美国的广播宣传、美国驻华沙大使馆的干涉、积极参与接受NED资助的机构的活动并给予政治指导、美国和西欧政府帮助外国私人资助团结工会、波兰裔的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卡特总统时期）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的政治介入（Tagliabue，1991）。


3
 . 为经济合作而在1991年建立的维塞格拉德国家集团（以匈牙利北部的一个镇为名）都是前华沙条约国。它们在1999年加入欧盟，在1995~2001年是联合国经合组织（OECD）成员。现在它们都是北约成员国。


4
 . 只有两家报纸拥有完全的捷克所有权：社会主义的Pravo（发行量约20万份）和共产党的Halo Noviny（发行量约4万份）（Kuras，2002）。


5
 . 哈维尔的前新闻秘书嘉勃莉拉·德萝哈现在是捷克外交部人权与过渡政策局局长。她指出，在人权与过渡政策局关注的人权政策有变化的9个国家中，7个是现存的或从前的共产党领导的国家。她说，这是受哈维尔的影响。她指出，外交部代表古巴的反对派干涉古巴是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在社会主义时代曾与那个国家有深厚的关系。古巴与美国之间不平等的力量对比关系以及古巴对超级大国干涉的愤恨给捷克共和国这样的小国一个“舒适的”机会去影响那个国家的政治过渡（Diouha，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


6
 . 除了他著名的女儿之外，科贝尔最出名的门生是他在丹佛大学的学生康多丽莎·赖斯。奥尔布赖特是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在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生。


7
 . 伟达公司曾在美国的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时为科威特萨巴赫皇家管理公共关系，这场宣传伟业在Stauber和Rampton 1995年的书《有毒的污泥对你有好处：撒谎、该死的撒谎及公关行业》（Toxic Sludge Is Goodfor You:Lies，Damn Lies and the Public Relations Industry）中有很好的描述。伟达公司是由小布什的朋友兼顾问克雷格·富勒管理的。


8
 . 据《纽约时报》报道，克林顿的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Warren Christopher）在1993年俄罗斯议会选举前访问俄罗斯时像“一个政客热情地赞助在全国巡回竞选演说中短暂停留的候选人那样”。克里斯托弗支持叶利钦在那年9月暂停议会（Sciolino，1993）。


9
 . 1996年，一个美国的顾问团，包括曾在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竞选中为皮特·威尔逊工作过的一批人，到俄罗斯为鲍里斯·叶利钦助选。对俄罗斯不幸的是，叶利钦未曾要求他的美国顾问们签署保密协议，这导致《时代周刊》一篇令人尴尬的头条文章使这位俄罗斯总统像是在悲哀地依赖外国赞助人（Vuijst，2008a）。美国的竞选顾问们推行强硬的反共战略，制造一种虚假的选择：回到斯大林还是跟着叶利钦（Steele，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8）。


10
 . 休克疗法还得到了中欧的保守派经济学家的早期支持，包括波兰的莱杰克·巴塞罗维奇（Leszek Balcerowicz）和捷克的（现任总统）瓦茨拉夫·克劳斯（Vaclav Klaus），他们是被纳入跨国交换学者网的专家（Brier，2009，347）。


11
 . 有一项分析发现，USAID在摩尔多瓦复制过类似它在其他东欧国家用过的样板，包括“网络的接入和练习课程”。据USAID说，这个课程“提供自由接入网络和大量培训信息技术的一切内容”。这种援助已被证明对煽起“推特革命”是有效的（Trabanco，2009）。


12
 . 外国对媒体的援助与中、东欧地区媒体集团的商业化重组有关，它们大多被外部的利益集团控制。一位观察者指出，其结果是：西方拥有的媒体集团在西方家里的行为很规矩，在无管制的“狂野的东方”则如脱缰之马。放松缰绳产生的效果是，学者们以及批评媒体运作者的广播与媒体委员会的成员们成为牺牲者，他们的人格受到污蔑（Harcourt，2003，339）。


13
 . 在欧洲之外NED初次试验成功的非暴力干涉之一发生在菲律宾。1986年，美国在那里撤回了对马科斯独裁统治的支持，并帮助组织了选举，使亲美的自由主义民主派领袖科拉松·阿基诺（Corazon Aquino）掌权，并迫使马科斯流亡。后来，NED被发现在1989年秘密资助尼加拉瓜反对派候选人维奥莱塔·查摩罗，从而受到国会的严格审查。批评者指责NED卷入党派性事务，此后，它的领导人答应该组织将来只限于做建立公民社会的事（Conry，1993）。


14
 . 专心致志于脱离南斯拉夫的克鲁地亚政府在1991年雇用一家美国公关公司——路得芬全球大众事务社（Ruder Finn Global Public Affairs），用以“发展和执行与美国众议院和参议院成员、美国政府（包括国务院、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其他有关机构和部门）的官员以及新闻媒体交往的战略和策略”。路得芬污蔑塞尔维亚当局在克鲁地亚的形象，力图把它等同于纳粹（Johnstone，2002，68~70）。一年后，美国承认了克鲁地亚的独立。（路得芬全球大众事务社以捏造虚假事实和颠倒黑白的手段调动公众舆论，它曾大肆污蔑中国及海外华人。——译者注）


15
 . 这家公司的主管之一，马克·潘恩（Mark Pann）曾是克林顿总统的顾问，并在2008年的总统选举中加入希拉里·克林顿的阵营，成为她的民意测验者和“关键的战略顾问”。潘恩还是博雅（Burson-Marsteller）跨国公关公司的首席执行官，这家咨询公司曾为政治热点地区的严酷政体工作（Sussman，2005，103~104、140、143）。（博雅公司成立于1953年，在6大洲的57个国家有分支机构，1985年进入中国，在北京、上海、广州、成都有办事处。——译者注）


16
 . 例如，那时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理事彼得·阿克曼（Peter Ackerman）在他为电视制作的纪录片《打倒独裁者》中赞扬了“抗拒”的形象化活动。后来，他通过战略性非暴力活动培训组织“国际非暴力冲突中心”更积极地介入该地区。


17
 . 在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里，谢瓦尔纳泽是戈尔巴乔夫的外交部部长，所以一直与莫斯科有良好的关系。


18
 . 一位英国保守派作者约翰·劳兰（John Laughland）写道，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的帝国主义政策以十分相似的理由，即保护从里海运输石油到黑海的巴库—巴统铁路，插手格鲁吉亚和俄罗斯的内战（Laughland，2008）。


19
 . 在萨卡什维利的西方顾问中，有麦凯恩的外交政策顾问兰迪·肖恩曼（Randy Scheunemann）。为了展示“两党”支持的形象，希拉里·克林顿和约翰·麦凯恩一起提名新自由主义的两位总统——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和乌克兰的尤先科——作为诺贝尔和平奖的候选人（Laughland，2008）。


20
 . 在“玫瑰革命”后，Rustavi-2的领导人埃洛西·基茨马里什维利（Erosi Kitsmarishvili）成为商贸会主席。在2008年，他批评了萨卡什维利对格鲁吉亚入侵南奥塞梯和阿布哈兹的处理方式。


21
 . 在追求把东欧的经济整合进欧洲方面，与欧盟有共同理念的世界银行对政治稳定的衡量是，“政府将由于违反宪法的或暴力的手段，包括国内的暴力行为和恐怖主义，而导致失稳或被推翻的概率”。在世界银行2008年的计算中，塞尔维亚28分、格鲁吉亚16分、乌克兰44分。50分是中等。德国86分、法国67分、英国66分。斯堪的纳维亚国家排名较高（World Bank，2009）。世界银行强调宪法治理，这多少有些讽刺味道，因为那3个国家经历的政体变革都是通过利用外界支持导致失稳的策略而实现的。


22
 . 除了像USAID那样的外国政府机构的援助之外，尤先科还得到了私人或半私人组织，包括NED和它的几个党派基金会、索罗斯驻基辅的国际文艺复兴基金会（OSI的分部）、自由之家、卡内基基金会和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资助（Lane，2008，547，n.9）。


23
 . 在中、东欧地区，媒体政策变化很大。例如，捷克共和国对外国的所有权不做限制，从而使外国利益集团能够控制媒体市场。播放娱乐和新闻节目的主要电视台Nova，美国人有99%的股权。前美国驻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大使罗纳德·劳德（Ronald Lauder）在2004年是注册在百慕大的母公司“中欧媒体企业（CME）”的控股者（Harcourt，2003，326）。CME在斯洛伐克、斯洛文尼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都有主要的电视控股公司。


24
 . 英国历史学家马克·阿蒙德（Mark Almond）评论“人民力量”如何成为美国的品牌，使美国政府有特权认可什么是和什么不是革命斗争。他指出，数百万墨西哥人反对菲利佩·卡尔德龙的选举作弊不被认为是“人民力量”，而反对美国不认可的国家领袖的小动乱却被美国的精英们描述为“革命性的”（Wilson，2009）。（卡尔德龙是墨西哥的国家行动党主席，2006年当选总统，2008年访华；他并非亲美派；相反，他主张国内发展经济以消除贫困，国际上开展全球外交。阿蒙德以他为例，把他说成亲美派，似乎不合适。——译者注）


25
 . 美国顾问们现在是乌克兰政治的中心。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发现，在2004年选举后，乌克兰“较大的政党雇用了少量的俄罗斯的KIIS政治技术专家和更多的美国K街的顾问。我让你们自己去判断，这是不是进步”（Wilson，2009）。


26
 . 赫尔维曾是美国驻（缅甸）仰光大使馆的武官，曾几次回到边境地区试图引起那个国家的政体变革。


27
 . 布特在《财经时报》的专栏上争议道，美国在伊拉克需要的是一个像英国殖民局或印度局那样的行政机构，他把这描绘成“两个机构的一小批聪明、诚实和勤奋的公务员管理世界的一大片”（Boot，2003）。


28
 . 他的总理是尤利娅·季莫申科，著名的“天然气公主”，因为她过去从能源业取得了大量财富。她曾是“橙色革命”的领袖，但是在这个岗位上只待了9个月，就被迫在2005年9月辞职。


29
 . 这家公司为华盛顿权力走廊的两边工作，马纳佛特的伙伴彼得·凯利（Peter Kelly）曾是克林顿的筹款人和资深政治顾问。


30
 . 《纽约时报》报道，亚努科维奇曾显示出会赢得2010年总统选举的样子，这意味着“橙色革命”的最终失败。根据民意测验，在2010年1月，只有一小部分民众支持的尤申科的顾问是克林顿的战略家马克·潘恩（Mark Penn）；而季莫申科则有奥巴马的前顾问戴维·阿克塞尔洛特（David Axelrod）。亚努科维奇坚持用共和党的顾问鲍尔·马纳佛特。假如美国没有想把亚努科维奇永远抛弃，那么美国的顾问业至少还能继续介入这个权力游戏（Levy，2010）。


31
 . 在第三世界，菲律宾可能是各类NGO最多的国家，数量达几万个，它们大多从事平民百姓的社会活动，缺乏成长的资助（例如，参见Hilhorst 2003）。


32
 . “Pora”（是时候了）和另一个乌克兰青年团体“Znayu”（我知道）轮流主持了培训俄罗斯学生的学习班，期望在俄罗斯挑起“橙色革命”（Wilson，2009，379）。Pora作为学生组织已经解散，并分裂成两派，一派成为一个NGO，另一派成为一个政党。


33
 . 这4个国家的学生运动采用的名称是引自西方国家的核心宣传经济体的可以引起政治联想的宣传方式。吉尔吉斯斯坦反叛者选择“Kel-Kel”（“干吧！干吧！”）作为口号，类似于格鲁吉亚的“Kmara!”（“够了！”）、乌克兰的“Pora!”（“是时候了！”）和塞尔维亚的“Otpor”（“抗拒”）。吉尔吉斯斯坦青年还模仿乌克兰以颜色为主题（橙色），选择了黄色和监视选举的通用方法（Hale，2006，316）。


34
 . 在2009年伊朗选举之后，美国在更广大的区域内建立了国际社交推特网以鼓励德黑兰的抗议运动。谷歌、脸书和苹果的iPhone都为波斯语和英语的博客、网站、新闻文章和文字信息提供翻译工具以支持反对派的街头游行示威。YouTube、脸书和推特被内贾德的反对者们用于活跃的商品服务。


35
 . 在2008年年底，列别杰夫和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他们是一家独立报纸《新报》的共同拥有者）决定成立一个新的政党以挑战普京的政治工具“统一俄罗斯”党（Unite Russia）。


36
 . 美国和欧盟各国的政府呼吁要注意它们认为难以置信地高的卢卡申科的得票结果（82%），虽然它们曾认为它们支持的候选人更高的得票率完全可信：格鲁吉亚的萨卡什维利在2004年的得票率为97%、吉尔吉斯斯坦的巴基耶夫在2005年“压倒性的”得票率为89%、格鲁吉亚的谢瓦尔纳泽在1992年的得票率为92%（那时他还在国务院的好人名单上）、阿塞拜疆的阿利耶夫在1993年的得票率为93%（Almond，2006）。


37
 . 东德莱比锡一家在自由之家的帮助下取得播放设备的无执照电视台X频道于1989年开始播放（Hoffman，2002）。同时，联邦通讯委员会在美国国内迫使无执照的广播电台因没有许可证而停止营业。


38
 . 作为这个回潮的一个标志，乌兹别克斯坦政府在2006年要求不受欢迎的组织，包括自由之家，离开该国。赞比亚在那一年也把自由之家赶出去，指责该组织是由有中情局和其他情报机构背景的人运作的。



[1]
 在苏联解体前，南奥塞梯是格鲁吉亚的一个自治州，与俄罗斯的北奥塞梯接壤。2008年，南奥塞梯公民投票决定独立，格鲁吉亚出兵占领其首都茨欣瓦利，引发格俄战争。美国支持格鲁吉亚，主要是因为那里的油气管线可以把里海的油气不经过俄罗斯直接输出。——译者注





[2]
 《SALT-II》是指《美苏限制战略武器条约》，进一步削减美苏核武库。——译者注





[3]
 与南奥塞梯一样，阿布哈兹是格鲁吉亚的一个自治州，不同之处是阿布哈兹族只占当地人口的17%。它的南边是土耳其，北边与俄罗斯接壤，那里是斯大林和苏联高官的休养地。苏联解体后，阿布哈兹宣布独立；1998年当地的格鲁吉亚族发生暴动，反抗种族清洗，引发了格鲁吉亚和俄罗斯双方都卷入其中的战争。现在，阿布哈兹仍保持独立，虽然未被联合国承认。——译者注





[4]
 钱德勒是英国伦敦威斯敏斯特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的国际关系教授兼民主研究中心主任。——译者注





[5]
 福柯（1926—1984）是法国巴黎大学西方哲学和社会理论教授，研究后现代主义和后结构主义以及权力与知识的关系。他曾支持密德朗的社会党执政，但因密德朗未表态支持波兰团结工会而谴责密德朗政府。——译者注





[6]
 保加利亚共产党政府解体后，反对党民主力量联盟（UDF）在1991年大选中上台，斯托扬诺夫成为政府的司法部副部长；1997年他作为UDF的总统候选人赢得大选，2001年大选时输给社会党的帕尔芬诺夫，此后他淡出政坛，成为美国“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学者，并且到美国讲学。他能说英语和德语，曾是足球运动员。——译者注





[7]
 麦恰尔曾是共产党员、律师，1989年“天鹅绒革命”推翻亲苏的社会主义政府后上台，他主导了1992年斯洛伐克与捷克的分裂，有人称他为“独立国家的建筑师”，有人称他为“犹大”。他在1993~1998任总统，1999年大选失利。2004年反对派政府突然以贪腐和滥用职权为名将他逮捕。——译者注





[8]
 波兰走廊是连接前德国的西普鲁士与东普鲁士的一条宽约70~110公里的地带，居民大多是波兰人，1772年波兰瓦解后成为普鲁士帝国的领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和约》把它划给新独立的波兰，使波兰能濒临波罗的海，但是导致东普鲁士与德国本土被割断；该地区的首府是“格但斯克”，德国称为“但泽”，波兰走廊也被称为“但泽走廊”，但泽成为国际自由港，团结工会就是以这个港口的码头工人为首兴起的。1939年，德国要求修建一条高速公路通往东普鲁士，被波兰拒绝，希特勒以此为由于9月1日入侵波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的开始。东普鲁士在战后成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加里宁格勒州。——译者注





[9]
 斯大林派波兰裔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名义上是在波兰统一工人党的请求下，担任波兰的国防部长。——译者注





[10]
 PATCO（Professional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Organization）是指空中交通管制人员的工会组织。——译者注





[11]
 爱德华·肯尼迪是约翰·肯尼迪总统的三弟，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参议员，他的二哥罗伯特·肯尼迪遇刺身亡。——译者注





[12]
 维塞格拉德的意思是高地的城堡，中世纪罗马帝国时代有许多高地城堡，都叫维塞格拉德；此处是指匈牙利的一处高地城堡。1991年，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三国在此签约结盟成立维塞格拉德集团，为的是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互相合作，取得更大的话语权。1992年，捷克斯洛伐克分裂成捷克共和国和斯洛伐克，加上中欧自贸区成立，使维塞格拉德集团名存实亡。1999年5月，维塞格拉德集团恢复活动，三国变成四国；2013年，进一步签约成立维塞格拉德集团联军。——译者注





[13]
 西科尔斯基是英国牛津大学的政治、经济、哲学博士，在1984年加入英国国籍，20世纪80年代中期曾在阿富汗和安哥拉做战地记者，后来回归波兰籍，1992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98~2001年任副外长，2005~2007年任国防部部长，2007年11月改任外交部长。——译者注





[14]
 默多克是澳大利亚人，世界传媒业大亨，涉足广播、影视、报业，拥有英国《泰晤士报》、好莱坞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等。——译者注





[15]
 NAFTA是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的缩写。——译者注





[16]
 卡钦斯基是法学博士，曾任团结工会总部所在地格但斯克大学的副教授，他与他的孪生兄弟同为法律公正党的主席，曾任最高检察长、司法部部长、华沙市市长，2005年成为波兰总统，2010年10月去参加卡廷惨案纪念活动时因飞机在俄罗斯的斯莫棱斯克机场失事而去世。——译者注





[17]
 蒙代尔曾是蒙大拿州民主党参议员，在卡特总统时期任副总统，1984年大选输给里根，1986~1993年任国家民主研究所（NDI）所长，1993年任外交关系委员会主任时，克林顿任命他为美国驻日本大使（1993—1997）。——译者注





[18]
 贝克（1925—2014）是共和党的温和保守派，曾是田纳西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里根总统的白宫办公室主任、美国驻日本大使。——译者注





[19]
 多明尼奇曾是新墨西哥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译者注





[20]
 哈维尔（1936—2011）是剧作家和政治思想家，1958年布拉格之春时被放逐，1970~1989年三次被捕，坐牢5年，1989年12月成为捷克斯洛伐克第一任民选总统，1992年捷克与斯洛伐克分开，他继续任捷克总统。——译者注





[21]
 久尔恰尼是匈牙利社会党领袖，在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改革中聚敛了大量财富，2002年，时任总理彼得·迈杰希任命他为青年与体育部部长，他在2004~2009年任总理。——译者注





[22]
 讷斯塔塞在任总理期间（2000—2004）收取一位女建筑商的贿赂（价值63万欧元的中国建材和家具），任命她为国家建筑监察会的会长；此外，在2004年竞选中收取150万欧元的非法资助。2012年他被判刑3年，在逮捕时自杀未遂。——译者注





[23]
 西美昂的父亲是1943年去世的保加利亚国王，他六岁继位，称为西美昂二世，1946年保加利亚废除君主制，他被迫流亡到西班牙，2001年返回祖国，成立西美昂二世全国运动并竞选成功成为总理，2004年竞选连任失败。——译者注





[24]
 亚当·斯密（1723—1790）是经典经济学的开创者，他最著名的著作是《国富论》，甚至马克思也参考他的经济学思想，他提出所谓的“无形之手”，反对政府干预商业和市场，实际上是主张放任自由的资本主义。——译者注





[25]
 克里斯托弗（1925—2011）曾任约翰逊总统的司法部副部长（1967年）、卡特总统的副国务卿（1977年）、克林顿总统第一任期内的国务卿（1993年）。他提倡全球民主革命，支持北约东扩，但是加强美中关系，使国际贸易与中国的人权问题脱钩。——译者注





[26]
 科恩的祖父从立陶宛移民至美国，科恩是哥伦比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外交委员会成员，专注研究1917年以后的俄罗斯，指责美国外交政策和北约东扩是继续冷战，支持普京在2014年乌克兰动乱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他称自己是“美国的政治异见分子”，指责美国媒体窒息任何从克里姆林宫看问题的人，他曾为布哈林的妻子平反，会晤斯大林的女儿和戈尔巴乔夫。——译者注





[27]
 萨克斯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因提出俄罗斯的休克疗法而备受争议；他曾给亚、非、拉和欧洲多国做经济顾问，是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和潘基文的高级顾问，也是联合国“千年计划”的主任，提倡经济与生态协调发展。——译者注





[28]
 盖达尔（1956—2009）是休克疗法的主要推行者，曾任《真理报》经济部主任、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在20世纪90年代的叶利钦时期任财政部部长、第一副总理等职务，因休克疗法弄得民不聊生而于1994年1月下台，进入政界成为右翼力量联盟的两任主席之一。2009年突然口鼻流血而死。——译者注





[29]
 丘巴伊斯与普京都来自列宁格勒，他们都是该市改革派市长索布恰克的顾问并被推荐给叶利钦。丘巴伊斯曾任第一副总理，负责制订私有化计划，导致居民的储蓄贬值而少数执政者以廉价攫取国家资产，不过也有人认为私有化为俄罗斯1999~2008年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他与盖达尔同时下台，后成为右翼力量联盟的两任主席之一。——译者注





[30]
 “杜马”的俄语原意是“思想”，沙皇实行君主立宪制时议会名为“杜马”，苏联解体后，苏联时代的议会名称“苏维埃”改回“杜马”。——译者注





[31]
 “亚勃洛高”党的正式名称是统一民主党，“亚勃洛高”是该政党三个首脑的姓名的头一个音节合在一起，恰巧是俄语“苹果”，所以给该党起了一个谐名“亚勃洛高”即“苹果”，以别有风味地吸引民众。——译者注





[32]
 “选择俄罗斯”党是盖达尔在叶利钦政府任副总理时成立的，他下台后并入右翼力量联盟。——译者注





[33]
 日林诺夫斯基是极端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者，他主张回到君主立宪，总统改称沙皇，权力归杜马，杜马多数党领袖任总理，从美国手中收回阿拉斯加，俄罗斯是俄罗斯人的，把中国人从俄罗斯远东地区赶出去。哈萨克斯坦和乌克兰都禁止他入境。——译者注





[34]
 WPP是全球第二大传媒和品牌研究集团，从事广告、公关、游说、品牌形象与沟通。——译者注





[35]
 盖洛普（Gallup）公司是1946年成立于挪威的媒体、市场、品牌研究分析公司，1997年该公司卖给TNS公司，改名为TNS Gallup，2008年归属WPP集团。TGI是目标群体指数（Target Group Index），它的计算方法是：对某一事物（商品或电视节目等）感兴趣的人占全体人群百分之几（假设是30%），被研究目标人群（例如15~18岁的青少年）对此事物感兴趣的人占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人数的百分之几（假设是60%），则TGI=（60%/30%）×100=200；TGI大于100表明该事物特别适应青少年的需求。——译者注





[36]
 PBS是以该公司三位拥有者的姓氏[潘恩（Penn）、绍恩（Shoen）、勃兰德（Berland）]为名，它成立于1975年，从事市场调研、民意测验和战略咨询。2001年加入英国的WPP集团。——译者注





[37]
 科什杜尼察是塞尔维亚民主党领袖。在推翻米洛舍维奇后，他任塞尔维亚—黑山共和国总统（2000—2003）和总理（2004—2008）。——译者注





[38]
 特拉斯科维奇是个反复无常的政客，他一方面要求南斯拉夫民主，因而亲西方：另一方面要求保持南斯拉夫统一，因而反西方。他在1990年成立民族复兴党，在总统选举中输给米洛舍维奇，但是鉴于米洛舍维奇反对西方分裂南斯拉夫，他又出任了米洛舍维奇政府的副总理。在2006年黑山与塞尔维亚分裂后，他出任塔迪奇总统的外交部部长。——译者注





[39]
 代顿协议是指1995年9~10月在美国俄亥俄州代顿市举行的会议上达成的关于塞尔维亚、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纳停止波黑战争的和平协议；出席会议的有美国国务卿、俄罗斯副外长和塞、波、黑三方的总统，米洛舍维奇代表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族。——译者注





[40]
 塔迪奇是民主党主席，他在2004年与其他几个政党组成联盟，并在总统竞选中获胜，他曾在2005年访问中国；2008年总统选举中又获胜连任，2008年出席北京奥运会；2012年选举中输给反对派尼可利奇。——译者注





[41]
 拉斯普廷（1869—1910）原是乡村医生，会催眠术，因自称有预言的神奇功能而进入皇宫，成为俄罗斯最后一任沙皇尼古拉二世夫妇的宠臣，为非作歹且荒淫无耻，从而引起贵族痛恨而被杀死。他原名诺维赫（俄语“新人”），人们称他为“拉斯普廷”，即俄语的“放荡”。——译者注





[42]
 罗姆人又称吉卜赛人或茨冈人，源自印度，以“大篷车”形式流浪至欧洲各地，尤其是巴尔干半岛各国，靠卖艺和算命为生，“二战”时像犹太人一样被纳粹屠杀。——译者注





[43]
 格鲁吉亚语“克马拉”（Kmara）的意思是“受够了”。——译者注





[44]
 地拉那是阿尔巴尼亚的首都。——译者注





[45]
 独联体的全称是“独立国家的联合体”，由前苏联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2个（除了3个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在苏联解体后于1991年年底成立的；2005年土库曼斯坦退出，2008年格鲁吉亚退出，2014年乌克兰退出。——译者注





[46]
 乌克兰语“博拉”（Pora）的意思是“是时候了”。——译者注





[47]
 乌克兰语“兹那友”（Znayu）的意思是“我知道”。——译者注





[48]
 卢加（Lugar）是共和党人，连任六届印第安纳州的联邦参议员，直至2013年退休，他在2003~2007年任参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49]
 恩道尔是政治经济学与地缘政治学家，35年来一直研究国际政治经济和世界新秩序；2010年访华时提醒公众记住基辛格的名言“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控制了所有民众”；著有《一个世纪的战争：英美石油政治与世界新秩序》。——译者注





[50]
 BTC输油管从里海岸的阿塞拜疆首都巴库经格鲁吉亚首都第比利斯到地中海岸的土耳其港口杰伊汉，全长1 760公里。2005年5月10日开通时的第一桶油5月28日才到达杰伊汉。——译者注





[51]
 Unocal（尤尼科石油公司）曾是美国第九大石油公司，在印尼、泰国、孟加拉和属于亚洲的里海东岸地区都有油气项目；2005年中海油曾竞购该公司，但由于美国政府的政治阻挠而未成功，最终该公司被雪佛龙兼并。——译者注





[52]
 Statoil（挪威国家石油公司）是北欧最大的石油公司，西欧大陆的主要油气供应者，2009年《财富》杂志500强第36名、石油业第13名。——译者注





[53]
 美国“赢者通吃”的选举法使总统候选人只要以微弱的多数票拿下人口大州的全部选举票，而以巨大劣势输掉选举票很少的人口小州，他仍能赢得大选，即使他没有得到过半的全国总票数。——译者注





[54]
 选举出口计票显示戈尔赢几票，电脑计票显示他输几票；按选举法的规定，不能确定戈尔和小布什谁赢，必须重新人工计票或由法院断定，共和党控制的州法院判小布什赢了这个关键的州，从而赢得全国的大选。——译者注





[55]
 日瓦尼亚（1963—2005）与萨卡什维利一起组织了“民主联盟”，在赢得了2004年1月的大选后，萨卡什维利任总统，日瓦尼亚任总理，2005年2月突然发病去世。——译者注





[56]
 Rustavi即800多年前格鲁吉亚历史上著名的民族史诗《虎皮骑士》的作者鲁斯塔维利（Rustavili）。——译者注





[57]
 库奇玛曾任研制导弹的“南方设计局”的副总设计师，他是乌克兰工程院院士，列宁勋章和乌克兰国家奖章获得者，在1992~1993年任独立后的乌克兰政府总理，1994~2005年任乌克兰第二届总统。第一届总统是列奥尼德·克拉夫丘克。——译者注





[58]
 斯拉夫语中kulak是“拳头”或“富农”的意思，斯大林时期的消灭富农运动被称为dekulakization。这里是指社会不安宁，拳头说了算。——译者注





[59]
 “和平伙伴关系”创议最初是保加利亚的新社会党提出的，1993年的北约国防部长会议上成为美国的建议，1994年北约首脑会议批准“和平伙伴关系”计划，它现在有22个成员国，其中有前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中的12个，除了波罗的海3个国家（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译者注





[60]
 拉祖姆科夫中心的全称是“以奥列克山大·拉祖姆科夫命名的乌克兰经济和政治研究中心”，2004年获得该年度中、东欧最佳非政府组织奖。——译者注





[61]
 2000年美国总统选举，共和党的小布什与民主党的戈尔对决，佛罗里达州是关键，谁赢得该州谁就赢得总统职位。约600万选票的机器计票结果是小布什只多了537票，其优势只有万分之一。佛罗里达州法院按该州法律决定，如此小的差距应该手工重新计票，但必须在规定的日期内完成。由于时间不够，佛罗里达州法院决定可以延期。小布什团队上诉到保守派占优势（9名法官中有5名保守派）的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判决手工计票不能延期，小布什按最初的机器计票赢得佛罗里达州，从而赢得总统选举。——译者注





[62]
 小布什政府决定入侵伊拉克时，切尼是副总统。——译者注





[63]
 尤先科当选总统后的第一任总理是季莫申科，亚努科维奇在2005年9月季莫申科辞去总理职务后出任总理。——译者注





[64]
 “蓝筹”（blue chip）是股票市场上的优质股票，即绩优股（参见第五章的脚注）。——译者注





[65]
 多尔曾是堪萨斯州的共和党众议员（1961—1969）和参议员（1969—1976），1976年作为福特总统竞选连任时的副总统候选人，1976年作为共和党的总统候选人挑战竞选连任的克林顿总统，这两次竞选都失败了。他现在是纪念共产主义时期牺牲者基金会的顾问委员会主席。——译者注





[66]
 施瓦辛格是1970年移民的奥地利裔美国人，著名的健美运动员和打斗片电影明星；2003~2011年当选连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译者注





[67]
 “维塞格拉德地区”的国家包括匈牙利、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译者注





[68]
 巴托雷出生于波兰，移民法国，是著名的海报创意设计师。——译者注





[69]
 雅鲁泽尔斯基在德国进犯苏联时参加苏联组建的波兰人民军；波兰解放后，他曾任国防部部长、部长会议主席、国务委员会主席、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等。他是左右为难的中间派，既阻止苏联及自己党内的强硬派武力镇压团结工会，又在团结工会不接受国家主动民主改革而上街闹事时取缔团结工会。1989年议会选举中统一工人党大败，1990年他被迫解职。2008年因被指责在1981年用坦克和刺刀镇压团结工会而受到审判。——译者注





[70]
 Zubr的俄语原意是“野牛”，也可理解为“死硬派”或“顽固派”。——译者注





[71]
 阿卡耶夫是计算机技术科学博士，1989年任科学院院长，1990年年底当选为独立后的吉尔吉斯斯坦第一任总统，1995年和2000年两次连任，2005年政局突变，通过政变上台的奥通巴耶娃剥夺了他的豁免权，使他流亡到莫斯科大学任教。——译者注





[72]
 Clog来自Cool Blog，即酷的（时髦的）博客；中国按其谐音称之为“酷格网”；这是一个分享时尚潮流资讯的网络平台。——译者注





[73]
 Caudillo是西班牙语，意为在人民中有魅力的“强人”、“领袖”、“军阀”、“独裁者”；Caudillo是19世纪初南美革命的民兵领袖，受到人民的个人迷信。——译者注





[74]
 世界著名的盖洛普民意测验公司是发明随机抽样法的统计学家乔治·盖洛普于1935年成立的。它采用使偏差率最小的随机抽样法，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调查。——译者注





[75]
 巴基耶夫是反对派联合组织“人民道路”的领袖，在2004年“郁金香革命”推翻执政的“光明道路”党领袖阿卡耶夫总统后，他于2005年选举中当选为总统，2009年连任，2010年新的反对派“联合人民运动”通过骚乱赶他下台，由萝扎·奥通巴耶娃任总统，2011年年底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接任总统。总之，吉尔吉斯斯坦多年来一直政局不稳。美国租借吉尔吉斯斯坦的空军基地作为向阿富汗美军输送补给的转运站。——译者注




第五章

自由民主国家内的宣传


我们拥有世界50%的财富，但人口只占世界的6.3%。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成为被妒忌和愤恨的目标。我们在下一个阶段的现实任务是设计一种使我们能够保持这个差距关系的模式。

——乔治·凯南，1948年



作为市场营销工具的革命

本书前面关于中、东欧的叙述试图将通信技术的政治经济因素与美国外交政策的行为相联系。在第一章，本书讨论了目前美国经济的促销特征，这是由于经济加速转变到信息发展模式（伴随着制造业和相关从业人员迁移到“海外”)。除了公众广泛地应用这些通信技术之外，它们最有活力的功用是销售在别处生产的商品以及金融和商业服务。因此，新的政治经济要求美国更加看重以下一些职业的技能和行为：市场营销、广告、公关、销售管理及其他一些企业的促销活动。作为跨国经济新的组成部分，技术和组织的基础设施渗入政治、经济、社会和个人生活的每一个毛孔，使“后现代的”形象化世界为了转瞬即逝的新目的和手头的促销任务而重新组建（例如，上一代狂放的抒情歌曲被用于销售下一代的奢侈品)。

在工商业资本主义经济到处弥漫的广阔背景下，促销型文化前所未有地进入公众生活。老的宣传概念不足以解释利用广告、市场营销、公共关系和其他方式进行的销售，因为西方社会，特别是美国社会，从未经历过现在这样的社会、政治和文化之间互动的促销主义以及可用于此目的的现代工具。这个分析的关键是，宣传不再局限于商业或国家的一些具体项目，而是全局性的。现在，通过广播、电脑软件、互联网、手机、iPhone、推特、电子邮件、微信以及可以买到的（或赠送的）似乎无止境的混合技术和编程软件，促销的任务被植入大部分的日常生活。几乎一切形式的电子通信都伴随着某种形式的广告，不仅把公民变成消费者，而且把他们变成无报酬的商品和服务的促销者。

这个影响全局的促销型文化已经深深地渗入官方的政治、公共政策、政府行政管理和外交政策，并试图使它们迎合公众对信息产生的兴趣。但是，通过利用媒体鼓动“民意”的方法塑造公众参与政治是对理智的、仔细思考的和参与性的民主理想的一种亵渎。把能量和创造性用于为支持一位政客而开展的打品牌运动以及民意测验，不是真正地吸引公众对其政策产生兴趣，而是测试宣传的成效——为候选人造势和利用民意测验结果影响“选举”结果。在美国及其他国家，竞选和其他形式的运动已成为用任何必要手段求胜的事务。就像在商业方面一样，美国在政治方面是一个卖方国家，它和它的新自由主义盟友们教导其他国家追随其脚步，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

对帝国权力的保卫者而言，美国以及与其思想一致的国家（欧盟）有责任把“市场民主”的教义带给中、东欧那些抛弃了一党制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国家，以及拉丁美洲那些推翻了军事独裁的民族主义威权国家。利用目前被硬的（秘密的和欺骗性的）和软的（公共外交）宣传鼓吹得很多的“革命”样板，美国力图在这些或其他一些地区为它的政治、军事和经济的安全以及力量优势打开缺口。美国不顾及用军事手段（如在中东）或非暴力方法（如在东欧）进行干涉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继续坚持向它认为的战略地区挺进。伍德罗·威尔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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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统明确表达的，但是把干涉包藏在与人为善地“提升”国家文明的说辞内的美帝国主义野心从来没有改变过。促销民主依然是官方追求国家利益的基本理由。

尽管美国在国内实施的是虚伪的民主：它的媒体和信息设施公司的产权越来越集中、高等教育越来越昂贵得令人付不起、健康指数下滑和4 600万人无卫生保健、实际工资普遍下跌及其他许多公共领域指标的降低，小布什却把“促销民主”作为他的政府的外交政策名言。为了争取言论上的先发优势，他的副总统、顾问们和内阁的各位官员们从广告公司、公关公司、市场营销公司和主流媒体雇来著名的促销天才，把新闻报道植入外国和国内的媒体，完全不顾法律规定的禁止政府有这种行为。

第二章专注于介绍历史上美国的军事武装和秘密入侵他国的行为，以及在有影响的地区所进行的官方宣传。冷战为美国在世界上进行广泛的合法和非法干涉提供了一个环境，包括在夺取无人能挑战的世界霸权的使命中采用使他国政治和经济失稳及甚至谋杀的手段。按照冷战的叙述方式，苏联被丑化成摩尼教戏剧中的撒旦力量，这是里根从他有限的主要是电影知识的词汇和藏书中找出来的说法：“魔鬼帝国”。苏联在一切方面受到外部敌对势力在军事、政治、经济和宣传方面的猛烈攻击，又面临以国家为中心的早产社会主义及其腐败的内部矛盾，它几乎未打一枪就垮掉了。然而，冷战的结束没有给建立了压倒华沙条约国的经济和军事力量的美国工人们带来和平红利（工资或诸如此类)。相反，它导致了美国的工人阶级被遗弃，中西部老工业区的衰退和恶化，以及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从未见过的财富和权力的集中。在很短的时间内，美国从最大的债权国变成了最大的债务国。

在一个衰退的国家内，政府利用蓄意控制的电子手段维持“必要的幻觉”（Chomsky，1999），从而保持其权力基础的合法性。政治和选举事务的“职业化”有助于自然形成富豪统治，因为失去信心的公众不断地从参与公民事务的积极分子变成完全是人为制作的政治戏剧的观众；这个过程被穆雷·埃德尔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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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rray Edelmen，1988）和普特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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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utnam，2001）及其他人描述得很好。严肃的新闻报道已经被追求利润的新闻活动、小报媒体的高分贝丑闻及耍手腕大师们操控的狡诈、诡计和政治辩论所淹没。同时，促销主义的影响从商业和商品式政治蔓延到外交政策领域。虽然对于直接把宣传用于国内（间接通过媒体的代理人）美国政府是有所限制的，但是事实上不限制它用于外交政策活动中。“感知管理”业的大佬们发现，在国务院和国防部的带领下扩展海外贸易是有利可图的。

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没有一个地区比苏联和中、东欧更受美国国家政策制定者的关注。直到20世纪90年代，“自由”国家对抗“囚禁”国家的斗争一直是美国外交政策祭坛上祷告文的中心内容。一个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最终垮台和资本主义的接班导致了那些地区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失稳。许多人指责政府心急莽撞地拥进去打开市场，其实问题的根源在于出卖国有产业、削减政府的社会支出及采用“休克疗法”的其他经济药方。但是对西方而言，“用魔法驱除第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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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共产主义遗产往往要求受援者改变其机制本质，包括银行业、工业、国际贸易、社保和医疗保健”（Wedel，2001，21）以及在法制、社会政策和公共行政管理方面做出根本性变革。

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美国和西欧的其他机构（在第三章有详细论述）以及私人团体的资助，使东欧陷入反对掌权者的一系列城市动乱和非暴力政变，即所谓的“颜色革命”中。这又促使了俄罗斯民族主义和国家权力的反弹，其根源在于害怕被包围和俄美之间因后者干涉该地区内政而导致的紧张关系重现。俄罗斯及其独联体内的贸易联系国——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和塔吉克斯坦——采取行动反对外国的政治援助计划。它们都不信任旨在破坏国家主权和经济主权的，类似特洛伊木马的美国政治援助。这个回潮已传播到一些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Carothers，2006a）。由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构成的上海合作组织成为该地区对抗西方强权的防卫联盟，它们“在政治事务、经济和贸易、科技、文化和教育领域以及能源、运输、旅游和环境保护方面寻求合作”（Engdahl，2006）。

如第四章所述，在东欧的动乱中，为迫使现任政府放弃权力而利用形象进行的抗议活动占据了中心地位。广告牌、徽章、标识、涂鸦、口号、雇用学生中令人注目的活动分子、响亮的革命辞藻、媒体的花招和打出“颜色革命”的品牌，所有这些都造成一种感觉，这个势头不仅是一个政治运动，而且更像是一个彻底变革的运动。但是实际上，这不是任何种类的社会运动，因为一旦实现了主要目标，这些为政体变革而建立的组织大多都散伙了，它们从未确立社会变革的基本原则，除了空洞地叫喊“民主”。甚至在《经济学家》杂志2008年度的商业民主指数中，第四章讨论的主要目标国家在民主方面依旧排名很低：塞尔维亚第63位、格鲁吉亚第104位、乌克兰第53位（Economist，2008)。虽然每一个政变要成功必须要有足够的、潜在的公众异议，但关键的因素是创造性地利用形象式表达方法和巧妙地运用政治策略，以达到短期的政体变革目标。具体的宣传形式则由于受到美国的技术培训、美国给反对派的支持及美国愿意扮演“老大哥”的角色而得到强化。由于反对派对俄罗斯和前苏联怀有遗留的敌意，美国这个角色具有很大的份量。

民主的意义

选举本身并不表示民主，因为许多独裁政权为了用合法性讨好西方国家，也举办表演性的而结果往往有舞弊的选举，从而取得政治支持以及经济与军事援助。一位匈牙利政治学家认为，美国人倾向于把选举和民主混为一谈，这是一种适得其反的观点。因为当选举结果不引起深刻的社会改革时，公民们感到的失望会导致普遍的故步自封和愤世嫉俗。真正的民主在于公民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层面的广泛参与（Agh，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事实上，塞尔维亚、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选举结果几乎没有提升民主的程度。一位密切关注者指出：


（颜色革命的）政变既没有使这些国家（塞尔维亚、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克兰）自由化，也没有使它们民主化。事实上，在革命和政体变革之后，目标和利益的两极化导致了清洗异己和分裂。这些颜色革命使本来就不简单的地缘政治现实变得更加复杂……它们导致政治失稳、经济下滑和幻想破灭。（Tastenov，2007）



他的结论是，“民主”通常仅仅是利用“大批人集体吼叫”来触发公众要求改革政体的激情，以便外国利益集团和国内的精英们获取资产所有权、金融财务权和其他形式的资本。然而，尽管这种宣传具有操控民众的目的，但事实上民主的动听语言之所以能够起作用，归根结底在于它能提供某种激励，因为民主作为一种治理系统显示出它的普世吸引力，即使它的精确意义变得模棱两可（甚至迫使镇压型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民主共和国和阿拉伯撒哈拉民主共和国都以民主为国名使自己的权力合法化)。正是由于口头允诺的民主与真正实施的民主之间脱节，所以才要求利用宣传以避免广泛传播的不和谐认识。

但是，正如甘地曾指出的，民主不能被输入或强加，它必须有机地生长。一个真正的民主，它的榜样力量足以在由傲慢的极权政体违反人民意愿而顽固地掌权的其他国家点燃反抗之火。为了民主最终能成功，假设美国是以我超你赶的竞赛方式，而不是以强加于别国或旨在使别国复制它的方式朝民主方向施加影响，那么对美国及世界上的一切国家来说都会好些。

一方面，美国把新自由主义作为它援助外国政治发展的条件，胁迫受援国仿照援助国的优先发展顺序。尤其是对美国而言，民主被定义为这些受援国“对外国资本的相对友好程度”（Ralph，2000，207）及它们是否准备接受“身居跨国公司本土的主人所论述的消费者民主”（Murphy，2003，72）。另一方面，美国对某些国家又往往不坚持给援助施加政治前提条件。它在2003年的军事和武器援助对象包括：沙特阿拉伯（11亿美元）、埃及（10亿美元）、科威特（1.53亿美元)、阿联酋（1.1亿美元）、乌兹别克（3 300万美元）。上述国家在美国国务院每年的人权报告中都被列为非民主国家（Deen，2005）。一位欧洲的政治学家说，美国对它在东欧支持的各国政体不要求以民主为条件，其问题在于这样会使政治改革丧失信心。他说，欧盟对其成员国社会和政治条件的要求使那些国家的领导人没有感到有迫切理由要加入欧盟（Agh，personal communication，2007）。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在它们的对外援助项目中有同样的目的。但是，它们推行的项目比较克制，比较对公众负责，而且有长期的地缘政治和社会规划。不过即使在北欧，也有人发现“社会保障越来越失去其从前的目的和机制基础，变得‘从属于新自由主义的以竞争为首要目的’”（Baastian Van Apeldoorn，引自Bohle and Greskovits，2007，445）。

虽然美国的某些公民社会活动有比较慷慨的意图，但是美国“促销民主”团体的各种教育、政治、文化、宪制、法律和公民培训项目往往“把促销的核心标准定位为开放自由市场，增加贸易，以及让美国的产品、服务和资本自由流入”（Kennedy and Lucas，2005，316）。小布什政府和奥巴马政府的“反恐战争”为全球干涉提供了更广泛的理由。美国媒体在报道伊拉克和阿富汗建立所谓民主的活动时，不提及美国和欧盟及它们的公司在那些国家的更广阔的战略目标和利益：控制欧亚走廊的能源，使整个地区军事化以服务于西方国家的强权和美国的军工联合体，保护以色列的亚帝国军事和情报网络（通过遏制该地区的阿拉伯极端主义运动)，实现全球经济整合以及使跨国公司的市场扩散到整个地区的宏伟目标。

研究揭示，本书讨论的那些被定性为革命的和民主的“颜色革命”，实际上既非革命的亦非民主的。英国学者戴维·兰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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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avid Lane）认为，它们只不过是“后现代的政变”而已（Lane，2009）。兰尼说，革命是“导致政治阶级和社会经济系统发生根本性变更的一种思想意识形态”，是完全推翻国家和阶级的结构。“颜色革命”的计划不含有这样的进程。作为一位俄罗斯和中、东欧问题的专家，兰尼认为，美国和欧盟企图加诸于东欧的政治形式是它们自己结盟的政治结构的延伸：“在国外实施‘民主化’政策是新保守主义价值观关于以美国（及其盟国）的方式建立国际价值观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结构最优先考虑之事不是社会的发展和授权给公民，而是立法保护私有（即公司的）产权、商业媒体、跨国市场、反对国家管制，以及把经济和安全整合进欧盟和北约（Lane，2009，115、118；Skocpol，1979）。

没有证据证明自从那一系列政变以来东欧生活有显著的改善。除了继续存在的腐败和政治不稳定之外，整个中、东欧地区自社会主义解体以来经历了严重的财富两极分化（Harvey，2005，17）。此外，詹姆斯·斯科特（James Scott）和卡莉·斯蒂尔（Carie Steele）利用回归分析法发现，没有多少证据表明外国的援助民主或贸易自由化与民主化有任何关系。他们发现，比较好的民主化指标是国家财富和教育的持续改善。他们的结论是，“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资助似乎与（民主方面的）情况恶化有关，而不是促进民主……对迈向民主进步最有用的援助是改善人类的发展。”（Scott and Steele，2005，451）

在海外促销民主并宣称原始的民主品牌来自美国，而且进一步断言美国是道义上和政治上先进的文明，在这些说辞背后有一系列潜在和流行的虚幻假设。对于这种说法，值得提出严肃的挑战，因为美国相对程度的自由是征服、镇压和暴力对待境外和当地人民的漫长历史产生的结果，更不用说赤裸裸的腐败堕落了。没收美洲原住居民和墨西哥人的土地，设立奴役、种族歧视和隔离机构，从而剥夺数百万人民的权利。许多生命被剥夺。对试图组织工会的人们进行的打击使希望破灭。直到1920年大部分妇女没有联邦确认的政治代表权。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赞助外国的镇压一直继续至今。美国政府用纳税人的数十亿美元补助美国的市场系统。国家支持的垄断企业把经济理论家亚当·斯密的独立和竞争性资本主义的信条变成笑料。简而言之，美国人享受的民主是以许多国家数百万被剥夺权利的人民为代价的。所以，美国的自由是那些无这种自由的人们支付补贴的一种形式，他们保护美国公民免受警卫森严的公司市场系统的潜在威胁，而这种不受制约的公司市场系统肆无忌惮地以人类几乎所有的代价来追求利润。事实上，公司型资本主义与健全的以公民为基础的民主是不相容的——与环境安全也不相容。

在批判性地分析某些机构时，美国通常提出一系列正确的政策改革。但是，外交政策的改革必须得到“国内”利益集团的批准或支持，它们对于操纵美国在国外的活动来说有最大的影响力。这些利益集团包括跨国企业和一些特殊的产业，如军事武器销售业、能源业、快餐业、媒体和广告业、航空公司、电脑和电子业及其他产业。这些全球性公司我行我素的巨大特权虽然不受宪法保护，但损害了美国大多数公民的生活（大量的失业和半失业、实际工资和购买力下滑）和自然环境。所以，在讨论要求外交政策立足于尊重外国的政治和文化主权以及提高贫困国家的人民生活标准时，最实事求是的方法是，首先看看美国自己的公众参与程度，它决定了这些改革政策以及美国希望展示给全世界并且希望全世界模仿的美国生活的民主质量。

首先，民主是否值得追求？当然值得，但是促销民主应该从美国内部开始。1983年成立的国家民主基金会（NED）的部分计划模仿了战后德国各党派基金会（stiftungen
 ）提出的促进民主计划。在打败纳粹政体后，德国认为德国人，尤其是德国青年，需要加强关于民主的教育；德国政府起初专注于这个目的，并继续支持国内的民主教育。虽然美国的公民一直成功地为扩大政治、经济和许多方面的社会民主而斗争，但仍然存在着严重的民主欠缺。选举以及在精英们之间和平地转让权力并不构成民主政体。

民主的标志

除了吹嘘的假象之外，美国民主的实际情况怎样呢？富兰克林·罗斯福在他的1944年国情咨文演说中建议的《第二个人权法案》以及此后在1948年国际上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在经历了漫长的过程后才被规定为构成民主的基本条件。这两个文件中的建议，只有少数被采纳过。下面是现在关于美国民主标志的一些讨论。


1. 政治参与。
 代议制民主是衡量一个民主国家的必要但不充分条件。美国国会很难说是一个真正的代议制机构，因为它不是由典型的美国人构成的，其成员的富裕程度大大超过平均值。参议院62%的成员和众议院39%的成员是百万或亿万富豪（只有不到1%的美国人在经济上属于这一档)。国会议员在种族和性别方面也很不合比例。此外，他们通常把自己的财富投资于蓝筹股公司
[6]

 ，这与他们的公共治理责任有着根本性的利益冲突（Open Secrets，2008）。由于他们的社会和经济地位，所以毫不奇怪的是他们的公共政策考虑范围十分狭隘，他们所辩论的“冲突”只是简单的文化辩论，而不是阶级、性别和种族边缘化等方面的严重问题。

美国选举的参与率在工业化国家中是最低的，在最近几次联邦选举中，其投票率徘徊在50%左右，在许多国家这会被认为是不足法定标准的选举。州和地方选举的参与率更是低得多。低的选民参与率是由于收入的高度不平等（Gudrais，2008）。主流媒体，包括受人尊重的《纽约时报》，谈论选举过程时通常只报道哪一位候选人筹集了最多的钱，谁在民意测验中领先。主流媒体几乎从不把低的投票率看作可引起争议的问题，因为不投票的问题主要发生在这个政治系统中权力最少的选民中。此外，主流媒体与政治顾问们、职业宣传家们和企业投资者们有共生关系，所有这些人都互相帮助赚选举的钱，从而提高参选的费用，使之成为全世界最贵的选举，这使得他们成为一个商业互动的网络，而绝大多数选民被隔绝于有意义地行使选择候选人的权利和整个选举过程之外。


2. 言论自由。
 在美国，人们有相当自由的言论权，但是很少被听到。合理的声音被由收视率和广告费驱动的媒体/信息系统内不高明而且大多教育程度很低却自以为是的评论员用高分贝的刺耳声音覆盖。主流媒体用耸动视听、分散注意力、假话谎言和名人崇拜效应等方法淹没听众，同时向他们灌输国家的，往往是沙文主义的或仇外的骄傲和消费欲望。公共广播越来越追随商业媒体的新闻日程，越来越因受大公司的和富豪们的资助而怀有感恩之情，因此缺乏为大多数人民或社会上的少数民族说话的极为关键的独立性。英国广播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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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BC）不同于这些公共广播，它至少是主流商业媒体差劲的替代者。

体现在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
[8]

 的基本民主，即公众抗议、公民言论自由和新闻独立，被对公众言论权不感兴趣的政府所破坏。世界银行的“世界各国治理指标”把美国列为“发言权和问责权”的第31名，这个指标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公民能参与选择他们的政府及有自由表达权、自由结社权和自由媒体评论的程度”（World Bank，2009）。几乎所有的欧洲国家及加拿大、澳大利亚、冰岛和波多黎各，都排在美国之前。小布什政府进一步销蚀了第一修正案和“制止无理搜查和拘留”的第四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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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使监控公民的程度升级，从而销蚀了公民应有的隐私权和政治异议权。《爱国者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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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通过导致了政府授权任意逮捕和不定期拘留以及对粗略地鉴定为敌方战斗人员的嫌疑人使用酷刑，严重破坏了保护公民自由的宪法核心。这个法案还制定了“自由言论区”，使当地警察可以圈定允许异议者出声的区域，实际上排除了发生公民们希望抗议的事件。

互联网的使用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对言论自由权的潜在支持甚至是扩大。然而，如果认为现在接入互联网的权利不受侵犯，或者认为大多数人民为了政治教育和社会的根本变革而使用互联网，那就太天真了。远程电信产业已经在计划发展多层次的接入，就像提供有线电视那样，这正受到要求“纯粹中立”（保证互联网继续作为公共载体而运作，不受价格歧视）的挑战。“电子民主”信仰者们应该关注的另一个问题是，政府和产业实施监测的现实情况，以及任何使用网络者很容易被监控的事实，这具有窒息异议者的作用。鉴于政府如此不受限制地进行窃听的可能性，与激进组织有关的人民敢在网上发表思想和信息吗？这个网络强迫顺从结构性的不平等，并且仅仅允许在网上的虚拟“抗议区”内表达如乔姆斯基(Chomky）所说的“在允许想的思想范围内”的异议。


3. 劳动人民的权利。
 在里根政府时期，白宫鼓励打击参加工会组织的劳工。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参加工会组织的劳工比率急速下降，现在只有12%（日本18%、英国13%、澳大利亚19%、德国20%、法国33%和意大利53%）。新自由主义对劳动人民有很大的负面影响，因为新的国际贸易协定和世贸组织（WTO）鼓励大公司把工资高的制造业移往劳动成本最低的国家。新自由主义政策在克林顿总统时期得到强有力的鼓吹，他在《纽约时报》的一篇专栏文章中骄傲地宣布：“我们如此结束了福利国家。”他的做法是使穷人从依靠政府援助转到依靠慈善机构的救济，这就是后来小布什总统的“有同情心的保守主义”。

新自由主义的机构改革和终结福利国家的后果之一是，与其他任何主要的工业国相比，美国人现在不得不工作更长时间，减少休闲和假期。美国有组织的劳工没有相应的力量改变这个趋势，虽然劳联—产联的报告说工会组织的比率在近几年有所上升。许多产业通过简单的签字画押机制以及骚扰或解雇工会组织者，积极地剥夺美国工人参加工会的权利。这样剥夺工人权利在其他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是见不到的。如果美国把它的能力更多地用于使国内像富兰克林·罗斯福说的那样免于匮乏和恐惧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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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美国的“自由议程表”就会运作得好些。


4. 机会均等。
 富人与穷人之间有巨大的鸿沟，在过去30多年中这一鸿沟变得越来越宽，从而使美国成为主要工业国家中阶级分化最严重的国家。美国的贫穷率在2008年达到13.2%几乎有4 000万（包括贫穷率为19%的1 410万儿童）的贫困人口，预期在2010年贫穷率达到26.6%（Pugh2009，A4)。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人在监狱中的百分比高得不成比例。美国人口只占世界人口的4%，而被监禁者却占世界囚犯的25%。这些民族群体在政府机构中的代表率及在雇用单位中的工资水平都远低于祖先来自北欧的同行。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从收入延伸到医疗保健、高等教育和买得起体面的住房。虽然在种族和性别歧视方面已经有所改进，但在妇女方面仍然有各种重要形式的不平等，包括薪金和计时工资的歧视、职务提升的限制、有色人种、同性恋和变性人。与白人或亚洲裔美国人相比，非洲裔和拉美裔美国人的婴儿死亡率要高得多，而平均预期寿命则低得多。对于有色人种，另一种严重形式的机构性和机制性障碍是难以得到高学位教育的机会。


5. 公共管理。
 联邦政府对新奥尔良地区卡特琳娜飓风灾害的迟缓应对可能是近年来没有其他任何事件更能揭示它对有色人种和穷人的恣意不关心，也揭示了由于该市历史上的种族隔离使这场灾害加剧。尽管美国的医疗保健系统是世界上最贵的（在联合国经合组织的公共健康开支中排在第29位)，美国却在主要工业国中提供最差的保健项目。据估计，350多万美国人没有住房。得不到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足够资助的美国高教机构的平均学费是世界上最贵的。美国大学的研究生率曾经是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最高的，现在已降为中等（Gudrais，2008）。对富裕者有利的税收政策是支持美国富豪型政策和社会的另一个反映。


6. 宪法。
 小布什政府的政策尤其暴露出对公民行政治理的基本原则的恣意不敬。他的违宪行为包括：“极端预演”的秘密政策（即绑架“恐怖主义”的嫌疑人并将其囚禁在国外)，授权对嫌疑人使用暴力拷问，利用总统的“行政签署”以避免遵循法律，非法吊销人身保护状，因政治原因解雇联邦法官，利用国家安全署和私营电信公司对美国公民进行未经授权的电子监控，绕过国会而宣战和非法入侵主权国家，对根据《资讯自由法案》提出的请求施加更严格的限制，《爱国者法案》要求图书馆工作人员把读者借书的信息提交给联邦当局，与一家私营数据库公司签订收集、编辑和储存公民信息的合同，删改或封杀环境保护署和其他政府机构的报告，白宫的内阁成员拒绝在国会面前作证，以及大量的其他破坏公民权利的行为。


7. 与其他国家的关系。
 美国继续通过单边的暴力、入侵和占领手段，以及利用军援、武器销售（从2002财政年度的120亿美元增加到2008财政年度的320亿美元）和支持别国的镇压等非直接手段，破坏其他国家的主权。尽管贝拉克·奥巴马保证在美国外交政策中用谈判取代武力，但他的政府的起步仍像他的前任一样，导致阿富汗的暴力升级而没有明确的政治和社会目标。他开始说的是另一种腔调，在写本书时(2009年年底之前）确定他是否有实质性的改变，还为时尚早。比较西欧国家与美国的民主以及前者如何处理它们的外交关系，有许多可学之处。但是，在输入文化和媒体对世界事务的关注方面，美国是比率最低的国家之一，这就限制了它的公民们去了解其他国家和其他可供选择的民主。

全面观察美国的公共领域，它应该有公众获得授权、辩论和深思熟虑的民主及坚强的平等社会秩序，但是观察结果令人气馁。一些作者，如普特南（Putnam，2001）注意到，美国的“社会资本”在下降，他的意思是指社区、社会和公民介入公共事务。与“新政”和“伟大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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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期的政府概念相比，现在的政府被普遍认为，借用里根的话，是“问题所在”。这导致社会福利（而不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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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相应下降，而医疗保健、住房和教育则上涨到大部分美国人付不起的水平。医疗保健的成本是美国破产的主要原因。

以上叙述旨在传达一个思想，美国虽然在某些重要方面令人羡慕，但是它不符合作为健全民主的世界形象。事实上，它在朝相反的方向前进——走向更加威权主义的政治和社会秩序。它在国外为自己塑造的形象与国内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实的脱节使其对内的和对外的宣传不可或缺。在一个充满着电子媒体和大体上不受制约地营销的社会里，促销型文化成为社会控制的主要形式。一个平等而民主的社会没有理由求助于宣传，因为公民们很可能有确切的信息了解他们个人和集体的利益所在，以及国内和外交政策的后果。

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我们难以开出药方，因为在这方面需要做出的改变首先和最重要的是根本性地改变美国的社会结构。我说的“根本性”是指民主权利、公众参与和平等授权。所以，美国如果要在世界上产生正面影响，首先应在它自己的主权领土内开展民主建设。国家民主研究所（NDI）和国际共和研究所（IRI）及其他“民主”基金会需要像它们的德国基金会（stiftungen
 ）同行那样，把它们的努力专注于教育美国人知道政治、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是如何产生的，并在公共政策的一切方面建立高度的公民参与。这要求美国人民批判地了解自己国家的历史及其不公正的和白皮肤有特权的模式，这是这个多种族社会从一开始就形成的，后来更为牢固的机制。民主的意识形态需要重新组建权力结构，并在民主的领导下转向发展它的一切公民的人类潜力及居住环境的物质和社会质量。这有点像是白日梦，但是，美国能在国外教授民主的唯一方法是在自己国内有一个民主典范。



[1]
 此处有误；应该是麦金莱总统，不是威尔逊总统。——译者注





[2]
 埃德尔曼（1919—2001）曾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政治学教授，研究形象化政治和政治心理学，著有《政治的形象化利用》（The Symbolic Use ofPolitics）、《假情报的政治》（The Politics ofMisinformation）。——译者注





[3]
 罗伯特·普特南是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院长，著有《我们的孩子们：美国梦的危机》（Our Kids:The American Dream in Crisis）、《一个人打保龄球：美国社区的衰落和复兴》（Bowling Alone:The Collapse and Revival ofAmerican Community）。——译者注





[4]
 西方把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称为第一世界，把社会主义国家称为第二世界；这不同于毛主席的“三个世界”理论。——译者注





[5]
 戴维·兰尼是英国剑桥大学的退休名誉教授。——译者注





[6]
 蓝筹股（或称绩优股）公司是指股价和红利高、稳赚不赔、有发展潜力、不会倒的大公司；代表纽约股市行情的道·琼斯指数就是各行业领军的30家公司股票价格的加权平均值。“蓝筹”这个行话是一位股市经纪人奥利佛·金戈尔德在1923年借用赌场术语创建的：投注蓝色赌盘的机会是1赚25，红色是1赚5，白色是1赚1。——译者注





[7]
 英国广播公司是政府资助的公共媒体，由皇家宪章保持其独立性，它的监委会由12人组成，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威尔士和北爱尔兰的首长及由首相提名、女皇委任的社会知名人士。——译者注





[8]
 1791年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禁止国会制定任何剥夺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的法律，禁止干扰向政府请愿的权利。——译者注





[9]
 第四修正案规定：任何公民的人身、住宅、文件和财产不受无理的搜查，无合理依据不得签发搜查令和逮捕令。——译者注





[10]
 《爱国者法案》（PatriotAct）是小布什政府在2001年“9·11事件”后提请国会批准的“用适当手段拦截和阻止恐怖主义”（Providing Appropriate Tools Required to Intercept and Obstruct Terrorism），英语字头合起来构成“Patriot”，即“爱国者”，这是文字游戏，实际上与爱不爱国无关。——译者注





[11]
 罗斯福总统在1941年年初的国情咨文中宣布了四项“人类的基本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免于恐惧的自由，他说这是美国人民准备为之奋斗的原则。毛泽东主席在抗日战争时期会见访问延安的美国代表团时表示赞同这四项自由。——译者注





[12]
 “新政”是小罗斯福总统在1932年大萧条时提出的由政府主导经济的福利国家概念，起初称为“百日新政”；“伟大社会”是约翰逊总统1964年在密西根大学的演讲中提出的概念，即“一切人能自由、充裕的生活，结束贫困和种族歧视的社会”。——译者注





[13]
 这里是本书作者戏谑地利用英语“福利”（welfare）与“战争”（warfare）两个词的词尾“fare”的谐音而已，这是文字游戏，没有实质意义。——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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